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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 

PART IV METHODS OF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EMPIRICAL MATERIALS 


置身于社会之中,研究者通过互动创建了现实，而经验资科的收集和分析正是在 
由这些实物构成的地方进引的。在这些场所,研究者进行解释性的定性研究实践。这 
些方法论实践展示了从日常生活世界产生经验资料的不同方法。第 iv 部分考察了摆 
弄方法论的定性研究者 （researchers-M-methodological-bricoleure) 现在使用的各种分析 
手段和方法。 

访 ^_ y : 

访谈在我们的社会中司空见惯,社会成员似乎都相信通过访谈可以得到有关生活 
体验及其意义的有用信息。访谈已经成为我们传播大众文化的一个想当然的特色。 
但是，访谈报告是一个协商性的文本，其中穿插着权力、性别、种族和阶层。在第 24 章 
中，安德 里亚. 方塔纳 （Andea Fontana) 和詹 姆斯. 弗里 （James Frey) 追 溯予访 谈在社 
会科学中的历史,指明了它的三种主要形式:结构式、非结构式和开放式，并揭示了这 
种工具在运用过程中是如何塑造和变化的。他们也探讨了小组 （ 或焦点）访谈（参见 
第32章）、口述史访谈、创造性访谈，以及性别的、女权主义的、后现代的或者多音 
访谈。 

访谈即对话,是一种提问和聆听的艺术。它不是一种中立性的工具， a 为访谈中 
至少有两人创造了访谈情境中的现实。在这种情塊下，答案是既定的。由此访谈达成 
了情景性默契，这种默契植根于具体的互动细 节中。 这种方法受到了访谈者的个体特 
征影响，如种族、阶层、民族和性别等。 

方塔纳和弗里回顾了女权主义研究者在访谈上所做的重要工作，特别是贝哈 
(Behar) 、莱因哈兹 （Reinhatz ) 、赫茨 （Hertz ) 、里查德森 （Richardson >、克拉夫 
(Clough) 、克林斯 (Collins) 、史密斯 (Smith) 和欧克利 （Oakley) 之间的讨论。英国社会 
学家欧克利 （Oakley,1981) 和其他女性主义学者已明确指出了科学实证研究和基于女 
性主义的访谈之间的—个主要矛盾，前者要求客观和公正，而后者要求开放、投入感 



674 定性研究(第 3 卷 h 经验资科收集与分析的方法 


愦，以及在访谈者和主题之间发展出 一种潜 在的长期信任 关系。 

正如方塔纳和弗里所言，女性主义访谈的伦理对访谈作了重新定位。这种伦理使 
访谈者和被访者可以对一些彼此相关的，经常是传记式批判的问题进行平等的对话。 
这种叙述的、讲故亊的框架质疑了第5章中克里斯琴斯 （ChrUtia™〉 所讨论的调査的 
知情同意和隐瞒模式。不管对应用行动研究（参见第22章），还是对临床研究（参见 
第23 章) 来讲,这种伦理都使访谈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 

观察方法 


进入一个社会场景去观察是收集社会资料 的另一 种重要方法。在第25章中，安 
格罗西诺 (Michael AngrroimO 和德普雷 （Kimbeily Mays de Peiez) 主要改写了自然主义 
观察的方法和操作。所有的观察都与观察者对所观察世界的参与密切相关。所谓纯 
粹、客观、公正的观察是不存在的,观察者在场的彩响是不可消 除的。 此外，研究对象 
的殖民化论点(仅仅是研究者注视的 客体） 不再恰当合适。现在，观察 者在一 系列询 
问行动中充当了协作参与者的角色。安格罗西诺和德普雷认为观察互动是暂时性、情 
境性的过程，它会受到来自性别认同的变动影响以及权力结构的影响。由于参与者之 
间的关系是公开的,场景中他人的暗示会对参与者产生彩响。最后，在观察过程中，人 
们呈现出情境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在社会和文化中可能都是非主流的。 

正如第5章克里斯琴斯那样，安格罗西诺和德普雷对制度性审査委员会提出强有 
力的批评。同时指出实证主义经验社会科学家几乎没有认识到观察性民族志研究者 
的必要性。在许多大学，制度性审査委员会和实验性的、假设检验的所谓科学范式联 
系在 一起。 这种范式为后现代观察者带来不少问题，因为学者成了他们研究世界的一 
部分。学者们为了获得对自己研究的支持和认可，他们不得不经常采取欺骗手段（制 
度性审查委员会也不乏类似的例 子）。 这导致一些民族志研究者宣称自己的研究是 
可信任 '，也 不会带来危害，然而这类研究者已经被刻板化为不可倍任的。当合作式的 
调查开始实施，研究对象变成“股东'人们可以左右自己的 调查。 对所认同的形式以 
及更广意义上的参与调査形式而言，研究对象的决策能力尚不明确。民族志写作的新 
颖形式，诸如小说体故亊的运用，代表了解决这种道德困境的一种途径。 

安格罗西诺和德普雷提出了一种“均衡理性 (preportioMte reason)” 道德体系。这 
种实用的道德体系试图平衡该领域中的收益、成本和行动后果之间的关系，用最终取 
得的目标的价值和重要性来说明可采取的手段是否合理。他们掀开了观察方法的神 
秘面纱，观察再也不是对文化或社会某种宏大分析的关键。相反，观察性研究 是一种 
关注差异的方法,关注那些处于具体且不断变动的人际关系中的特定人群的生活 。女 
性主义道德关怀和义务的重要性和必需性变得越来越明显。 

阅读物质文化及其记录 


无声的证据——即成文的文本和文化产品——客观而有形的存在着，留下了逝去 



历史的物质性 痕迹。 和这些物质性资料进行对话和交谈是不可 能的。 研究者必须阐 
释它们，因为可以从中发现对人类生态研究有重要意义的生活文化，而考古学家研究 
的则是物质文化。在第26章中，全文弥漫着后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敏感性的轻松， 
作者伊恩 • 霍德 (Ian Holder) 会吿诉你如何做到这一切。他观点的核心是一种建构主 
义者的论断,即研究者通过一系列解释性实践生成了他们理论分析所用的材料和证 
据。今天人们都认识到，各种类型的物质文化都是一种性别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建构。 
先前的文化理论、进化论以及物质历史正在被 重写。 过去如何被重构和阐释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现在如何被建构以及将来如何被记忆。 


视觉方法的再想象 


如今，提倡视觉化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使用照片、电影、互联网、互动式光盘和 
光盘存储器以及虚拟现实等手段，通过这些途径来锻造人类存在与视觉观念的联系。 
这些视觉表达形式构成了记录和证明社会生活发展的不同 渠道。 照片常常被称作记 
忆镜子，它将研究者带入了曰常生活世界。在曰常生活世界里，观察者身份、对象的视 
角和拍摄的主题都被问题 化了。 在第27章中，哈珀 （Douglas Haiper) 结合虚拟和真实 
民族志后现代的发展，描述了这种方法的历史。 

从历史上看,视觉社会学开姶于后实证主义传统，研究者们提供视觉信息以支持 
传统民族志进行现实性描述。$片是非问题化“事实”的一部分,而非问题化“亊实” 
又构成了这些故亊的“真实”。现在,视觉社会学和民族志一样,正处于深刻怀疑和巨 
大变革时期。哈珀提出视觉社会学必须在新民族志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通过仔 
细阅读一组自己摄自波洛尼亚街道上的图片的故亊性，他投身于这种新的转变。这— 
组连续的图片是一种视觉叙述，它同时讲述了许多不同的故事。因为它将符号图像、 
文化意义、观点、地理空间、互动次序和关注的性别视角的转换等混合在一起。哈珀也 
分析了表达的意识形态方面、图像的社会建构、视觉知识的权威、相机的机械性能、视 
角框架、印刷技术、编辑以及图像次序等。 

哈珀通过图片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视觉 叙述和故事把图片和第—人称叙说联系在 
一起 ，文化故事通过时间与空间得以展开，而一系列的照片就是通过上述三者得以组 
合起来。显然, 一幅图 像只能讲述一个故亊，而视觉叙述试图讲述关于文化的、个体 
的、组织的以及它们之间的 故寧。 图片有助于发掘深层次的东西，详尽阐述故亊中的 
意义。 

我们需要学会如何从亊带有视觉思考性的实验和没有视觉思考的实验,需要发展 
—种敏锐的视觉敏感性,同意我们把性别化的物质世界带入不同方式的批判中去，需 
要质问网络空间及其虚拟现实的 逻辑。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更多理解建立连接不同 
世界寧实的规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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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民族志和作为 研究对象的研究者 _ 

个体经历是个体具有的思想流和意识流在即时性情境中的 反映。 这些经历可能 
是依惯例行亊或者是有问题的。它们发生在个体生命历程中，当人们谈论这些经历 
时,往往会设想出故亊或叙述的形态。我们不能直接研究生活经历，因为语言、言谈和 
话语系统搮纵和限定了特定的经历，而这些经历正是我们所要描述的。我们所研究的 
是呈现出来的经历，而不是经历本身。我们考察的是人们彼此谈论的自己经历过的故 
事。这些故亊可能是个体经历的叙述或者自我故事，对个人经历的_ 释。 

现在许多人认为我们只能研究我们自己的 经历。 研究者成为研究对象，这是自我 
民族志的 要旨。 在第28章中，艾利丝 (Carolyn EUi 8 )* 博克纳 (Arthur Bochner) 从反思 
角度提出了对反思性个体叙述写作的 争论。 寧实上，他们的对话文本正是这种类型写 
作的一 个范例，它完成了对自己叙述的反思。艾利丝和博克纳主要回顾了研究个体经 
历叙述的争议，把他们的文本置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下，尤其是罗蒂和 
里査徳森的作品。 

他们追溯了这种写作形式的历史，它起源于海恩诺 (David Hayano)1979 年对自我 
民族志术语的介绍。关于自我民族志的意义和用途涉及多种多样的术语和方法论策 
略。它主要包括个体式叙述、自我叙述、写作故亊、自我故事、自我观察、个体民族志、 
文学故寧，评论式自传体、激进经验主义、启发性叙述、反思性民族志、传记式方法、合 
作建构叙述、本土人类学、人类学诗学分析和表滇民族志等。艾利丝和博克纳运用史 
密斯 (Sylvia Smith) -个心理学溥士候选人的个案来说明这种写作形式的 价值。 

接着,他们转向他们自身的智识发展轨迹，展示他们如何形成今天的理解——关 
于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写作必要性的理解。他们表示，推崇这种写作风格绝非易 
事。它涉及学习如何尝试不同的写作，包括琢磨如何运用个体经验和第一人称作为工 
具来确立对真理和知识的发言权。这引起了诸多评论，有的针对叙述的真实性、感情 
记忆以及层 •文 本提出质疑,有的质问故亊化生活的指向，还有的担心这种传统问题 
的合法性和可靠性。 

当然，自我民族志可以解读为证词的变动形式 和第一 人称生活史。由此,艾利丝 
和博克纳的文章是对蒂尔尼 (Tierney, 第20章）和贝弗利 （Beverley, 第21章）关于叙 
述形式论述 的一个 补充。 

数据处理 和分析技术 _ 

定性经验资料的处理、分析和解释是一个髙技术语言和话语系统合成的过程，需 
要掌握 一套特 别的阚释惯例和叙述 技术。 在第29章，瑞安 （Gery Ryan) 和伯纳德 （H. 
Russell Benianl) 提出了一个可能是这一过程和话语中最复杂、最全面的 模型。 

经验资料的处理和分析存在经验主义和建构主义差异的争论 :前者 预设存 在一个 



真实的世界,后者预设世界是被建构的。此外,还存在经验主义和非经验主义的争 
议一分歧在于一个主张将观察转化为词语，而另一个主张将观察结果转化为 数字。 
和其他学 者一样 ，瑞安和伯纳德也区别了对待文本的方法，一种是叙述或语言学的方 
法 ，另一 种是社会学的方法。叙述的方法把文本作为叙述、交谈、表演和正式分析的对 
象,而社会学的方法是把文本作为获得经验的窗口，包括分析者处理生成的文本和自 
由体的文本或叙述。 

瑞安和伯纳德着重介绍了社会学传统意义使用的方法，即收集资料 （ 例如自由列 
表、分类资料、框架引出、三人一组的试验等）的方法和分析技术（如分类法、心智图和 
因素分析等）。他们也讨论了分析自由体文本的方法,首先把原始文本录入（内容关 
键词、词汇计数、语义网络分析和认知地图 K 然后，他们采取不同方法将文本缩减为 
编 码:扎 根理论、图解分析、经典内容分析、内容词典、分析归纳和民族志决策模型。 

这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后实证主义方法，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简洁明确而且系统化 
等特征，对经验资料进行了严密 分析- 瑞安和伯纳徳对扎根理论、谈话分析和计算机 
辅助分析楔式的处理需要分别和第19章、第31章、第30章所论述的内容结合起来 
阅读。 


计算机辅助的定性分析 


现在,研究人员运用计算机软件程序来协助分析定性经验资料相对普 遍了。 李和 
费尔丁 （Lee & Fielding, 1998, p. 丨）将这种程序称作“计算机辅助定性数据分析软件”， 
简称为 CAQDAS 0 在第30章中，维茨曼 （Eben Weitanan) 提 出了一 种易懂好用的 
CAQDAS 方法，这种方法很快就可以用来支持定性资料分析。他回顾了以计算机为基 
础的_些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帮助研究者记录、存储、索引、交互索引、编码、排序以及 
交互分析文本资料。当然,它们不能保持方法论的中立 （Schwandt, 1997, p.lS)。 这些 
工具建构了解释的结构,对物质世界预设了一种特定性别主义 立场。 它们经常 将一套 
理性的、科层制式的、类似线性的和序列框架强加在世界和世界的物质资料上。这给 
人的印象是数据中确实存在着意义模式，事实上一切都是所采用的软件和分析框架所 
产生的（在没有使用计算机帮助的情况下，显然研究者自己创造了这种可见的“顺 
序 ”）》 这些工具会使研究者远离田野工作和经验资料,这些方法是以一个客观主义 
者、现实主义者、基本的认识论为假定前提的。在使用这些方法时，经常把实地记录转 
化为对文本材料的解释步骤和把假设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维茨曼把最常用的程序分为五个软件系列 :文本 管理器、编码程序、检索程序、编 
码理论建立组和概念网络建立组。这些程序具有多重文本处理功能，例如，帮助研究 
者找到和修改建立在句子和词语上的关键材料,建立概念模型，进行分类排序、关键词 
编码和文本部分的连接，剥离拒答和有失偏颇的个案以及建立 索引。 多媒体软件程序 
刚刚出现，它可以让研究者像研究文本数 据一样 研究音频文件和视频文件。光盘存储 
器也可作为存储实地记录和其他民族志视频材枓的地方，进而可以进行超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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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y & Atkinson , 1996， p. 186 ) 。 

如此强大的集图片、影视、声音表现 为一体 的工具，可以使研究者强化和建立所收 
集资料的一致性模式。然而,这些工具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包括误以为这样的程序真 
正可以为研究者建立一套理论（或者个案）。它们甚至提倡暴风驟雨般或者“闪电战” 
式的研究。编码和检索系统可能会过分强调分类和指标的发掘,而相应不够重视具体 
情塊中经验产生的多重含义 （Fielding & Lee, 1998, pp. 120-121)。寻求扎根理论会使 
研究者的注意力从那些在社会世界起作用的_释理论中转移出来。 

对定性研究者而言,软件程序应是互动的，可以产生出各种不 同的阐 释空间，这些 
空间连接着意义和经验模式。然而，研究者应避免让计算机和计算机程序决定阐释的 
形式和内容，这是很重要的，对编码和分类的强调会产生无终止的变置分析，以致不 
能利用重要的情境和场景因素①。在研究者进行计算机辅助分析时，经常会出现这样 
—个取向，即分析时将实地资料减少到仅仅可以编码。同样，研究者如果把实地收集 
的资料交给那些没有亲自参与田野调查和不了解研究进程的人也是不妥当的 （U* & 
Fielding, 1991 ,p. 12) „ 

塞德尔 （SeWeUWl) 提出了一种在使用计算机方法时出现的分析痴迷状态。这 
种痴迷会使研究者对计算机可以处理的大量数据着迷。此外,研究者还可能加深误 
解，即数据中生成的模型可能是“他们和数据之间关系的产物” （Seid e U991, P .114>。 
最终研究者可能仅仅重视研究中 W 算机方法能帮助处理的那些方面 （Agar, 1991, 
P .193)。 于是,他们会 选择一 定的计算机软件来分析所收集到的资料。问题接着就 
产生 了:研 究者往往会迎合可采用的软件来从亊研究，然后会报告计算机软件组成了 
他们的研究方法论。这似乎有‘‘舍本求末”之嫌。 

最终，计算机程序的使用还会带来伦理道徳 问题。 阿克罗伊德 （Akeioyd,1991) 认 
为问题的核心 是:建 立在个体或团体基础上的私人机密性质的数据库，可能会面临个 
人隐私泄漏的危险。当涉及隐私的资料进入计算机内，安全性问题就立即产生了。在 
多人使用的系统里，隐私不能得到保证 （Ak e royd,1991,p.l00>。 绝对的隐私和绝对的 
安全再也不会存在。 

费尔丁和李 （Fielding & Lee,1998,pp. 186-189) 推测了 CAQDAS 未来发展图景， 
他们认为这个领域进入了“分化”时期, 一 些软件包变得愈加深奥复杂，而其余的自产 
生以来就保持停滞不前。一些研发人员已经离开这个领域。 Windows 揉作系统看起 
来已经“淘汰 了一大 批倾向于保持编程和发展指令的研究人员 "（folding & Ue, 
1998, p. 186)o 那些可以将谈话记录直接储存在光盘存储器中的软件继续在发展。 
在一些 程序中，谈话在记录的同时可以听到。这产生了关于阐释所听到的东西和阐释 
所书写记录的东西之间差别的争议 (Fielding & Lee, 1998, p. 188)。 

互联网的发展也给 CAQDAS 带来变化。大量的项目现在可以通过网址找到。互 
联网的使用并非没有问题，例如对信息的共同限制，数据加密设备的控制，电子隐私， 


①计算机辅助方法中的变最分析已经开始 朝蕾后 实证主义解释模®方向 转变。 



以及对产生主题的道德协议的发展等 (Fielding & Lee, 1998, p,188) D 显而易见，计算 
机技术总体上会继续转变定性研究，使之越来越复杂。 

谈话分析和文本分析 


定性研究者研究记录人类经验的口述记录和书写记录,包括谈话记录、电影、小说 
和照片。从历史上来看，关于文本话语分析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方法主要有三 
种,每一种方法都和一种悠久的理论研究传统联系在一起。内容分析联系着媒体研究 
中的定置分析传统，符号学联系着文学批评的结构主义传统，而叙亊话语分析联系着 
阊释理论近期的后结构主义发展传统 （Ueblich, Tuval-Mashiach, & Zilber.1998, 
P- 18)„ 

西尔弗曼 （David Silverman) 认为世寧皆在谈话中完成。因此，实地资料往往是语 
言学的资料。他在第31章中，分析了以语 B 为中介的资料的三种 类型: 访谈、文本和 
畐 IJ 本。如同方塔纳和弗里 （ 第24章），古布里厄姆和*尔斯泰因（第18章）一样，西尔 
弗曼把访谈材料视为叙事记录而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图像。他对访谈研究者提出五 
个问鼉，其中包括如何运用叙事资料去建构理论。 

文本是建立在访谈和其他形式谈话记录基础上的。这些文本是社会亊实,它们用 
社会组织化的方法来产生、分配和使用。西尔弗曼反对那些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文本进 
行分析的形式。内容分析法将存在于人们话语、观点以及经验中的不成文规定具体 
化。他认为内容分析使访谈到文本 的阐释 过程变得楔糊不清。 

研究者不能把文本形式的文件资料作为其他形式证据的替代物，这 一点是 很重要 
的。这些文件是社会产物。它们不是对组织曰常事务或者决策过程的清晰呈现。它 
们是情塊建构的，由特定惯例和理解决定的特定类型的 表述。 这种文件资料适合通过 
符号、叙亊和话语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成员归类分析 （MCA) 是一种有些类似叙亊分 
析的方法。引用萨克斯 （Harvey Sacks) 的研究成果，西费尔曼 阐述了 MCA 的逻辑 
(SUvennan,1998), 研究者使用此方法去询问人们在和他人互动时是如何使用曰常用 
语及其类别的。随后，西费尔曼介绍了谈话的手稿。关于手稿的分析主要有两种社会 
科学传统，即会话分析 (CA) 和话语分析 （DA>。 西费尔曼回顾了这两种传统的历史， 
并举例 说明。 他将他的文章归结为四个观点 : 第一,定性研究不 是以一 套独立技术为 
基 础的; 第二，定性研究在揭示社会互动是如何按照惯例行亊方面具有特殊 优势; 第 
三,定性研究提示了人们做亊的 方法； 第四，定性研究的应用不仅仅局限于探索性 
目的。 

总而言之，经验的文本形式是复杂的。但是如果谈话构成了大量我们所拥有的东 
西，那么，西费尔曼所简要介绍的几种分析形式代表了重要的途径，可以使世界和世界 
的话语更加形象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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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研究中的焦点小组访谈 


第24章中，方塔纳和弗里特别提到，小组或者焦点小组访谈依赖在正式或者非正 
式场景下同时对几个个体进行系统性提问。在第32章中，麻德里兹 （Esther Madrid) 
探讨了焦点小组访谈是如何运用于有色妇女的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从而有效推进了这 
一方法的研究①。她借助女性主义或者后现代方法，建立了一个焦点小组访谈的模 
型。这个模型强 调了一 种授权、道徳共同体、感情投入和发展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的 
女性主义伦理。这种方法使那些长期保持沉默的有色妇女有了发言机会。焦点小组 
使妇女 在一起 进行写作训练变得更容易。作为一个拉丁美洲的女性主义者，麻徳里兹 
把焦点小组访谈置于集体证言和小组反抗叙亊的背景之中 （ 参见第21章、第20章）。 
焦点小组缩短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但是参与者众说纷纭，限制了研究者 
对研究进程的控制。焦点小组谈话的非结构性特点也降低了研究者对访谈进程的控 
制。 麻德里兹用他对下层有色妇女研究的例子阐明了这些观点。 

借鉴种族批判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近期的发展成果（分别参见第9章、第8章）， 
麻德里兹使我们意识到有色妇女经历着阶层、种族和性别三重压迫。焦点小组创造了 
种族批判意识和关注社会变迁意识产生的条件。通过焦点小组访谈，种族批判理论似 
乎发现了自己的方 法论。 


应用民族志 


第 W 部分应用的行动主题在第33章中延续，钱伯斯 （Erve Chambers) 在此章中广 
泛地分析了应用民族志的历史、形态和用途。应用研究是一种以制订决策为目的的调 
查，直接服务于一个或多个委托人的 利益。 也就是说，应用或行动民族志是一项主张 
社会变迁和促进不同社会群体间文化理解的研究。 

钱伯斯讨论了应用民族志里三种截然不同的传统 :认知 、符号学、语义学的方法传 
统,微观和宏观分析传统以及行动和临床模式传统。认知方法尝试呈现特定锖境中的 
原生观点，对特定地方使用的语言、分类和术语进行分解。微观和宏观分析通过洞察 
局部背景进而归纳出更大、更宏观的结构。例如，从一个社区的经历转移到国家经济。 
行动和临床模式提出一个支持模式。研究者在社区各种不同类型人群中建立合作关 
系，包括本土的专家、知情的局内人、教堂、学校、地方政府的领袖和国家、联邦机构的 
代表。 

钱伯斯指出从亊应用研究的研究者担负着重大的伦理道德责任 （Trotter & 
Schensul, 1998 ,p. 692 )„ 它会带来人文、社会和生态的后果,这些后果有时对一个社 
区的命运起着很关键的 作用。 这些后果是变化的，可能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①同样#考第4章对焦点小组法的讨论。 



钱伯斯同时也提出了职业道德问题。他指出，业已获得公认的准则已经证明对应 
用民族志不大合适。坚守研究计划的秘密可能也是有问题的。同时，应用民族志研究 
者也面临道德问题，比如研究者应该支持谁的问题，或者他们是否能亳无偏见地为他 
人提供帮助的问题。 

结_ 

“作为方法论摆弄者”的研究人员应足够通晓本书中各章所介绍的关于收集和分 
析经验资料的各种方法。这种通晓指既要理解每种方法的历史,又要掌握每门方法的 
实施操作技巧。只有这样,一个研究者才能全面了解各种不同方法的局限和解释力。 
同时还可以清楚看到，每种方法作 为一系 列实践，如何生成自己的研究主旨。 

此外，研究者必须明白每种范式和视角，正如第 n 部分讲到的那样,都有独特的关 
于不同研究方法的传统。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作为工具的方法在应用时是通用的， 
但不是持所有范式的研究者都同样使用这些方法。当它们被使用时，往往切合或者与 
研究问题的范式的特性 一致。 

在第 iv 部分讲述的六种方法和技术（访谈法、观察法、文化产品研究、视觉方法、 
自我民族志和焦点小组 访谈〉 中，实证和后实证主义者更倾向于使用结构性访谈和可 
以进行规范分析的文化产品研究。建构主义者和批判理论家各种方法都有所运用，女 
性主义者、酷儿理论家、民族学家和文化研究调査者等都使用以上的方法。同样地，持 
各种范式和视角的研究者会有选择地使用数据整理分析方法和讨论过的计算机辅助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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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HKB 

从结构式问题到引 导式翻 

the 1YTCRV1EW ： FROM STTRUCIVRED QUESTIONS TO NEGOTIATO) TEXT 

O 安德里 亚 • 方塔纳詹姆斯 .H • 弗里 


哈姆 雪特： 你有没有看到天边那片云？它看起来像只骆驼。 

(手指天上的一朵云> 

波隆尼尔 ：老天 ，它的确像只骆驼。 

哈姆 當特： 我觉得它倒颇像只黄鼠狼。 

波隆尼 尔：它 弓着背像只黄鼠狼。 

哈姆 雷特： 或像条 鲸鱼。 

波隆尼 尔：也 像条鲸轰。 

《哈姆 雷特》 第三幕第二场 

哈姆雷特式的询问 . 大约有三 f 意思 ：解释 、证实和交流 . 

这种访谈似乎是宫廷权力关系的夏现…… 

哈姆書特式的访谈也许 . 可以被看做是对现实社会普遍性疑问的一 

个解释（或者，进一步说，这种访谈是引导式诂超的一个例证）。 

《访谈》 （/n/en;ieu« ， Kvale,1996) 
提问、回答，看起来容易，实际上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无论我们提问的 
措辞多么谨愤、对答案的记录多么仔细，总还是会有一些含糊不淸的地方。然 
而，访谈毕竟是我们理解他人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访谈有多种类型和用 
途•最常见的访谈形式有个别的、面对面的言语交流，访谈还包括面对面的群体 
交流、邮寄或自填问卷以及电话调査。它可以是结构性的、半结构性的或非结构 
性的。访谈可以用来进行市场调査、民意测验、临床推理和学术 研究； 它还可以 
用于测量，或者是从个人的、群体的多重视角来理解研究的现象。访谈可以是 
次性的、简要的事实陈述,5分钟的电话交谈，也可以是多次性的、持续较长一段 
时间，如生活史访谀。 

在今天，运用访谈获取信息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以至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被 
访谈社会 （interview society ) " ( Atkinson & Silverman, 1997； Silverman, 
)« 定性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访谈并不是中立的资料收集工具，而是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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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多个人根据具体情境商谈的结果。因此，访谈不仅包括传统的“是什么”（日 
常生活 活动〉 的问题，也包括人们的生活“怎么样”的问题 （ 涉及日常生活秩序的 
建构 ）（Cicourel ，1964； Dingwall, 1997 ； Gubrium & Holstein 1 1997,1998 ； Holstein & 
Gubrium，1995 ； Kvale, 1996； Samp, 1996； Seidman, 1991; Silverman t 1993 , 
1997a)o 

这一聿首先讨论访谈社会，然后从结构式方法开始探讨访谈，逐渐转向访谈 
的定性类型，最后讨论引导式话题的访谈。开始我们将简要介绍访谈的历史，然 
后讨论访谈的理论价值。尽管这本书的重点是定性研究，但为了说明访谈的全 
部含义，我们不仅要介绍访谈的其他方法，也要讨论访谈的主要类型（结构式访 
谈、小组访谈和非结构式访谈 ）o 需要说明的是,在对各种访谈方法的介绍中，我 
们采用了研究者在实际使用这些方法时所用的语言和解释，在这一章的后半部 
分讨论性别化访谈以及其他新的定性访谈类型时，我们指出了自己与这些研究 
者的不同，并提出了我们的批评。分析了结构式访谈以后，我们详细论述了定性 
访谈的各种要素,然后讨论了与性别化访谈相关的问题以及解释和报告的难题， 
并躭伦理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最后我们特别提到了定性访谈的新趋势。 

访谈社会 

在开始讨论访谈之前，我们想简要介绍一下当今的美国社会对访谈的巨大 
依赖，这种依赖程度已让很多学者都把美国称为“访谈社会” （Alkinson & 
Silverman, 1997； Sil V ennan,1993) 。无论是定性研究者还是定童研究者都倾向于 
把访谈作为资料收集的基本方法，不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被访者生活中某一亊 
件丰窗的、深人的经验资料,还是只为了得到一些简单的信息。人们相信访谈结 
果是可靠的、稍确的，并且在访谈过程中，访谈者与被访者的关系也不会过分影 
响访谈结果 （Atkirwon & Silverman, 1997 ； Silverman, 1993 >。对访谈的信奉和依 
赖反映并强化了将美国视为访谈社会的观点。 

不仅是社会研究者，而且似乎每个人都将访谈作为信息的来源，都认定访谈 
的结果是被访者自身和其生活的真实写照。一个人不可能不接受访谈,访谈无 
处 不在: 如政治中的民意测验、医生家访时的调査表、住房申请、关于社会工作资 
格的表格、大学申请、脱口秀、新闻节目，等等。作为一种资料收集方法，访谈不 
只是被社会科学研究者或替局的侦探所使用，它已经成为一种“系统调査的普遍 
方式” （Holstein & Gubrium, 1995 ,p. 丨）。似乎所有类型的问题——私人的、敏感 
的、探索性的、苦恼的、责难的一都是访谈的目标，在访谈的情境中都是许可 
的。几乎所有的访谈，不管其目的如何（都可以形式多样一描述、询问、帮助、检 
验、 评估〉 ，都在寻求传记体描述的各种形式。正如古布里厄姆和霉尔斯泰因 
(Gubrium & Hoi 功 ein,1998) 所指出的，访谈已变成了当代叙事的一种方式，在访 
谈中，人们向调査者诉说生活史。媒体也能很娴熟地运用这种技术。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依赖访谈并且视之为理所当然。访谀以及围绕被访者 
和访谈者角色制定的标准已经制度化，不再需要广泛的培训。人们都熟悉并遵 
从这些规则和规范。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对访谈的传统假定表示怀疑——我们 
将在后面性别化访谈以及访谈的新趋势中回应他们的顾虑。许多研究者仍然在 
继续使用传统的访谈技术，访谈似乎是目前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一个个性化、 
多样化以及角色关系特殊化的社会，访谈实际上已成为获得个人、群体和组织信 
息最可行的方法。因此，许多人觉得没有必要对每一种访谈情形都去重新制定 
规则，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访谈已变成一种日常的技术性实践和普遍的想当 
然的活动” （MUhler , 1986, p. 23 >。 

但是访谈的专业化以及程序的标准化还远没有达到研究者可以忽略悄境、 
社会及人际因索的程度。每一次访谈都是一种互动和关系，访谈的结果不仅仅 
是明确的叙述和回答，它也是社会互动的结果。访谈变成了一种普通的、不引人 
注意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回答率的持续下降，显示很少有人愿意敞开他 
们的“自我”，或者他们认为在访谈时被要求太多，因此在访谈准许的范围内，他 
们变得更有选择性。但是社会科学家更倾向认为，访谈是相互影响的、随机访谈 
的社会动态性质决定了所获取的模塑知识的性质。访谈者一般没有受过社会科 
学家那么多的训练，也没有那么多经验，可能不会意识到访谈的参与者在围绕问 
題和回答积极地建构知识 （HoUilein & Gubrium,1995) „ 

下面我们将简要囬顾访谈的历史 ：它的 起源和发展。 

访谈的历史 


很久以前就有各种各样的访谈形式，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 人口普 
査 （ Babbie, 1992 )。 在近代，访谈的传统主要由两种趋势演化 而来: 第一种，在临 
床诊断和咨询中，访谈被应用得相当普及和广泛，其所关注的是回答的质*;第 
二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访谈被大量地运用于心理测验之中，在这里关注的 
重点是测 设技术 （Maccoby & Maccoby , 1954) 0 

人们一般认为，运用访谈进行社会调査的第一人是布思 （ Charle * Booth ) 
(Convene, 1987 )„ 1886年，布思从事了一项关于伦教居民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全 
面调査，其成果以 《伦 教居民的生活和劳动><啡 ° f the in 

London , 1902 — 1903> 为题出版。布思的早期研究中就包含了个别访谈的方法， 
因为他不仅实施了他的调査研究，而且通过非结构式的访谈和民族志的观察来 
检验他的 结论： 

通过对大量邻居、街坊和家庭的访问以及与各种各样福利机构和社区 
领导人的讨论，资料不断得到检査和补充。在一些地方，布思常常作为一个 
普通的房客生活在那里，以便能够更密切地了解贫困阶层的生活和习慣 
(Parten, 1950 ， pp.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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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许多其他的调査以及随后的英国其他城市的调査，都参照了布思的研 
究。在美国类似的情形也相继发生，其中，1895年在芝加哥的一项研究试图完全 
按照布思在伦教所做的那样来进行 （Converse, 1987), 1896年，美国社会学家杜 
波依斯 （W. E. B. Du Bob〉 自己承认，按照布思的方法对费城的黑人进行了研究 
(Du Bois, 1899)o 接下来是城市和小城镇调査，其中最著名的是林德夫妇 （R. 
S. Lynd & H. M. Lynd) 的《中 镇》 （A/idrffc 切, 1929 ) 以及 《变迁 中的中镇》 

(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 1937〉。 

民意测验是访谈的另一种早期形式。一些民意测验早在20世纪之前就已 
开始实施了，但是直到1935年乔治 • 盖洛普 （George Gallup) 成立美国民意测验 
研究所，它才真正获得应有的地位。在盖洛普之前，20世纪20年代的心理学 fP 
社会学研究中，有一个对态度研究的趋向（通常是测量）。托马斯 （W. I. 
TTiomas) 和兹纳涅茨基 （Florian Znaniecki >在社会心理学中运用文献法来推行态 
度研究。托马斯和帕克 （ 早期曾做过记者，他坚信社会学应该进行实地研究）对 
芝加哥大学所做的社区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些研究最终被认为是芝加哥学 
派的成就。还有一些研究者也非常有影响，比如斯默尔 （Albion Small)、 米德 
(George H. Mead ) 、伯吉斯 （E. W. Burgess ) 、休斯 （Everett C. Hughes 〉、沃思 
(Louis Wirth) 、沃纳 （W. Lloyd Warner) 和施特劳斯 （Anselm Slrauss)( 最近一项有 
关芝加哥人的关系与影响的讨论，参见 Becker, 1999) 

尽管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被认为在调査中运用了民族志的方法，但是另一些人 
则不这么认为，他们注意到多数芝加哥学派的研究都缺乏现代民族志的分析成分， 
因此充其童不过是“第一手描述性研究” （Hwvey, 1987, p.50) o 不管如何描述芝 
加哥人的实地工作，在研究中他们巳经明确地将观察、个人文献和非正式访谈几种 
方法综合起来了。访谈在思拉舍 (Thrasher, 1927/1963) 的研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他对帮派成员的研究主要依赖的就是对最初大约130个人的定性访谈。在安德森 
(Anderson, 1923) 对流浪汉的经典研究中,也是依靠非正式的深度交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和推动社会学民族志方法的工作主要由布卢默和 
他早期的学生贝克完成。访谈开始失去布思所賦予的折衷味道以及芝加哥学派 
所强调的定性的特征。通过访谈理解帮派成员或流浪汉巳失去意义，与此相关 
的是在调査研究中访谈开始成为资料最化的工具，就像多年来在民意测验和市 
场研究中所做的那样。但是在二战期间，美国军方聘请了大量的社会学家，调査 
研究获得了一个巨大的 发展。 50多万美国士兵以各种方式接受了访谈 （Young, 
1966), 对他们的心理和情绪活动的研究报告后来出版了，这就是四卷本的《二战 
中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in Social Psychology in World War U ) ，前两卷 《美 
国士兵》 （77ie American SoWier) 由斯托夫 （Samuel Stouffer) 直接指导，这部著作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为系统调査研究的广泛使用开辟了道路。 

但是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中，出现的新动向是定貴调査研究进人学术界，并且 
作为一种优先选择的方法逐渐垄断社会学研究。一个奥地利移民，拉扎斯菲尔 
徳 （Paul Lazarefcld) 是这种变动的先驱。他极其欣赏 《美国士兵》 ，实际上，默顿 



和拉扎斯菲尔徳 （Merton & Lazarsfeld ,1950) 还合编了一本书来分析《美国士兵》。 
拉扎斯菲尔德1940年调入哥伦比亚大学，同时也带来了他的市场研究和一些资 
金，这一切对于应用社会研究所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另外还有两个“调査机 
构"： 一个是1941年由菲尔徳 （Harry Field ) 成立的全国民意研究中心 （the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 ) ，开始在丹佛，后来迁到芝 加哥； 另一个是1946 
年由李克尔特 （ Likert ) 和他的研究小组成立的密西根调査研究中心。 

那时,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是理论研究，反对这类应用性的、以数据为基 
础的社会学。一些社会学家和人文主义者，其中包括布卢默、米尔斯 （ C . Wright 
Mills ) 、小施莱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 Jr . )和索罗金 （PUirin Sorokin ) 都对拉扎 
斯菲尔德以及其他调査研究者提出了批评,按照康弗斯 （ Converse , 1987) 的说法， 
索罗金觉得“他们对定 S 研究的强调有些过分，因此他把这些研究者叫做‘定董 
研究迷’——特别是斯托夫和拉扎斯菲尔德” （ p . 253 ) 。康弗斯还引用了米尔斯 
的话“那些死守着方法论框框的人，如果不在数据统计的小作坊里进行操作的 
话,是不会对现代社会做任何评价的” （ p . 252) 。康弗斯指出，小施莱辛格将这样 
的调査研究者称为“社会关系贩子 ” （social relations hucksters , p . 253 ) 。 

但是调査研究者也有强大的联盟，比如默顿在1943年加人哥伦比亚大学调 
査中心，并且政府对调査研究的资助也越来越多。20世纪50年代，各大学的调 
査研究都有了明显的增长，调査研究逐渐扩大了它在社会学的影响，这种状况在 
1960年拉扎斯菲尔德当选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达到髙潮。尽管其他方法开始削 
弱调査方法的重要性，但是调査研究的方法论优势从20世纪70年代一直延续 
到90年代。 

定性访谈继续与参与观察一起使用，但是它太多地采用了调査研究的定量技 
术。这种情况在扎根理论中尤其明显 （Glaser & Sln«ii88,1967) ， 因为它特别强调编 
码资料，并在民族方法学中追求社会行动的不变性质 （Cicourel, 1970)。 其他的定 
性研究者则强调变动 u 洛夫兰嫌（ Lofland, 1971) 批评扎根理论不太注重资料收集 
技术,道格拉斯 （ Douglas, 1985) 建议,应进行持续一天或更长时间的一对一的访谈， 
斯普拉徳利 （ Spradley , 1980) 则试图阐明民族志观察和民族志访谈的差别。 

近来，后现代主义民族志学者开始关注在访谈中出现的一些假设，并且注意 
控制访谈者的作用。这些关注导致了定性访谈的新趋势，即越来越重视被访者 
的意见 （Marcus & Fischer, 1986) ，访 谈者与被访者的关系 （Crapanzano, 1980) ,访 
谈中研究者性别的重要性 （Gluck & Patai,1991), 以及其他因素的作用，如种族、 
社会地位和年龄（ Seidnmn,1991) 。 

结构式访谈 

在结构式访谈中，访谈者对所有被访者都询问同样的、事先设计好的问题， 
除了开放式问题（很少）以外，答案的类别十分有限,在回答时一般没有什么变动 



的余地。访谈者根据亊先设计好的编码方案记录答案，根据问卷控制访谈的节 
奏，将问卷当做剧本，以标准化、直线性的方式一步步加以处理。访谈者必须对 
所有的访谈情境一视同仁，以同样的顺序、同样的问题询问所有的被访者。在结 
构式访谈中，问题和回答都没有什么灵活性。访问员指南通常包括以下 原则： 

• 不要对研究进行过多的解释，只用设计者提供的标准解释。 

• 不要偏离研究指南、打乱问题的顺序或者改变问题的措辞。 

•不要让别人打断 访谈; 不要让别人替被访者回答或者在被访者回答时发 
表他（或她）对问题的看法。 

•不要暗示同意或反对某个答案，不要给被访者任何关于调査问题的个人 
意见。 

•不要解释问题的含义，可以重复问题，并且给出在培训中统一规定的或是 
由设计者提供的说明和解释。 

• 不要临场发挥，比如增加答案类别或者改变问题的措辞。 

电话访问、在被访者家里面对面的访谈、在马路上或公园里中途拦截的访 
谈，以及与调査研究相关的访谈,都很有可能属于结构式访谈。 

这种访谈情境要求访谈者扮濟中立的角色，不要在被访者的回答中插人他 
或她的意见。访谈者必须建立“和谐的关系” ，一 方面他或她一定是随意的、友好 
的，另一方面又必须是指导性的、客观的。访谈者必须做一个“感兴趣的听众”以 
回报被访者的参与，但对回答不做评价 （Converse & Schiiman 1 1974) 0 

乐观地说，在结构式访谈中，出错的可能性很小。在问卷实施过程中产生的 
回答效应或非抽样误差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是被访者的行为。被访者可 
能故意取悦访谈者，或是阻挠访谈者获取自己的信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被访 
者会在答案中添油加醋，给出一个“社会期望”的答案，或者省略某些相关信息 
(Bradbum,1983,p.291)。 被访者还可能因为记忆错误而犯错。第二是方法本身 
的特性。问卷实施的方法（面对面或者通过电话）、问题的顺序或措辞。第三是 
访谈者。他的个性特征和提问技巧都可能妨碍问题的正常交流 （Bradbum, 
1983) 0 访谈者本身犯错误的严重程度是至关重要的。 

大多数结构式访谈几乎都没有给访谈者留下即兴发挥或独立判断的余地， 
但即使在最严格的结构式访谈中，也会有一些情况出乎预料，并不是每一个访谈 
者的行为都符合规定 （Bradbum, 1983; Frey, 1989) 0 实际上，一项对访谈者影响 
的研究发现，访谈者会改变问卷中多达三分之一的问题措辞 （Bradbum, Sudman, 
& Associate, 1979) 

一般来说，对访谈者影响的研究显示，访谈者特征如年龄、性别和访谈经历 
对回答只有很小的影响 （Singer & Presser.1989) „但是有证据表明，学生访问员 
对回答的影响比非学生访问员更大，地位高的访问员比地位低的访问员彩响更 
大，访问员的种族只在涉及种族方面的问埋时产生不同的效果 （Bradbum, 1983 ; 
Hyman, 1954( Singer, Franke] , & Glassman , 1983 ) 0 

在结构式访谈情塊中，访谈者对回答的质童影响很小,这主要是因为这类访 



谈本身是无弹性的、标准化的、预先设计好了的，几乎没有犯错误的机会。但是 
那些提倡结构式访谈的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访谈发生在社会互动的情境之中，并 
受这种情境的影响。一个优秀的访问员不但能够认识到这个事实，而且能够敏 
锐地感觉到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康弗斯和舒曼 （Converse & Schuman , 1974 ) 
指出，“没有一种访问类型适合所有的场合和所有的被访者” （p. 53 ) 。这意味着 
访谈者必须意识到被访者的不同并根据需要做出适当调整。正如戈登 （Gorden, 
1992 ) 所说“访谈技巧不是像骑自行车一样的简单运动技能,确切地说，它们是观 
察、移情敏感度和理智判断的髙度结合” （p. 7>。 

只理解访谈技巧是不够的，理解被访者的世界与可能刺激或阻碍回答的力 
最也相当重要 （Kahn & Cann e l,1957) 0 但是若假定只要问题问得合适，被访者就 
会真实地回答，那么结构式访谈就是按一种刺激一反应模式进行的。这种类型 
的访谈经常会得到一些理性的答案，但它忽略或错误估计了情感方面的作用。 


小组访谈 


小组访谈本质上是一种定性资料收集技术 （Madriz ，本书第32章），依赖于在 
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情境中，对几个人同时有系统的提问。因此这种技术介于 
正式和非正式访谈之间。 

在焦点小组 （focus group) 的名称下，小组访谈的使用常令人联想到市场研 
究。这种研究的目的是收集顾客对产品特征、广告主題、送货服务等方面的意 
见。这种方式也被一些政党和候选人大量使用，用来了解投票人对一些问题和 
政策的反应。小组访谈还被运用于社会学的研 究中： 鲍格达 （Boganl U8 ，1926) 用 
小组访谈检验了他的社会距离贵表，朱克曼 （Z UC k e rman,1972) 访问了一些诺贝 
尔奖获得者，汤普森和德梅拉斯 （Thompson & Demerath , 1952 ) 研究了军队中的 
管理问题，摩根和斯帕尼什 （Morgan & Spanish, 1984) 研究了健康问题，我们调査 
了年长工人劳动力的再躭业问题 （Fontana & Frey, 1990) ，默顿与他的合作者运用 
小组访谈研究了宜传效应 （Frey & Fomana，1991) 。实际上，默顿、弗斯克和肯达 
尔 （Merton, Fiske, & Kendall， 1956〉杜撰了“焦点小组”的术语来说明这样一种佾 
况，即研究者或访谈者在做了大量的研究之后再就相关议题询问一些特殊的问 
题。也有证据显示，公认的人类学家如马林诺夫斯基曾使用过这种技术，尽管他 
们没有报道 （Frey & Fontana， 1991)。今天，即使小组访谈的特征和类型千变万 
化，但所有的小组访谈仍普遍被认为是焦点小组访谈。 

在小组访谈中，根据访谈的目的，访谈者或主持人可以选择结构式的方式或 
非结构式的方式来指导调査和控制被访者之间的互动。访谈的目的可能是探索 
性的，比如研究者召集几个人在一起，或者检验一种方法论的技术、界定研究的 
问题，或者确认关键的信息提供者。这种探索性意义的一个延伸，就是小组访谈 
可以用来预先检验问卷的措辞、测童童表或调査设计的其他要素，这在目前的调 



査研究中十分普遍 （Desvousges & Frey, 1989 ) e 小组访谈也能成功地用来帮助被 
访者唤起对一些特殊事件的记忆，激发出对亊件的细节描述（比如一场灾难或一 
次庆典）或由一个小组成员共同分享的经验。小组访谈还能够用于三角测量，或 
与其他资料收集技术同时使用。比如,通过将个人回答放入一个具体的情境中， 
小组访谈有助于理解“模糊的三角测董”过程 （Cicourel, 1974)。最后，小组访谈 
无论是作为资料收集的唯一方法，还是与其他技术一起使用，现象学目的都是可 
以达到的。 

小组访谈依据其目的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它们可能是非结构的或没有访 
谈者指导的头脑风暴会议，也可能是典型的结构式，像名义小组 （nominal) 和市场 
焦点小组。在后一种类型中，访谈者的作用是非常明显和富于指导性的。实地 
工作的情境为小组访谈既提供了正式的机会，也提供了非正式的机会。实地研 
究者可以将被访者带人一个正式的场景中并询问非常直接的问题，也可以将他 
们带进一个自然的场录，像街角、邻近的小酒馆，这些地方对于那些非正式而目 
的明确的调査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环境。 

小组访谈可以在几个维度上进行比较。首先，访谈者可以是非常正式的，采 
取指导性和控制性立场，严格地引导讨论，不允许偏题和离题，这是焦点小组和 
名义小组/德尔菲小组的模式。在后一种情况下，参与者完全是分开的，但通过 
一个协调人或访谈者分李和交流意见。不直接提问的方法更可能运用在自然的 
实地情境中，如街角或一个控制的环境（比如研究实验室），在那里，研究的目的 
是现象学的，只就某一主题确立一个大致范围。也可以根据问题形式和目的来 
区分小组访谈，在这种情况下，小组访谈可以是探索性的、试调査或现象学的。 
探索性访谈的设计是为了增加对一个主题或环境的熟悉和了解，访谈者可能是 
非常亩于指导性的（或者相反），但问题通常是非结构式的或开放式的。现象学 
目的的访谈中也采取同样的形式，目的是为了在深度和多样性上发掘主体间的 
意义。在试调査的访谈中，问题形式一般是结构式的，访谈者是指导性的。表 
24.1 从不同的维度比较了几种小组访谈。 

表 24.1 小组访谈的类型和维度 



实施小组访谈的技巧与个别访谈没有明显的差别。访谈者必须灵活、客观、 
移情、有说服力、做一个好听众，等等。伹是在小组访谈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在 
个别访谈中没有发现的问题。默顿等人 （Merton etal. , 1956) 指出有三个特殊的 
问题 :第一 ，访谈者必须防止一个人或小团体控制小组;第二，访谈者必须鼓励那 
些不顺从的被访者 参与; 第三，访谈者必须从全部被访者那里得到回答以保证收 
集到有关议题的最全面信息。此外,访谈者必须在指导性的访谈者角色与协调 
人角色之间取得平衡，这要求对被访谈的群体进行动态管理 i 小组访谈者必须既 
考虑到预先准备的问题，又随时关注小组成员之间互动状况的变化。 

小组访谈具有一些个别访谈所没有的优点 ：实施 起来相对经济，能获得丰 
富.详尽的资料;能刺激被访者的 回忆; 形式灵活。但小组访谈也存在一些 问題： 
结果不能 推论; 新出现的群体文化可能干扰个体的 表达； 小组可能被某个人控 
制；结果可能是“小团体思想”。小组访谈对访谈者的技巧要求也比个别访谈更 
高一些。因为小组的状况是不断变化的。此外，这种方法不太适合研究敏感性 
话题。然而，无论是定性研究还 是定* 研究，小组访谈都是一种吋行的方法。 


非结构式访谈 


非结构式访谈比其他定性方法能收集到更广泛的资料在这部分我们将讨 
论非结构式访谈的传统 类型： 开放式的、民族志的 （ 深人的）访谈。很多定性研究 
者都对深度（或民族志）访谈和参与观察做了区分。然而，正如洛夫兰徳指出，这 
两种方法是密不可分的，参与观察中收集的很多资料都来自于非正式的访谈。 
分析一下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1967/1989 ) 的 日记： 

星期六8点 （1917 年12月）。起来晚了，感觉很不好，用了点灌《剂。 
大约1点钟我出了门。听到叫喊声，从 Kapwapu ( 来 的人〉 正带着 uri 给 
Teyava 。我和土著人坐在一起，与他们聊天、照相，然后囬来。 Billy 修正并 
补充了我关于 wasi 的笔记。在 Teyava, —个老人谈了很多捕直的故事，租我 
听得不太懂。然后我们转到他的 bwayama, 谈起 lili’u。 晚上，我跟一个警察 
谈起 bwaga' u , liir u 和 yoyova 时，他们不停地问我关于战争的事。因为他 
们笑，我生气了。 Billy 又跟我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服了 _点奎宁和泻药。 
马林诺夫斯基的“实地日记”显示了在实地工作中非结构式访谈的重要性. 
并淸楚地阐明 了结 构式访谈和非结构式访谈的差别。马林诺夫斯基想 T 解一些 
普遍性的问题，但他没有采用封闭式问埋和正式访谈的 方式。 而且他违反了（像 
大多数实地工作者那样）结构式访谈者的两个“基本禁忌” ：①他 回答了被访者的 
提问，②他受自己个人情感的影响（像所有的实地工作者那样），因此他违背了 
“理想”中的冷静.保持距离的理性访谈者的原则。 

马林诺夫斯基的例子反映了结构式访谈与非结构式访谈的差别：前者的目 
的是获得精确的定摄资料以便在预设的范畴中解释行为，而后者的目的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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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成员复杂的行为，并不强行地将这些行为纳人有限的预先分类之中。 

马林诺夫斯基的访谈在某种程度上说仍然是结构式的一有场景、有明确 
的信息提供者，能淸楚地看到被访者。在另一种类型的访谈中，可能没有场景。 
比如赫茨 （ Hertz, 1995, 1997b,1997c) 对历史上某一时刻而不是某一个地方妇女 
的调査。另外在他们对单身母亲的研究中，赫茨和弗格森 （Hertz & Ferguson, 
1997) 访问了一些难以确定身份的女人,她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和社区。有时 
这些被访者很难找到，但是研究者碰到的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是极有价值的 
信息提供者。赫茨和弗格森依靠商人和朋友为他们的研究寻找单身母亲。方塔 
纳和史密斯 （Fontana & Smith, 1989) 发现被访者有时很难确定身份，在 Alzheimer 
的病人研究中，他们经常将护理者与早期病人相混淆。同样地，在方塔纳 
(FVmlan a ，1977) 对贫困老人的研究中，根本没有固定的场录，他只是在公园里散 
步，那里有很多老人，然后他去找那些衣冠不整的老人交谈。 

斯普拉德里 （Spradley,1979) 恰当地区分了访谈的不同类型，对访谈者与被 
访者之间的互动做了下面的推述，这在传统的社会学界无法想象，然而却又是非 
结构式访谈最根本的东西——与被访者建立人与人的关系，渴望理解而不是 
解释： 


不久她笑了，把手放在她的胸躕上说 “Tsetchwe”， 这是她的名字， 

“Elizabeth” 我指着自己说。她田答 “Nisabe”. 然后他肯定怀疑我是一个女 

人，就勇敢地把手放在我的胸脯上，证明我是女人，她又摸摸她自己的胸脯，很 
多澳洲丛林的居民都这 样做； 在他们看来，所有的欧洲人都是一样的。她说 
“Tasu si” （女人），停了一下，她开始教我 （pp.3-4>。 


斯普拉徳里继续讨论访谈者从土著人那里学到的东西，他们的文化、语言， 
他们的生活方式,尽管每一种研究会有所不同，但这些都是非结构式访谈的基本 
要索，这些要索巳经被详细地讨论过，我们不必再阐述（关于非结构式的详细描 
述，可参见 Adams & Preiss, 1960; Denzin, 1989b； Lofland, 19715 Spradley, 1979) 0 
这里我们提供一个简明的大纲,请记住这里所描述的仅仅是一些探索性的方法， 
每一种研究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基本的要素都有细微差别，在组合上也会有所 
不同。 

在本章的后半部分讨论新趋势的时候,我们将访谈定格为一种积极的、自主 
发生过程，并对这些思想进行分析。我们认为我们的访谈社会将会指导人们如 
何从事这些探索性研究 （Silverman, 1993, 1997a, 1997b) ,同样地舒瑞 （Scheurich, 
1997〉公开批评了实证的和阐释的这两种访谈，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现代人假设 
基础之上的。对于舒璀来说，访谈（和它的语言>不是固定不变的过程，它会随对 
象、环境、时间的不间而不断发生变化。 

进入现场。我们应该怎样“进人”？当然要视我们准备研究的小组的情况而 
定。 一 个人为了研究“棵体海滩”，他可能会脱去衣服•裸体散步 （Douglas & 
Rasmussen,1997),— 个人为了研究和尝试像朋友一样对待地狱天使 （the Hell's 
Angels), 他可能会去买一辆大摩托车经常到某个地方的破旧酒吧 （Thompson, 




1985) „ “进人”的方法和尝试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获得进入现场的机会，有时也许本身就没有现场。当方塔纳 （Fontana, 1977) 
试图研究无家可归的贫困老年人时，每调査一个被访者都要重新进人。 

理解被访者的语言和文化。韦 （Wax, I960〉在 一项对 1943 — 1945年美国集 
中营里“不忠诚”的日本人的研究中，对于了解被访者的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性给 
予了深刻的描述。在研究中，韦克服了大 a 的语言和文化障碍，尽管被访者能够 
流利地使用访问者的语言，但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表达方式，而有的东西也许根本 
就无法言说,语言和文化是紧密相关的。韦 写道： 

我提出想看那封信时，剛才还在闲聊的一帮人马上沉默了。主人的窘 

态很明 it,faux pas (失礼） 不是看一封信，因为信的内容巳相当清楚明白，它 

实际上表达的是日本人不会给白种人看一封含有朋友“不忠诚”言论的信 

<P- 172)。 

一些研究者，特别是在人类学的访谈中倾向于依赖翮译，这容易使原有的意 
思、偏见、解释受到影响，导致糟糕的误解（ Freeman, 1983〉。一些特殊的专业术 
语，比如医生的医学术语，对于不是医生的人来说常常是很难理 解的。 

决定如何出场。作为医学院的学生代表应该如何出场 （Becker, 〗 9 56)?我 
们应该将访谈当做拉家常吗 （Spradley,1979)? 我们的穿着是否应该与被访者相 
像 （Fontana, 1977 iThompson, 1985)? 我们代表殖民文化吗？或者我们应该以谦 
虚的■■学习者"的身份出场吗 （Wax,I960)? 这个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访谈者 
呈现的自我形象一旦•‘定型”，它将给被访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对研究的成功 
与否产生巨大的影响。有时，研究者不小心将自我印象歪曲了，像约翰逊 
(Johnson,1976) 在研究一个福利亊务所时发现，尽管他努力避免被工人认为是资 
方的“间谍”，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导找知情人。研究者一定要找到一个知悄人，一个被研究群体中的成员，他 
愿意提供信息，愿意充当向导和翮译，解释当地的习俗、术语和语言。尽管没有 
这样一个信息提供者，研究者也能做访谈，但是如果能找到一个这样的人，他将 
节省大量的时间和避免错误。典 型的“ 社会学的信息提供者是怀特 （William 
Foote Whyte) 的《街角社会 >(Street Comer Society) 里的多克 （ 1943 ) 。 没有多克的 
帮助和引导，怀特的研究是否能达到现有的水平是值得怀疑的。非常富有指导 
意义的是拉宾诺 （Paul Rabinow) 对他与其主要信息提供者 （Abdal-malik ben 
Lahcen) 之间关系的 论述。 马利克 （Malik) 不仅是一个翻译，而且为拉宾诺提供 
了接近当地人的方法，通过他的帮助，拉宾诺看到了自己和一个土著的摩洛哥人 
之间的巨大 差别。 

获得倍任。如果研究者只是询问被访者是否赞成在他们国家建立核垃圾堆 
(Frey,1993) 之类的问题，那么研究者不 笛要在 获得信任方面做太多的工作，因 
为被访者如果在核垃圾堆方面有想法的话会很思意表达.有时甚至有强烈的表 
达愿望。但如果是想问一个人性交的频率和节育方法的选择，那情况就不同了。 
访谈者必须得到被访者的信任 （Cicourel , 1974 ), 拉斯穆森 （Rasmussen , 1987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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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在按摩院的等候室旁观了几个月之后，女按摩师才开始相信他并告诉他一 
些内部的秘密，与顾客“按摩”关系的类型。获得信任是访谈成功的基本要素„ 
而且已经得到的信任也是很脆弱的，研究者的任何失礼都有可能会彻底破坏他 
经过长时间努力获得的信任。 

建立 关系。 因为无结构访谈的目标是‘‘理解”，所以研究者与被访者建立友 
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换句话说，研究者要能扮演被访者的角色,试图站在他们 
的立场上看问题，而不是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先人之见强加给他们。尽管与被 
访者建立亲密关系能够使研究获得更多的信息，但也可能因此而产生一些问题， 
比如研究者可能变成了被研究群体的代言人，而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和客观性，或 
者就“成了当地人”，成了被研究群体中的一员而放弃了自己的学术角色。有时， 
研究者可能感觉与被访者关系不错，但结果却不是，比如汤普森 （Thompson, 
1985〉就提到了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当他的研究接近尾声时，他遭到了地狱天 
使的野蛮鞭打。在另外的研究中，即使到结束的时候，一些研究者也觉得他们从 
来没有与调査对象建立过友好关系。像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1967/1989) 
总 是怀疑 土著人的动机，有时因他们野蛮的纵欲而苦恼或者因为他们公然的撤 
谎和行骧而生气 :“午 饭后我（拿着）一块黄色印花布，谈起 baloma ,我做了一个小 
的》坤也， Navavile, 我受够了那些黑鬼。” （P. 154> 

收集经睃资料。 因为实地研究在野外，不可能给研究者提供摄像机、隔音室 
和高级的录音设备。洛夫兰德 （Lofland, 1971) 曾 就如何做访谈，如何记录访谈内 
容，如何做实地笔记，如何组织笔记内容做了详细的介绍。然而，实地工作者经 
常箱要创造性地运用这些方法，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地使用微型录音机，或者用大 
脑记着，然后冲进浴室找一个隐蔽的角落迅速记下刚才的内容，有时甚至就记在 
卫生纸上。我们同意洛夫兰徳的观点，不管情况如何，研究者都应该做到 ：①定 
期和及时地做笔记;②记录所有的事情，不管在当时它多么不重要;③记笔记的 
时候尽*不惹人注意:④经常思考、分析笔记的内容。 


其他类型的非结构访谈 

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将讨论经验资料的解释和报告问题。在这一节里，我们 
简要概述几种不同类型的非结构式访谈。 

。迷史 

口述史与其他非结构式访谈的区别不在方法论上，_在它的目的。口头收 
集历史资料的方法可以追拥到古代，而它在现代的正式组织可以回溯到»94» 
年，内文斯 （AU«1 Nevins〉 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口述史计划 （Stair. 1984, p.4) 。 
口述史记录了种种生活的形式，从普通人谈论他们的职业 [Studs Terkelis, 《工 
作> < Working ), 1975 ] 到杜鲁门 （Harry Truman ) 总统回忆过去的往事 [Merle 



Miller， 《平易的演讲 >(«am SpeoAi 叫 ） 1974,参见 Starr, 1984)。口述史的文字记 
录常常是不公开出版的，但是大多都能在图书馆里査到，那些沉畎的、值得纪念 
的东西期待有人找到它们、利用它们。最近，口述史在女性主义者中间变得相当 
流行 （Gluck & Patai，1991), 她们将它看做是在一种文化中理解和生产妇女历史 
的方法，而妇女历史在传统上是依靠男性来解释的。“拒绝继续在历史中被当做 
沉默的人群，妇女正在创造一个新的历史——用我们自己的声音和经验。” 
(Cluck, 1984 p.222) 

与口述史研究 （ 实际上是所有的访谈 ） 相关的，是记忆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回 
忆的研究。比如施瓦茨 （Schwartz, 1999〉分析了我们生命中会冋忆重大事件的某 
些时期。他总结 道：“ 传记性的记忆……最好作为一个社会过程来理解”，“当我 
们回首往亊时，我们发现关于自己生活的记忆一直和别人的经验联系在一起 
<p. 15;也参见 Schwartz, 1996)。艾利丝 （Ellis, 1991 ) 依靠“社会学的反思”重构 
了一些她过去生活的事件。在艾利丝的作品中最突出的是她重新塑造了自己与 
她配偶韦恩斯坦 （Gene Weinstein)9 年的关系。在文章中，她描写了当他们面对 
他每况愈下的身体健康状况，一直到最后与死神较堡时，两人所进行的一些富有 
感情的谈话 （Eilla,1995)。 

4_J 璉牲妨逡 

与口述史相近，但作为一种更传统的社会学工具使用的是道格拉斯 
(Dcmglas，1985) 的“创造性访谈”，道格拉斯反对对访谈进行人门指导，因为非结 
构式访谈主要发生在社会成员的 H 常生活世界。因此访谈和访谈者必须具有创 
造性，放弃那些固定的规则，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与口述史学家相类似，道格 
拉斯也将访谈作为从社会成员中收集口头传说的工具。在创造性访谈中，这些 
报告常常会超过传统的非结构式访谈的长度，变成“生活史”，因为这种访谈一般 
会跨越被访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后现代妨谀 

道格拉斯对访谈者本身所起的重要作用的关注，被女性主义口述史工作者 
所认可，并且成为1980年代中期后现代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访谈方法中最重要 
的元素。 马库斯和费舍尔（蘭咖11 8 &朽801^,1986)—般称为民族志，但他们对非 
结构式访谈的讨论是恰当而贴切的，正如我们所见,非结构式访谈已成为实地工 
作中收集资料的重要方法。马库斯和费舍尔对研究者在资料收集和报告结果时 
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反思，这种关注引出了一些指导访谈的新方法，即如果不能消 
除也要尽童减少访谈者的影响。这类访谈中有一种叫“多音 （polyphonic)” 访谈， 
被访者的声音几乎没有受到研究者的影响而被记录下来，并且作为…个整体通 
过研究者的解释而报告出来。不同被访者的各种观点都得到报道，有冲突的问 
题被讨论,而不是被掩盖 （Kriege r ,1983>。 “阐释性的”互动主义追随创造性访谈 
和多音访谈的脚步，但又从乔伊斯 （James Joyce) 那里借用了一个概念，增加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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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要素“顿悟”，邓津 （Denzin, 1989a) 将之推述为“那些在人们生活中留下印 
记的互动时刻，有可能让一个人 从别人 的经验中获得体验” （ P . 15)。因此调査的 
主题可能会因为关注人们生活中特定的时刻而被戏剧化，并有可能产生更丰富 
和更有意义的资料。最后，因为后现代主义者正在寻求理解和报告资料的新方 
法，我们希望能注意这样一个概念 “oralysU", 它指的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口述 
形式，以录像的方式，与文字形式一起应用于分析的目标” （Ul roer ,1989, P .xi)。 
在 oralynte 中，传统的访谈产物——谈话，与可见的图像形式相连，根据厄尔畎 
(Ulmer,1989) 的说法，是提供了一个由电视媒介控制的与社会相符合的产物。 

性别化访谈 

一个主妇走进一家货物齐全的商店去实一口旅《。她的想法不会是完 
全按照一个方向依次去找，很有可能是在多种两维取向间做出 选择： 是铁的 
还是鋁的？厚的还是薄的？金属柄还是木头柄？有 A 还是无簋？深的还是 
浅的？大的还是小的？这个品牌还是那个品牌？价钱中等的还是较高的？ 
买还是不买？现金还是支票付账？托运还是自己带田？这种两维取向的问 
题本身在记录答案或者用表格形式表示的时候是简单的 （Payne, 1951, 
pp. 55-56) „ 

以上引文描述了在访谈中对待妇女流行的家长式态度 （Oakley, 1981, p.39) 
以及对编码答案的青睐，因此就只提供了有限的二项选择。传统访谈范式除了 
对妇女具有优越感的倾向外，并不能提供性别差异的其他解释。实际上，巴比的 
经典著作 《社 会研究实践 >(& of Social AseareA , 1992 > 只有三次简要提 

及性别，并且没有谈到访谈中性别的影响，正如奥克利 （Oakley, 1981) 中肯地指 
出： 无论是访谈者还是被访者都是没有特征的，如果要收集支持假设的客观资 
料，他们必须是无特征的。然而，正如邓津 （Denzin, 丨 989a, P . 116) 告诉我们的 
“性别过滤器知识”，当访谈是在一个家长制社会进行时，由于男性身份与女性身 
份的不同，访谈者和被访者的性别确实有影响。 

在典型的访谈中存在着等级关系，被访者处于从厲地位。要求访谈者要有 
礼貌、友好、讨人 喜欢： 

访谈者的言谈举止应该友好、礼拢、健谈、公正，嫌•不太严历也不太感飧 
奔放，既不 娄说话 太多也不要太粗怯。应该让被访者感到舒适、不拘束，这 
样访谈者便可以自如、充分地交谈了 （oellliz, Jahoda, Dentech, & Cook, 
1965, p.576。 東体部分是增加的）。 

然而，正如上面引文黑体部分所显示的，这种努力是获得被访者信任和信息 
又不需要其他感情回报的一种 策略。 访谈者不要说出他们自己的观点，也不要 
直接提问。谈话似乎成了一个单向的“伪”谈话，这引起了对人们进行机会主义 
原因研究中固有的道徳困塊 （ Fine, 1983—198 4 ) 。当被访者是女性时，访谈会提 




出一些额外的问题，因为直接与研究相关的预设格式，倾向于忽略对被访者个人 
的关注，省略任何离开主题的尝试和过于详尽的叙述。这种形式也妨碍了任何 
个人情感和情绪的流露。 

沃伦 （Warren,1988) 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实地工作中讨论了性别问题，其中 
的许多问题也反映在民族志访谈中。有些涉及人场和信任等惯例性问题。因为 
访谈者的性别被强化了。特别是在高度性别隔离的社 会：“ 我从来没有碰见任何 
禁止妇女的情况。无论什么时候我到一个居民区访问，我都会和妇女们坐在一 
起，男人们就聚在客厅或房子前面……但我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地 方:男 人们坐 
在一起喝酒或拿着酒聊天。” （S U darkara，〗986, 节 录自： Warre r ,1988, P . 16)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将女性人类学家看做一个雌雄同体的个体或者在她研究 
期间给她一个名誉男性的身份。沃伦 （Warren,1988) 也提出了女性研究者的一 
些优势，因此也不一定全是坏处。另外一些问题与访谈者的地位、种族以及访谈 
情境有关。而且在一个家长式社会，这些问题会因为研究者的性别是女性而被 
扩大。女性研究者有时要承受一些额外的负担 :模糊 自己的性别，或掩饰性骚扰 
(Warrer,1988,p. 33)。 

女性主义研究者要求避开传统访谈范式。奥克利 （ Oakley ,1981) 认为，访谈 
是一种男性的范式,嵌人在男性文化之中，强调男性特征同时排除像敏感、多情 
和其他在文化上被认为是女性特征的东西。然而，人们对于继续将访谈的妇女 
视为“客体”、很少或根本就不将她们看做独立个体的状况，越来越不满意了，特 
别是女性研究者 （ Oakley , 1981 ;Reihara， 1992; Smith, 1987 >。尽管这种不满来源 
于道德和伦理的原因，但它也是与方法论相关的。正如奥克利 （ Oakley , 1981 ) 指 
出 ，在访谈中，“ 没有互惠就没有亲密" （p. 49 ) ,因此,应该特别强调转换，允许访 
问者和被访者建立亲密关系；在访谈中，访谈者应尽萤缩小双方身份的差异，拋 
弃传统的等级观念。访谈者要显示他们人性的方面，解答疑问，表达感情。从方 
法论上看，这种新方法能获得更丰富的资料，能对被访者的生活有更深入的了解 
或“参与”，避免等级的陷阱 （Reinharz,1992,p.22) ——因为这种方法既鼓励访谈 
者控制访谈的顺序和语言，也给予他们开放式回答的自由 （Oakley, 1981; 
Reinharx,1992；Smith,1987) 0 即“女性总是……受到舷励，要‘离开主题’进入她 
们个人经历中的一些细节，详细叙述她们工作中的一些轶闻趣事。通过这种方 
法可以获得大量重要的信息” （handle ，1984 •，引自: Reinharz 1992 ,p. 25 >。 

赫茨 （Hertz,1997a) 塑造了一个吋见的研究者自我，并且认为这仅仅是研究 
者开始从事实地工作时众多自我中之一种。她认为访谈者必须是自省的，必须 
做到“在对过去经历进行访谈的同时自己的意识还停留于现在” （P. viii )。 通过 
这样的行动，他们将会增加对访谈者与被访者之间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差异的 
理解。 

赫茨还强调了“声音”的重要性——作为作者，我们将如何表达和书写我们 
的 故事； 我们将引用哪钱材料，又舍弃哪些材料；我们将选择和不选择谁的声音 
来表达。在《对黑人妇女的口述研究》 （WarraZiwc Research With Black Wom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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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书中，我们发现了对声音的特别关注。撰稿人之一，奥博 （Obbo,1997) 
写道： 

这一幸做了 一个谨慎的尝试：给予妇女的声音以表达的机会，充分展示 
她们的感觉和经验，使她们不再仅仅只发出微弱的声音，也不仅仅被置于政 
治、社会和文化事件的陪衬地位。在穷性文化史的叙述中，妇女的声音被貶 
值。即使他们知道女性也是信息的重要提供者，因为在社会中男性声音的 
权威和优势，女性的声音便变得无关紧要了 （ pp. 42-43) 0 
这种维持现象的完整性，保留被访者观点的承诺，就像用他们的日常语言表 
达一样，与现象学社会学和经验主义社会学采取的立场是近似的 （Douglas & 
Johnson, 1977, Kotarba & Fontana, 1984) ,同时也反映了后现代民族志学者的关 
怀 （Marcus & Fischer, 1986)。不同在于 ：①增 强了对被访者/参与者的道德关 
怀。②试图修正男性/女性的等级差别和现存的家长式统治结构。③最重要的 
是提出了成员资格的问题，因为男性研究者对女性被访者进行访问的有效性在 
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怀疑了。 

贝哈 （Behar，1996) 质疑了访谈中存在的一些不确定性 问题： 在实地工作中 
研究者的定位在哪里？我们应该把自己暴露到何种程度？怎样使我们的角色和 
位置保持一致？贝哈使我们 看到: 访谈者、作者、被访者，以及访谈都不是淸楚明 
确的存在，相反，他们含含糊糊地紧紧缠绕在一起。 

一些女性主义社会学家已经不再关注访谈或实地工作本身，里査徳森 
(Richani 8 c> n ,1992 a > 正在寻求用一种新的表述方式来报告她的结果，她用诗歌的 
形式描述了她的实地工作。克拉夫 （Clough , 1998 ) 分析了目前范式下实地工作 
的状况，提出要重新评估整个社会学研究工作，不带家长式偏见地重读现在的社 
会学文本。她们的声音恰好回应了史密斯 （Smith, 1987〉关注的问题，史密斯形 
象地 写道： 

( 一項研究设计的）问題和它独特的解决方式类似于壁画专家们的技 
巧，通过这在技巧，画家们可以在一面墙上表现出故事的不同_间。问题是 
A 家如何在二维的蜻壁上表现出一个时段中的情节和动作世界 （P. 281 >。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觉得我们不能从其他重要“过滤性知识”的要索中将性别 
因素 单独提出来。其中科林斯通过成员资格——美国文化中的黑人和妇女 ，令 
人信服地记录了有关过滤的知识。韦斯顿 （WeBtcm, 1998) 得到了一个对于性别 
特别具有说服力的个案，她声称不应该分专业区别对待，因为对于整个社会科学 
来论 ，它 是一个整体,很明显，社会性别、生理性别、种族不能分离，种族、阶级、等 
级、身份和年龄 （Seidman,1991) 都是这个复合体的一部分，然而，在访谈的影响 
要索中经常被忽略。 



访谈的表达和阐释 


除了在二维空间表达真实的事件以外，我们还需要处理如何表达以及谁来 
表达的问题，用社会学的话来说，这意味着要选择访谈类型，运用访谈技巧，并且 
记录资料的方式都要在研究的结果中进行叙述。另外，这些资料必须解释，而且 
研究者对报告什么资料，以及如何报告有很大的影响力。 

诂玫的表达 

大量关于结构式访谈技巧的书籍已经出版了 （Babbie, 1992； Bradbum et 
al. ,1979;Gorden, 1980； Kahn & Cannel,1957) ，也有大童的文献是关于小组访谈 
的,特别是在市场调査中（有关这一领域的文献综述，见 Stewart & Shamdasai, 
1990) o 小组访谈的使用已经和定性社会学联系在一起了 （Morgan, 1988), 非结 
构访谈的技术也被详细讨论过 （Denzin 1989b； Lofland, 1971 ; Lafland & Lofland, 
1984; Spradley, 1979) e 

正如我们提到的，如果考虑非正式特点，依赖场景的特性，避开预设的一套 
技术等方面，那么非结构式访谈形式千变万化 （Douglaa, 1985)。然而不管访谈 
者是一个厉害人物，还是照本宣科，访谈都涉及一些技巧。碰到不同的情况，技 
巧应该随之改变。改变技巧被称为使用策略。传统上，研究者和被访者会进行 
一场非正式的谈话，因此他或她在牢记调査主题的同时必须保持一种“友好”的 
声调与被访者交谈。研究者开始必须用一些一般性问题来“打破坚冰”，然后逐 
渐转到更具体的问题，同时，还要尽量不露痕迹地问一些问题以检验被访者所谈 
内容的真实性，研究者应该避免陷人一场“真的”谈话，避免在谈话中回答被访者 
的提问或者就讨论的问题发表个人意见，研究者可以不加人自己的意见，避免 
“掉进陷阱” （ “我怎么认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观点”）或者假装无知 （ “对这个 
问题我真的不懂，不知道说什么，你是专家” ） 。当然，正如我们在性别化访谈中 
所看到的案例一样，研究者可能会拒绝使用这些技巧，而与被访者开始一场“真 
的”交谈,互相迁就，分享移情式的理解。 

语言的作用，特别是专业术语的作用在“意义分享”的创作中是很重要的•在 
这种创作中，访谈者和被访谈者通过上下文来理解某一特殊说法所要代表的东 
西，比如，在研究裸体海滩的时候，道格拉斯和拉斯穆森 （Douglas & Rasmussen, 
1977) 发现“裸体海滩少女”这一术语与贞洁无关，其准确的意思指的是一个人的 
臀部是白色的，说明那些人是刚到裸体海滩来的。语言在描述问题类型的时候 
也是很重要的 （ 宽阔、狭窄、主要的、引导的等）。 

访谈中的非语言技巧也很重要，有四种基本的非语言交流形式： 

“人际距离 （proximic) ”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来反映人们对交流的 

态度，“时位 （chronemics) M 是在谈话中对讲话节奏及沉默时间长短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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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势 （kinesic) ”交流包括任何身体动作或姿势，“附属语言 （paralinguistic) ” 
交流包括音量、音调和音色的所有变化 （GoHen, 1980, p.355)。 

这四种形式为访谈者描述了一些重要的技巧。另外，访谈也应该仔细观察 
和记录被访者对这些方式的运用，访谈资料不仅仅应该包括语言记录，还应该尽 
可能包括互动中的非语言特征。最后，在小组访谈中，技巧会有所改变，比如，在 
对一群孩子进行访谈时所用的方法肯定和访谈一群年老的寡妇所用的方法不 
一样。 

访峡的明释 

许多用非结构式访谈所做的研究，对于解释的过程没有进行足够的反省，一 
些老生常谈的话表明资料本身是独自起作用的，研究者是中立的、无偏见的、“无 
形的"。资料表达得有条有理，自然流畅，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没有提到哪些 
资料被排除在外，为什么被排除。如果对事件不需要考虑，仅仅只是将资料归 
档、分析、报告，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了。但是任何从事过实地工作的人都 
知道，不管研究者如何组织，他或她都会慢悝埋没于不断增加的像小山一样的实 
地笔记、手稿、剪报和录音磁带之中。传统上，研究者为读者提供对资料的解释， 
淸楚、简单、合乎理性、自圆其说。最近，社会学家开始抓住资料的反思性、不确 
定性甚至是矛盾性，以及研究者作为作者的大童不可言说的影响。范曼尼恩 
(Van M aanen ，1988) 称为“忏悔的风格 （confewimial style)” 在 1970年代兴起 
(Johnson,1976), 并一直持续到今天，让研究者以心灵净化心灵的形式消除困难 
和不愉快的情况。也许从某种程度上说有些过分，但这些“忏悔”是很有价值的， 
它们能使读者意识到在自然场录中访谈对象的复杂性，并且賦予研究现实主义 
和真实性的风格。比如，“昨天我起得很晚，大约10点钟才起床，前夭我约了 
Omaga.Koupa 和其他几个人,他们都没有来，我又一次生气了 （ Malinowski, 1967/ 
1989, p.67) 0 

对研究者人性一面的展示及对非结构式访谈困难的陈述都采 用了一 种解构 
主义的新形式 （Derrida, 1976) 。这里作者的影响被控制，因此，经过研究者艺术 
处理过的文本被“解构”了。作者的偏见和“想当然”的思想被隳餺，选择的方法 
常常是看看这些资料能否使用 （Clough, 1998)。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后现代的社会研究者试图将研究者作为实地工作者 
和作者的影响力减到最小，比如，克拉潘扎诺 （Crapan Z an O ,1980) 引用了图哈密 
(Tuhami) 的描述，不管它们是社会历史的艺术处理、梦想,还是公开的谎言，它们 
都构成了被访者的自我意识和个人历史的一部分，在访问图哈密时，克拉潘扎诺 
不仅了解他的被访者而且了解他自己： 

作为图哈密的对话者，我巳经变成了他生活史的主动参与者，即使我很 
少直接出现在他的讲述之中。不仅仅是我的在场，我的提问构成了他叙述 
的材料，而且它们也给他的意识带来了变化，同时，这一切也改变了我的观 
点。我们在对自己和生活世界的态度上存在着分歧，也在相互影响的过程 



中寻找共同点 （p.ll)。 

图哈密和克拉潘扎诺不再声称是没有个性的被访者和看不见的研究者，他 
们被描述为具有个人历史和个性特征的个体，作为读者我们可以了解两种人和 
两种文化。 


伦理关怀 

因为访谈中的调査对象是人，研究者应特别注意，避免伤客他们。传统上， 
伦理关怀主要涉及知情同意（小心谨慎地告诉他或她有关研究的事以后得到被 
访者的同意）、隐私权（保护被访者的身份）、避免伤害（身体的、情感的或任何其 
他方 面）。 

社会学家或其他社会科学家都一致赞同考虑以上三种伦理关怀，对其他方 
面则存在异议。关于公开还是隐蔽的实地工作的争论与参与观察尤为关系密 
切，争论还包括录音技术的秘密使用，沃里克 （Warwick, 1973) 和道格拉斯 
(Douglw,1985) 为隐蔽的方法做了辩护，因为它们反映了日常生活现实中的欺 
骗。至于其他人,包括埃利克森 （Erikson ,1967) 都激烈反对被访者在不了解情况 
的情况下参与研究。 

另外一些疑问来源于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参与群体活动的程度。在同一次 
地方选举期间，怀特 （Whyte, 1943 ) 不止一次地被群体成员遨请去投票（也就是 
说,非法投票）。群体成员都对他很友好，信任他。他运用“情境伦理 Uituational 
ethics)” 断定，违法的损失与他如果拒绝投票所带来的实地工作的损失相比要小 
得多。汤普森曾面临一次更为严重的违法。他特别害怕必须亲眼目睹一次所谓 
的强奸，因为那些“地狱天使”们已经变得声名狼藉了。但是，正如他在报吿中所 
写的，这样的情况在他研究期间一次也没有发生。在定性社会学中最著名同时 
也是被广泛讨论的伦理问题发生在汉弗莱斯 （Land Humphreys) 对“茶室交易 
(leaitKmi trade)” 的研究期间 （1970), 汉弗莱斯在公园的公共厕所里通过扮演 
“望风人 （watch queen)” 来研究同性恋聚会，尽管亊实本身可能被看做是伦理上 
的错误，但是他又不得不如此做，否则便会招来学术界的反对。汉弗莱斯不能在 
“茶室”访问他们，便记下他们的汽车牌照号码，在警察的帮助下找到他们的住 
处,然后在他们的家里进行访问，并且没被认出曾做过他们的“哨兵”。 

另一个伦理问题是由研究者撰写报告的真实性引起的。比如，怀特 （Whyte, 
1943) 著名的波士顿街角意大利人的研究，由于一直在众目睽睽之下 （Boelen, 
1992), 正如一些人声称的，怀特是以一种谦逊的方式在描述他们，而这种描述并 
不能反映他们的真实情况。怀特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但它的确说明在实地工 
作和研究报告中伦理决定的脆弱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五十多年 （Richaidson, 
1992b)o 

正如我们所见，越来越多的学者 （Oakley,1981) 觉得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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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传统的深度访谈都是缺乏职业道德的，他们认为，当把被访者作为物体或 
数字而不是单独的个人时，访谈的技巧和策略是巧妙地操纵被访者的真正方法。 
对客观性的追求应该取代我们研究中人性的一面吗？注意看 下面： 

一天我正在康复中心做研究 ，一 个护理一边跟我谈话 ，一 边更换被病人 
尿溫的卧具，这个病人又老又瞎，以前是个捭跤手，被关在急诊室。突然，这 
个摔跤手不跟护理合作了，开始粗暴地乱打，幸亏没打着护理。因为用围没 
有别人，我别无选择只好抓住病人，将他按在床上让护理继续更换卟具。这 
是让人不愉 快的： 病人一直在扭动并用他最大的声音叫喊，发出可怕的成 
胁； 令人反胃的尿縢味；病人的力气越来越大，我不得不松开他，当时我一直 
觉得可怕，感觉像 ken kesey 小说中的 Bromden 首领按住己经施行脑白质切 
断术的 Mac Murphy。 但是别无选择，当病人厮打护理的时候，一个人不能仍 
然只坐在原地记笔记 （Foutana， 1977 ，p. 187;黑体部分是增加 的）。 

很显然，当我们往前追溯社会学的时候，我们不能正确表述布卢默 （Herbert 
Bhrnier) 在很多年以前所说的，让方法控制人类的想象。正如庞奇 （Punch, 1986) 
提出，作为实地工作者我们需要运用常识和责任，如果我们想更进一步的话，首 
先必须关注我们的被访者,其次是我们的研究,最后是我们自己。 

访谈的新趋势 

访谈的最新趋势是越来越远离结构式访谈，我们已经达到了将访谈视为商 
谈式话题的程度，很长时间以来，民族志学者巳认识到研究者不是无形的、中立 
的 存在; 相反,他们应该是研究中互动的一部分并且彩响互动。访谈最终开始与 
民族志相吻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访谈者不是被调査研究虚构出来的中立工 
具，访谈者与被访者一起被看做是互动中主动的参与者，访谈被看成是访谈者与 
被访者在具体情境中的协商完成。正如施瓦特 （Schwandt , 1997 ) 曾指出的，“在 
定性研究中,将访谈视做两个人或更多人之间对话的一种形式，或者作为一个语 
言事件已越来越普遍。其中，问题和答案的意义是根据情景决定和由访谈者与 
被访者共同建构起来的。” （P. 79 > 我们渐渐认识到，不能将访谈结果与其背景割 
裂开来，因为这些访谈结果与背景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它们应当被视为无任何 
附带条件的客观资料。 

作为柃甫先成的访攻 

让我们简要槪述一下在霉尔斯泰因和古布里厄姆之后两种传统的访谈方法 
(Holstein & Gubrium, 1995 ,1997) 0 这些作者将康弗斯和舒曼的“随意谈话”作为 
访谈的范本运用在调査研究中，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访谈者要尽可能顺从，以便减 
少他或她的影响——访谈者的作用就是得到被访者的回答。如果一个人有足够 
的技巧，他就能够得到它，就像一个技术熟练的外科医生从一个捐赠者身上取下 



一个肾，然后将它放在另一个人身上（比如说一个等待移椬的病人）。 

霍尔斯泰因和古布里厄姆 （Hohtein & Gubrium, 1995, 1997) 将道格拉斯 
(Douglas,1985) 创造性访谈看做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访谈类型。创造性访谈建立 
在“感觉”的基础上，它认为作为访谈者，研究者必须了解隐藏在被 汸者理 性外表 
下的一面，通过吸引他们，研究者就能够达到被访者的悄感深处，与他们一起分 
享感情和思想。毫无疑问，道格拉斯的访谈者更主动，比康弗斯和舒曼的更少中 
立，但是假设仍然是相同的 ：访谈 的“技巧”将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存在一 
个研究者可以获取的“核心知识”。 

最后，霍尔斯泰因和古布里厄姆提出了一种新的访谈类型一“新”并不是 
特别准确，因为他们对比概念的引用来自于珀尔 （Ithiel deSola Pool) 1957年出版 
的作品。也就是说“每次访谈……都是一出随着情节发展的人际交往戏剧 
(Pool, 1957, p. 193; 引自： Holstein & Gubrium, 1995, p. 14)。霍尔斯泰因和古布 
里厄姆一直关注着那些我们所关注的 东西: 访谈“内容”，主要的发现，现在我们 
应该将注意力放在访谈的“方式”上——事情的来龙去脉，特殊的情录，微妙之 
处，人们参与的程度等访谈互动时所发生的一切。这个想法又回到了民族志方 
法论的问题上。笛尔斯泰因和古布里厄姆 （Holstein & Gubrium, 1995 ) 指出，“说 
访谈是一出随情节延伸的人际交往戏剧，这反映了一种更广阔的意义 一 现实 
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相互理解的过程” （p. 16)。加芬克尔 （Garfinkel)、 萨克 （Sack〉 
和其他人在 I960 年代后期曾明确指出，现实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实际推理基础上 
的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访谈是现实的产物，访谈的意义是在访谈者与被访者 
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霉尔斯泰因和古尔里厄姆 （Gubriiim & Holstein, 1998) 
继续发展了他们的论点，他们将访谈看做讲故事，看做是实践的产物，社会成员 
通过讲故事来完成他们叙述的连续性。他们一再强调应该去分析“如何”讲故事 
以及故事讲了“什么”。同样地，萨拉普 （Sarup,1996) 也 写道： 

每一种叙述都包括两个部分 ：故事 （叙事）和话语（论述）。故事是内 
容，成者一系列事件。在叙述中，故事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话语则告诉我 
们是如何发生的。话语更像是一个情节，使读者意识到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以及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 P .17) 0 

霉尔斯泰因和古布里厄姆并不是唯一提倡对访谈进行反思的学者。西尔弗 
曼 （Silverman ,1993) 和丁沃尔 （Dingwall , 1993) 也赞同塞科莱尔 （Cicourel) 的经典 
著作《社会学的方法和测量》 （ Method and Measurement of Sociology , 1964) 里所说 
的访谈是一种社会交往的观点。丁沃尔 （Dingwall,1997) 指出： 

如果访谈是一种社会交往，那么从逻辑上说，它一定与其他的社会交往 
一样使用同样的分析方法。访谈的产物是社会情景活动的结果，在访谈者 
与被访者的角色扮演和印象整饰过程里，反馈一 JL 贯穿其中。 

塞德曼 （Seidman, 1991) 认为访谈是建立在民族方法论学者舒茨 （Schu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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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前提基础上的关系。塞德曼用舒茨的“我一你”关系分析了访谈 
者一被访者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彼此互享视角，双方通过“你们”取向，创造了 
-个“我们”关系。因此被访者不再是一个客体或一种类型 （Seidman, 1991, 
p.73) ，而是互动中的一个平等参与者。 

錡方法的问趄 

一些民族方法学式的访谈提倡者不仅批评了实证主义访谈的方法，而且也 
批评了互动论者的方法。与其他学者一样，丁沃尔 （Dingwall ,1997) 论及了民族 
志（和访谈）中的浪漫主义运动，这一运动的观点是，我们越贴近被访者，就越能 
了解其真实的“自我”。这个观点忽略了这样一个亊实：自我是一个在互动中协 
商和实现的过程。丁沃尔也指出了“后现代”转向的缺点，即如果没有真正的自 
我，也就没有真正的世界，而且一个人可以随意制造出自我。最后他自己也被浪 
漫主义者和那些质疑的“讨伐”所困扰，“如果学术研究更注重获取正确结果的方 
法而非结果本身,那么其价值何在” （p. 64 ) 。 

同样，阿特金森和西尔弗曼 （Atkinson & SiWerman, 1997 ) 也驳斥了后现代 
“多声部 （polyphonies voices)" 的观点并指出，访谈者与被访者共同合作形成了 一 
个基本一致的现实观。同样的反驳也针对舒茨 （Schutz，1967) 的观点一“我” 
和“你”创造了一个统一的“我们”，而非两个独立的部分。 

然而，民族方法学式的访谈本身也难逃批评，舒茨假想了一个可能不存在的 
互享视角，在我们这样一个访谈社会中，即使我们都知道访谈的常识性惯例和基 
本准则，但在别的社会，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鲍勒 （Bowler, 1997) 曾尝试访问 
巴基斯坦妇女在妇产科的经历，结果发现她们对于社会研究和访谈的价值一点 
也不了解，“我告诉她们我正在根据调査的结果写一本书，一个英语说得较好的 
人雅姆斯 （Y_) 用怀疑的语气翻译了这句话，然后她们开始大笑，说医院很好， 
没有什么问题 ，一 切都好 。” （ P . 72) 鲍勒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 论：如 果不能“分享 
对研究过程的看法,那么访谈就无法进行” （P. 66) 。 

西尔弗曼 （Silverman, 1993〉还预见了另外一个问题。他觉得一些民族方法 
论学者放弃了对日常生活大量关注的兴趣，并且宣称不掌握更多研究方法就不 
会去研究它们，他说:“根据塞科莱尔的看法，简单地讲，我们将更关注参与者的 
谈话技巧，而不是他们的交谈内容以及访谈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P. 98 ) 

塞科莱尔 （Cicotirel,1970) 指出，社会学家在从事自我和社会研究之前需要 
拟定一个合适的模型，加芬克尔也持相同的观点。比如在他著名的变性研究中， 
加芬克尔通过男性或女性的社会成员资格来考察惯例，几乎没有关注变性本身 
的问题。因此，它遵循西尔弗曼的民族方法学观点：如果要了解访谈更多的东 
西，必须先掌握谈话的方法。 

来来的楚势 

借用古布里厄姆和*尔斯泰因 （Gubriiim & Holstein, 1997) 的一 句话： “我们 



将往何处去？” （ p. 97 ) 我们和两位作者分李了后现代主义新视角的同时又适当保 
留了对日常生活经验主义描述的限制。古布里厄姆和霍尔斯泰因 （Gtibrium & 
Holstein, 1998) 引人了一种他们称之为“分析框架”的技巧用来处理访谈（和民族 
志）不同层次的 问题： 

比如，我们可能更强调故事是“怎样”讲的，而暫时不会去关注与故事 

“内容”相关的方面——故事的主旨、结构、情节，讲述的背景，对听众的解 

释。随后我们再田到这些问題 （p. 165)。 

这个分析框架的运用，允许作者将访谈看成是一个合作完成的事件来分析 
其内在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在访谈中，结果和过程是相互建构的。 

访谈中一个迫切的问题是我们使用这些新的不同类型的访谈时所用的标 
准。采取完全的相对主义不是解决办法，用西尔弗曼的话来说，它将导致“目光 
狭隘的社会学” （p. 240) 。西尔弗曼主张用美学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反对在社会 
学中运用文学的形式 ：“如 果我想读-首好诗，难道要去找一本社会科学杂志？” 
(Silverman,p.240) 0 西尔弗曼对互动主义社会学的批评和对美学价值的看重似 
乎集中在下面三点 :①他 批评英国社会学家宏大的政治理论并赞同回到更普通、 
更微小的目 标上; ②他反对将真实性等同于体验的（从成员资格的观点来看）浪 
漫主义 想法; ③他认为在社会学中，我们一味地模仿访谈社会的大众媒体，结果 
只关注到一些微不足道的浅薄鄙俗、闲言碎语和不实之辞，而忘记了简单和 
深刻。 

西尔弗曼认为，在社会学研究中，我们应该关注那些具体的事情而不是宏大 
的、抽象的东西。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洛夫兰徳回到局部要索，远离超理论 
的强调没有什么差别。对西尔弗曼来说，细节就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 
面对的琐亊 —— 非常类似于加芬克尔的日常事务，它构成了世界的基础，并让我 
们彼此产生互动。 

我们同意西尔弗曼的观点，不再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拥有了解自我的钥匙， 
我们也同意当我们远离主题而滑人（没有文学意 味的） 新的荒诞剧中时寻找一种 
新的标准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只有行动，才能在访谈或日常生活中通过参与者找 
出方法模型。塞科莱尔 （Cicourel,1970) 互动的固定特征太笼统，对社会学调査 
没有什么作用。 

我们必须对社会成员以及日常生活中结构性活动进行大量观察，并且自始 
至终保留对访谈过程的反思 （Gubrium & HoUtein, 1997,1998)。正如贝克 
(Baker , 1991 ) 指出，一个研究者告诉被访者“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与告诉她“我 
是一个大学教授”会造成不同的情景并带来不同的话题。我们必须继续进行社 
会学的调査，即使情况并不十分完美。正如格尔茨引 述的： 仅仅因为不能实行彻 
底的无菌处理就意味着我们不能很好地实施外科缝合手术吗 （Geertz，1973>? 

访谈的另一种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新的女性主义访谈实践。传统 
访谈煞费苦心地保持中立、客观，尽童消除访谈者的影响。但是女性主义者反对 
利用被访者，希望运用访谈达到善意的目的。也就是说，“致力于改变社会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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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应该远离‘象牙塔’，建构更加共享、更加民主的实践。我们应该将人和政治 
置于研究的中心” （Benmayor, 1991, pp. 172-173 ;黑体部分是附加的）。邓津 
(Denzin，1989a) 称这种方法为“女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伦理棋式” （Lincoln, 
1995), 他 写道： 

女性主义和共产主义研究者不会侵犯他人的隐私，而会运用知情同意 
的形式，随机选取被访者，根据效度来考虑研究设计。这个框架假定研究者 
与被研究对象建立了合作的、互惠的、真诚的、友好的关系 …… 那婆在研究 
过程中形成的所有资料，包括实地笔记被研究者声称拥有所有权，也是可以 
理解的。 


将学者的角色与女性主义放在一起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尤其是当研究者 
与被研究者有不同的政治倾向时，可能还会导致冲突 （WasserfalU^〗）， 但是这 
种方法让研究者看到了来自研究的积极效果，从这一点来说，它还是有价值的 


电子访谀 


目前，访谈的另一种走向与技术的变化有关。访谈作为一种资料收集方法， 
最近巳经扩展到电子市场。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网址来实施问卷调査。近期的 
预测显示50%的家庭拥有电脑，其中近一半上了网，研究者很容易获得相关的软 
件用来编辑和保存聊X室访谈收集的资料。能够使用电脑的潜在被访者是有限 
的，这样通过网络来对普通人进行调査便行不通，但是电子访谈对某些专门的人 
可以达到 100% (Schaefer & DiUman，1998) 。 

现在可以进行“虚拟访谈”，在这种访谈中，可以同时或不同时运用网络联系 
来获取资料,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费用低廉，没有电话费或访谈者费用，并且反馈 
迅速。当然，面对面的互动躭没有了，无论是访谈者还是被访者，对非语言行为 
的解读或者想从性别、种族、年龄、阶级以及其他个人特征方面获得暗示都是不 
可能的。通过这种方式收集资料虽然可能，但还是比较困难，因此必须在访谈者 
与被访者之间建立“关系”并使“气氛活跃”。网络调査使得被访者很容易编造 
虚假的社会事实而没有人发现 （Markhan，1998)。 当然，为了与被访者建立更好 
的关系，访谈者也会欺骗被访者,声称他们具备某些子虚乌有的经验及个性。出 
于同样的目的，访谈者也有一些“虚假的非语言行为”，比如，他们会告诉被访者 
某些话把他们“逗笑” 了，某些话使他们“感到难过”。 

马卡姆 （Markham,1998) 在她的网络访谈的自我民族志中写道 ：电子 访谈比 
传统的访谈要花更长的时间，也更隐密，深度也不够，但是访谈者有更多的时间 
去完整地表达连续的问题或进行探索性调査。 

在 E-mail 调丧中保持匿名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聊天室和类似的地方 
可以使用假名。虽然电子访谈目前主要用在定量研究中并且通常使用结构式问 
卷，但就像研究者学会使用电子技术分析数据一样，他们迟早也会运用这些技术 
来做定性研究。比如，马卡姆一直致力于研究与各种电子或网络形式（如聊天 




室、管理讨论邮件的程序）打交道的过程。她去访问其他参与者，证明她在虚拟 
社会的经历，了解参与者在线生活方式的体验和意义。她提了一个有趣的 问题： 
“在我身体不在的地方能有一个自我吗?” （ P. 8 ) 。 

将来可以看到大量的以电脑为中介进行交流的民族志，在那里访谈的场景 
是虚拟空间而不是一个现实的房间或工作场所。电子访谈是让研究者 获得“ 深 
描”还是主观经验的叙述，还要看情况的发展，并且这种访谈是否提供“过程背 
景”，对于定性访谈也特别重要。另外,进行这种访谈的研究者从来也不会相信， 
他们所得到的答案就来自于那些他们期望的或者符合要求的被访者。目前网络 
访谈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已有人开始研究它对回答质量的影响。比如，谢弗和迪 
尔曼 （Schaefer & DUlman, 1998) 发现， E-mail 调査能达到和邮寄调査相似的回答 
率，但是在填空及对开放式问题的回答方面，资料的质量不如邮寄调査。 

有许多无回答的问题明显与运用电子访谈有关，正像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 
电子技术进行交流一样，电子访谈在即将到来的新千年也会显著增加。但是网 
络交流究竞会在多大程度上取代面对面的访谈，只有让时间来回答。 


结论 

在这一章我们主要分析了访 谈：从 结构式类型到引导式话题。从定性和定 
童的起源，简要叙述了访谈的历史，考察了结构式访谈、小组访谈和各种形式的 
非结构式访谈。我们分析了性别在访谈中的重要性以及表达和阐释是如何影响 
访谈的。我们还探讨了访谈中伦理的重要性，最后，讨论了访谈最新的发展 
趋势。 

尽管这本书主要关注定性研究,但我们的讨论包括了访谈的全部领域，因为 
我们相信，如果研究者想准确理解访谈，他们就必须知道访谈的各种类型。显 
然，某种访谈类型只适合某种特殊的情形，因此研究者“必须淸楚他们所选择的 
访谈类型的含意、缺陷和问题"。如果我们希望知道有多少人反对在他们居住的 
地方建立核仓库，那么结构式访谈是最好的方法，就像在调査研究中一样，我们 
可以将答案童化和编码，运用数学模型来解释我们的结果。如果我们想知道人 
们对一种特定产品的看法，那么焦点小组访谈可以给我们提供满意的答案。如 
果我们想了解在抵抗运动中巴勒斯坦妇女的生活 （Gluck, 1991), 那么我们需要 
利用非结构式访谈，详细深人地访问她们。在上面提到的第一和第二个例子中 • 
我们可以用一种正式语言来论及科学的严密和实证的结果。在第三个例子中， 
我们特别强调通过交流来理解一种生活方式。 

更多的学者意识到，用一种访谈去反对另一种访谈是徒劳无益的，这是过去一 
代人遗留下来的定量和定性对立的产物。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运用多元方 
法来获得更广泛的结果，这种多元方法被称为“三角测童 （Mangul a ti on )”（Demin 
1989b；Flick,1998) ，它允许研究者用不同的组合方式来使用不同的方法。比如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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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以来，小组访谈一直被用做调査研究的补充，而现在则被用做参与观察的补充 
(Morgan, 1988) 0 人类是复杂的，他们的生活在不断变化，我们研究他们的方法越 
多,鱿越能更好地理解他们建构生活的方式以及他们所叙述的故事。 

对访谈世界的一次简短旅行，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到寻求社会学原因时存在 
的症结，并对之更加敏感。我们必须记住每个人都有他/她的社会历史以及对世 
界的看法，因此我们不能以自己的目标想当然，正如奥克利 （Oakley，1981) 指出 
“访谈非常像结婚，每个人都知道它是什么，许多人也都这样做，然而在每一扇关 
着的门后面都有着大量的秘密” （ P .41〉。 她说得非常正确——从普通人到合格 
的数量分析专家都认为，我们知道如何问问题,如何与人交谈，然而，要真正理解 
人，我们必须将他们作为人来对待，他们将和我们一起建构他们的生活史。只要 
研究者继续将被访者看做平凡的、普通的个人，认为其唯一的作用就是填写一份 
有较多限制的答卷，那么作为研究者，我们所得到的就是与我们所问的问题以及 
提问的方式相称的答案。这和斯坦 （Gertrude Stein) 没有什么区别，她在临终之 
际，问她毕生的好友文利斯 （Alice B. Toklas), “答案是什么？”当艾利斯不能肯定 
地说出来时，斯坦又问道，“如果是那样的话，问翅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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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 观察: 从程序到文本 m 

RETHINKING OBSERVATION： FROM METHOD TO CONTEXT 

Q ' 


观察的基本假设 

观察被看作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中所有方法的基石以及民族志研究的主要 
方法。即便在以当面访谈为基础的研究中， （ 研究者）也通过观察身体语 言或手 
势来了解访谈对象的弦外之音。社会科学家观察的对象包括人类活动以及这些 
活动所发生的地点、情境等。有的观察所针对的活动或许发生在实验宰或者临 
床研讨中，此类活动是控制实验的结果。另一方面，有的观察所针对的活动发生 
在自然情境中。有的学者不赞同“自然情境 （natural setting) ”这一概念，他们认 
为这些所谓的自然情境，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的实地研究中，实际上是内化的、非 
自然的殖民化的产物 （Gupta & Ferguson,1996c,p.6)。 但是在大多数的文献中自 
然情境这一约定俗成的用法仍然被多数人所接受。因此•在本章中我们采用自 
然观察 （naturalistic observation) 或实地 （fieldwork) 研究的说法。 

自然情境中的观察可以被表述成一种通过开放性叙事或者印制好的访谈提 
纲或实地研究指南的描述 （ Ro88man & RaHU, 1998, p. 137;参见 Stocking, 
1983a) „无论哪种描述都假定自然观察不会干扰所观察的人及其 行为。 尽管大 
多数社会科学家早已普遍接受观察者对其所观察的对象产生影响的可能，但是 
严谨的研究者仍然应该坚持观察报告的严格标准以尽可能克服潜在的偏见。即 
使是把自己看作参与式观察者以及有意编排资料以便获得对所研究文化的主观 
上的浸人式（理解）的文化人类学家，也宣称他们能够保持研究的科学与客观 
(Cole, 1983, p.50； Wolcott, 1995, p.66) 0 做不到这一点便意味着他们被当地 
居民同化，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会被不断地质疑。尽管人类学家不再迷恋在参与 
和观察间取得微妙的平衡 （ Gu P ta & Ferguson , 1996c, p.37) ,但仍然将其看作一 
种理想追求 （Slocking, 1983b, p.8>。 对于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而言，研究的客观 
性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严格意义上的客观研究常常和童化研究方法相联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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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感和态度上的超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即便是定性研究亦致力于将观察到的 
资料组织到非常客观的、看上去量化过的表格中以便加以研究 （ 参见 ： Altheide & 
Johnson ， 1994； Bernard , 1988； Miles & Huberman f 1994； Silverman , 1993) 0 

阿德勒双氏 （Adler & Adler, 1994 ) 指出观察法不仅将被证实是方法谱系的一 
部分，而且还是资料采证的最有力的来源。他们宣称观察法有赖于研究者如何 
凭借自身的直觉和自己的判断去发现常量 （ P . 389)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如同法 
律案件中一样，来自值得信赖的观察者的目证是特别有说服力的 （ Pelt 。 & Pelto, 
1978, p .69)。 实际上，一份可信的研究描述报告常常可用亊实检验，即使这种检 
验是民族志学者的写作技巧而不是他们的观察能力所致 （ Kuklick, 1996, p .60 ) o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转向所引发的批评科学的客 
观性假设，以及预设的权威话语使得定性研究者不得不去应付由此引发的问 
题①。原先的批评主要指向特定的研究者，质疑他们是否遵循应有的治学态度的 
客观标准。与之相反，在后现代的背录下，批评指向标准本身。实际上，如今我 
们可以质疑作为目标的观察的客观性是否是必要的和可行的。作为一名在社会 
文化研究中曾有过广泛和批判性论述的学者，克里夫徳 （ Clifford,1983 a ) 提出这 
样一个问题 :根据 斯托金 （ Stocking, 1983 a ) 的说法，即使是作为科学的参与观察 
的典范并受人尊敬的学者 ，马 林诺夫斯基也是应该对有关民族志学者的角色转 
换直接负责的学者，这一转换指的是从调査员的角色向以某种方式参与村庄生 
活的参与观察者的角色转换 （ P . 93)。更令人吃惊的是，克里夫德对有着广泛影 
响的现代解释学派的格尔茨的研究提出疑问，他指责格尔茨应该对提倡民族志 
学者通过同理心 （ empathy ) 来描述一种文化对其成员的特定意义承担责任。换 
言之 ，一个 作为独立个体的民族志学者——就像她或他所被建议的那样 一 以 
马林诺夫斯基的方式在一个更为开放的实证主义的世界中消失了。克里夫徳的 
评论得到了希韦尔 （ Sewell, 1977) 的回应，后者指出格尔茨并没有指望实地工作 
者透过他们与之短暂且不完全分享的居民的同理心来获得某些奇迹（式的观 
察），他们并没有诉诸超自然的能力来像当地人那样去思考、感受和认知 （ P . 40 )。 
可是问题不在于格尔茨有没有达到某种理想的同理心状态，而是在于这种理想 
状态是否与民族志研究有关，是否对于描述或理解一种文化而言是必要的；如果 
在没有民埃志学者自身作用的情况下,这种对文化的描述或解释仍然可以存在， 
那么格尔茨所言的同理心是否有必要呢？ 

后现代的批评强调作为理解民族志作品的一部分的民族志学者自身位置 
(例如他或她的性别、阶级、族群）的重要性，这是因为遥远的、传统的、作为人类 
学家的传统研究对象的民俗社会巳经消失；如今大多数人类学家已经是在巳开 




化的、作为全球传播和运输网络的一部分的社会里开展工作。像社会学家一样， 
人类学家研究上层社会几乎和研究贫困或边缘社会一样频繁。虽然这样做可以 
克服那些与传统的民族志研究相联系的、逡巡不去的殖民主义偏见所带来的麻 
烦 （ D . L . Wolf , 1996, p .37), 但是也导致了由做观察研究的研究者的立场和地位 
所引起的新麻烦。不过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民族志学者不能继续宣称自身是所 
研究的社会及其文化知识的唯 -- 仲裁者，因为他们的地位与其先辈不同，他们自 
己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不得不同那些他们为之代言的已开化的当地人的分析相竞 
争 （Bell & Jankowiak , 1992; Laroora , 1983, p . 191 ) 。实际上，之所以无法建立关 
于一个社会的客观真理，是因为关于同一件事的论述必然会有互相冲突的版本。 
过往的人类学家由于宣称拥有关于所研究社会的客观的、权威的知识的特权，并 
宜称已有众多当地人巳做好准备接受人类学家的改造，而如今这样做却会引起 
麻烦。在人类学家学会面对这种情况，并做好准备警惕这种麻烦之前，社会学家 
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早已在这种情埦下开展工作。正如沃尔夫 （Margery Wolf ) 所 
间接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再能假设会有一个孤零零的、无法在短期内跨入巨大 
的社会经济变革之列的村庄。一个常常跟在你后面的男孩会有一天获得牛津大 
学的文凭,手里拿着你写的书出现在你家的台阶上” 137)。传统假设的 

有效性，即真理可以通过小心地、反复检査的民族志研究和内部人报告获得的想 
法已不再被想当然的接受。作为当代研究社会和行为的社会科学家日益倾向于 
接受建立在不同性别、阶级、族群和其他不易形成共识的因*基础上的证据的差 
异。民族志研究的真相只是许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种而巳，民族志学者不能再指 
望自己可以宜称在众多研究方法中具有排他的特权。确实，民族志研究的结论 
不再能蜕变为那种由单一民族志研究唱主角的原有格局 （ Marcus , 1997 ) 。 

某些来自不同学科的民族志学者通过修 正基于 观察的研究方式并提供其分 
析，以对新局面做出回应。他们不再想当然地认为民族志学者能与其研究对象 
保持距离。确实，研究对象一词由于暗含了殖民: t 义者的意涵，不再适用。这些 
学者更进一步提出在研究者和所描述的社会文化间进行对话。当民族志研究者 
从其原先所熟悉的研究领域（孤立的村庄）抽身而出或者转向研究他们自己（处 
于文化中心）的社会时，讨论民族志学者在工作场所中的自身的互动、人际关系 
和情感状态便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尽管这种研究取向在民族志研究中初餺曙 
光，但这种取向本身也引起了新的 问題。 例 如：持 该取向的民族志研究者写下 
( 或至少是合写、编撰）他的实地研究结果。难道他们不是在暗示其社会/文化知 
识的仲裁者/协调者的地位吗 （ Wolf ,1992, p . 120)? 该类民族志学者或许会强调 
他们只是再现与研究有关的各种声音，但是我们仍然质疑是否只有该类民族志 
学者的论述才符合实情。 

不管怎样，我们现今是在协同研究的脉络里运作。协同研究不仅是指不同 
学科专业人员间的合作，它还常常指专业研究人员和其往日的研究对象间的假 
定的平等参与 （Kuhlmann, 1992; D. L. Wolf, 1996, p. 26) „ 例如，松本 （Matsumoto, 
1996) 为了一项口述史研究计划向她打算访谈的研究人群派发预先准备好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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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她向所有被访人群保证划掉他们不愿应答的问题。潜在的被访者对于友好 
地遨请他们参加研究的框架设计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当这种情况逐渐普遍，对 
观察的反思是十分重要的，即到底什么是观察？观察法是如何进行的？在产生 
民族志知识的过程中，观察法扮演了什么角色？小结如下，完成观察法的转变是 
有益的，即从观察本身作为一种程序向文本视角的转变，即在协同研究中强调观 
察作为与之有关的人群的互动文本视角的转变。 


观察 法：古 典传统 


在探讨作为一种文本的观察之前，我们将简单回顾一下作为一种程序的观 
察，因为后者是我们反思的基础。实际上，尽责的民族志学者早已蕾觉到研究者 
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与否将影响所观察的行为。不过他们相信发展一套标准化程 
序来提离观察的效力并减少调査者的偏见是有可能的。当研究者在其研究报告 
中使用观察所得的资料时，这些被检査过的资料的效度和信度将被同行与研究 
对象认可，而保证这些资料质 S 的标准化程序应该是可重复的和可验证的 
( Gold ,1997, p .397) 0 真正的客观性被认为是在参与者与观察者就给定条件下 
所发生的亊情达成一致的结果。而这种一致性被认为是通过排除研究对象的反 
馈来获得的。民族志学者的自我纠错的调査程序通常包括充分的、合适的抽样 
过程、收集和分析资料所需的系统技术、数据的核査、避免观察者的偏见和对观 
察的记录 （ Clifford ,1983 b , P . 129; Gold , I 997, p . 399) 0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对于 
民族志研究中参与者的看法的主要分歧在于，前者常常认为有必要通过其他形 
式记录的资料来确认参与者的观察的可信度，而后者则趋向于釆纳参与者的观 
察并作为最终的检验其他更精致的研究技术的手段，尽管这种观察看上去缺乏 
系统 （Pelto & Pelto ,1978, p .69)。 

在民族志研究的传统中无论从社会学还是从人类学的取向出发发生观察者 
偏见的可能性都被夸大了 （Werner & Schoc P fl e ,1987， P .259)。 即使拋幵可预料 
到的族群中心主义的扭曲不谈（只要民族志研究者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族群中 
心主义的偏见便可被预先控制），显而易见的亊实是，每个人的观察都必然带有 
自身才艺的助益和其经历的局限。因此，记录的内容而非记录活动本身的品质， 
成为可用的观察资料的衡童 标准； 因为前者可以被监控和复制，而后者受个人行 
事风格的局限难以被复制。尽管分析的理论和概念框架不可避免地指导着观察 
者的观察，长久以来的做法却是研究者在使用基本的观察资料时可以把理论摆 
在一边。出于这个原因，在实地研究的章程中常常将对观察方法的强调作为其 
基本主题，“主要报告具体的事实以及在实地研究中尽可能地避免抽象思考” 
(Pelto & Pelto , 1978, p . 70) ,因此，理论分析成为观察的附带产品。 

依戈尔德 （ Gold ,1958) 所言，20世纪前半期的社会学取向的民族志学者经常 
暗示不同类型的（研究者）角色会对实地研究的风格产生影响:完全参与（其主观 



立场会使得科学效度受到质疑），部分参与（也会有点这些方面的疑问），部分观 
察以及完全观察。完全观察者是指将其全部的个人意图排除在研究环境之外， 
研究者不以任何方式对被观察的对象产生影响。由于完全观察过于理想化 
(Werner & Schoepfle , 1987, p .259) ，也由于该种研究方式会导致缺乏被观察对 
象的非正式同意（这种缺乏作为一种伦理缺失是有责任心的研究者所无法容 
忍），因此部分观察的角色被认为是一种可接受的妥协，它使得研究者在得以即 
兴的、间接的和研究对象打交道的同时仍然保留研究者的角色，而且不必越位到 
与研究对象交朋友的阶段 （ Adlei ■& Adler , 1994, p . 380) 0 这种研究方法在现今最 
重要的使用或许是教育研究者在教室里所进行的对学习的观察 （Rossman & 
Rallis , 1998, p . 137)。 

如今受过社会学训练的民族志学者比起他们的前辈更倾向于将参与视为实 
施观察的合法性基础。阿德勒双氏 （Adler & Adler , 1987) 因而对戈尔徳那耳熟能 
详的分类棋式提出 修正： 即在反对完全观察的研究者角色的同时,认识到现代民 
族志研究对成员角色的日益增长的强调。换言之，原有的有关参与的假设，致使 
研究者对观察资料的效度做出重大让步，通常代之以现代研究中常常使用的对 
文化的授人式研究。而这样做或者有意或者无意，比起原先所容忍的可取的标 
准更加严重，由此给社会学家 带来了 远多于给人类学家所带来的困扰。阿徳勒 
双氏举例说,作为外围成员的研究者认为，他们可以发展出一套可取的内部人视 
角，从而用不着参与核心成员的那些活动。与之相对照，作为积极分子的研究者 
卷人研究对象的重大活动，有时甚至对领导角色负责，然而他们不一定完全赞成 
研究对象的价值理念。第三类方式，作为完全成员的研究者，自身成为研究对象 
的一部分，此类研究者推崇主观体验，不过他们仍然致力于使其成员身份不应对 
日常互动产生不必要的干扰 （Adler & Adler , 1994, p . 380) 。 

传统的人类学取向的民族志学者并不质疑参与的效用和作为观察基础的成 
员身份等问题，他们担心的是其观察方法的非体系化的特征。沃纳和谢弗 
(Werner & Schoepfle , 1987, pp .262-264) 在以过程而非身份为标准来提出自然情 
境下观察的类型时强调了这个问题。在他二人的分类体系中，观察的过程有三 
种类型，这三种类型反映了对所研究的社会群体日益深入的理解。首先是“描述 
性观察 （discriptive observation ) ”，其目的是观察所见到的一切事物。此时的民族 
志学者表现出孩童般的态度，假定自己对所观察的亊物一无所知，不去做想当然 
的判断。尽管这种取向有助于让民族志学者理解所研究的文化中何事重要何亊 
不重要，但是它容易使人陷人由无关的细节所构成的泥沼中。正因为如此，民族 
志学者改用“焦点观察 （focused observation )”， 即忽略那些不重要的事物。焦点 
观察认为有必要限制访谈法的使用，因为当地人的言谈举止间流露出的信息会 
引导民族志学者去决定该文化中何事重要何亊不重要。焦点观察大多用于有着 
明确边界的集体活动中 （ 例如，宗教仪式、课堂教学、政治选举 ） 。最后，也是最体 
系化的方法是：“选择性观察 （selective observation )” ，民族志学者关注不同类型 
行为的某一方面,例如撇开教学内容的明显差异不谈，在不同的社会学习情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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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语言艺术有何不同。 


反思观 察：作 为互动的文本 

当代社会研究有以下几个 特点： ①民族志学者越来越思意承认并发展其在 
所研究的区域社会的身份角色，②调和观察者与局内人的视角以便达成某种“民 
族志的真相”被认为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能的，③从往日的个人主观研究向民族 
志学者的协作模式的转型。以往对研究过程和研究路径的关注被新的研究兴趣 
所补充（并非代替），这种新的研究兴趣强调的是民族志观察者与其研究对象的 
互动和对话关系。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几个当代民族志学者的作品以便阐 
明这种补充因素一观察研究的当代互动情境取向。我们将用五个非常一般的 
社会互动的原则来组织下面的评论，这些评论在理论和方法上迥异，并由大董文 
献所组成。 

情境认网的有意采用 


第一个原则如下： （ 自发的或者带一点计划性 质的〉 参与某一社会设置的决 
定，而非对他人行为的被动反应，是社会互动的基础。在某些早期的社会学文献 
中，这一过程被称为“角色扮演 （role making )”， 与“角色适应 taking )” 相对 
应。在这一原则的鼓舞下，民族志学者主动寻求以成员身份为基础的情境认同， 
而非传统理解中的观察。 

例如,安格罗西诺曾在美国开展过一项长期研究，该研究关注的是由社区服 
务机构提供服务的那些患有精神痴呆或周期性梢神病的成年人。该项研究所关 
注的核心问题是这些年轻时在这些大机构中完成社会化的成年人，在他们之中 
除了极少数病情严重的病人外，大多数入巳经适应了（精神病院）这一特定社区 
的生活方式，以至于难以摆脱此类生活方式对他们的影响。为解答这个疑问箱 
要深人了解这些成年人的生活，因为他们难以对问卷或其他调査工具做出充分 
的反应。安格罗西诺还想了解在一个髙度强调技能的社会里梢神障碍患者的自 
我感受。为了调査这个问題,仅仅从原有的客观中立的角度出发去那些被抽中 
的机构对稍神病人进行观察是不明智的，因为民族志学者难以假定自己能理解 
这些精神病人不同于常人的言谈举止中透露出的信息。另一方面换用密集访谈 
的方式也是不合适的，因为精神病人难以信任那些生活在外面社会中的人，他们 
觉得与之没有共同语言。 

因此安格罗西诺积极地在梢神病人的生活世界中 寻求一 种成员身份。他不 
打算采用已经被病人所熟知的那些专业角色（例如，治疗师、社工、老师、假释官 
等），因为这些病人已熟知的角色会导致刻板反应。另外，他也不能仅仅到此一 
游。 与其他的人群不同,没有人能够在此类闭合的群体中走过场。于是,安格罗 
西诺选择了志愿者的角色,有时以助理的身份在教室里协助老师工作，常常是安 



排病人来往上课的地点;有时在一家二手商店当店员，这个二手商店是用来筹措 
捐款,而且由病人自己来充任职员，安格罗西诺在这家商店里做一些特定的工作 
(例如，安排一场用作慈善募捐的垒球比赛）。通过承担这些工作，安格罗西诺修 
正了他原先所提出的团体中每个人的角色的模型，如今他真正能够阐明每件亊 
情的意义，而不是像一名单纯的研究者那样，难以理解病人所关注的事情。因 
此，安格罗西诺能够花大童时间来观察病人的饮食起居，而他的出现也不再使得 
病人觉得新鲜以至于干扰病人原来的生活，他已经获得病人的信任，从而能够自 
如地与病人访谈（有关该研究的进一步细节，参 见： Angrosino, 1992,1994, 1995a, 
1997b, 1998 ； Angrosino & Zagnoli,1992 ) 。 

贝哈 （Behar, 1993) 的有关 Esperanza( 一名墨西哥裔印第安妇女）的研究表明 
了一名民族志学者由于其合作者人格因素的影响，被迫采取与原先设想不同的 
成员角色之后所做出的一流成果。实际上，该项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被看作 
是一位女性民族志学者一她认识到自己在写作期间是一名女性主义者——的 
成功典范。通过对那位贫苦的墨西哥裔印第安妇女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来养家 
糊口的故事的叙述，贝哈更深刻地理解到她自己的人生境遇，即作为来到美国的 
古巴移民在社会上或学术圈内寻求身份认同过程中的一种圈外人的处境。贝哈 
第一次遇到 Esperanza 的时候，后者正在街头的一个角落里卖花。贝哈提出要给 
Esperanza 拍照，原以为后者会顺从的应允。不曾想 Esperanza 以一种傲慢的态度 
反问她为何要拍照。贝哈在其1993年的著作中写道，自己当时是以 Esperanza 具 
有墨西哥裔女性的气质，可以用来作为自己采风的代表之类的言语来回应 
Esperanza 的话，可是 Esperanza 拒绝合作并且敢于质疑她的研究计划。作为对此 
亊的反皮，贝哈反思自己在民族志研究中的权力关系假设的正确性（参见0.1 
Wolf, 1996, p. 2； M. A. Wolf, 1992, p.5)。 在这个案例中，贝哈觉得自己被误导， 
错误地认为研究对象愿意被研究， Esperanza 不会对自己被描绘成研究对象表餺 
出不满。贝哈认识到如果她想理解 Esperanza 的生活，她必须成为 Esperanza 生活 
脉络的一部分。贝哈后来以成为 Esperanza 的女儿的朋友的身份步人她们的生 
活进程。 

研究者将自己投人其所研究的社会情境中会导致情感上的后果，贝哈 
(B e har,1996) 曾对此有过讨论。她将人类学原来的问翅——与研究对象建立友 
好关系时避免“土著化”（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强调的是研究的伦理）一转变 
成另外一个问题,即允许研究者处于一种容易受到被研究者的影响，但并非过于 
受影响的境地（这是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强调的是研究的道德立场）。贝哈机警 
地选用理论的表达方式和谨慎地加以分析，她说这是她自己获得有意义的新的 
经验的一种工具，但是这一方式也易使研究者陷人某种情感纠葛，有时还是一种 
痛苦的体验。 

奠雷诺 （Eva Moreno, 笔名）报告了这方面的例证，她在书中讲述了她自己在 
埃塞俄比亚开展田野调査时被强奸的事件。奠雷诺 （Moreno, 1995, p. 246) 表明 
在田野调査中假装一种中性的性别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行的，问题在于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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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呈现自己的性别，她必须瞥惕不要因此使得自己成为他人性侵犯的对象。 
莫笛诺猜想她所遇到的性侵犯更多的是针对她的专业认同而并非因为她是女 
性。在莫笛诺开展研究期间，当地人针对国人表现出普遍的敌意，尤其是对那 
些像是专家的外国人更是如此，当地人认为正是这些所谓的专家破坏了他们的 
生活。莫雷诺举例说，她曾听说一名外国妇女在打算向当局报告一起当地人的 
罪行时被真正的警察强奸。奐雷诺 （M 0 ren 0 ，1995) 提出女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必 
须提防性侵犯的幽灵 （p. 248) 0 实际上男性研究者也会遇到类似的性侵犯,不过 
男人从不公开讨论此事。有一点莫雷诺无疑是正确的，性侵犯在大多数情境下 
是针对女性。对那些涉世不深的女性民族志研究者而言，她们大多尚未在自己 
的研究计划中对自己容易受到性侵犯一亊想好应对之策，而做足防范又必然会 
对研究计划的进行产生影响。 

简言之，角色扮演以一种准专业的姿态成为被研究对象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有时研究者会对其性角色过于敏感，有时是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怎样，角色扮演 
比厢先那种被动的面对其所研究的地域社会的假设要好得多。 

对权泠的理解 


第二个原则是在大多数社会互动中，人们对行为的评价不是根据其在抽象 
意义上的与社会或文化规范的符合程度，而是根据其连贯性，也就是说这种认知 
模式关注的是某人在给定的社会情境下影响他人的能力。该原则与传统人类学 
中对文化中的应然与实然的区分有关。采用参与观察的民族志研究者主要关注 
的是文化中的应然部分，严格遵循研究规范，不越雷池一步。采用成员身份的民 
族志研究者更熟悉实然部分的生活，社会群体的成员在其给定的情境下的生活 
方式不箔要同传统人类学奉为神圣的应然部分相一致。 

我们常常依照某种意识形态来行事，这种意识形态使我们期待并由此看到 
权力发自白人，即西方体制及其代言人——民族志学者，并指向各类“劣等的”或 
边缘化的人群。然而日益增多的文献指出那些被看作“劣等的”人群致力于反对 
白人的掠夺 （ Maddox ， 1996, P .277 )。 我们也有长期的偏见认为文化或社会应该 
是凝聚成一体的。然而越来越多的民族志学者发现其所研究的地域社会充斥着 
冲突 、分裂，并以其内部的小群体为界 （ H U bbanM997;McCaU, Ngeva, & Mbebe, 
1997) 0 

例如，安格罗西诺 （Angrosino,1991) 于佛罗里达本笃会百年庆祝时编撰了修 
士们的口述史。他花了一个月时间住在修道院以便进行访谈，在此期间他遵循 
由圣 • 本笃订立的有关每日祷告、工作、冥想的规范。修道院的院长也允许研究 
的进行，并要求所有管辖下的僧侣予以合作。同样的，尽管安格罗西诺并非一名 
修士，该院长也要求安格罗西诺尊重其权威。这名院长还常常对安格罗西诺的 
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以各种方式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有时是以 
一种微妙的方式,例如当安格罗西诺对他进行访谈时,他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背 
后; 有时则是以一种明目张胆的方式，由他自己决定安格罗西诺的访谈对象。尽 



管其他的修士常常宣称支持该项研究计划，可是安格罗西诺发现他们中为数不 
少的人言辞闪烁。他对此的解释是修士们不想对自己的经历谈论太多，以免对 
上帝不恭。在进行该项研究期间，安格罗西诺意识到尽管这种韬晦式的沉畎在 
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但是这种沉默的底下掩盖着其他的动机，例如它表达了对 
那位操纵他们的合作的修道院院长权威的反叛。在其日常生活中，他们不敢流 
餺出违背院长意愿的意向，然而安格罗西诺是局外人，他只是暂时生活在修道院 
中，即便对他有什么不敬，他也不能像院长般把他们怎么样。更进一步，这种策 
略使得某些修士对那些完全与安格罗拽诺合作的修士加以冷嘲热讽。这些说风 
凉话的修士的韬晦是对其同伴的象征性暗示，让后者不要以与安格罗西诺完全 
合作来拍院长的马屁。至此，修士们的那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一正式的、符号 
化的上下尊卑关系一并不是其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即使在这样一个离度 
受限制的文化里，人们也能透过其互动仪式以一种微妙方式向研究者呈现其阋 
墙之举，这种权力游戏塑造了民族志学者所能观察到的事物以及对其观察的 
阐释。 

贝哈 （Behar,1993) 探讨了她0己试图将 Esperanza 的故事塞进主流的有关 
拉美裔美国妇女的女性主义模型中。然而她认识到 Esperar»a 与那些棋式化的 
女主人公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Esperanza 的真实的一面在于她并不值得钦佩，也不 
是那种献身女性解放事业、背离其父权制文化的英雄，但是她是一名会犯错误的 
有血有肉的妇女，而非那种刻板化了的第三世界女棋范。贝哈认为民族志学者 
在创作并《予其研究对象以形象的故事时，她必须将这个故事植根于允许其研 
究对象表现出其文化的不同行为的基础之上，必须尊重她们做事情的不同方式， 
即便这些方式不符合欧美女性主义者的理想化了的期望 （P.270〉。 以同样的风 
格，赫什和奥尔森 （Hireh & Olson, 1995,p_ 23) 引证了哈丁 （Sandra Harding) 来说 
明这样一个 问题: 女性主义者学识的功效问题，这些学识常发自男性视点，甚至 
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女性学者所采用，却被用于克服既定的社会知识分类体系。 
于是沃尔夫 （Wolf , 1992) 追问 道：“ 是否我们在进行研究时也利用了我们的研究 
对象,是否我们在提高妇女地位时也将另一种强势的社会价值观念强加给她 
们。”更进一步，这样做会对研究者及其研究对象间的权力关系的概念化产生误 
导。熊 （Hsiung,1996) 宣称这一立场忽视了女性研究者与其女性被访者双方各 
自所处的父权制脉络。因而我们有必要考虑“多元权力关系”的概念，这一多元 
关系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度、女性被访者、女权主义的女性研究者均视为多元 
权力关系的关键组成部分。 

现今的民族志研究者常常会发现自己已无法再遇到早期人类学家所面对的 
单一族群 （Gupw & Ferguson, 1996b, p. 2) ,因此在给定的情境中关注何亊产生 
出意义尤其 M 得必要。换言之，已经没有民族志研究者能够在与其先辈的概念 
框架所描绘的那般高度限定的、同质的文化或社会里 工作。 我们巳经不再能假 
设研究的文化对象只是一个能完全进人的特定场所 （Mareus, 1997, p.96)。 如 
今的多数民族志工作场所是由以下有关文化交汇的特定人群的三方面的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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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 一是用来呈现行为或态度模式多样性的某个局部 地区； 其二是后殖民时代 
的文化混 合体； 其三是在相互联系的区域里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 （Gupta & 
Ferguson, 1996a, p.35 )。 毕竟,人们是生活在不同的、多重层叠的，但并非总是 
由多种因索共同决定的时空中。这些不同的时空包括本土时空、民族时空、广播 
或窄播意义上的时空、生物意义上的时空、日常时空、计划的或是自发的但也是 
社会地理意义上的时空中 （ Abu-Lughod ， 1997, p. 112 )。 例如，马尔基 （ Malkki, 
1996b) 对偶发群体的记忆运作的描绘。此类研究对象包括共同经历过战争的 
人，比如那些广岛和长埼轰炸的幸 存者； 在某一革命中的逃 亡者； 被某种疾病困 
扰的人们；或者那些在某一慈善或发展计划中共同工作的人 （P.92) ^所有这些 
案例都是偶发群体而非事先计划好的团体 （P. 92 )。 民族志学者已难以坐享原先 
的便宜，即其所观察的区域社会是一种文化或一个社会的代表。现今所研究的 
社会受多种间质性 、杂合 性因素的影响 （ Gupta&Fei^uson, 1996a, p.48), 例如全 
球化话语和大众传媒的想象 （ Peters, 1996, p. 81) ，而古典民族志研究的那种中 
性人¥助于当今研究。有时，民族志学者甚至会为了研究某特定人群或者表达 
出研究者所感受到的特定人群之间的联系而创造一个区域社会。例如怀特 
(White, 1955 ) 、利博 （Liebow,1967) 、汉纳兹（ Hannera, 1969) 等人所研究的街角社 
会之所以成其为“社会”，只是因为研究者将此互动汇聚之所当作一个实体。口 
述史学者常常围绕某一特定主题将若干人的人生体验联系起来从而创造出一个 
虚拟的共同体。 

当性别取向 一 如利奥塔 （ Lyotard) 所言的宏大叙事（引自 Olson, 1995a, 
p.186〉 ——与性取向的问题被考虑时，权力原则常易引起困惑，因为不同的性观 
念影响了民族志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的关系，并反过来又影响了研究者对此的 
解释 （ Willson, 1995, p.253 )。 性别取向与性取向在界定民族志学者的个人认同 
时是非常有意义的 成分; 它们还是某种滤镜,研究者透过其观察到的区域社会巳 
经被滤镜所中和。问题在于其所产生的意义在不同社会里是不一样的。观察者 
无法想象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理想化的性别取向或性取向符号。个人认同的蛛 
丝马迹必须在给定的社会情境的生活脉络中加以阐明。 

例如杜比什 （ Dnbi ac h,1995,p. 34) 指出，女性民族志学者仅仅因为她们是女 
性，无论其性事是发生在家中或是在田野研究中，此类艳遇都不被接受。相反， 
男性民族志学者长期被默许在其田野研究中有风流韵事 （Newton, 1993, p. 5)。 
此类畎 识认为男性民族志学者做这些事情是没关系的，所有人都会预期并接受 
男人的作为，而女性民族志学者则不能这样做，因为这不会被人们所接受。这种 
假定应该被质疑，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志学者将其性态度卷入其工作场所中都会 
影响自身的观察。比起这种行为所引起的研究对象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 
对其所能观察到的类型和品质的彩响来说，这种行为是否得到赞成是不重要的。 
由于意识到这 一点， 基利克 （ Killlck,1995) 提出应该节欲，他 指出： “在田野研究 
中，为避免干扰与被访谈者的关系的微妙平衡，对利比多加以约束是必要的” 
(P. 81 ) 。另一方面，基利克提倡那些管不住自己的利比多，难以遵守这一方法论 



的微妙之处的人应该闭起嘴巴，他们的行为或是令人厌烦的（我们对这种可能不 
能忽略不计）或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 P . 81)。然而，阿尔托克 （ AltoA , 1995) 反对 
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做法。她认为与其钳制人欲或是将其归人私人领域，不如 
在工作中为我们的感官反应留有余地 （ P . 116)。以她的观点视之，谁是否做了什 
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研究者能否敢于承认有什么亊情发生或者没有发生，以及 
为何会这样。因为这种坦诚有利于民族志学者展开可能的对话，从而探讨由于 
我们的感受、见证和对工作场所的演绎使得哪些事情发生了改变、增强或转移 
( p _ 121 ) 。作为对这一古老（却仅在最近为公众瞩目 ） 的困境的反讽，阿尔托克 
提出 ： “也许在承认了我们的情感和欲望之后，我们才能找出自己的偏见和我们 
工作中的曲解，从而真正客观的了解异文化” （ P . 132 )。 

然而这一开诚布公的进程却由于那些身为同性恋者的人类学家所迟滞，这 
些男女同性恋者惯于对其个人或者职业生涯加以某种程度的 隐瞒。 古德曼 
( Goodman , 1996, p.50) 指出身为同性恋的民族志学者打算在田野调査中隐瞒其 
性取向，可是伯克哈特 （ Burkhart, 1996) 相信其最初的隐瞒，被合理化为一位致力 
于成为客观中立的观察者的做法，实际上是出于习惯和压抑的世俗观念的束缚 
所致 （ P .34)。 威廉姆斯 （ WiUiam«,1996, p _ 74) 则提议一种妥协方 案：对 其研究 
的区城社会坦白自己的性取向，而在申请研究计划时加以隐瞒。他宣称在他的 
实地研究中，将自己的性取向透露给当地社会获得了正面评价。然而他发现在 
申请课题时必须慎重考虑是否有必要透露自己的性取向，即使是申请那些对同 
性恋进行研究的课题也是如此。甚至对于艾滋病研究，这个可以获得大批赞助 
经费的领域，最初也没有多少机构思意听说研究者是个同性恋之类的消息，因为 
这将意味着艾滋病是只有同性恋才关注的事情 （ Bolton ， 1996 > P . 157 )。 

男女同性恋习惯于长期小心翼翼地对认同加以管理,并将他们生活中的这 
种典型的思考定势带人研究领域 < Lewin & Lea P , 1996 ' P - 13 >°相当多的同性恋 
民族志学者选择同性恋行为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显然他们假设将自己作为预 
置好的参照群体。因为若有人假定自己对同性恋有切身感受，或者认为所有区 
域社会的同性恋都是一码亊，这就好比假定作为女性的民族志研究者更有利于 
理解不同文化中的女性一样 （Lewin & Leap , 1996, p . 17) ，这类假定都容易让人 
失望。关键在于在进行民族志的观察研究中，一个人的性别以及性取向都是必 
须加以考虑的，此二者都不能被当作私人的事悄并加以排除。正如兰叩， 
1996〉所指出的：“很明显，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同性恋棋式。 ••（ P . 103 ) 最起 
码，间性恋并不能“超越现代社会中的等级制度 ” （ KenneJ y & Davi8 ’ 1996 * 
p . 193) ;在一个同性恋团体中，仍然有必要调査作为等级制度的阶级和种族的 
影响。 

不管怎样,这清楚地表明民族志研究者不再接受以往的做法，即不再试图隐 
藏或否认研究者的性别认同、年龄、阶级与种族（就此而言，性认同是最后的前 
线）。相反，当代民族志写作倾向于承认这些属性，并把它们看作塑造民族志研 
究者如何演绎其在田野研究中所看到的事情的重要因索 （Weston ，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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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6) 0 例如，埃德尔曼 （Edelman, 1996) 讨论了其犹太人身份在三个不同的田 
野研究地点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至于其他因素，即便不如那些人 O 统计因索重 
要，也会对民族志学者的研究产生彩响。例 如：罹 患各类病症，比如贪吃症 
(Tillman-Healy, 1996 )、乳腺痛 （Kolker, 1996 >、另类童年经历 （Fox , 1996; 
Ronai, 1996) 或者化疗 （Mi enC zak<m»ki ,1996) 等都会对民族志学者的研究产生影 
响。在所有引用的案例中，民族志研究者的个人经历是对其观察和阐释产生影 
响的重要原因。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这些民族志研究者打算研究其俥有着 
同样症状的人，他们（指研究者）必须把自己的视角转换成普通人的视角以便观 
察研究对象在正常情境中的运作。 


碉和婧境认《 

第三个原则 ：互动 是包含所有参与者并对其角色框架加以不断检测的一种 
张力过程。换言之，民族志学者与其合作对象并未步人一个固定的、被完全限定 
的空间中，而是贯穿在一个研究计划中或者由 一个计 划到另一个计划的过程中， 
由其行为和对彼此的期望组成并不断发展的一个动态过程，尽管有时是一种亊 
与愿违的过程 （Wolcott, 1995, p.77) 0 吉罗克斯 （Giroux, 1995 ) 指出需要一种 
“在不同研究地点重新来过”的智能 （P. 197), 对民族志学者来说尤其如此。邓 
津 （Denzin,1997a) 则探讨了民族志学者的“动态关注”能力，即对“其与不断变化 
的外部世界的关系”的觉知 （P. 46) 。 

例如，安格罗西诺 （A ngTO8 irK>,1997 a ) 在美国人类学协会南方分会成立30年 
之际对其开展了一项口述史研究。从该分会成立之初至1997年，安格罗西诺已 
是其资深会员。作为美国南方某高校人类学系的人类学专家，又是长期从亊当 
代美国南方研究的学者，他是其所研究的组织文化的局内人。而且他和其所要 
访谈的对象有着长期的个人和专业上的联系。在年会的30周年庆典之际，安格 
罗西诺带领三名研究生充当他的研究助手以便与到会的诸多被访谈的人类学家 
皤谈，更重要的是这三名研究生可用来进行“真实性核査”，以免安格罗西诺由于 
过于熟悉情况而像局内人那样行亊反而忽略了被局外人看来需要加以澄淸的重 
要 线索。 然而 ，晡谈 仍然在开始时显得有点《尬，不少被访谈者对于安格罗西诺 
提出明知故问的问题有点恼火。他们 会说: “你不是记得1970年代在新奥尔良 
发生的事情么？”，安格罗西诺反问道，“呃，不妨谈谀你自己的看法。”而被访谈者 
常对此类建议感到沮丧，他们感到作为一名人类学专家要转换成被访谈对象已 
厲不易，更何况在访谈者已经知道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的情况下，这些被访谈者觉 
得这种转换相当艰难。有的被访谈者决定缩短这段不愉快时间，一个有效的做 
法是让这种访谈改头换面，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而避免理会访谈者的问题。还有 
的被访谈者则要求由那些研究助手进行访谈，他们中有人说到 ： “安格罗西诺，我 
无法接受你的面对面访谈。” 

过了一阵子，这种尴尬的感觉逐渐埠退，大概被访谈者互相交流了自己对访 
谈的反应，更主要是因为他们确信这项口述史研究对于后来人是很有价值的。 



后面的访谈进行得非常顺利，被访谈者心照不宣地将安格罗西诺看作一名凡事 
必问的局外人。这些民族志学者将安格罗西诺想象成自己的一名学生，从而能 
够耐心地回答后者的所有问埋。虽然大多数被访谈对象设法将局外人角色转化 
为访谈参与者的角色，但是安格罗西诺在此研究中则是努力将自己的圈内人角 
色转化成旁观者角色,对于这种做法,安格罗西诺的一名合作者打赌他做不到这 
一点。在观察研究的互动脉络中，角色的变换是为了对应变化的环境而且并没 
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贝哈将这一过程描述成从“女性主义取向的人类学家”向“女性主义取向的 
民族志学者”的进化，她的意思是说要成为一名“专注于对女性主义策略加以反 
思的研究者，这种策略可能是工作中的女性'主义或是实验文化写作的女性主 
义 ”。对这 种反思 的关注必然是 一种 “女人对女人的关系” （ Behar,1993,p.301) , 
而不是一种科学的观察者与其研究对象的关系。对贝哈而言，参与式观察这一 
术语是一种‘‘矛盾式修辞法”。贝哈认为民族志学者必然被其成员身份与观察者 
角色之间的创造性张力所限定，而并非那种仅仅收集到数量有限的信息的资料 
员。 根据弗格森 （ Ferguson, 1996, p. 153) 的说法，探究如何在部分或暂时脱节的 
各个地点、社区、社会的经验框架中进行转换的能力可能代表着未来民族志研究 
最有潜力的领域。 

布莱克伍徳 （Blackwood, 1995, p. 53> 因而指出民族志学者在其研究领域所 
假定的认同是由他或她被“他人"感知的不同方式所决定的。作为一名妇女，“她 
常常陷身于一系列被指派或被建构的认同 之中： 研究者、朋友、女儿、专家、美国 
人等” （ p. 58), 她得出结论说“研究领域的认同是不确定的，无法加以简单限定” 
(P.70 )。 在这一点上，西方文化的心理社会史清楚地表明我们的“认同”在存在 
意义上总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并且从不会有一个固定的、最后的终点。那种认为 
民族志研究者的认同可以被明确限定的幼稚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古老信仰的遗迹 
罢了，这种古老信仰便是对“整体性”的强调，认为个人可以自发的修正以便符合 
对整体的认同。不管怎样，自从弗洛伊德的观点在社会分析中得到运用以来，民 
族志研究者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认为田野研究是一种可以让他们更好地 
面对自己的一种方式。依照巴内特 （ Barnett, 1983) 所 言：“ 分享不同的生活方式 
可产生一种镜像效应，便于观察者正衣冠知得失” （P. 169) 。 

沃尔特斯（ Walters ,1996) 形象地说明了这 一点： 为建立起个人的认同感•则 
必须“不断地围绕轴心转动” (p.63) 0 她是在必须处理如何带女朋友去也门进 
行田野调査的难晒时得出这一结论。她原以为保守的伊斯兰社会不会对两个公 
开的女同性恋表示欢迎，于是她用各种办法来加以隐瞒（例如宣称她俩是由于收 
养关系而成的亲 戚）； 最后她决定将其女朋友指认为女伴，这种半真半假的说法 
足以避免也门当局的盘査（维多利亚时期有一种风俗,年轻女子在出游时会有一 
名年长女子陪伴，世界上许多地方也有类似的做法> » 

尽管这是一种侥幸成功的做法,但是大多数女研究人员常常感到外在压力 
迫使其性取向和其所研究的社会一致,哪怕那种社会习俗非其所愿，以至于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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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诉诸某种欺骗手法来表现出遵从所研究社会的习俗。依沃尔夫 （Wolf, 
1996) 所言“女性田野调査者曾隐瞒其婚姻状况、民族认同、伦理或宗教背景，以 
及有关离婚或前一次婚姻的情况，乃至其阶级背景。” （P. 11) 虽然在这些案例中， 
这类欺骗手法不曾伤害被观察对象，然而民族志研究者仍深感内疚，这部分是因 
为每一次欺骗“都违背了女性主义的田野工作的方向，即不利于和被观察者建立 
一种平等的关系以及创造一种朋友气氛” （Berik, 1996, p.56 ; ，lD.L,Wolf, 
1996, p .12)。 在另一方面，拒绝欺骗，会违背所研究社区一直尊奉的习俗，有时 
会引起难以预料的不良后果。替如，贝里克（8 6 1^,1996,|>.65>承认她在土耳其 
的一个村庄开展研究时公开其同性恋取向，结果导致她的一名受访女性被其盛 
怒之下的丈夫暴打,那男人认为自己的妻子被不规矩的民族志研究者引入歧途。 

兰 （Lang，1996) 开展了一项对本土美国人中的女同性恋的研究。尽管她公 
开了自己的同性恋取向，但是仍然发现自己不被酒吧里或其他明显的聚会场所 
里的潜在访谈对象所接受。由于她常在此类酒吧逗留，她被其他女人认为是来 
找性伙伴的而不是做研究的。她认为扮作一名潜在的性伙伴来引诱访谈对象是 
不道德的 （Lang, 1996, p. 94) ,因此在那些不是那么显眼的场所寻觅其访谈对 
象。在这个案例中，兰认为自己以民族志研究者的身份出现要优于以女同性恋 
者的身份出现，尽管女同性恋是她研究的主题。她的抉择是在 r 解了所研究的 
区域社会的实际运作后做出的。 

许多晚近的文献关注的是观察者认同感的产生、维持、创造性演变以及在欺 
骗和公开其自身认同之间的摇摆不定，如上所述的那样，这一点对于男女同性恋 
的研究尤为突出。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其他有关认同的问题也应引起注意，譬如 
政治上动荡的局面，谁如何被确认为政治上的被排斥群体 （ Hammond, 1996; 
Mahmood, 1996 ； Sluka, 1990 ), 必须靠隐瞒真相度日的群体 （非法 移民） 
(Chavez, Flores, & Lopez-Garza, 1990 ； Stepick & Stepick , 1990 )， 那些卷人犯罪 
活动的人 （Agar & Feldman , 1980 ； Brewer, 1992 ； Dembo, Hughes, Jackson, & 
Mieczkowaki，1993 ； Koester, 1994 ； van Geldcr & Kaplan, 1992) 0 

故度的柘准 

第四个 原则: 使参与有效的信息是由他人透过内在或外在标准产生的。内 
在标准指的是区域社会的成员检査自己的行为与其所在区域社会的主流文化的 
符合程度。外在标准指的是区域社会的成员依照可能的一般标准检査其行为。 
换言之，互动的参与者会 问：“ 这管用吗？”，或者用一种不是非常客气的说法，“这 
样做可以说得过去吗?”（即，我的阐释可以帮助我和我的潜在合作者弄清有关的 
联系吗？）。更不客气的说法是，“这样做对吗？”（即，这是该文化以某种方式要 
求人们如此行事的吗？） 

例如，安格罗西诺 （Angrosino, 1995b) 率领一个研究生小组开展一项关于某 
地居民对艾滋病反应的研究。该研究是以某个机构为中心，该机构提供为数不 
多且多为实验性的直接服务，但是该机构拥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通报和转介的网 



络。这个机构是由一对感染了艾滋病的伙伴创建的；当地人相信这对伙伴的个 
人经历尤其是其情感投人是该机构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他俩将一个临时性的 
机构发展成一个拥有专业设施的机构。人力资源管理和发展专家日已掌握了该 
机构的实权，并将该机构发展成不仅仅关注艾滋病问题而且将这个问題作为一 
个公共卫生问埋来看待的机构。这些专业管理人员对于研究者是有帮助的，伹 
是这种帮助是以一种公事公办的方式进行。与之不同的是，老一辈的创业者则 
思意将研究者纳人其社会网络中，这有利于研究者了解“机构的真正成长经历”。 

这便是内在标准和外在标准以不同方式运作的情况。一方面，该机构的两 
伙人以非常不同的标准对什么办法有效做出各自的反应，老一辈的创业者认为 
其活动和其使命感来自人际互动的成效（内在标准）和普遍的人文关怀（外在标 
准〉。 他们认为该机构与其所服务的社区欠缺一种应该具备的合作 文化。 问题 
是“怎样做有效”，回答应该是“这取决于你想达到的目 标”。 创始人孜孜以求的 
试图说服民族志学者，他俩认为克服艾滋病危机的关键在于“行动应该发自内 
心，而非仅取决于头脑”。患有艾滋病的人和他们的照料者更甫要悄感支持，而 
不是仅仅拥有像他们这样的机构所提供的可靠的经济资助。他俩不否认病人赞 
成良好的管理，但是他俩坚信一个良好运转的管理并不能提供病人在寻求帮助 
时所霈要的一切。他俩诉诸同理心，对缺乏人情味的机构感到厌倦。对此，民族 
志学者倾向于赞同他俩的观点，尽管他们也欣赏管理人员在他们的研究中对他 
们的帮助。 

在调和社会情境内在标准和外在标准的过程中，以个人体验作为组织材料 
的标准对于将互动的情塊类别化是有意义的。如邓津 （ De nzen ,1997a) 所言，“观 
点是一种个人经验” (P-55) ，因为观点导致了民族志学者和区域社会的其他成员 
间的对话,这种对话常常以学者自身痛苦的自传式经验开始 （P. 57 )。 实际上■人 
们也越来越容忍以这种个人经验作为研究的结尾 （ Quinney, 1996 )。 欣斯利 
(Hinsky,1983) 指 出：“ 田野闲査是一种个人经验。民族志研究 ，尽 管其本意指的 
是对人群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巳成为一种自传.即个体人类学。" （ P. 55 ) 昆尼 
(Quinncy, 1996) 、奥尔森 （ Olson, 1995b) 引证哈拉维 （Donna Haraway) 来说明民 
族志观察必须转译成一种写作的再现来“体现作者在时空中的位置” （P. 46 )。 
邓津 （ Deiuin,1997a ) 与 奥尔森在各自的著作中分别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针对观 
点文本的出炉加以评论，这些观点文本“大多镢自人文学科的非主流观点” （P. 
55) 。 斯托金 （ Stocking,1983b> 以一种更不育睐的口吻来表述这种相同的现象. 
他说这是“修辞性人类学”的分蘖。 

虽然任何人都可以用间样的视点从亊人类学研究，然而那些来自传统的、主 
流社会团体的人类学家必须更加慎思自己的活动对他人的意义及影响。对于他 
们而言，正如对那些原来处于边缘位置的人类学家一样，观察研究的视角取决于 
个人的经验，因为民族志研究者将自身的存在投注于所研究对象的文化转换中， 
这些研究对象包括人、事，以及由当今国家来定性的文化产品 （ Malkki ， 19968 • 
p.53)„ 依贝伦基 （Mary Belenky) 所言，“我们必须学会如何针对不同的听众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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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同一个材料”（引自 Ashton-Jones & Thomas, 1995, p.86). 另一方面，如胡克 
斯 （bell hooks) 所说，研究者不能只针对某一类听众，因为这样做会导致研究者画 
地为牢（引自 Olson & Hitsh 1995, p.110 )。 实际上，民族志研究者的参与观察在 
其所欲研究的文化转换的每一个情境中都留下了人为斧凿痕迹。这种观察法不 
能解决民族志研究的必然和实然之间的张力。与其为了这种张力而去杞人忧 
天 ，倒不如适时地为这种观察法在我们的分析中找出其实际用途 （ M_ A. Wolf, 
1996, p .217)。 

博尔顿 （ Bolton,1995) 指出当民族志学者以性为研究的主题时，根据传统的 
做法，他们便受限于无法直接观察这种行为。大多数社会科学在讨论性行为时 
所采证的都是二手资料而非亲眼目睹，而这些他人的实验资料本身亦缺乏严格 
的观察设计的指导。博尔顿提出如果民族志研究者本身不介意的话可以通过参 
与观察来了 解这一 问题。他坦承 :“我 通过参与观察学到了比仅仅通过简单观察 
或直接访谈要多得多的东西。 "（ P. 148 ) 这一解决方式引起了有关该互动方式内 
涵的争论 :是否 以该种方式参与其中的民族志研究者真的了解到其所研究文化 
的性习俗？更刺激的说 法：是 否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别出心栽而不是为了其所研 
究的社会与其所厲的社会？如果是后者，那么他还是在做社会研究吗？抑或引 
人了一种新的观察方法，而对这种新方法最起码要讨论其是否归属不明，还是仅 
仅为了获得一个新的论题而有意模糊原有的学科边界？畎里 （ Murray, 1996) 指 
出： “和当地人发生性关系并不是了解异文化件习俗的第一选择……在依照研究 
者的要求解答他所提出的问埋并记录当地人的生活史的同时还得和他发生关 
系，那么研究对象会猜想这个研究者与其说是想了解异文化不如说是想宣泄自 
己的原始欲望或寻找自己的性认同。” （P. 250) 

吉林 （ Gearing ,1995) 提供了博尔顿观点的女性版本，她在做田野研究时爱上 
并嫁给了她的最佳访问对象。吉林提出田野研究便是要努力将想当然的观察者 
和被观察者结合起来，而这依赖于“我们的个人关系的质貴” （ P . 207 ) 。她还倡 
导应该放宑那种无动于衷的参与观察角色，改而采取一种满怀激悄的全身心投 
人的角色。 

民族志学者个人体验的效度在传统上是与民族志研究相联系，而这种传统 
民族志研究是来自于观察研究的结果。虽然近来有人试图在部分程度上将被观 
察对象也纳人听众的范围，但是其主要的听众仍然是学者。如今根据民族志学 
者所针对的支持者的不同，研究报告有了各式各样的编写方式 （ Polkinghorne, 
1997), 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报告得益于被假定为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正如蒂尔 
尼 （ Ti e reny,1997, p.27) 所指出的,这种叙述来自“全能的观察者"。而当今的民 
族志研究者则必须根据其所表现的材料的不同而表达出不同的声音。这种向更 
多参与的转变使得民族志研究者坦承自身的出现对研究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 
常常以 学者自我指称的迂回方式表达出来 ，比 如说“访问员 -(Tiereny, 1997, p. 
26 )。 一度被禁用的第一人称如今被用来作为对主观体验的表现而崭露头角 
(Tiereny,1997, p.23 ; 亦见 E1IU, 1997 s Lather, 1997, Tanaka, 1997), 沃尔克特 



(Wolcott,1995) 宣称他偏爱“一种可保持人类可视存在的取向，即对研究者与研 
究对象一视同仁” （P. 15)。沃尔夫 （Wolf, 1992, p. 52) 提出原来由女性学者或其 
他被学术界边缘化的学者所首创的以敢于挑战正统为特征的第一人称写作方式 
己经有进入学术主流的趋势，如今男性学者也采用同样的写作手法。这种转换 
与写作风格无关,它反映了民族志研究者的自我想象的进化，观察者和被观察者 
彼此间关系的改变，现今的民族志研究者必须重视听众的差异（甚至是彼此矛 
盾）。一个民族志文本的听众可能有专家、参与者、门外汉或侧重审美的听众 
(Denan, 1997b, P .188>。 显然与访问员叙述方式的效度相比，笫一人称的叙述 
方式的效度，无论从哲理上还是从学理上,都是完全不同的。 

或许被最广泛引用的关于内在标准和外在标准之间的微妙互动的个案研究 
要数沃尔夫 （Wolf, 1992) 的“讲过三遍的故 亊”。 在她的书中，沃尔夫以重访一个 
虚构的短篇故事的方式进行个人的反思之旅，这部虚构的短篇故亊是她在三十 
多年前写成的，当时她是其前夫在台湾开展首次田野研究的助手。后来，她凭借 
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女性主义人类学家。她以当年的田野调査笔记和日志重 
新回顾了屉来的故事（建立在真实事件的基础上）。该书的第三部分是一篇正式 
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曾发表在一份主流学术刊物—— 《美国 民族志 学家》 
(American Ethno login 、 ±。 该书的每一个部分都伴以评论，在这些评论中，沃尔 
夫解释了在三篇文聿中所呈现的她当年的回忆，以及她现在对这三十年中同样 
亊件的一些 思考。 在这一过程中，她看到了自己向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的 转变。 
例如，她提及“她曾有一次感到很满意的梢确描绘了她的所见所闻，解决了其被 
访对象的不同观点所带来的混淆。突然，她认识到最重要的应该是保留这些‘彼 
此竞争的看法 ’”< P .4)。 

沃尔夫的观点是没有一个民族志研究，包括那些被假定为客观中立的观察， 
能 够被认为是完整的和有效的，除非该研究完成了波尔金 《®( P » lki n gh «> rn e , 
1997) 所描绘的“从一系列罗列的、缺乏联系的研究材料向一个统一的、主捶突出 
的文本的转变” （P. 14)。一个好的观察者不仅能发展一套捕捉被当地社会成员 
自身所理解的文化内涵的技巧，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拥有撰写报告的技巧，以便能 
让“其他文化中对此感兴趣的读者了解这一文化内涵” （Wolf, 1992 ,p. 5 ) 。 

文本脉洛的*义 

第五条 原则： 人们是通过假定悄录认同来彼此互动的，这一认同增强了他们 
的自我观念或者服务于他们自身 的需求 ，这种认同更多地是依靠上下文来确定 
而不是依靠社会或文化规范来确定。区域社会的成员对某一民族志研究者做出 
反应，他或她发出的暗示并非“外在”于其行为的意义。民族志学者可以练习并 
控制其中的某些暗示，如果该学者对此保持敏感的话（例如••提高语言能力、穿着 
得体）。然而有不少暗示是某种混合体（例如 ：性别 、种族/族群、相关的年龄）。 
在后一种情况，民族志研究者箝要认识到其所观察到的事物是由他或她是什么 
样的人所决定的，对于不同的民族志学者——哪怕受过同样良好的学术训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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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对理论和方法娴熟，但是性别、种族或年龄不同 一 可能引发不同的互动，由 
此产生不同的观察，得出的结论也不同。 

例如,安格罗西诺曾在荷厲安的列斯群岛开展过一项长期的研究计划——记 
录岛内劳工移民的模式和影响。他的一个线人是一名住在一个名叫 Saba 的小岛 
上的老妇人，安格罗西诺将这位老妇人的生活史以人类学作品的方式编录进该计 
划的 Saba 岛部分。此后不久，同一名老妇人被 Saba 岛出生的民俗学者（也是当地 
的政治领导人)所拜访，该民俗学者后来出版了一部题为献给“岛的珍宝（例如其 
年 K 居民所传承的智慧）”的文集。这名老妇人的生活史主要框架在两篇文献中基 
本相同，但是其他部分也有明显的不同。正如可以预期的那样，老妇人告诉安格罗 
西诺的故亊里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进行解释，而老妇人在向本岛的民俗学者讲述时 
则很少这方面的内容。安格罗西诺显然问了老妇人许多问题，以便澄淸那些非当 
地人所不能了解的容易引起混淆的微妙之处。老妇人曾有过无比艰辛的生活，她 
(被虚构化为只靠自己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把一大家子拉扯大，所有的孩子都已经 
成为当地社会的栋梁之材,她自己也被认为是当地最受人尊敬的人。当她向安格 
罗西诺讲述这些事的时候，有点夸耀自己如何玉汝于成。她在这个故亊是一个虽 
然带点谦逊的老妇人，但绝对是一个英雄形象。在她向本岛的民俗学者讲述这个 
故亊的时候，由于岛上的文化是枪打出头鸟，因而相当自我克制。另一方面，她在 
故事里加上了自己反抗白人殖民者的趣闻轶亊，附带还说了自己和白人民族志学 
者交谈时感到压抑。安格罗西诺的问题在于他是一名白人,来自另一个国度，与老 
妇人的孙子同辈，这些导致了他所听到的故亊与民俗学者所听到的不同，那位民俗 
学者是当地的黑人而且与老妇人同辈。没有证据表明老妇人有意造成这种不同， 
她仅仅是对她的两名听众做出自己的反应，正如众多优秀演员一样,她十分明确的 
根据其听众个人背景的不同做出不同的回应（这两份生活史比较的详细材料参见 
Angmsino,1989)。 正如贝哈 （Behar, 1996) 所指出的引自德弗罗 （George Devereux) 
的观点:观察者“无法观察在他缺席情况下发生的行为，也不可能听到同一个被访 
者向他人转述同样的故事” （P. 6) 。 

邓津 （Denren, 1997a) 指出现在有必要重视性别、种族、族群、阶级的影响，这 
些因索“塑造了访谈过程，因此使做研究成为一个多文化进程” （P. 19)。这一观 
点并不新鲜，对于这次讨论来说重要的是民族志研究者必须重视这些因家，而不 
是像传统的观察者所被教导的那样一忽视这些因素或是将它们看作一成不变 
的，而且还要创造性地将它们整合到观察和写作的过程中。沃尔夫从女性主义 
的角度做出回应说，民族志研究者在分析他们的田野研究时应该运用他们的“直 
觉、感悄和见解”，而非否认这些感性因素。 

例如，莫顿 （Morton, 1995) 在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汤加——开展研 
究。在首次访问时，她简直无法摆脱异国情调的诱惑；十年后，当她挺着大肚子 
开展研究时，孕妇身份成为她避免异性追求的安全带 （P. 168)。读者或许假定莫 
顿的怀孕有其他动机，但是怀孕有助于她避免一些尴尬处境 （ 与他人的性关系）， 
也使得她得以聆听汤加文化中不同的部分，而这是她当初作为一个单身、没有怀 



孩子的女人所无法了解的。 


观察研究的伦理维度 


观察一向被认为是一项收集资料的技术，民族志学者认为他们自己作为观 
察者是超脱于其所研究的社会情境的。当研究者投身所研究的社会中并成为其 
成员时，他与其他成员的对话互动使得观察演变为文本脉络。这种转换也影响 
了我们对社会研究伦理的反映标尺的转变。 


嗍皮牲机构的建立 


无论出于好心还是恶意，事实上全美所有的社会研究都受制于制度性审査 
委员会 （IRB 8 ) 的建立，制度性审査委员会是美国联邦政府在 I960 年代设立的一 
个机构，该机构负责监管所有接受联邦资助的研究计划的 内容。 一个显而易见 
的威胁便是伤害性研究（通常是生物医学的研究），凡从事这类研究项目都必须 
在政府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管下进行。后来制度性审査委员会将这种监管权扩张 
到所有接受联邦资助的研究项目上，从而颠覆了研究者与研究项目的关系，民 
主、共和两党也都可以对研究项目插上一脚（关于这段历史的更详细资料参见 
Fluehr-Lobban, 1994 s Wax & Cassell, 1979) „ 

然而，民族志研究者一直对这种情况感到不舒服。当然，这不是因为他们想 
从事偷偷換換的、有客的研究，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研究会具有什么“伤 
害性”。这种宣称本来就是“参与式观察”的典型假定的一部分，尽管这种说法带 
有传统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采取“家长式作风”的遗迹 （Fluehr-Lobban. 1994, 
P . 8) 。民族志研究者也担心他们呈交给制度性审査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能受到通 
盘考虑，倒是那些从亊“伤害性研究”的报告倒可能被全面的评估。民族志学者 
争辩道，他们的研究常常伴随研究的进行而变更，不可能按照专家权威所预先设 
想的计划去开展。他们进一步指出相关学科委员会所公布的专业伦理守则巳经 
能保证研究内容的适当性，制度性审査委员会的作用不过是叠床架屋。 

在1980年代,社会科学家从美国联邦健康及人力资源署获得一项赦免，该 
赦免提出在评估社科研究时可将有关儿童、残疾人或其他被界定为易受伤害群 
体的研究排除在制度性审査委员会的权限之外。不管怎样，多所大学的法律顾 
问（包括南弗罗里达大学，那里有人类学和民族志研究的基地）采取谨慎且又非 
常勉强的做法使得这一几乎是空白支栗般的赦令得以采用。实际上，在南弗罗 
里达大学可以将研究计划提交快速审査通过，如果该计划看上去符合联邦赦令 
的标准的话，即使那些被认为需要全面审査的计划也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南弗 
罗里达大学现有两个制度性审査委员会,一个是主管生物医学研究的，另一个是 
主管“行为科学”研究的。由于后者被心理学家 （ 文理学院社会科学部的最大的 
系）所把持，民族志研究者对此亦表示不满。心理学家惯于处理假设检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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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或以实验为基础的研究，他们难以弄清观察法研究设计的细致划分。由此， 
行为科学制度性审査委员会常要求研究申请书里以个人而非群体或社区为研究 
对象，还要求假设应该是可检验的而且有实验数据作支撑。南弗罗里达大学的 
有关民族志学者发现其他研究机构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提交报告，但是如 
果民族志学者也以同样的写法向南弗罗里达大学行为科学制度性审査委员会提 
交报告的话,制度性审査委员会在评估时不会认可民族志学者的报告，评委们不 
把民族志学者的研究方法看作行为研究的一个变通棋式。 

有趣的是只有观察研究在南弗罗里达大学行为科学制度性审査委员会被明 
确的提及并被置于例外的类别里，还被界定为“公众研究”，一种残留的民族志研 
究的古典“纯观察”类型，例如观察人们在候机大厅里的行为祺式。然而，如果研 
究者打算出版照片或确认构成公众的人的时候，观察研究的这一例外也被取 
消了 o 


* 代现春研先身的两超 


采用成员身份认同导向一正如本评论所阐述的，一种非常强烈的趋 
势——的民族志学者会发现自己夹在两大棋式中左右为难。一种是官方的制度 
性审査委员会模式，它与经验研究、假设检验、临床模型相联系；另一种是那些力 
图从不相关的、耗时的限制中脱离出来的民族志学者，并申明他们的研究不是， 
也不会是“伤害性”的。然而这种互动，并非是躭“伤害性”这一宇面的负面意义 
而言,成员身份导向的研究者仍然深深卷入了其所研究社会的生活与活动中，一 
种充满各种“伤害”可能性的状态。持“应用”取向的民族志学者（例如，那些谋 
求利用他们的研究来影响社会或制度变迁的研究者），还有那些提倡“普世”价值 
(例如，女权、生态审査）的学者，特别是当其所研究的当地社会的行为损害了这 
些价值的时候，这些学者的兴趣在于将自己的研究作为社会批评计划的一部分。 
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学者都从亊了“伤害”性研究，然而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标 
准来决定哪些伤客是必要的，哪些是研究者可以避免的。当研究者无法预计个 
人互动可能产生的后果时,我们很难准备一套有关研究内容的规定。至少，在原 
则上我们可以说由于研究者在制定日程安排时充分考虑了研究对象的权利，因 
此研究的合作对象不再是被动的研究目标，也没必要得到警告或保护。但是亊 
实上,就其所从亊的研究和向那些关注者散发其研究成果而言，研究者仍然处于 
一个有特权的位置。现今的研究者可能不思意回到古典观察者的角色中，不愿 
意回到那种冷冰冰的客观研究中。然而这些研究者会不会为其可能伤害研究对 
象或者令那些在研究中相信过他们的研究伙伴们感到尴尬的行为做点什么，以 
便回避责任呢？正如弗路尔一劳班 （Fl Ue hr-Lobban,1994) 所说： 

开放式研究或/和封闭式研究，在社会研究中用麥与者代替访问对象的 
说法，合作研究模式与非合作的询问模式，这些都是民族志研究的组成部 
分，无论是纯学术的还是应用的研究，联邦资助或是个人赞助的研究，我们 
要研究的是一个我们身处其中的完全展开的世界，并通过专家来研究它。 




内容清晰的研究只有在生物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才得以行其方便，但是 
这种研究 的灵玫 是不完整的，它促使我们等求更好的研究和更好的研究者 

( P .8)。 


-个时的解决方责 


这种伦理上的两难看来成为观察研究发展将要面对的中心任务，然而只有 
临时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一个例子便是安格罗西诺 （A ng ro9i no ,1998) 
的“机会屋 （opportanity house)" 研究，他在研究中累积的报吿对上述问题进行了 
讨论。在长达近二十年的研究中，他对一家以社会为基础的针对有稍神障碍的 
成年人的社会服务机构进行了研究。研究对象都是由拥有完全能力的案主或是 
获得其合法监护人同意的案主组成，由此内容的合法性得到了保证。可是安格 
罗西诺对于研究对象是否完全了解了其内容的不同之处没有把握，尤其有许多 
做长期的生活史访谈的民族志研究后来都迷失了原来的研究方向，而这种失控 
在原来的研究设计和审批时是无法预计的。各种中期报吿都充满了客观的科学 
家的标准、权威的声音，所累积的观察资料只是有限的摘录了一点访谈资料（归 
因于匿名访谈对象）来举例说明。当要写一份有关整个计划的全面分析的时候， 
安格罗西诺发现原来的写作策略看上去不够 充分。 他认为有必要让读者感受到 
两方面的体验，一方面是有梢神障碍的人们的体验，他们在许多方面和我们相 
似，只是其在某一个关键的方面——想象能力——和我们 相异； 另一方面是研究 
者试图勾画出社区中人们的互动方式，以便让读者了解这种体验。但是这样做 
若是以暗示的、冷漠的科学协作方式和无视个人差异的写法便难以引人人胜。 

安格罗西诺因而决定试图用一种“另类的民族志写作方式”来将他的材料组 
织到一篇虚构故亊中，以便无需对特殊环境下的特定人群加以直接判断从而保 
留个人体验的真实性。有多种原因支持对民族志材料采取非说明性表达方式的 
尝试，不过可以将这种另类的写法看作对过波阶段的观察研究伦理宭境的一种 
反应。 


洗泰搿先松 ■*: 泛向 相称®杜 （proportionate reason ) 

正如其近年来演化的那样，因为观察研究基本上是一套人际互动的方式而 
不是一套客观假设检定的方式,那么对“人类行动的道徳” （Gula, 1989, p.272) 
加以合适分析是确定伦理判断标准的正确做法。人类的行为必须由其情景来定 
义，而非依据客观的“符号”。如古拉 （Gul»,1989) 所指 出：“ 没有人愿意在道徳问 
«上有一套史无前例的优先项来给出绝对正确的做法。” （P. 275 ) 相称理性的概 
念便是这种说法的关键之处 （CahiU, 1981; Curran, 1979; Hoose, 1987, Walter, 
1984) 。相称主义有时是指一种严格的功利主义的成本利益分析，但是在此文本 
中的更合适的看法是陚予人的行为以道徳意涵。在这个意义上，“‘相称’指的是 
在得失攸关时的特定价值和在实现价值时不可避免的产生的局限、伤害或者不 
便之间的联系。” （Gula, 1989, p. 273) 换言之，衡*行动的后果虽然重要，但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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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仅仅是行动的全部意义的一部分。由此观之，相称理性指的是个人在行动中 
的做法（当一位民族志学者投身于一个观察的脉络中时）而并非在已界定的行动 
中的无关亊务（例如，民族志观察的旧观念将民族志学者看作外在于其所记录行 
动的亊物）。 

有三个标准帮助我们决定在特定的价值和行动的其他成分之间是否存在着 
正确的关系 （McCormick, 1973; McCormick & Ramsey, 1978)。首先，使用的手段 
所带来的伤害不能超过为实现价值所必需的手段所可能造成的伤害。说的更具 
体点，目的不能比人更重要。如果我们认为这一价值是某种民族志研究的结果， 
那么我们必须小心地认为所使用的手段（例如，投身于一个社会网络中，采用拍 
照或其他个人记录方式）不会引起不必要的伤害。我们也可以辩驳成为被访者 
的情人 （ 特别是那种性关系的目的不是超脱研究之外的）所带给被访者的伤害可 
能会超过一本民族志著作、论文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所可能造成的伤害。在一 
个针对有精神疾病的成年人的辅 导项目 中，为了观察和访谈而以志愿者身份出 
现的做法可能是合 适的； 相反，为诱使研究对象合作而付给报酬的做法在道徳上 
是值得怀疑的。 

第二条标准是对当前价值的保护是伤害最小的方式。有人会争辩说观察研 
究会不可避免地侵犯个人隐私，没有一种研究可以保护那些被珍视的价值。但 
是大多数研究者将会拒绝这种极端的观点，并会认为那种为了增进我们的知识、 
理解文化的差异、合作策略的本质或者为了那些突出的社会公正问题的受客者 
谋福利而拓展民族志研究是有价值的。当然任何方法都有潜在伤害的可能，我 
们必须确定选择那些造成伤害最小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依然可以使我们能获得 
传播有价值信息的高效率的结果。例如，创作民族志故事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情,虽然每一个人都拥有民族志学者用来辨别其人物的知识，但是一个未受过专 
业训练的人很少有机会能够公开发表一份以客观材料为基础的报告。 

第三条标准是为实现价值而采用的方法不能有损于该价值。例如，如果有 
人为了提高那些有梢神障碍的人的尊严而开展研究，他必须确信其研究方法不 
会使其研究对象受嘲弄。当一群精神病人打垒球时给他们摄影可能会给观众造 
成这样的印 象:这 些精神病人倒还努力，不过他们是笨拙的和无能的。从好的一 
面来说是值得怜悯的，从不好的一面来说是会受到喇笑而非受人尊敬的病人，这 
种印象强化了被普遍接受的思维定势。摄影在民族志研究中是一种中性的方 
法,它是否得到合适的运用必须根据相应的情录来评判。 

麦考米克（ McCormick, 1973) 提出在采取拟议中的行动时分辨相称理性的三 
个模型。首先,我们知道在特定价值和透过经验的行动的其他成分之间存在一 
种正确的关系，这种关系有时以一种通俗易慷的形式出现。例如，尽管我们会想 
到鼓励个人表达的重要性，然而我们从经验得知在一个区域社会（例如，修 道院〉 
的情景中，这样做可能会引起与群体规则的冲突。传统上，个人在此类情景中屈 
从于群体，他们已经长期融合在此群体中。经验会提醒我们反思收集此类群 
体中个人的生活史的决定之时，应该注重收集那些为共同活动或事件而重建的 



集体记忆。 

第二，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直觉来把捶合适的关系，即使我们对某些事情缺 
乏经验,我们也可透过直觉断定哪些行为是天生便不合适的。詹森斯 （ Janssens , 
1979, p .63) 声称我们能够通过自己对“不统一"的感知来发现不适当的 行为。 
例如，直觉告诉我们公开出版那些生活在压制性的、集权社会中的人们的资料会 
对他们造成伤害，即便这类威胁不是直接的或是暗示性的。我们揭餺集权体制 
的良好目标会给那些我们试图帮助的人们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直觉提醆我们 
其他有价值的研究计划（例如，收集生活史、家谱，或观察当地市场的日常活动） ' 
若是落到不合适的人的手中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当然，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直 • 
觉的后果）的感知与将会发生的亊情（经验的 后果〉 的了解是不同的，我们也不必 
老是去幻想每一个可能的灾难，也没必要为此因喧废食。但是有一个显而易见 
的事实便是某些后果总是更有可能发生。 

第三，我们可以通过试错法来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这种认知的棋式在目 
前制度性审査委员会的伦理规范下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事实上我们不可能去 
了解每一个特定的社会互动中的各种可能的后果，那种认为我们可以预知一 
因而可以先发制人——所有不良后果的想法是极端幼稚的。一项符合伦理要求 
的研究设计将忽略（或加以修正）那些直觉和经验告诉我们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的 
事悄； 不过，当在真实生活情景中已经淸楚的明了哪些是可行.的且是必要的亊 
情，并据此认识到要修改行动中的计划之后，我们会继续进行研究计划。对于试 
错法这一称谓的不确定性引起的不舒服，沃尔特 （ Walter , 1984) 提议用“理性分 
析与争论”来代替 （ P - 38) „我们力图通过收集资料并以逻辑为引导的争论来对 
所选择的行动给出支持原因。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是一个认识的过程，确实，考 
虑到犯错的可能性，可能还会有未预料到的伤害性后果。虽然如此，那种坚持认 
为可以预见所有可能的伤害并认为人的行为（包括建立在人际互动*础上的研 
究计划）不会有任何风险的想法是没有诚意的。相称理性策略的道德优势在于 
它鼓励研究者有过则改;相反,研究伦理的客观模式相信他们可以消弭所有的问 
题，因此拒绝对问砸负责，且对那些不可避免的突然出现的问题则束手无策。那 
些同有发育障碍的人一起工作的学者熟悉这样一个表达“风险的尊严 （ lhe 
dignity of ri 8 k )” ，该词常用来描述病人在完全参与社区生活中的“功能适应”。为 
否认病人犯错的可能性（以假定所有风险都被预先消除和难以做到提供增进解 
决问题技巧的培训的方式）而否认病人应对其生活负责的能力。是应该躲进庇 
护所，受到客观法则的庇护，避开风险，还是应该生活在真实世界中面对 风险？ 
伦理范式表明没有什么比让观察研究者面对有荨严的风险一亊更有利于研究的 
进行。 

乍看上去，以相称理性作为社会研究伦理实践的基础倾向于主观相对主义。 
实际上，在一个互动中得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由研究者的良心所决定。然而 
—种合适的相称主义不能被缩减成这样一种立场,即认为研究者可以随心所欲， 
或者伦理仅仅是研究者个人心灵的诉求。相称主义的策略更多的是建立在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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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认知上，个人所做出的伦理抉择必须最终由某种“共同的洞察力”所指导。 
例如，当我们谈到“经验”时,我们不是仅仅指个人经验，而是指嵌入到共同体传 
统中的“传统智慧”。同样的，“为防止来自偏见或误识的个人好恶的影响，我们 
需要广泛征求他人的经验和看法。运用相称主义要求我们比以往更多在共同体 
中征求道德意见，以免行动只考虑了一个方面的道德问题而忽视了与其他方面 
的联系。” （Gula, 1989, p.278) 就此而论，理想的制度性审査委员会不应满足于 
对可能的问理做功利性的核査，它应该由一个智囊团组成，研究者可同其一起讨 
论并厘淸那些有时是互相冲突的需求，例如有关经验、直觉、理性分析和争论的 
潜在可能等。当前道徳守则的基本问题，从定性的观察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在于 
它们在研究者和其他学者的共同体之间建立了一套武断的——且相当没有必要 
的一对抗性关系。相称理性的框架意味着研究的伦理是彼此分享的论述的成 
果，而不是某种检举式的质询。 


对观察法的展望 


如在本书的第1版阿德勒双氏 （Adler & Adler, 1994) 在其撰写的聿节中所指 
出的，尽管他们不能从当时的趋势加以推断，但是“预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盛 
衰总是难有定论的” （P. 389)。以此推论，我们提出观察研究的未来可能更像拜 
里特 （Barrett, 1996) 所指出的“千差万别的定性调査方法” （P. 237 ) 。拜里特指的 
是方法论的去魅化。尽管民族志学者曾经用含混的方式谈论“亲善”和“同理 
心”，由于前文所提到的文献，他们现在以坦然的态度公开广泛地讨论这一问題。 
这种去魅化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观察不再被看作是研究那些宏大的，但又是晦 
暗不明的诸如“文化”、“社会"一类分析单位的关键因索。确实，阿卜一卢格* 
徳 （Abu-L U gh<>d,1991) 力劝定性研究者运用他们的技巧来消解那些她觉得巳经 
成为“种族”（有差别的人群的分类）一词的现代等价物的概念，把此类概念打入 
冷宫。相应的，为表述此类有具体区隔和天然层级的概念,观察研究具有一种潜 
力，即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阿卜一卢格笛德 （Abu-Lughod,1991) 所说的“具体 
的民族志” （P. 154) 上。这并非是试图描述某群体的文化组成或者分析那些假定 
的组成社会体制的全部范围，采用观察法的民族志研究者将能够提供特定人群 
生活的一整套记录,其关注点是放在个人及他们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上，而不是放 
在那种假定的团体没有时间性的所谓同质性、凝聚力、伙伴关系等概念上（这些 
概念为传统的人类学者所钟爱）。 

远在二十多年前,格尔茨 （Geertz, 1973 ) 便预见到了阿卜一卢格霍德的观点 
( 这表明预见是如何缓慢地被人们所接受）。格尔茨倡导抛弃那些传统的社会科 
学所关注的“实际行为模式的复杂性”，而代之以建立在对“意义符号 （significant 
symbol) ”（p. 44) 解释基础上的对“具体行为的关注”。前面的文献回顾淸晰地表 
明这种转变已经发生，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关于生活史和意义研究的兴趣都 



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前，以对具体行为的观察为代表的研究取向和定量研究 
以及社会学、人类学与社会心理学诸派别的实证主义等研究取向共同存在。来 
自曾经统一的社会科学认识论的不同分支的不同研究取向能够维持多久的联系 
值得怀疑，因为它们的目标迥异。看来观察法不太可能在一个被重新界定的文 
化研究（由旧有学科的定性部分 组成〉 的范畴里找到一席之地，而将其实证主义 
同僚留在被重新界定的社会科学学科里。 

人文主义者认为观察研究者和他们的定量研究的同事—样依靠技术的演 
进。曾经用笔和本子来记录，也许还有素描本，又有拍照和电影先后加人民族志 
研究者的工具囊中。渐渐地磁带录音机被摄像机所补充（甚至取代）。笔记本电 
脑的出现增进了做笔记的能力，对定性资料的分析程序也日益得到广泛运用。 
因此，以观察为基础的研究考被推到一个岔路口：—面是满口的理论术语“情境 
化”、不确定性和相对主义;另一面是这些研究者越来越依赖于技术，而技术捕捉 
“ 真实性”的能力超过了他们相对有限的阐释能力。技术使研究者能够记录和分 
析人物和事件，而这在十年前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记录的便利性容易导致民族 
志学者丧失所熟知的生活体验能力。以观察为基础的民族志学者也可能愚蠢地 
追求现代技术记录的连贯性，从而使自己陷身于日益复杂的记录和分析技术之 
中。但是因此而因噎废食也同样是愚不可及的。也许我们有必要在观察的每一 
进程中运用我们的观察力，认识到我们不仅是心理社会生物（这是当前的趋势） 
也是技术的使用者。正如波斯特曼 （Postman, 1993) 所指出的，技术变迁从来不 
仅仅是带来增减效应的，也从来不仅仅是带来一种简单的用来做事的工具，而是 
通过改变行为的某个方面的生态，从而根本的改变了行为所厲的系统的生态。 
••围绕每一项技术都有一套组织起来的机制，从而反映技术所带来的世界观。” 
(p. 18)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最有效的做法是在最不远的将来对技术运用的同时 
也注意反思技术本身的影响，不再把技术仅仅看作研究计划的中性附厲品。技 
术有能力影响我们的工作 u 我们甫要认识到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并不仅仅是 
“我们，，和“它们"发生遭遇时的样子，而且也是“我们”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所塑 
造出来的样子。 

不管怎样,这淸楚的表明实证主义认识论及其外围的作为最基本的人文主 
义研究技巧的观察法的根基已经动摇，尽管这种认识论曾经拥有不可辩驳的 ® 
权地位。作为一位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和历史学家，戈尔徳 （Gould, 的悲叹 
反映了这一变革以及即将到来的挑战的力量： 

没有一种信仰会比下面的现念更具有谋导性，即不加考處地认为人们 
可以“眼见为实"，我们很少去置疑这种观念的有效性。完全没有偏见的观 
察只能倒身 于庳始 神话和科学的陈词滥调之间，因为我们只能见到与我们 
的精神世界相符的事物，包括解释在内的所有描述和感官报告一样值得质 
疑 （P.7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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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和物质文化的诠释 E3 


o 


本聿阐释的是无声证据的诠释——简而言之,是对书写文本和史前古器物 
的诠释。这些证据不像口语，它们在物质上存在，并因此而能够在空间和时间上 
与其作者、生产者、使用者分离。因此，物质的痕迹经常不得不在没有本土注释 
的情况下被解释。相对于客位的“他人”观点，通常不存在与说话的主位的“内部 
人员”互动的可能性。即使有可能存在这样的互动，行动者们似乎常常无法淸楚 
地说出他们以特定方式穿着、选择特定的陶器图案，或在特定场所丢弃粪便的原 
因。因此，物质的痕迹和残余就给定性研究提出了特殊的问题。已经试图发展 
合适的理论和方法的主要学科有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认知心理学、 
科技和现代物质文化研究，我的说明就是在这些学科的范围内提出的。 


书面的文献和档案 


林肯和古巴 （Lincoln & Guba, 1985 ,p. 277) 以文本是否为证明一些正式亊务 
而准备为根据来区分文献 （documems) 和档案 （reconiO。 这样，档案包括结婚证 
书、驾驶执照、房屋契约和银行申明，而文献是为个人而非官方原因准备的，它们 
包括日记、备忘录、信件、田野工作笔记等。亊实上，这两个术语经常可以互换使 
用，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这种差别类似于下面将要讨论的书写 
(writing) 和讲话 （speech) 的差别。文献更接近于讲话，它要求有更多的置于上下 
文中的解释，而档案则可能具有了和其官方办理的意义相去甚远的地方用途。 
文献涉及一种个人技术，而档案则完全是一种权力的国家技术。这种差别还和 
定性研究有关，因为研究者通常能接触文献，而使用档案的权力则可能受相关法 
律限制，如关于隐私、机密性和匿名性的法律。 

尽管文献和档案之间存在差别，我这里更多地关注所有类型的书面文本的 
解释问题。这些文本对定性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通常条件下，这些文本是 
易得而低成本的，这些文本提供的信息可能不同于口语形式中的信息，或者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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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口语形式中获得这些信息，而且这些文本经历了很长时间，从而 （ 给我们）提供 
了一种历史洞察力。 

例如,在有关历史时期的考古学中，通常假定书面文本提供了一种比其他类 
型的证据（下面将要考虑的）“更真实的”关于原始意义的暗示。当然，西方的社 
会科学长期以来一向是重视口语胜于文字，重视文字胜于无文字 （Deirida, 
1978)。反正，人们假定文字能让我们更接近精神。但正如德里达表明的，意义 
并不存在于文本中，而存在于文本的书写和解读中。当文本被放在不同的语境 
中重读的时候，它就被賦予了不同的涵义，这些涵义经常是矛盾的并且植根于社 
会之中。因此，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外，文本并没有“原始的”或“真正的”的涵 
义。历史考古学家已经接受这样的看法，即历史文献和档案提供了不是更好的， 
而仅仅是不同于古器物和建筑的图景。文本可以和其他形式的证据一起使用， 
这样就可以理解和比较各自的偏差。 

同样的，不同类型的文本必须被置于其产生和阅读环境的背录中去理解。 
例如，分析人员会关心一个文本是第一手经验的结果还是来自于二手资源，它是 
否是被主动提供的、是否经过编辑，以及匿名的还是有签名的等 （Webb, 
Campbell, Schwartz, & Sechrest, 1966)。就如利科 （Ricocur, 1971 > 所论证的那 
样，具体的文本不同于语言的抽象结构，因为它们是为做某些事情而写的。它们 
只能被理解为“它们自身"一在特定的物质环境下产生（并非每个人都能写，或 
能以某种方式写，或能够获得相关的复制技术），并体现在社会和意识形态系统 
中的一种人造物品。 

当然,语言是为了做某亊和说某亊而说的一它们既具有实际影响和社会 
影响，又具有沟通功能。一旦语言被转换为书面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的 
鸿沟就变大了，各种各样的重新诠释的可能性也增大了。一个文本可以在不同 
的语境下“说”许多不间的事情。书面文本也是一种人造物品，可以被传播、操 
作、改变，被使用和抛弃,被重新使用和反复利用 一 随着时间、根据背录“做”不 
同的事情。将话写下来常常可以更有效地控制语言及其意义，使语言及其意义 
和“集中化”与“规范化”的策略联系起来。在人造物品中具体化或“有血有肉” 
的词语能超越背景、随着时间聚集在一起，从而扩充其符号内涵。在人造物品中 
长久存在的词语在权力合法化的世俗进程和宗教进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然而，在书面文本的具体本质（即持久的状态）和其在新的上下文语境下重新解 
读意义的持续潜力（即对话语权威性的破坏）之间经常存在着张力。文本和上下 
文处于一种持续的张力状态中，彼此定义和再定义着对方，随着时间“说”和 
“做”不同的事情。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书面文本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一种修辞策略加以仔细 
阅读，以便确立权威的位置（例如, Tilley, 1989)。考古学家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观 
点:他 们的科学活动留下了踪迹并改变了他们所研究的世界。出土文物不能被 
复制，堑埯的遗迹、劫掠的场所和旧的啤酒罐头是以特定方式看待世界的特殊表 
达。过去已经被转换进现在的产品中，包括田野笔记和现场报吿。民族志学的 



田野笔记 （ Sanjek , 1990) 也将研究的对象转换进了立足于历史的产品，在熟悉的 
程序中“获取” “另一个”。田野文本不得不被置于特定的历史时刻中加以研究。 

本韋我将书面文本作为人造物品的一种特殊案例来对待，它们都具有相似 
的解释程序。文本和人造物品中都存在的问齬是，将物质文化置于变动的背景 
中，并讨论那些背景与解释者的背景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解释学训练一在 
其中，围绕着物质文化的鲜活的经验被转化成一个不同的解释背景一对于文 
本和其他形式的物质文化而言都是普遍的。我将解释语言和物质文化之间的各 
种差异，但将物质文化作为文本考虑时，类似的解释已经被广泛地讨论过了 
(Hodder, 1991; Moore, 1986； Tilley , 1990). 

人造物品分析及其对于社会经验解释的重要性 

远古和现代的建筑物和人造物品——人类活动有意或无意的残留物——提 
供了可供选择的洞察力，用以透视人们感知和适应其生活的方法。穿过草地的 
捷径暗示了首选的通行棋式，外语标记表明了和四邻的融合程度，烟灰缸中烟蒂 
的数目折射出了精神不安的状况，日常文书工作的工作量可以用来衡童工作负 
担或工作效率及优先考虑的事项 （Lincoln & Cuba , 1985, p .280) o 尽管围绕这 
些证据存在一些推论方面 的问® ，我希望在开始就确定这样的观点：行为的物质 
痕迹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洞察力，并且它不同于任何数童的调査问卷的洞 察力。 

“人们说什么”通常和“人们做什么”非常不同。这一点可能被近些年瓶于 
拉思杰 （Bill Rathje ) 的研究最为成功地证实了。在对图森、亚利喿那州和其他地 
方的研究中，拉思杰和他的同事们收集了家庭用的垃圾袋，并逐条记录其内容。 
例如,很明显，人们所估计的他们所制造的垃圾的数*是非常不准确的，丢弃的 
啤酒罐头表明实际的酒 稍消耗量高于 所承认 的貴； 在肉类短缺时期，人们因过度 
储藏而扔掉了比往常还多的肉类。因而，一个完整的社会学分析不能仅限于访 
谈数据,还必须考虑物质痕迹。 

在另外一系列的研究中，房间中的装饰品、罐子和其他容器已经被解释为由 
妇女引导的一种无声的谈话，她们的声音被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的利益所压制 
了。装饰品可能被用来无声地标示,并巧妙地将注意力引向女性控制的领域•如 
房间的女性区域、容器中食品的准备和供应。装饰品在一个层面上可以用于掩 
盖女性秽物，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则表达了妇女的力 *( Braithwaite , 1982 ; Donley ， 
1982; Hodder , 1991)。 

因此，研究物质文化对于那些定性研究者是重要的，这些定性研究者希望探 
究多样而相互冲突的声音、不同而相互影响的 解释。 经验的许多领域是语言所 
无法触及的，特别是那些从属经验。弗格森 （ Ferguwm . lWl ) 已经表明，对食物和 
罐子的物质痕迹的研究以怎样的洞察力掲示了美国南部种植园中的奴隶是如何 
理解并反抗针对他们的统治的。惯常沉畎的群体成员在他们日常生活的世俗活 



748 定性研究（第 3 卷）： 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 


动中表达了他们自己的观点。 

对这些痕迹的研究并非如世俗和日常生活那样是微不足道的工作，因为对 
处于支配地位的利益不重要的东西，对于另外一些观点的表达来说也许是至关 
重要的。权力的物质表达（游行、等级标记、坟墓和艺术）可作为抵抗的表达形 
式。这些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有这样的认识而增加了，即文化不仅仅是被动的其 
他生活领域的副产品，相反，物质文化是积极的 （ Hodder , 1982) 0 在此，我的意思 
是,人造物品被制造出来以进行物质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改造，是人造物品 
本身的互换构建了社会联系，比如古代使用相同风格的矛的人会产生认同感，而 
这种权威的标志本月又再生产着权威。这样，物质文化对于多数社会建构而言 
就是必要的。因此 ，一 个适当的社会互动研究取决于和无声的物质证据结合的 
程度。 


关于物质文化的一种理论 

我们巳经证明物质文化的研究能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分析的一种重要工 
具,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种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解读物质文化。这里的难点在于 
“物质文化”的多样性，从书面文字、围绕着死亡的物质符号、戏剧、消费行为的仪 
式到公路和飞机的建造。结果,理论指导经常采取相当不同的路径，人们可以通 
过比较下面的两种方法看到这一点，一种方法是试图建构一个关于技术行为的 
综合理论 （ Lemcmnier , 1986), 另一种方法是试图将物质文化视为文本 （ Tilley , 
1990 )o 

最终,物质文化始终要在其产生、使用、丢弃、重新使用的特定情境关系中被 
解释。在做情境性解释时，区别一些普遍特征和不同类型的物质文化的类比物 
可能很有帮助。在试图建立一般理论的过程中，一系列学科最近的研究巳经开 
始区分物质意义的两个领域。 

有些物质文化被特别设计得富有沟通性和表现性，最淸楚的例子就是书面 
文本，但现在巳经延伸到了某些职业的标志和制服、红色和绿色的交通指示灯、 
禁止吸烟的瞀告、十宇架上基督的形象等领域。因为这个范畴包括书面文本，因 
此可以认为该范畴的意义的组织方式可能和语言类似。因此，就像语言中的话 
语一样，外在于历史背景的物质符号常常是随意的。例如，一个旗帜上可以用任 
何设计，只要它能区别于其他旗帜上的设计，并能够用于辨认其自己的身份。因 
而，在旗帜的例子中，意义系统是通过符号代码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而建构的。米 
勒 （ MiUer ,1982) 巳经表明，服装是怎样被结构性、范例性地组织起来的。用于特 
定场合的帽子、鞋带、衬衣、裤子、鞋子等的选择是由一个语法规則指导的，它让 
特定系列的服装搭配在一起。另一方面，不同种类的梅子（圆顶硬沿帽、草帽、布 
帽、棒球帽）或夹克之间的差别构成了范例性选择。 

已经被应用到第一种物质意义中的三个主要理论领域源于信息技术、马克 



思主义和结构 主义。 第一，目标一直是为了说明物质符号能给社会群体提供适 
应有利条件的方式。这样，复杂符号系统的发展就有助于更有效率地处理更多 
的信息（例如， Wobst, 1977), 这种方法对定性研究的价值是有限的，因为它并 
不涉及有意义的符号解释和体验。第二，符号的意识形态成分是在权力和统治 
的关系中加以识别的 （ Leone, 1984; Miller & TOley, 1984>,权力、价值系统与权 
威日益被认为具有多重的和辩证的关系 （ Miller, Rowlands, & Tilley, 1989, 
Shanks & Tilley, 1987 )。 结构主义分析的目标一直是根据潜在编码来考察设计 
(例 如: WMhbum , 1983) 或者空间关系（例 如： McGhee, 1977 ), 尽 管后结构主义 
者思想的各种方向已经受到争论 （ Tilley, 1990) ，这里的倾向也一直是强调多重 
意义在活动的杜会背景中的 角逐。 

在大部分这项工作中，语言的隐喻已经被相对毫无问理地应用到物质文化 
中。罐子似乎“表示”和词语“罐子”同样的意思。最近的工作巳经开始将注意 
力转向物质文化和语言之间类比的局限性，这将在我对第二种类 勒的物 质文化 
意义的思考中得以澄淸。人们可以认为物质文化的许多事例根本不是为了“表 
示什么意思”而生产的，从而探究类比的局限性。换言之，最初它们被生产出来 
时并没有符号功能。因而，在普劳斯特的 《寻找 丢失的 味道》 （4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 Swann 式）中被讨论的马徳琳糕点就是作为一■种诱人的 
食品被生产出来的，其形状象征着有凹槽的扇贝。但是普劳斯特所描述的意义 
和它的符号表征相当不同。倒不如说，它的意义是普劳斯特和其母亲在冬曰喝 
茶时所环绕着的整个童年记忆、声音、味觉、嗅觉的唤起。 

即便不是全部，也有相当一部分物质符号并非通过表征的规则而运作的，如 
运用一个类似于语言的句法。相反，它们通过存在于个体经验中的系列实践的 
唤起而运作。构造物质符号的语法或字典可能是相对困难的，除非是那些具有 
特别代表性或象征性的项目，如旗帜和交通标志。这是因为大多数物质符号的 
表达方式和语言并不相间。相反，它们通过联想和实践而渐渐获得抽象的意义。 
在体验了共同实践的社会成员中物质符号能获得共同唤起和共同意义。因此， 
特定种类的食品、饮料、音乐和体育运动被经验的方式是植根于社会习俗之中， 
并因而获得共同意义的。在英国，压蒜机可能不会被公开用来代表或象征阶级， 
但是通过一系列围绕着食物及其准备活动的复杂实践，压蒜机已经通过唤起而 
表达阶级的含义。 

因为物体延续有其自己的轨迹、自己的本质特征，因此具有独特唤起功能的 
单个物体就能被识别出来。和任何特定物体（一个特定的压蒜机 ） 相联系的特殊 
记忆轨迹将因个体的不同而不同。物质经验和意义的特殊性不仅源于人类生活 
的多样性，而且源于物质对象的可识别性。这种物质的可识别性总是有潜力通 
过实践而反对和改变整个社会习俗 。因 为结构和实践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也 
因为能够《予寧物以多样件的局部意义•所以，为大部分物质文化意义建构词典 
和语法可能是困难的。 

不能建立物质文化词典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于这样一种麻烦，即人们对物质 



750 定性研究（第 3 卷）： 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 


象征体系的随意性解释。意义经常是心照不宣和含蓄的。马德琳蛋糕的香味和 
滋味可能会唤醒强烈的感情，但众所周知，困难就在于描述一种味道或感觉，或 
压制被唤起的情感。在实践中，我们可能知道这款或那款衣服“好看”、“做工很 
好”、“ 时髦” ，但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这“意味着”什么，因为这个类没有意 
义——更准确地说,它是嵌人在包括阶级、地位、人生目标、审美等一系列实践当 
中的。我们可能对艺术知之甚少，但知道我们自己喜欢什么。以一系列实践的 
联系为基础，我们建立了一种关于特定人造物品或风格的联系与唤起的隐含知 
识。这种嵌人的、实践的经验似乎有别于表达规则的操纵，有别于有意识的分析 
性思想。物质符号的意义可以让我们接近鲜活的实践，但它们不易被淸楚地 
表达。 

实践对于人造物品的社会意义和象征意义的重要性已经在近期关于技术的 
研究中被加以强调 （ Schlanger, 1990 )。 每项技术搡作都和操作链条中的其他操 
作相联系 （ Leroi-Gourhan, 1964) ,包括物质、能 M 和姿势。例如，有些粘土比其他 
粘土更适合在陶轮上制作，因此，粘土的类型让制造者决定是在陶轮上做罐子还 
是做手工的小雕像。粘土的质量和其应该使用的揉制类型相联系。所有这些操 
作链条都是非确定性的，它包括了一定程度的社会选择 （ Lemomiier ， 1986 ； 
Miller, 1985 )。 所有搡作链条都包括生产、交换和消费等方面，因此，它是综合了 
物质、经济、社会和槪念的关系网络的一部分。 

实践的搡作链条经常带有延伸到社会和道徳领域的隐含意义。例如，拉图 
尔 （ Latour ,1988) 讨论了水压的关门系统，这是一种在人打开后能自动关门的装 
置。因而，物质的关门系统取代或代表了看门人的角色，看门人就是站在那里， 
确保在人们通过之后门能够保持关闭的状态。但是使用这种特殊的代表具有多 
方面的隐含意义，其一就是特别小的人或柔弱的人通过那扇门有困难。这项技 
术在无意中就暗示了社会差别。在另一个例子中，拉图尔讨论了柏林的一些居 
民使用的钥匙。这种双头钥匙能强迫使用者锁门，以便拔出钥匙。钥匙代表了 
标志或象征，它可能命令一个人“重新锁上身后的门”。标志或象征可能是不可 
靠的 一 它们可能被 瞒骗或 忽略。钥匙强制了一种道德。同样，“电子蒈察”、 
“坏路限速”强迫汽车司机有道德,并在学校前面慢下来，但这个道德不是社会赋 
予的，可能也是不可靠的。这个道德嵌入在这样的实践结果 中：驾 驶速度大大超 
过速度限制将损坏车子。关门系统、柏林的钥匙或者速度限制的社会.和道徳意 
义是完全嵌人于物质实践的隐含意义之中的。 

我已经建议，在发展一种关于物质文化的理论时，首要任务是区别至少两种 
不同的物质文化超越其最初的实用考虑而获得抽象意义的方法。第一种是通过 
表达的规则，第二种是通过实践和唤起——通过网络、相互联系，以及物质与非 
物质的相互隐含意义。尽管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一即书写的语言是第一个种 
类的主要范例，而工具是第二个种类的主要范例，但语言也必须在实践中完成， 
并从中衍生出它的大量意义。同样的，我们巳经看到物质元素能被置于类似语 
言的代码中。但也有一些来自认知心理学的支持，认为在两种类型的知识之间 



存在一种一般差异。例如，贝克特尔 （ Bechtel , 1990, p .264) 辩称，基于规则的认 
知模型天然地优于相当不同的、来自于联系主义模型的活动。第一种适合于解 
决问题，而第二种在模式识别、自动控制等任务方面则是最好的。那么似乎很有 
可能是这样,物质实践中的技巧以及蘊涵在这些实践中的社会、符号、道徳意义 
所包含的认知系统可能不同于在规则和表达方法中包含的认知系统。 

布洛克 （ Bloch , 1991〉争辩道，实践知识从根本上不同于在头脑中被组织的 
语言知识。实践知识形成整体性的、髙度溶人背录的关于如何在特定活动领域 
中“生活"的信息。大童文化知识是非线性的和目的导向的，它们通过紧密相关 
的活动而形成。我在这里巳经说过，甚至实践世界也包含一些社会意义和符号 
意义，它们没有被表达性代码所组织，但它们是整体性的或溶人背景的活动领 
域，在隐含的不言自明的技巧或诀窍的层面上，悄感、欲望、道徳和社会关系被包 
含在这些活动领域。 

或许应该强调，两种物质象征体系——表达的和唤起的或暗示的一在运 
作中通常关系很近。因而，一系列实践可能用房间的不同部分、一天中的不同时 
间将男人和女人联结起来，但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这些联系可能被用于建构关 
于隔离和排外的符号规则，构建一个抽象的表达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神话和宇 
宙哲学扮演了一个角色（例 如： Yates , 1989)。这样的系统也有意识形态成分，它 
们反过来限制实践。因此，实践、唤起和表达方法在许多（如果不是所有）生活领 
域内相互渗透、彼此滋养。结构和实践在物质生活的“结构”中循环联系着 
( Giddens , 1979;也可 参见： Bouidieu , 1977〉。 

时间中的物质意义 

看来人们不仅经历而且“阅读”物质文化的意义。关于物质文化如何在社会 
背景中运作有许多可说的。例如，通过直接而明显的隐喻而起作用的一些例子， 
在这里，形态的相似性遵循的是历史先例，而另一些例子则由于其含糊和抽象， 
通过采用壮观的或戏剧性的效果、通过控制旁观者的接近、通过控制视点而起作 
用。尽管这里不存在探究整个的物质策略的余地,但建立起暂时的活生生的经 
验维度仍然是重要的。 

就如已经解释的，物质文化是持久的，当它和其最初的生产者分离之后，它 
能够被賦予新的意义。这种意义上的暂时变更常常和意义在（不间）空间和文化 
中的变化有关。考古学或者人种学的人造物品被不断地从其背景中拿出来，并 
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博物馆中被重新解释。收藏在不列颠博物馆中的埃 
尔金大理石雕呈现出新的意义，这些意义在古希腊的一些学术圈子中被依次以 
相反的方式重新解释。美国印第安人和人造物品的遗迹对于考古学者和生物人 
类学者而言可能具有科学意义，但它们对于土著居民而言则具有重要的情感和 
身份意义。 



物质元索被不断地置于新的背录中加以重新解释。物质文化也能被加上或 
去掉，留下重新使用和重新解释的痕迹。在一些例子中，使用的顺序能揭示一个 
个体的思想过程，就如早期的史前社会中那些从核心中剥落下来的燧石薄片被 
今天的考古学家们进行重新整修，以便复原燧石的核心并理解最初敲击煺石的 
人在制造薄片和工具的过程中所做的决定一样（例 如： Pelegrin, 1990)。在另外 
的一些例子中，更长的时间框架被包含了进来，就如一个纪念碑，如， Stonehenge 
(英国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史前环状巨石阵 （柱〉 可上溯到公元前2900—公元前 
1600年，当时是宗教中心，也被用作星象观测台一译者注）历尽千年直到今天， 
因不同目的而被改编、重建和重新使用一样 （Chippindale， 1983)。在这样的例子 
中，保留在人造物品痕迹中的叙述具有一种由很多人或群体创造的总体形态，并 
且常常没有意识到初期的意图和意义。今天，尽管大家都很熟悉各种圣诞的实 
践,但很少有人能注意到隐含在圣诞树的选择、圣诞老人、红色外套、飞驰的驯鹿 
后面的历史原因。 

物质元素能通过不断转换的意义而获得许多轨迹。例如，许多物质元素最 
初是为了遵循或唤起隐喻性的意义，然而随着岁月流逝，最初的意义消失了或变 
成了陈词滥调，失去了它的新颍性。一个人造物品开始时可能是一个中心，而后 
仅仅变成一个结构,成为适当的背景的一部分。在形态偏移的过程中 ，一 个功能 
性的成分变成了装饰性的，就如用一个煤气取暖器描述燃烧的木头或煤块。在 
另一些例子中 ，一 个人造物品中的附加意义随着时间而增加，就如护身符和古迹 
•样。在对传统的回顾性虚构中，物质元索常常是重要的，就如意大利的法西斯 

运动提升了罗马的权威象征-捆权杖 一 从而为一种新的集权形式提供权 

威性。 

时间纬度的简短讨论强调了物质文化意义的情境性。上面的一些例子很淸 
楚，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意义常常涉及群体之间的敌对关系。过去和现在的意义 
作为社会和政治策略的一部分而被不断地争论和重新解释。这种关于物质意义 
的冲突对定性研究而言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它表达和集中了各种备选的观 
点和利益。美国印第安人的改葬墓和溴大利亚土著居民的遗迹表达了对北美和 
澳大利亚的本土权利的一种新观点，但可能也有助于构造这种观点。就如重新 
出现在欧洲的“种族淸洗运动”，也是试图重新解释有关种族的文献、纪念碑和人 
造物品。但过去的人造物品也能以生产性和实践性的方式被用来帮助当地社 
区。可以在埃利克松 （Erick 8on ，1988) 于秘鲁喀喀湖附近所做的研究中得到这样 
的例子:_过去的东西现在正被积极地加以利用，在当地农民的参与和帮助下，运 
用对凸^的田野进行考古学研究所得到的信息，来重建基于远古棋型的农业 
系统。 


方法 


对无声的物质证据的解释将互动主义者的观点置于压力之下。当被调査者 



或者是死了很久,或者是没能淸楚表达的时候，给说话的主体之间的互动 《 予相 
当重要的方法（例 如： Dentin , 1989〉该如何处理物质的遗迹呢？ 

我已经解释了物质证据在洞察鲜活经验的其他成分中的重要性。可是，提 
出的方法论问题不是唯 一的。 在所有类型的互动研究中，分析人员不得不决定 
是否从表面价值上获取解释，并决定如何评价说出口的或未说出口的回答。所 
说出的话如何适应更加一般性的理解？物质文化的分析人员可能没有很多的口 
头说明，但他们肯定有棋式化的证据,而他们必须根据能得到的所有信息来对这 
些证据进行 评价。 他们也必须将证据的不同层面协调进一个解释学的整体中 
( Hodder , 1992( Shanks & TiUey , 1987)。他们问，所做的成果如何才能符合更加 
一般性的理解？ 

在一般条件下，物质文化的解释者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或在物质文化的不同 
例证之间展开工作，在它们之间进行类推。物质证据总是有潜力以一种意想不 
到的方式被仿造。这样它就提供了“另一种”方式，据此，分析人员对这个世界的 
自我经验得以被评价和扩大。尽管证据不能“说明过去”，但它能以加强重新自 
我评估的方式去面对解释者。至少，当一个研究者在研究史前遗迹时，没有“成 
员检査”，因为人造物品本身是静默的。另一方面，物质文化是“内在”经验的产 
物并体现在“内在”经验之中。甚至可以辩称，正因为有些物质文化不是公开说 
出的有自我意识的语言，它才可以更深地洞察内在意义，而人们正是依照内在意 
义而生活的。我上面提到有几个物质文化的例子就被用于表达隐秘的意义 。因 
此，能说话的成员检査的缺乏被另一种检査弥补了.这种检査是由无言的物质棋 
式所提供的，而这种无言的物质模式仍然能反抗和破坏解释。 

物质文化的那些解释所做的一个重要的初始假设是:信仰、思想和意图对于 
行动和实践而言是重要的（见上面）。它认为，概念对物质遗迹的棋式有一定的 
影响。物质模式的概念成分不是对立于其物质机能，而是和其物质机能结合在 
一起。因此，可从物质证据的模式中同时推断出功用的和概念的意义。 

解释者所面对的物质数据是沿许多不同的维度被同时棋式化的。考古学家 
抽象地辨别了技术、功能和类型，他们用这些属性来形成类型学，并寻求空间和 
时间的模式。然而，在实践中，就如上面的讨论所显示的，要将技术和类塱分离， 
或者将类型和其空间、时间背景分离正变得日益困难。换言之，分析阶段或棋式 
识别阶段本身巳经被看成是解释性的了。 

因此,在所有阶段中，从阶级和属性的识别到对离级社会过程的理解，解释 
者必须同时处理三个评价领域••第一，解释者必须识别情境,在这个情境中，事物 
具有相似的意义。悄境的分界线从来都不是“给定的”，必须对他们进行解释。 
当然,物质的痕迹和间隔可能有助于界定情境的边界线，如围绕着一个村庄的界 
线或一系列亊件之间在时间上的间隔。宗教仪式的情境可能比世俗的情境更正 
式,也可能转化为世俗的情塊。但尽管有这些线索，已经由本土行动者构建的可 
能情境仍然存在着无限可能性。在对不同系列的数据进行比较时，情境的概念 
始终是相关的，在这里,一个主要问題是 :不 同的例子是否具有可比性，明显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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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之处是否是真实的？ 

第二,和情境的识别相关并且不可分割的是对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承认。解 
释者通过说明在一定界线之内，人们以相似的方式做事、人们对相似的境遇会有 
相似的反应来界定一个情境。所做的假 设是: 在一个情塊中，相似的事件或事物 
具有相似的意义。但只有当正确界定情境的界线时，这个假定才是正确的。原 
先被认为是用于宗教仪式或崇拜的许多人造物品后来被证明完全来自于实用的 
情境。同样地，声称具有跨文化相似性的亊物总是必须被评估，以判断它们的情 
塊是否具有可比性，因而，对情境和意义相似性及差异性的解释完全是相互依 
存的。 

在模式化的物质中，对情境、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识别取决于运用适当的社会 
理论和物质文化理论。解释者必须做的第三个评估是评估一般或特殊的历史理 
论与手头数据的相关性。观察和解释是有理论支撑的，尽管面对物质证据时，理 
论可能会以辩证的方式改变。关于物质文化的几种适当类型的一般理论已经在 
上面被讨论了。比较特殊的理论包括参与者的意图和社会目标，或对立于世俗 
或功利行为的宗教仪式或崇拜的性质。 

根据前面所识别的两种类型的物质意义，表达的规则是从联合与排斥的模 
式中建构出来的。例如，在各种背景中，如果一个别针是唯一与妇女联系的物 
品，则它可能在所有场合都被解释为代表妇女。和别针相联系所呈现的女人的 
一面源自于别针的其他联系——可能和外来的、非本土的人造物品相联系 
(Sorensen, 1987) 0 解释者所理解的网络联系越丰富，越能产生更厚重的推述、 
更敏锐的解释。 

对于另一种类型的立足于实践的物质意义，解释者的首要任务就是理解特 
定实践活动的所有社会和物质含意。对现代物质文化的研究极大地提髙了这一 
点,包括文化聚落考古学 （ Onne, 1981 )。 实验考古学家 （ Coles, 1979) 现在对重 
构过去的实践非常有经验，从在深坑中储藏谷类到打磨燧石工具。这样的璽构，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无可避免是肤浅的，但提供了直接透视另一种鲜活经验 
的洞察力。以这些知识为基础，延伸到社会和道徳领域的物质实践的含意就能 
够被理论化。但又一次，正是对联合与背景的详细而厚重的描述使物质实践置 
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并使独特的唤起能够被理解。 

运用这些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自于麦里曼 （Mernman, 1987) 对隐藏于公元前6 
世纪的德国翟伊纳贝格的精英社区围埔背后的意图的解释[这类似于柯林伍德 
提供的例子 （CoUingwood, 1956)] 。 就文化而言，中欧，包括德国的初期铁器时代 
的背景能和同时期的其他文化区域，如爱琴海，区隔开来。尽管墙是由泥砖做 
的，并带有堡垒，但只有在爱琴海才有类似的这两样东西。在实践中，在徳国的 
气候条件下，泥砖可能从来都不是有效的长期形态的防卫物。因此，我们猜想它 
有并非防卫的一些目的。这些墙不同于德国其他同时代的墙，但它们和在爱琴 
海背景中发现的墙相似。似乎相关的其他相似性和差异性是声望互换的例 
子-有价值的物品，如酒壶，从爱琴海通过交易传到德国。根据一个理论，这 



个交易似乎是相关的，该理论认为，中欧的梢英将他们的权力建立在对与地中海 
的声望互换的控制的基础上。在这种声望互换的背景中，看起来似乎是爱琴海 
形态建筑的埔也被设计用以将声望授予组织这些建筑物的精英。在这个例子 
中，建筑物墙的意图被解释成是为了声望而不是防卫。这个解释是建立在对相 
似性、差异性、背景和理论同时评估的基础上的。表现的象征意义（陚予声望）和 
实践意义（在一个非地中海气候中由精英建造的墙）都被考虑了 （ 关于将这种方 
法运用到现代物质文化（研究）中的其他例子, 参见： Hodder , 1991; Moore ，1986 ) 。 


证实 


如何才能证实这些关于静默的物质文化和书面文化的意义的假设呢？为什 
么有些解释比其他解释更合理？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太可能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 
解释领域的程序，因此，我在这里将相对简短地讨论这些问题 （Dertzin, 1989 5 
Uncoln & Cuba, 1985)。然而,在证实关于物质对象的假设中存在着一些差异， 
最大的困难可能在于，根据其本质，物质文化横跨了关于物质的普遍性的自然科 
学方法以及关于文化的历史的、解释性的方法之间的分水岭。因此，在科学共同 
体关于证实程序的合适基础问题上，特别明显地缺乏一致性。我的观点是，一个 
解释性的立场能够而且应该与关于人造物品的转化与衰退的自然过程的科学信 
息相适应。因此，我这里描述的是解释性的立场。 

一致性和相对应是证实的一对支柱。如果论证的各个部分相互并不矛盾， 
并且结论是从前提而来的，就产生了一致性。不同类型的理论之间存在着一种 
局部的自主性，从个别观察的到普遍性的 ，一 致的解释意味着这呰不同的层面不 
会产生矛盾的结果。不同类型理论的局部自主性在和物质文化的关系上尤为明 
显。因为物质证据能够持久，它能被连续地重新观察、重新分析和重新解释。在 
早期挖掘中所做的观察正被置于新的解释框架中加以重新审视。从对早期工作 
的重新审视中，可以淸楚地看到，早期的观察可被用于不同的解释一理论的不 
同层面是局部自主的。理论的不同层面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正在被不断地重新 
协商。 

除了内在一致性外,也存在着外在一致性——解释和理论相适合的程度，而 
这些理论是被学科内外所接受的。当然，对一致性论点的评价本身就取决于理 
论标准的应用，而我已经解释了在关于物质文化基本问题——如自然科学或人 
文方法的重要性——的研究上缺乏一致性。但不管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如 
何,大部分从事物质文化研究的人似乎含蓄地接受了简单和精致的重要性。一 
个需要很多的特别申明以便主张一致性的论点不如一个简单或精致的理论能让 
人接受。一致性的观念也可以延伸到学科内外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但我 
在这里将分别讨论这些问题。 

理论和数据相对应的观念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客观性和自主性，而是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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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里面嵌人了数据和理论的合适性。数据得以一致是通过在理论观点中将数据 
连接起来而实现的。同样的，论点的一致性由数据的适合性支撑。另一方面，就 
像已经解释过的，数据可能和理论相对立。因此，和数据相对应成为一致性论点 
必不可少的部分。可能应用的一致性论点有许多个方面。其一是理论预期和数 
据适合的精确性，可以用统计术语测量，在探索物质文化静默的一面的论点中， 
这是特别重要的方面。关于相对应的其他观点包括所说明的个案的数量、它们 
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范围、被解释的数据的多种不同类型。然而，这些相对应的数 
字指征通常必须对照背景相关性和厚重的描述加以评估，以决定关于适合性的 
不同例子是否彼此相关。在人种学和历史学的框架中，和本土记述的适合性可 
能成为支持背景相关性的论点的一部分。 

影响关于物质文化意义的理论成功的其他标准包括多个一开发了多少新 
方向、调査的新线路和新观点。再现性涉及其他人用其他方法是否能得到相似 
的结果。基于不同起点的不同论点可能会产生相似的结果。我已经解释了，物 
质证据的优势之一是，能将它持续地还原成为被挖掘的遗址的部分加以挖掘、返 
回到旧战壕中加以重新发现和重新检査。主体间的一致性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尽管在一个领域也具有特别的困难，那就是彻底胯过自然一人文之间的分水岭。 
解释的成功取决于同行评议（在杂志上，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以及相信、引用和 
以之为基础的人们的数纛。 

但是，很多情况也取决于作者的可靠性、职业资格和社会地位，以及支持这 
种解释的人。这里的问题包 括：解 释者在实地花了多长时间，以及他/她了解数 
据的程度,他们的倾向性问题和特例。作者是否获得了适当的学位并巳经被学 
术圈所接受？这个个体是不是一个确定而一致的作者，或者他或她是否证明了 
他/她自身？这个作者是否一直在改变主意？ 

实际上,听众不会直接对一个解释做出反应，而会对一篇文章或文章所写出 
的、表演出的解释做出反应。因此，听众对一个物质的人造物品或亊件做出反应 
并重新解释。 论点的 说服力和它的表达所使用的修辞紧密相连 （ Gero, 1991 5 
Hodder, 1989 ； Spcctor, 1991; Tilly, 1989) 0 修辞决定了学科的不同成分是如何 
讨论并界定问题和其解决方法的。 


结论 

物质文化,包括书面文本，对解释性方法提出了挑战，这种方法经常强调和 
参与者对话、从参与者那儿得到口头批评性评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物质文化 
证据可能没有活的、能对解释做出反应的参与者。即使这些参与者确实存在，他 
们通常也不能清楚地说明物质文化的意义。无论如何，物质文化能够持久，因 
此，当一个物体随着时间流逝而被使用并被重新解释时，最初的制造者和使用者 
可能只能给出该物体意义的整个历史的局部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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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物质文化提出的挑战对人类学和社会学分析是重要的，因为物质文化常 
常是一种媒介，通过这种媒介，能表达各种备选的并常常是静默的声音。但是， 
物质文化的“读者”必须认识到，在物质文化的意义中，只有某些方面才是像语言 
的。大多数物质文化的意义通过使用而产生，并且物质文化的知识常常是高度 
整体性的和溶入背景的。技术方面的操作牵涉了包括物质的、社会的、符号的资 
源在内的广阔网络，它所引出的抽象意义和物质紧密结合。 

物质文化的解释方法以界定背景的同步解释学程序、模式化的相似性和差 
异性的构建、相关社会理论和物质文化理论的运用为中心。物质文化可能不能 
直接“说明过去”，但如果遵循合适的程序，则存在着让数据、不同层次的理论去 
面对解释的空间。解释者从物质遗迹的经验——数据中进行学习，并以一种辩 
证的方式将彼此引入存在。相对于其他运用明确标准的一定范围的内在和外在 
(社会）标准的方法,解释能够被证实得或做得多少合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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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视觉方法 ： 
从伽利略到“神经浪游者” 0 


HEIMAaNINC VISUAL. MKIMODS: G; 


在本书第丨版中，巳经介绍了关于“视觉方法 （visual method *)” 的相关内容， 
它可能对研究者理解视觉方法同其他方法的关系有所帮助，但是我感觉并没有 
给出一个淸楚、明晰的操作方案，所以对于那些希望学会具体如何使用该手段的 
学生或研究者来说并不那么实用，同时也不利于研究者深入理解其中蕴涵的分 
析框架。因此,这一版我做了较大的修改。首先，我提出在特定背景下如何看待 
摄影术与社会研究，这种背景构成了知觉的记录史。其次，我会介绍作为在几种 
不同研究传统指导下的有关实地摄影的视觉社会学。第二，我要描绘出“拍照” 
这一过程的社会影响，并指出与建构“图像”相关联的社会权力是如何重新定义 
制度、群体和个人的。最后，我指出视觉社会学首先是一个在理论指导下的“看 
见"的过程。总之，视觉社会学好像是由不同的研究路径与研究视角组成的大杂 
烩,但我力图《少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使之合为一体。 


视觉方法和知觉的记录史 


现代逻辑实证主义的形成可溯源到16世纪培根 （Roger Bacon ) 提出的只有 
可观察到的事实才是知识的基础。培根还主张知识应该被用于解决实际的社会 
问题，这预示着孔徳在19世纪早期对社会学的统治地位。我要指出培根的这种 
见解来自于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这提醒我们这种观点其实 
和人类有记录的思想几乎一样久远。 

培根及其同时代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发明了望远镜和显微镜，这些工具有助 
于人们认识到人眼所能观察的世界是不完全甚至完全不正确的。在16世纪这 
无疑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思想，实际上在伽利略执教的帕多瓦大学的哲学家们 


①加拿大籍美 H 作家成廉 • 占布森著于 1M4 年的一本具有后现代色彩的科幻小说.描述了电脑 fi 制的跨 
国公司和离科技带给未来世界的坷怕图本书简体中译本已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年出版，台湾的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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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拒绝通过望远镜看一看能发现什么。由于遭到责难甚至死亡威胁，伽利略放 
弃了他通过望远镜已经揭示的新发现。当然，科学革命并没有因为受到教会的 
暴力干涉而停滞,伽利略和培根激起的革命在17世纪大放异彩，并最终成为现 
代科学的基础。 

观念革命也是一种科学革命，到了 19世纪，照相机成为这场革命的一部分。 
它和我接下来要谈的一些仪器和工具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关于所见与所知的关系 
的看法。 

随着伽利略的望远镜而来的变革体现在两 方面： 一是这种新的、基于工具的 
知觉方式被认为比那种基于信仰、信念来认识世界要真实得多。它使我们相信， 
通过工具（比如望远镜、显微镜以及后来的照相机）比通过眼睛能够观察到一种 
更为深刻的现实；二是在很大程度上,科学的合法性依赖其宣称自己根据视觉术 
语来描述世界。这样,视觉就成为科学和现代主义的特权知觉。 

科学和图像的霸权并不能持久，因为不断有新的工具和仪器被发明，这些工 
具和仪器对图像制作和图像的社会作用重新加以界定。最初的，也许是最重要 
的变革来自照相机本身。今天我们使用的照相机和150年前它们被发明出时极 
为相似，虽然它们可能“看”得更远、更近、更快，也能在更暗的光线下使用。然 
而，众所周知的照相机的用途并没有什么变化。今天的中产阶级同19世纪的中 
产阶级一样热衷于使用照相机。当然，不间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有不同的拍照特 
色 （ B OU rdie U ,1990) ，但19世纪家庭拍摄的照片与你在现代家庭影集内发现的照 
片没有什么两样。 

与此同时，电影、录像、万维网和“虚拟现实”，己经在人类存在与视觉知觉之间 
建立了新的联系。这些新设备的出现，影响了图像的意义、图像与它们所指称的单 
词和发音（它们与口头言词和声音）之间的关系，以及视觉社会学的出现与发展。 

到了 19世纪末，技术巳经发展到可以将一幅幅单独的画面连在一起快速放 
映，于是每幅都有少许不同的画面连续起来就形成了一镇很逼真的动态图像，这 
种效果是单独一张静态的画面所不能达到的。突然之间，生命本身的过程好像 
可以被记录下来了。当然，最初仅仅是单独将图像记录下来，还没有解决声音和 
画面同步的问题。早期的摄影机十分笨重，很难随心所欲地拍摄不断流动、变化 
的日常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最早的记录片 一 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 
“Nanook of the AfertAi ” 是个了不起的技术成就。因为没有声道（除非是为一位现 
场的音乐家进行钢琴配乐），早期电影在一个情节段落之间会插人一个打着字的 
画面以做说明。这些插入的文字必须是简洁易懂的，要知道观众在看电影时可 
不希望经常被打断。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称作“字幕”的东西，它们扮演相同的功 
能，即概括视觉文本的内容。 

到了 20世纪30年代，在电影中添加声音的难题已经解决了，但必须在录音 
棚里才能实现。例如洛伦茨的记录片《河流>(办《 和 《垦 荒之犁>(77^ 

Plow That Broke the Snyder , 1968) 使用了画外音解说情节的发展变化。这 

种解说所起的作用，与无声电影中的字幕一样，因为它们都力图明确图像的意义 



并使之连贯完整。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被视为现代科学的宣言。 

随后到来的电视时代使有声图像（即“纪录片”）进入普通美国家庭，这实际 
上始于20世纪50年代开播的每周一集的系列电视剧 《公 共汽车> ( Omnibus ) 0 
又一次，画外音对图像情节进行了补充注释，使之更逻辑化。其结果是这些电影 
在组织上是直线性①和叙事的，在结构和信息上是淸楚明晰的。 

便携式摄影机能够同步记录画面与声音，它是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发展 
起来的。它的这些功能潜在地消解了图像和科学权威的话语霸权。电影现在终 
于能够解释自身了，它更加贴近现实,结果类似于杂乱无聿的生活之流。十分有 
趣的是，这场运动被称为“真实电影运动”。简 • 罗赫 （Jean Rouch) 与埃徳加 • 
典兰 （Edgar Morin) 1960年拍摄的《夏日纪事》 （C^rtmidc of a Summer) 就是最早 
—批“真实电影”之一,该片在巴黎街头拍摄了公众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及几个 
文化论题的看法。与先前电影的拍摄结构技巧不同，该片的主题是这样展 现的： 
先播放早些时候拍摄下来的访谈，再对访谈对象模糊的表述辅之以深度分析。 

在美国，早期的“真实电影运动"与实验民族志研究的兴起几乎同时发生 
(Mamber,1974), 尽管只有为数甚少的受过社会学训练的电影制片人与社会学 
家和人类学家促成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这个时期的几部电影使民族志与实地电 
影拍摄几成一体，其中包括由梅斯勒斯 （Mysles) 兄弟拍摄的纪录片 《推 销员》 
(77^5«/«_，1969)，它讲述了一个圣经推销员日复一日程式化的 生活； 罗伯 
特. 朱 （Robert Drew) 的 《初选》 （Primo/y,1960) ，它讲述了一场平常的政治竞选； 
理査德 • 利考克 （Richaid Leacork) 的《母亲节快乐》 （//flppy Day ,1963) t 

它讲述了一个小镇迎接一个五胞胎诞生的故事；弗雷德里克 • 韦斯曼 （Frederick 
Wiseman) 的 《Titicut 讽刺剧 >(7^icu< FolUes ,1967) ，它推绘了一个拘留所对待嫌 
疑犯的刻板程序。这些早期的二十多部系列“真实电影”描绘了不同的美国风 
俗,它们为实证社会学和人类学提供了特别的资源。“真实电影运动”将社会学 
的视角用于日常生活，并且这场运动重新定义了“什么将被拍摄”。可悲的是这 
种拍摄技巧的潜力在社会科学领域没有得到承认，也很少被采用。 

尽管“真实电影运动”重新定义了电影和现实的关系，但它的运用却受到费 
用的限制，因此这种研究技术一直没有被普遍采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部纪 
录片的典型预算就超过了每分钟1 000美元，还不包括人员工资。摄影机只能同 
步记录几分钟的声音和图像，通常需要一个录音师与摄影师同时工作，现场的录 
音师会对记录现实带来一定的干扰。 

到了 20世纪80年代早期，更先进的录像技术出现了，它使得摄像者可以同 
步采集图 像和声 音信息达数小时之久，而且费用比起拍电彩大为降低。随后，录 


① linear 可理解 为:某轜图景 是由多个动作组成的，它们其实是同时发生的，但当用语言嫌介描绘这一图翬 
时，只能按一定顺序将它们排列在一起,这必然涉及对这一图暈的重新组构•也不可*免地会对自己睹示的意象 

发生 彩哨， 这其实反映了理性®维的一种 局限。 可 参见: ♦道夫 • 阿恩 海姆. 视觉 思维.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 

版（四川人民出舨社,1998年再版），第13章第8节“直线性呈现的作 用”; 亦可参 见:苏 珊 • 朗格•悄感与形式.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笫 7 章“时间隶象"。——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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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机变得越来越小巧，功能却越来越强大，它可以提供髙品质的画面和高保真的 
音响效果。并且录像机的操作越发简单，费用也降到了普通人家能够承受的地 
步。录像机打破了装备优良的专家对于图像制作的垄断。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 
变化使得这个世界的视觉表象失去了与科学权威的紧密联系。不过，这场变革 
的意义却并不明朗。在很大程度上，这场录像革命并未与实验民族志研究紧密 
配合来重新界定社会科学。实际上，其社会影响变得非常琐屑，仅在提供大量的 
“妙不可言的家庭录像”电视节目（现在是世界范围内的），由此，异乎寻常的摄 
像能力，只是用来呈现大众生活中的鸡毛蒜皮。 

当代电子技术继续重新定义图像及其社会意义。目前，人们已经可以通过 
数宇化手段“创造”和/或“修改”图像，于是图像和“真实”之间的联系被永久打 
破了。以往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 比如在一本全国性新闻杂志的封面上，萨达 
姆 • 侯赛因的肖像被加上一些希特勒式的视觉特征），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这 
种通过电子技术修改图像的做法，已经成为娱乐节目的一部分[在 《泽利格》 
( Zelig ) ①中，伍迪 • 艾伦出现在列宁旁边；在 《阿 甘正传>中，汤姆 • 汉克斯与肯 
尼迪总统会谈: U 在广告片中，那些相互之间毫无关系，甚至生活在不同时代的 
人，热佾洋溢地站在一起充当某种商品的代言人。 

但是电子革命的作用，远大于能够修改摄影机或录像机拍摄的图偉。由于 
现在所谓的“超级逻辑 （ hyperlogic )”， 我们已经在线性的或叙亊的形式之外，可 
以采用另外的视觉虽现形式。超级逻辑是万维网的基础，它起始于“超级卡片” 
程序 （hypereard program) „今天众所周知的是,万维网能使观众自由“创造”自己 
喜欢看的文本、图像，甚至自己剪辑加工电影和录像的片断。最近的一个绝佳的 
例子是彼得.贝拉 （Peter Biella) 、拿 破仑. 査根 （Napoleon Chagncm) 和盖瑞•希 
曼 （Gary Seaman) 于 1997 年制作的基于人类学家亚希 （Timolhy Asch) 的电影《斧 
子的战争 >(<*« 如改编的互动式 CD - ROM 和相关的超级链接材料。这个 
S 动式 CD 可以让观众以不同方式随意观看，比如正常放映、后退或前进 、悝动 
作、画面定格，也可以选择经典片断赏析。观众还能够通过点击电影中一幕幕场 
景的相关链接以获取该场景的补充信息，或点击任何电影中出现的人物的链接 
以获取该人的资料,如该人的年龄、性别、配偶、孩子、出生地、门第家世、居住地、 
死亡年份、在亲属系统中的位置，以及其他一些人类学的细节资料。该 CD 还包 
括了全部未被剪辑过的原始镜头，数百张图片，还有几篇相关评论的原文。观众 
既可以随意进人彩片的任一部分，也可以随时转向对彩片进行不同的分析研究。 

CD 在我巳经描述的“进化链”中处于一种奇特的地位。一方面，它通过丰亩 
的视觉方法证明了专家的观点；另一方面，它又通过让普通观众自己动手成为所 
看与所知的“制作者”而解构了专家的权威。 

始于伽利略望远镜视觉进化进程的最后一站是通过智能控制而使我们的知 
觉处于混乱状态,这被称之为“虚拟现实”。阿泰瑞 （ Artieri , 1996) 写道 ：“ 技术图 

①美 H 著名导演伍油•文伦 19*3 年拍 * 的个纪聚片形式的传纪片,讲述了大萧条时期一个著名的“变 
形人"的亊故。 



像是后现代的真正标志，它能够描绘出自我的经验在虚拟与现实之间的界限。” 
(P.56)。 人们可以通过穿上“仪器”来刺激视觉与触觉神经，原来界限分明的身 
体与社会的界限被打破了，于是经验丧失了确定性。上述“发明”使得我们的所 
见、所闻、所感不再是确定无疑的真实的了，于是科学曾经非常自豪地宣称自己 
代表真实世界的基础也随之被动摇了。相反，我们自己将会陷入一个虚拟的“知 
觉现实”之中，即作为一个由我们的“想像力”和“仪器”共同作用结果的“知觉的 
世界”。接下来的一步，仍然是虚拟的（这方面最好的作品是威廉 • 吉布森 
(William Gibson) 写于1985年①的关于计算机朋客 （cyberpunk) 的小说《神经浪游 
者》） ，电脑芯片被植入大脑以使人直接与 Web 相联，从而使被植人者本能地感 
觉到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既然视觉社会学包含图像与科学，我们就应该研究组成它们的元素之间的 
关系的那些议题。那些由视觉社会学家们“制作”的图像也是这些议题的一部 
分; 我们应该研究作为视觉社会研究一部分的我们的工作。因为新的技术手段 
改变了我们所能“看到的”和我们“看”的方式，甚至改变了看、真实和想像力的 
本质,这些议題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与重要。 


一种研究照片的视觉社会科学 


以上评述提供了一个宽泛的视角。现在，我将转向视觉社会学的一般操作 
过程，通过一些在意大利拍摄的骑自行车的照片来说明视觉方法论中的几种不 
同范式 

这些照片是我在意大利博罗尼亚大学讲授视觉社会学时拍摄的，当时我正 
在体验一种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文化。在那里，我和学生们一起探究那些可以“看 
见”“拍摄”的形式和社会控制的水平。任何一种文化都存在正式的和非正式的 
社会控制，它们的关系是颇为复杂的，而意大利似乎尤为如此。对我而言，独自 
去探究这种社会控制的实质涵义仅仅是一种尝试而已，并不那么容易成功。城 
市交通系统的控制是非常复杂的，以骑自行车者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題有其优势， 
并且看上去制定一个拍照计划来进行视觉社会学研究是可行的。于是，带上勇 
敢的雷卡牌照相机,我拍摄下了在同一道路上的几个不同场景，这是一条几乎把 


① 应为 1984年，谢文如此。参见 http://www.wimamgib8onboolw.com/booU/neuroinancer asp —译者注 

② 有关视觉社会学的“类型”最初发表于我的一篇文聿中 （Haiper, 1988) ,谀文是受到尼科尔斯 （Nichok, 
1981) 的一篇讨论电影理论的文章的启发而写的。关于视觉社会学更宽泛的讨论，请见约輸 • 格茱迪 （Gndy, 
19%)主张扩大视觉社会学的应用范围的文章和査尔斯 • 苏哈尔 （Suchar, 1997 ) 为视觉社会学所遘受的质疑辩 
护的文聿。克里斯•金克斯(扣 nk«，1995b> 选编的文集則探讨了谀主《下的关于视觉知觉社会学的几个雄度的 
问题。金克斯 (Jenk»,l995«) 指出 “idea”一 词起海于希磨语的动词，原意为“去看”。这个网源考古学提醒我们 
“我们西方文化思考问題的方式其实受一种视觉范式指钕” （P. 〗 ） 。金克斯在一按现点上和我是—致 的：“ 现代世 
界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所见•的世界。社会学经常在现代性话语中浮现，但它却忽视了文化的视觉传统，并且必 
然导致对社会关系的视觉维度缺乏足够的敏感。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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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罗尼亚内城一分为二的主干道。 

从我个人观点来看，无论带不带照相机，骑着我那辆粉红色的自行车来体验 
意大利的交通实在是一件恐怖的事。我是应我的同事帕垂兹亚 • 法塞欧里 
( PatririaFaccioli ) 的遨请来意大利执教的，她告诉我在穿行于由危险的汽车和疾 
行而又脆弱的行人构成的移动迷宫时，最好跟在她后面。当然这说 明：本 文化的 
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对异文化的人们来说却是令人震惊的。就穿行于街道之 
间而言，无知是危险的。 

我先前曾经在另一个欧洲城市里骑自行车拍照过，可以说是梢于此道。我 
的照相机不是全自动的，因此必须右手托住照相机，左手用来调节和操纵。我在 
拍照之前先调好光圈，设置好快门速度，然后一边骑车一边取景拍照，右手拇指 
不停地过卷。这些照片能够阐释那些互补性的视觉研究范式，更精确地说,这些 
照片的社会学意义至少可以以四种不同的研究策略来加以说明。 

其中第一种策略可以谨慎地称之为“经验的 （ empirical )” 棋式。这种取向认 
为一幅照片只不过是被拍摄的对象反射的光线的记忆存储而已。对于任何存在 
的图像，都是光线照射到拍摄对象上再被反射而形成的。如此一来，照片只不过 
是拍摄对象在某个特殊时刻的记录罢了。 

从这个视角出发,照片为不同层次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最好的注解。最简单 
的例子是一辆自行车的行驶历程，它可以反应意大利式的交通特色。每一天的 
每个时刻在意大利的大街上都有许多数童、种类都不同的交通工具。照片忠实 
地记录下了它们的众生相。这些照片揭示了看似很复杂的人类互动是如何被 
“机器”所“操纵”的。如果能够在该文化的内部人帮助下仔细研究这些照片，我 
们就可以找出那些在该文化中大家习以为常的行为举止来。这些信息看似很简 
单，但其实就是这些在生活中每天都会发生的“小事”成为我们进行社会学分析 
的基础。总之，把生活分成不同种类的“片断”进行视觉研究是十分有效的，那些 
照片可以传递许多信息。 

尽管这些（照片的）图像记录的是经验性的资料，但我并不认为它们就代表 
着客观真理。观察的具体过程其实就是一种“翮译”，因为要观察就需要选择一 
个视角。具体来说，作为一个摄影者，我受到所使用的照相机档次的限制，它们 
的镜头调焦范围当然不同。照相机的镜头和人眼所能看见的范围和精确度也有 
所 不同: 有些照相机会放大一个较小的视域，就像望远镜 那样； 有些能扩展人们 
正常的视野所及之处，同时将较远处的物体置于最显著的位置定格；另一些就像 
一架显微镜一样。我选用35毫米焦距的镜头作为骑车拍照的工具，因为它与人 
眼视力所见的距离相似（但是受取景框限制，没有人眼所见的范围宽广）。这样， 
当我举着照相机拍照时就不需要检査取景器能否拍下我所要拍的图像了。看见 
这些照片的人会倍感亲切，正如他自己 的眼睹 看见的一样。总之，图像制作者的 
不同决定会带来不同图像，正是这些不同图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社会 



学解读 ®。 

在这项研究计划中，我用的是型号为400的黑白胶卷，只需少许光线就能达 
到很好的曝光效果。这使我可以使用一个很快的快门速度来将取录器里的图像 
瞬间定格。并且我也能够采用较小的光圈，它能帮助我拍摄到较远距离的图像， 
于是在一张照片内既有近景，又有远景。上述这些就是我决定采用的拍照方法。 
不同的胶卷、快门速度、光圈以及镜头能够创造不同的视觉叙述。这些“叙述”不 
存在好坏之分，但无疑它们是不同的。例如，照片5表现了在一个特别危险的要 
道口的大约10名骑着不同种类的两轮交通工具的个人。这张图像清晰而又明 
确地反映了秩序。类似地，照片8中的老人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只是一个冷漠的 
旁观者，相反他是一个行人，正在衡量是否应该与我的自行车抢道横穿马路。如 
果我用不同的快门速度，甚至不同的取景角度来拍照（即视角），在公共场所所摄 
的照片将会传递出更多的混乱与不确定性信息。 

很容易发现经验性的证据既是建构的，又是真实的。成为一名视觉民族志 
学者意味着要值得照相机是如何“翻译”社会现实的，进而在潜意识里形成莱种 
视觉陈述。也就是说,只有慷得照相机的工作方式才能运用技术手段自觉地“创 
造”照片，此时就可以将自动照相机扔进废纸篓了。 


视觉叙事 


单独一蝠图像所包含的经验性资料并不能很好地揭示问题，必须将之与其 
他相关照片联系起来才能说明问®，这个技巧被称为“视觉叙事"。社会学家们 
使用书面语言来讲述社会学的故事，无论是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是讲述一个 
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文化故亊都是如此。从微观分析角度看，叙事和象征互动论 
相似,都力图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人类互动过程是如 
何发生的”这一命超 上来。 从定义上看，互动本身就有叙事的意思在内，它包含 
了人生体验的改变。 

视觉材料经常以叙亊形式呈现。最常见的视觉叙事就是我们在上文谈到的 
电影或录像 :许多 单独的图像以很快的速度连续放映，其结果就像亲眼所见的运 
动被再现了一样。然而，照片也能够创造社会学的叙亊 （ Harper , 1982,1987)。例 
如，有这么一组照 片：一 个步履沉重的就像喝醉了酒一样的工人踏上一列货车到 
1 500英里以外的地方从亊一个新的工作，在那里他重新找回了作为工人的身份 
认同。这些照片其实讲述的是一 神文化 的故事，但每个试图对其进行解读的人 
得到的结论却都有微妙的不同。那些最受尊敬的摄影记者们显然都是运用这种 
叙亊形式的行家里手 :尤金 • 史密斯和艾勒纳.史密斯 （Smith & Smith ,1975) 的 
作品反映了由一^ h 工厂对一个渔村的致命污染而引起的一场社会运动，他们的 
视觉叙亊描绘了不同的社会集团对此事的不同态度。肯特 • 克里奇 （ Klicli , 


①施坦格 (Sicipr, 199S) 对于搛影者的选择同社会学的读之间关系的分析是理解该主颞的最佳 导引。 



766 逆 卷方诔 定性研究 （第 3春) : 经验资科收集与分析的方法 


1989) 的视觉叙事作品《贝丝的书 >(77^ Book o / BWi ) 则讲述了一个瑞典海洛因 
吸食者同时又是一个娼妓的女孩生活中的故事。毫无疑问，这牲略显悲情的叙 
事都力图将个体的命运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 

我的连续几天在同一时刻骑车经过同一条街道的关于文化现象的叙事研 
究，是由数种方法建构的。我把沿同一路线不同时间拍摄的照片混合在一起，你 
可以通过不同照片中光与影的变化来区别它们。以这种方式组合起来后，照片 
的排列顺序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学的叙事，尽管这些图俅之间的关系用来反映时 
间的叙事流略显武断。 

我主要通过两种不同方式来“表达”关于自行车的叙事 ：一是 有关自行车的 
文化定义方面的图像（照片1>，二是在一个较大的地理空间背最中的图像叙事 
(照片2 ~ 14)。在按顺序排列的所有照片中，第一幅照片是一个广告宣传的图 
像，它显示自行车既具有实用性又代表一种时尚。最后一幅图像（照片 15) 是从 
一座塔上向下俯拍的 （ 同一座塔在照片9〜13中出现过），照片显示了拍摄其他 
照片的那条街的全景。这些照片中持续变大的塔可以提示拍摄的顺序与进程。 
从髙塔鸟瞰的视角人们可以从之前所摄照片之间的关系中，推断出自行车行驶 
的道路是博罗尼亚内城的主干道之一。这张全景照片就是之前所有照片的一个 
视觉总结。 

在这一系列照片中，照片2更多的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而不是从一个参 
与者的视角拍摄的。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小汽车、轻型摩托车还有自行车正在等 
待过街信号。实际上，这个场景同照片3所表达的如出一辙。过了我们正在等 
待交通信号的十字路口 ，一 条小马路瞬时变成一条宽阔的大街，蜂拥而来的交通 
工具立刻向右拐。照片4显示了通行信号来临的那一刻，数种不同种类的自行 
车和轻摩粗鲁地沿着划有白线的专供两轮交通工具行驶的道路骑行。但值得注 
意的是，一个骑一辆旅行自行车的看似“运动员”的人，他显然无视城市的交通管 
理规则。照片上还有两辆公共汽车正迎面驶来，一辆随后向右拐弯，另--辆则陷 
人混齓的交通秩序中。这些在不同 H 期拍摄下来的原始图像资料揭示了这条街 
道的众生相（注意这些照片中阴影的变化，以及消失的公共汽车和小 汽车〉 。照 
片5显示了几辆离得很近的轻摩车手之间的算计（正准备抢道），他们都在等直 
行的轻摩通过后立即向左拐（看上去一场撞车即将发生，躭像经常看见的那样）。 
照片 U 记录了类似“胆小鬼”游戏中的 一刻： 面对一辆疾驰的意欲和我抢道的出 
租汽车（还有一个骑轻摩的女人），我是不会显得软弱的，结果出租车不得不半途 
紧急刹车。有几帼图像显示了行人和机动车辆之间是如何互动的。照片8中的 
过街过了一半的老人显得很孤单。照片12中的几个小团体正在采用不同的策 
略穿过马路。最后，在照片7中，我沿街拍照的举止行为引起了旁观者的惊奇， 
他们都在观察我并显得有些不安。这种反应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我的行为 
本身就是一种对常规的侵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研究者的研究对现 
实所造成冲击的真实记录。从这几次沿着同一条街道骑行时拍摄的照片中，我 
就能够得到几件在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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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视觉叙亊都必须决定在每个单位时间内包括多少信息。电影或录像包 
括了如此之多的信息，以至于它看起来是在复制现实。因此，电影和录像被广泛 
用于分析面对面的互动就毫不奇怪了。这里举的例子是通过少貴的图像来涵盖 
几分钟内的社会生活。当然，人们有理由怀疑单凭简单的几幅照片能否探究到 
社会规范的真谛。毫无疑问，人们箱要更多的视觉信息对该主题进行研究并获 
得一个较为满意的深度。也许录像以及随之带来的声音能够提供更多的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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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 

视觉叙事是个人选择和决定的结果。如果研究者能够谨慎地对待这些选 
择，视觉叙事就可以成为一种有益的研究社会模式的方法。当然，使用什么方法 
会影响如何提问。 


诱导文化解释 

尽管还较少被使用，“图片诱导 （photo elicitation )" 已经成为一个很熟悉的定 
性研究方法了①。在采用这项技术时，箱要注意只要说明即可，不皮对研究主题 
进行提问。例如，当某个研究者想了解“自行车在意大利.文化中的作用”时，他可 
以展示一组相关图像（比如我拍摄的那些照片）给一个或一群意大利人看，借以 
诱导出他们的解释。当然，随着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个骑自行车者、骑摩托 
车者、开小汽车者还是步行者的不同，他们对图像的反应可能会有很大不同。这 
样，这些图像躭扮演了一种“文化的罗夏墨迹测验”的 功能。 

为了展示“图片诱导”是如何进行的，我将这些照片给我的意大利同亊帕垂 
茨亚 • 法塞奥里（以下简称 PF ) 看，当时她作为我的前导车在照片9和13中出现 
过。由于她是一个视觉社会学家，图片诱导对她来说并不陌生,我们可以以很自 
然的方式来分享她对照片的反应。事实上，她对这些并不算多的照片的反应写 
满了几张纸。以下就是被编辑过的她的反应的节选，虽然要点都被保留下来了， 
但并没有涵兼所有观点。作为一个示范，这不过是文化研究之冰山一角。 

PF 对这些照片的评论展现了自行车在意大利文化中的所有 意义： 

自行车意味着 ：快速 、方便、锻炼身体、危瞼、风除、挑战、释放压力、增加 
肾张感 、肺癌、冬天冷、夏天热、对（交通）规則的弹性、攻击性、专心、谈判、社 
会良心、无汚染、自主性 . 

自行车增加 你的紫张感： 你必须浑身长满眼晴（前、后、左、右、上、 

下 .） ，每10秒钟你会遭遇一次风险。街上没人在乎骑自行车者，就好像 

你不存在一 样：行 人忽然窜出，完全无视你正朝他骑过来；摩托车在你左右 
穿梭，不小心就碰你一下；甚至当你在正确的行车道上时，小汽车也不会给 
你 让路； 还有公共汽车……那些博罗尼亚的公共汽车司机们好像在比赛谁 
能开得离你最近而又不撞到你似的。 

因此，骑自行车就意味着加倍小心，租也妾有点儿攻击性和粗鲁。你必 
须学会瞭着小汽车或小型摩托车司机（公共汽车太高了，看不见），用眼睛詧 
告 他们： “我要先过去，我不会停车退缩！” 

对于照片5和6, PF 评 论道： 


①科利尔 (Collier) 于1967年首次提出了-田片»导"板念，这要归功于20世纪50年代他在康*尔大学的 
一项关于加拿大城市化问«的 研究。 研究者们 B 益淸》地认识到如果没有照片来达 致网感 ，他们的访狭不会取 
得很大进展。研究过程中扣摄的照片已经成为沟通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一座 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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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信 号灯一变绿，自行车和轻摩迅速抢在小汽车前面，因为绿灯同样允 
许对面驶来的车辆左拐。这里的挑战在于必须抢在对面左拐的车辆之前首 
先冲过去，照片5就是这样。那*朝着前面两座塔驶去的人们正在通过路 
o , 但如果那*从那两座塔方向駛过来的车辆抢先左拐，他们就将过去而其 
他人 必领伴 下来。如果你骑自行车，会对这个场景深有体会（回想一下，我 
先前说过的无论你往哪个方向，左頋右盼是少不了的><»这是我每天上下班 
途中最惊險的一幕 之一。 

理解 r 骑自行车者的经历后 ，《' 又引领我们去理解什么是意大利人称之为 
‘轻微越轨”的 东西： 

骑自行车意味着不需要时时遵守规则。你其实是半个机器和半个行人 
的叠加，对其他人来说，自行车的危険不是很大，因为你能扫视前后左右，当 
然如果可能的话，你也会闯红灯。当遇到交通诸塞时，你能寧上人行道，在 
人群中穿梭。你也可以在单行道逆行，当然要注意迎面驶来的汽车。作为 
一个美 a 人，你可能会说 ：“规 则就是规则，时时刻刻都是。"但你错了……某 
呰规則必须被评估以决定是遵守还是拒绝。在意大利，这种想法是非常自 
然的，尤其是在对待交通规則方面更是如此。当然，对此没有統一的惩成规 

则 . 但我们意大利人认为我们有权对某呰规則做出判断并随之采取相应 

的行动。例如，意大利人认为（并确实这么做了）安全带在高速公路是重要 
的，也是有用的，但在城里却没用。警察也下了很大气力企困使人们遵守规 
则，祖没用。所以现在他们己经容忍了这种行为，在城里开车不系安全带已 
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了。意大利人不会承认谁制定的规则就一定正 
确，做决定的人也会犯错误。天天在路上跑的人会懂得什么是最恰当的 
行为。 


照片1展示了橱窗里的一幅招贴画，画面上的女模特正推着一辆自行车，局 
外人很难理解其中的文化象征。 PF 解释了几种不 N 交通运输方式的文化 意义： 
照片中的香水商店正在做广告 室传： 如果你买了某品牌的香水，你就有 
机会像许多同样买了该香水的人一样得到一輛自行车作为奖品。这个图景 
翻译过 来就是 ：“这 款特别的自行车可能是你的。•’这其实是自行车在意大利 
人的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占多大位置的一个风向标。使用名牌香水的女人在 
曰常生活中也使用自行车 ：注意 海报上的女人身穿高档服饰，而不是运动 
装。而在20世纪60年代骑自行车的大都是工人阶层，他们买不起，也用不 
起小汽车。那时许多人只是在星期天和家人郊游时才使用小汽车。今天的 
生活水准大大提高了 ：每个 人都有一輛或更多的小汽车，城市里，尤其是老 
城区中心的交通拥挤不堪，因此，自行车又卷土重来了，但此时已经和杜会 
地位或贫富无关了，它己经成为最快捷地穿过城区的手段之一。轻摩的情 
况和此 类似： 无论是学生、年轻人，还是雇员、律师、 R 生以及像我一样的教 
师等都纷纷骑它，这使得它越做越高档，当然也越来越贵，大约3 000美元一 
辆。因此，轻摩既意味着方便快捷，又是一种地位象征。摩托 车不冏 于此： 







它主要用于度假或在公路上飙车。在一个城镇里，你会看到富人骑小型摩 
托车，穷人骑助力车，特别穷的人和都市生态主义者骑自行车。当然，这些 
都是“理想类型”，现实则复杂得多，往往呈现一 种茈合 悉势。 


这些访谈摘录显示了如何通过图像诱导出文化信息，无论这些文化信息是 
关于微观社会行动的，还是文化定义方面的。图片诱导访谈的过程躭是一部经 
验的和叙事的作品的完成过程，这里的关键是由一种文化的局内人士提供补充 
意义，从中我们认知到建构一个“事实”就是一种文化的解释。 


经验和图像 


接下来我要介绍第四种研究图像的方法，我称之为“现象学模式这种方 
法的关注点是“自我"，在上例中是正在异文化的拥挤的街道上骑自行车穿行的 
“自我”。从现象学的视角看，照片表达了拍照者艺术的、悄感的或经验的意凼。 
在这里，社会学从艺术中获得了 灵感： 现象学模式脱胎于早期的摄影艺术运动， 
当时的摄影者比纯技术人员更愿意表现自己的风格特征，并断言摄影作为一种 
艺术表达形式与别的艺术表达形式具有同等效果 ®。 

对照片进行现象学的分析并不是社会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或许这一领域最 
好的研究范例是昆尼 （ Quiimey , 1991, 1995) 的作品，他通过图像来表达和诠释自 
己的经历、反思和记忆。而我则试图通过这些意大利人骑车的照片来发掘出那 
些对本族人习以为常而对我们来说却是异常新鲜的东西。 

在骑自行车工作的日子里，我常常处在一种既兴奋又恐惧的感觉之中。根 
据我的经验，摄影工作之艰难远远超出你的想象。如果带着这样的观念来肴照 
片，你就会“看见”照片背后站着一个个各具情态的摄影者，他们通过照片来表达 
自己对社会现实的不同理解。这种图像制作背后的情感必须通过另一种表达模 
式才能被 理解： 那是一种日记般的、诗性的或其他意味深长的表达形式。说来奇 
怪，照片本身看 ii 去一副超然的样子，甚至显得十分安静、缄畎，但它们蕴涵的意 
义却从你的经历体验中蓦然浮现。这里，我要提出一个 疑问： 同样的照片能否不 
偏不倚地既服务于经验性的棋式又服务于现象学的模式。显然，它们之间尚有 
一段距离，那些采用经验性模式“翮译”过来的图侓看似清晰，但却是不能表达拍 
摄时刻的体验的。 

照片扩展了我们对于社会过程的理解，它使我们从已经形成的刻板印象中 
解脱出来，并学会理解异文化人士的观点。照片记录了丰富的细节资料，它能够 
鼓励观看者思考更大的文化亊实。那些按顺序排列的照片则可以使我们“看见” 
社会行动是如何发生的。 

骑自行车穿过一条城市中的街道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但这个例子提 


①这一观点的最佳人门读物是 多尼- 诺曼 （No_, 1_)的关于阿尔弗莱徳.斯蒂格利茨 （Alfred 
Sti«glte> 的研究，对他来说.摄彰术对于现代艺术的兴起是不可或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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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我们连最平凡的事都可以用几种不同的社会学方式去思考。上面我已经介绍 
了在研究过程中使用照片的四种不同路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已经穷尽了所有 
可能的研究范式。 


摄影的社会建构与视觉社会学 


以上介绍的内容对于描绘视觉研究当然是不够的。就像所有的研究一样， 
视觉研究既受制于又能动于社会权力。当进行视觉研究时，这些困难同与摄影 
如影随行的权力紧紧粘合在一起。因此，我们所谓的“摄影的社会建构”只是有 
关视觉社会学本身的政治争论的一部分。 

摄影的社会建构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摄影者的社会地位以及拍照时社会的 
主流思潮是什么。社会权力介人了摄影过程 （ Tagg ， 1988), 部分原因在于摄影可 
以用来区分个人特质 （ Spence, 1988 )、 制度关系 （ Jackson, 1977) 和历史差异 
(Copeland, 1969 ； Rieger, 1996 )。 父亲可以对他的孩子滑稽可笑的举止拍照，但 
一般来说孩子没有权力拍摄父母吵架（或做爱），即使有，此类照片也不可能被纳 
人“官方”版的家庭故亊的影集中 （ Chalfen, 1987 )。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们都认 
为他们有权拍摄他们的研究对象，并将之视为学术研究对象（这种看法掩盏了研 
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基础）。爱德华兹 （ Edwaixk,1992) 关于早期英 
国人类学摄影的论文集明确展现/这一点 ：那些 20世纪早期人类学家的图像作 
品并不是对科学研究对象客观的“豳译”；更有甚者,它们深深烙上了殖民主义关 
系的记号。人类学是一门起源于宗主国的学科，当时的人类学家认为殖民地与 
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是低级与髙级的关系，那些人类学家拍摄的关于当地土著人 
的照片只不过是将这种观念具体化罢了。当时根本就没有出自当地土著人之手 
的照片资料,但最近几十年里,一些“髙等土著人”开始认为自己有权制作属于本 
民族的图像和讲述自己的视觉故事。这自然会使人们重新思考传统人类学关于 
二者关系的看法。 

摄影的社会建构同时也是一个性别问题。例如，我现在正在从事的一项研 
究中使用了大约110幅二手文献照片，它们来源于一项关于二战后美国东北部 
地区奶牛牧场变迁的研究。这些照片是从大约7 000幅照片中选出的，它们是由 
罗依 • 斯特里克 （Roy Stryk«) 组织拍摄的并得到了新泽西州的标准石油公司赞 
助。在110幅照片中，大约40幅照片是由一位女摄影师夏洛特 • 布鲁克斯 
(Charlotte Brooks) 拍摄的，另外70幅照片则分别由几位男摄影师拍摄。当我以 
摄影者的性别作为自变童来比较这些照片时，我被自己的发现惊得目瞪口 呆：在 
男摄影师的照相机下，牧场女性的工作被大量忽略了，在他们的照片中既看不见 
作为生产劳动力的妇女，也找不到有关操持家务、照料孩子的照片。然而，布鲁 
克斯的作品却包括了许多被男摄影师忽略的 主题。 这种差别具有重要意义，因 
为很明显，如果我们将这些照片视为二战以来的牧场生活的全部时，我们就犯了 
以偏概全的错误。实际上，这个例子中的照片只不过反映了 20世纪40年代美国 



典型的“男性”和“女性”对牧场生活的社会建构。总之，性别角色在图像意义建 
构中的作用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未被发拥的领域①。 

社会科学家们应该对图像的社会建构保持澝醒的认识。我们必须承认绝大 
多数研究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而摄影使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显 
性化。我能够进人那些在街上流浪的穷人的世界中去,也能拍摄那里的一切，但 
一个无家可归者是不可能潜入我所在的大学的，更不要说拍摄校长的生活 。这 
个亊实已经使许多社会科学家放弃使用 照片。 而对于那些坚持认为图像有用的 
人来说，这个亊实则提醌我们必须克服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不可避免的权力 
差别。一些社会学家面对这个难题采取的对策是放弃自己摄影，转而教会那些 
被研究者去摄影，并让他们书写自己的文化，或许这体现了一种权力的转移。温 
迪.艾瓦尔德 （Wendy Ewald) 以她研究成人/孩子、第一世界/第三世界之间的权 
力不对称而成为此领域的领头人。她的第一部作品是关于阿帕拉契山脉的孩子 
的研究，该书成为采用上述研究方法的一个范例。她的学生们的照片和文章驳 
斥了长期以来关于阿帕拉契山脉原住民的陈词滥调 （Ewald, 1985〉。在该方法 
中，照片（它们经常在书中作为插图出现，而书则会详细讲述这些图像的故亊）代 
表了一种强烈的反思 ：它们 本身不是社会科学，也产生不了社会科学，它们只是 
社会学家和其他使用者可以利用的资料罢了。 


视觉社会学的本质及其未来走向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研究方法问埋（记 住:这 是一本定性研究方法的书），接下 
来还将讨论关于视觉运动的终结 问题。 进行视觉社会学研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带着社会学的意识去拍照，®华徳 • 贝克 （Becker, 1974 ) 是第一个持此观点的 
人,并且迄今为止仍没有人提出更好的观点。 

贝克认为我们摄彩时都会进行理论思考。更确切地说，贝克认为所有的摄 
影行为都是在某种理论视角指导下完成的，只不过不一定是社会学理论而巳。 
一般说来，我们巳经拥有的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贝克称之为“庸俗”理论）会决 
定我们应该在哪儿拍照以及如何使用照相机（从技术角度）来制作图像这样一 
来,我们的拍照只不过是在“复印”那些其实未经检验的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知觉。我们就是用这些庸俗的空头理论来阐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照片就是 
我们的结论。例如,假如我们是摄影记者，我们必须学会附和报纸总编的眼光和 
近期摄影杂志的流行风格 （Hagaman, 1996)。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按着某些所谓 
“主流观点来选择文章主题和与该主题搭配的图像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使 
用特殊的镜头（取景框）、光圈和快门速度。如果我们是社会学家，我们或许拥有 


①经过-番彻底的奄询后（包括网上咨询），我发现很雄找到关于性别角色在纪实性摄影中影 1 «的参考文 
«,«是有许多研究是关于艺术摄彩中的性别影响的。结果有*的 fi, 我倒成了第一个关注此问題的人,但将一 
个女性拍摄的照片和好几个男性拍摄的照片做对比研究并不十 分妥当 ，因此该研究有一定局限性。 



一些关于研究对象的理论知识，就像贝特森和米德 （Bateson & Mead, 1942) — 
样，她们在开始对巴厘岛文化进行视觉研究前已经做了一些理论准备，但她们的 
研究对巴厘人来说仍然是不公平的。这些先验的知识将会提醭研究 者：“ 我的研 
究对象有一套固定模式……它会持续20分钟，分4个阶段……拍摄重点是他们 
之间的交往与互动。”按着这种研究路径，视觉社会学的工作是直线向前的 ：“只 
要把它带进研究过程中去，我们就能扩展关于研究对象的知识。” 

但并不是所有实地研究者都有贝特森和米德所拥有的先验知识。对视觉社 
会学家来说至少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把照相机视为一个信息采集器，通过它 
来实践由格拉泽和斯特劳斯 （Glaser & Strauss,1967) 提出的“扎根理论”。研究 
过程中拍摄的照片使“观察”凝固，实地工作者利用它们不断地修订理论。通过 
这种方法，照片有助于逑构理论。实际上，实地研究中的摄影工作往往要求实地 
研究者先看到一些东西，这些最初的观察就是建构理论的开端。 

第二种办法是利用照片来验证和发展现存理论，其主要手段就是前文介绍 
过的“图片诱导”。研究者可以利用人们经历过的某些亊件的照片来唤醒他们的 
历史记忆。玛格丽丝 （Margolis, 1998 ) 研究了煤矿工人的政治意识，她收集了几 
十年前有关煤矿工作的照片，然后借助这些照片来访谈老年矿工，探询他们对当 
年经历之亊的反映。在这个例子中，拍照和“诱导”之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这 
样反而能比常规的立即进行“诱导”来得更深人，挖掘出更多的东西。 

也有的研究者既专注于拍摄研究对象，又重视“图片诱导”中的访谈。例如， 
范•德 • 道斯、库斯肯斯、莱弗廷、范 • 梅洛 （Van der Dos, Gooskens, Liefting, 
Van Mierlo, 1992) 拍摄过一个多种族聚居的荷兰社区。他们在该社区内分别找 
了 5个不同的研究对象做“拍摄指导” （ 来 拍照〉 ，这些人的年龄、性别、种族背景 
各不相同，然后分别同他们的“拍摄指导”就刚刚拍摄的照片展开访谈。最后交 
换各自的“拍摄指导 "，访 谈他们对于那些在原来的“拍摄指导”下拍摄的照片的 
意见。研究者们原先认为一个混合社区应该是由一些共李同一个物理空间但却 
意见分歧的人构成，但实际上,5个研究对象却能彼此互相欣赏对方的审美眼光。 

在所有的图片诱导案例中，图像都失去了客观性。相反，图像的权力体现在 
它能够开启人们的主观性,使人们以不同于研究者的眼光看待图像的意义。 

总之,人们可以认为视觉社会学家力图找到一条将“所见”整合到研究过程 
中去的路径。一个敏锐的实地研究者总是做好随时进行视觉社会学研究的准 
备。视觉社会学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照相机是如何记录信息的，以及图像在研 
究过程中的影响与冲击力。最后，它对于我们理解不同的建构方式（技术的和社 
会的）是如何影响图像的制作和诠释也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电子革命的时代，正如已指出的那样，它已经影响到了图 
像的制作、传递、体验和理解。这些变化当然会对视觉社会学带来冲击。然而， 
我们正处在一个尴尬地位。社会学骨子里依然对视觉文化 （Denzin, 1995,他本 
人例外）或视觉方法不感兴趣。教科书则致力于揭示问题而不是去解决问题。 
绝大多数社会学家选用的社会学人门教材充斥了彩色的、简单的图像（那是一些 
被出版社的艺术编辑精心挑选出来的配合课文的插 图〉。 这些图片重申了已经 





算是比较简单的入门级教科书中的那些最显而易见的主翅。如果认识到这些图 
像其实就是绝大多数社会学家们所能接触的全部“视觉社会学”的内容，或许就 
不必对此感到惊奇了，即 ：视觉 社会学运动依然不是学科的主流，只是边缘而已。 
在人类学中，由于有长时间的拍摄人类学电影的传统,也有许多依然杰出的视觉 
民族志研究案例，就像贝特森和米德所做的那样，情况要好一些。然而即便这 
样，两本主要的视觉人类学杂志上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依然只是“图像化的文 
字”，而很少描述拍摄的经验过程，也不展现视觉思维历程。 

未来何为？ 一种可能是视觉敏锐感会带来一个融民族志学的方法和跨学科 
的理论为一体的充满活力的社会科学。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会提供多种手段将不 
断变化的视觉感受带进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并加深对社会视觉特质的理解。 
另一种可能是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和这个迅速变迁的技术世界联系起 
来，而仅仅将社会视为可观察到的现象按部就班地加以研究。在这个场景中，尽 
管一些令人敬佩的“思想者”发起了一场小规模的视觉运动，但我们中的大部分 
人依然冷眼旁观。我认为未来将会是这两种图录的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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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体的研 究者: 
自我的民族志、个体叙事、自反性 




AUTOETHNOGRAPHY, PERSONAL NARRATIVE. REFLEXIVITY： RESEARCHKR AS SUBJECT 

O 卡洛琳 • 艾利丝亚毖 • P • 博克纳 


楔 子：丰 富本书的体裁 

“嗨！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 （ 亚瑟的声音从电话的另一端传来，给了我一点 
儿安慰）。 

“你听上去有些情绪低落。出了什么事 

“哦,今天办公室简直成了动物园——没完没了的长途电话、填不完的报表、 

回不完的电子邮件、一个接一个的学生 . 我巳经陷人学期末的恐慌了。本来 

打算批改试卷并给出学期成绩，可一直没时间。家里情况怎 么样？ 狗们都 
好吗？” 

“它们都很好，但我不是很好。我正在写那本 //anrfftoofc (指本书，后同——译 
者注）中我们俩的那一章，但越想越写不下去。” 

“我想你只是想写得更好一些吧。” 

“嗯，这本书的第1版对于自我的民族志和个体叙事阐述得很不够，其实研 
究者的个人经历本身就足以成为研究课翅了。因此我想借这次改写来强调这一 
点的重要性。” 

“是的，是到了该这么做的时候了。当第1版出版时,很多学者都在致力于 
找到一条如何走出‘代言人•危机之路,但还没有多少学者将他们自身及其经历 
置于研究的中心。然而，在过去的5年间，情况大变，这起始于一系列的民族志 
研究，如邓津在 （检释 民族志> (Interpretive Ethnography ) 里强调个体书写，贝哈 
(Behar)W< 易受影响的观察者》（7%« Vulnerable Observer ) . ” 

“对极了，的确已经掀起了一股更加重视个体的、私密的和体验式的写作 
潮流。” 

“那还有什么问超呢?” 

“通常，本书的体裁规范会限制写作的形式，我想我们低估了惯性的力 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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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继续说道 （ 明显地陷入思索之中）。 

“但你以前已经为许多类似的《定性研究方法》写了相关章节，为什么这次不 
同呢？” 

“因为那些章节符合《定性研究方法》的体裁规范。它们都是些论文,不是讲 
故事。但这次我们想‘展示’，并不仅仅是‘讲述’自我的民族志。看一看你书橱 
中任何一本《定性研究方法》吧，你会发现绝大多数聿节是用第三人称、被动语态 
写的。好像他们与书中所写的地点、人物毫无关系似的。那些规范惯例不欢迎 
个性化的、充满激情的写作风格。这些书箱充满了干瘪、空洞、抽象、言之无物的 
东西。” 

“那才叫做‘学术’，亲爱的。”（笑声）当亚瑟停止发笑后，我不开玩笑了，接 
着 说道： “但第1版中，也有一些作者是用第一人称来写的呀。” 

“是的，但文章中的‘我’经常在前面的介绍中出现后就找不到了，然后在结 
论那里又忽然杀了冋来。” 

“并且‘我’通常被写做‘我们’，那些很含糊的‘我们’有时是指文聿的作者， 
有时又是包括我们所有的人。” 

“还有作者通常不作为他们作品中的人物……” 

“他们当然不能够这样”，我插话道 ：“因 为那些章节并不是真实的故亊,它们 
几乎没有对话、引人人胜的场面或起伏跌宕的情节。” （ 唯恐亚瑟打退堂鼓不跟我 
合作写这一章），我继续说 :“但 要知道 Handbook 也是有用的，它们提供引文和进 
一步阅读文献，勾勒历史发展进程，也可以为其他人的文章论点提供合法性 
论据。” 

“我并不怀疑它们的重要性。例如，成百上千的学生们在做定性研究时就受 
到了第1版 Handbook 的启发。” 

“是啊，我们不能苛求 Handbook 的作者们做力不能及之事。” 

“但我们应该搌出质疑的是为什么作者们不被豉励用第人称来写学术文 
章。”亚瑟反 驳道： “我们何以视作者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在其文聿中被压制的现象 
为理所当然呢？别忘了，究竟是谁在收集证据？谁在具体论证？又是谁最后得 
出结论呢？随着放弃个人的能动性，第三人称、被动语态作为写作规范被我们的 
学术出版物强化了，这些著作更加看重的是抽象的和客观的知识，而不是个体叙 
亊和第—人称中的直接证据。对绝大多数作者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用第一人 
称写作的念头。他们已经陷人自己构建的优势学术话语规范而不能自拔了。一 
旦去个性化成为论文的规范，那些个人的、自传性质的故亊体也就成了表达的 
禁区。” 

就在我开始怀疑我们是否还能继续完成写作计划时，亚瑟说道：“今天早晨 
我写了一些有关传统社会科学的短论。或许我们可以从这儿开始。如果你有时 
间的话，我可以读给你听。” 

我松了 一口气 ，瞥了一眼那堆学期试卷，它们只好等等再说了。“当然有时 
间，快念吧。” 




亚瑟开始读道 ：“就 像绝大多数在 20 世纪60至70年代受教育的社会科学家 
—样,我是在经验主义的遗产中完成社会化的。我发展出一种对简化过的抽象 
概念和统一的知识体系的嗜好。最早的一批介绍社会科学的小册子是我上研究 
生时出版的，它们满足了一个渴求知识的饥饿的人的需要。我的教授们坚持认 
为科学知识是积累的和线性发展的，因此学者们必须不时地回过头去评估本学 
科的状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评估有时竟然成了‘艺术式’的随笔（一种被 
假定为科学的艺术）。这就像 Handbook 那样——它不过只是一本充斥着所谓客 
观、中立的证据的读物而巳。著者显然是专家,但他们却像陌生人那样写作。因 
为究竟是谁收集的证据或谁来权衡判断这些证据并不重要，的著者们 
遵循传统惯例用那种去主观性和去个人能动性的被动语态写作。 

当我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变得对科学的局限性和可行性持高度谨慎态度。 
在1970年代中期，我的一个同亊，他正在研究生的讨论课上讲授‘科学的修辞’， 
建议我关注社会科学中飞速增长的关于‘信任危机’的文献。我从阅读库恩 
(Kuhn, 1962) 开始，他认为已有的科学的模式缺乏 根基； 然后是罗蒂 （Rorty, 
1982 >,图尔敏 （Toulmin, 1969 ), 以及其他一些语言哲 学家； 利奥塔 （Lyotard, 
1984〉揭示了一种关于统一的、总体性的知识的信念，质疑了那种认为专家叙事 
是可能的或正当的观念；后结构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例如巴特 （ Barthe 8 , 
1977) 、徳里达 （ Derrida, 1978/1981 )、 福柯 （ Foucault, 1970) ,成功地消解了现代 
主义关于作者的概念，改变了我们理解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联系的方式；在巴 
赫金 （ Bakhtin, 1981) 的影响下——留给读者的理解空间变大了、鼓励多元视角、 
意义的解放、多重的声音、地方性和非正规知识，这一切极大地超越了一种统一 
的整体性理论的 界域； 女性主 义批判 理论家，如 克劳芙 （Clough, 1994)、哈丁 
(Haiding, 1991)、哈特索克 （Haiteock, 1983) 、史密斯 （ Smith, 1990/1 9 9 2 )提升了 
—种独特的却被忽视的观点一女性主义视角；还有一些跨学科的学者，如崔恩 
(Trinh, 1989,1992)、 安 扎尔多 （ Aiwaldua, 1987) 、贝哈 （ Behar, 1993, 1996>则极 
力捍卫那些具有反思的、经验的、自传体色彩的易受（传统观念）责难的文本，他 
们提请我们注意那些涉及民族、阶级、性、残疾和种族方面的比较复杂的偶发事 
件是如何被糅杂在个体身上而形成活生生的个人经历的。 

这些事件发展的结果是我开始质疑如果 Handbook 还坚持传统写作规范的 
话，那么它能否有助于那些已经转向从事自我的民族志和个体叙事的学者阐释 
他们的观点就成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学者的工作本身就是试图打破旧有的范 
式与规范。那些老一套的做法，如列出参考文献、定义概念、文献回顾与评论、明 
确提出评判标准以及理论化自己的视角，究竞有多大帮助呢？读者们能把我们 
的知识变为他们自己的吗？不，我们需要的是让读者感受到道徳窘境，思考我们 
的故事而不是关注故事本身，积极主动地去寻找解读一项自我民族志计划的关 
键点，以及考虑如何将他们自己的生活变成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 

当亚瑟读完了，我 说:“ 嗯,很聪明的看法。尽管你从‘我’开始，但还是很快 
陷人了使用《定性研究 方法》 体来论证反对按 《定 性研究 方法》 体写作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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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禁不住笑道•.“提醒我注意到那么多后现代的深奥术语其实与经验性形式十分 
亲近。” 

“看见传统的力量了吧。”（亚瑟同意我的看法，也笑了起来）随后严肃 地说： 

“我们就写信给邓津和伊冯娜说我们退出。想想我们可以把写作的时间花在海 
滩度假上，那是多么令人神往啊 

“很有诱感力啊，特别是最近在我们已经感受到生活被工作过度统治时，但 
不是现在。 撰写 中‘什么是自我的民族志？’这节内容已经折磨我很久 
了，你知道我是如何在坚持的。同时，我知道它的重要性。”我回答道，忽然听到 
有人在敲门。 

“我不认为我很满意，你也一样，除非我们找到一条超越传统之路。如果我 
们能够创造一个故事既能符合体裁要求，又能超出体裁限制该有多 
好。就是一边讲故事，一边展示我们在做什么，那将会是很有趣的。”亚瑟开玩笑 
似的建议道。 

“多么辉煌的矛盾啊”，我用一种恶作剧似的语调说。“但我们必须谨懊些， 
不要给人留下反对现行写作规范，主张每个人应当按我们的写作方式去写作的 
印象”，我警告说那是我经常听到并极力避免的东西。然后我又回到亚瑟有讽刺 
意味的想法，“我们的论文并不受欢迎——知道吗？有人巳经指责我们傲慢、自 
大、锖绪化和不切实际？”抢在亚瑟回答前，我告诉他我必须走了。“有人在门外， 
再见一进来”，我一口气说完，门已经被敲了三下了。 

自我的民族志简介 

一名45岁左右的女士站在门外，正在犹豫该不该进来。一顶大沿的周边嵌 
着紫色环饰的草编帽子盖住她的脸 ，一 条很相配的围巾松松地搭在脖子上垂下 
来。“艾利丝教授？”我点点头。“我叫塞尔维亚•史密斯 （Sylvia Smith), 是心理 
学系的博士研究生。我正计划做关于乳腺癌的毕业论文，有人介绍说您是专门 
研究疾病的社会科学家。我希望您能作为我的论文答辩委员。我的答辩委员会 
中有三人来自心理学系，第四位是一名肿瘤学家。” 

“稍等”，我说，伸出手打断了她的独白。“进来吧。请坐，我们来谈谈你的 
计划, 

她摘掉围巾和帽子，双手大幅度地不停摆动，继续飞快地说，我想对乳腺癌 
患者访谈交流，以了解她们在得知自己患病后是如何调适的？我希望结合定性 
与定童两种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先进行问卷调査，再访谈大约30个女性样 
本，包括非洲裔美国人和女性同性恋者、年长的和年青的女性、白领女性和蓝领 
女性。这样，我就可以归纳出 ……” 

“那你为何对这个课题产生兴趣呢？”我打断她。 

“嗯，是这样的”，她说 （ 眼睛怪怪地看着我，动作也慢了许多）：“我本人躭是 




—名乳腺癌患者。”然后继续恢复她那惯用的慷慨激昂的声调，“但我不会因之影 
响我的研究的，不信你走着瞧吧 

“怎么会不受影响呢？”我说，她立刻变得垂头丧气，像是被打败了一样，我见 
状赶紧加了一 句：“ 除非你 • ” 

“您这是什么意思？”她问道（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我），“我认为我可以做到把 
我的个人经历和研究分开。假如我想得到有效力的研究结论，我就不能过多关 
注自己也是一名乳腺癌患者的事实，对吗？” 

“姑且放一放这个问题”，我接着说，同时把椅子移到离她吏近一些的地方。 
“你愿意先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吗？它会使我更清楚你的学术兴趣是什么，你不介 
意讲讲你的经历吧?” 

“当然不介意，但我想大学里不会有人对我的个人经历感兴趣。”她深呼吸了 
一下，幵始慢慢讲述自己的故事一7年前发现肿块，然后切除乳房，再化疗。她 
说:“这对我的家庭来说是个巨大冲击，特别是影响了我和女儿的关系，嗯，怎么 
说呢……”她的声音越来越沉重。 

"那就谈谈它是如何影响你和女儿的关系的？ ”我平静地问到。 

“自那以后，我女儿开始担忧自己也得癌症。你知道，我们有血缘关系，并且 
我们很难开诚布公地谈论该病的危险性，也不能交流思想感情。" 

她继续谈着她女儿。过了一会儿,我问道•.“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甚至可以写本书来谈这些”，她朝我点点头，继续 说：“ 你知道，我是一名 
心理治疗师，我能处理得很好。但毕竞感觉巳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我不是指 
我失去了一个乳房。对我来说,那是一件好事，它们一直太大了，当我重新整形 
时，我把另一个也做了缩乳手术。我的意思是说除了工作时间以外，我的生活改 
变得太大了……” 

她以一种充满活力的姿态讲述自己的故事，给人一种很超脱坚强的感觉，我 
则继续问着问她的故亊引起/■我的遐 思：如 果我的乳房被切掉了，我的感觉 
会是什么呢？她一边说，我一边瞥了一眼她那扁平的胸部，下意识地捵了捵我的 
胸部。我不能想象乳房不在那里的感觉。我感觉到不完整吗？失去性感吗？她 
是真的认为这是件好亊，还是自我解 嘲呢？ 

“……我的头发”，她的话把我从遐思中拉了回来。“看看我的头发，它再也 
不会像从前那样了，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兴高采烈地去美容店做头发了。”她 
现在长着稀疏的 、一 英寸长的褐灰色短发，当她偶尔用手梳理头发时，头发却基 
本不随手指而动。我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摸着我那齐肩长的光滑如缎的褐色美 
发——没有它们我就好像没穿衣服一样。我甚至忍住痒而不把贴在脸边的头发 
拨到脑后去。我在寻思为什么她将头发剪得这么短，好像在提醒人们注意她得 
了癌症一样。但那帽子和围巾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她是想用它们来遮掩一下 
吗？我不停地在胡思乱想。 

我和塞尔维亚年龄差不多。这一切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吗？不,不可能，我每 
年都拍乳腙X光照片。 







782 定性研究 (第 3 卷>:经雄 mum 紗働方法 

“……我在发现肿块前几个月才拍过乳腺 x 光照片”，她的声音打断了我的 
思绪。 

但我每个月都做乳房自我检査，我在和脑子里 的另一 个想法抗争。 

“我每个月都做乳房自我检査,但还是发生了”，她继续说，动摇了我那自知 
虚假的自我安慰-我专心地听着，意识到塞尔维亚会让我慊得很多东西。 

“还有，我很关注其他女性的经历”，她迟疑了一下，补充 道：“ 我想知道她们 
和我比怎么样。你明白我以前从不关心别人的个人隐私的。” 

我点 点头。 现在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并不试图让一个学生脱离所谓科学范 
式，也不愿意加人一个科学取向的委员会。并且我也亳无兴趣卷人那种按照所 
谓简洁、范畴化的准则而将研究过程切割成一个个小方块的病态做法。但塞尔 
维亚本人就是名心理治疗师，她对于自己遭遇的感觉是唾手可得的。也许她的 
研究会揭示出乳腺癌患者的感觉变化过程，这些对其他女性也是有益的。尽管 
塞尔维亚的话语显得很镇静，但她脸上的悲伤却使我认识到这是一个做研究的 
好 机会。 并且我也知道这种研究经历对我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我该如何 
介人呢？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我问道。 

“我知道您研究疾病，定性研究。我们系没人搞定性研究。但我修读过定性 
研究方法课程，我认为我能让我的答辩委员会接受在我的论文中采用扎根理论 
来做研究。” 

“我几乎不用扎根理论，我的绝大多数研究用的是自我的民族志方法。” 
我说。 

‘‘那是一种什么方法？ ”她问，一边看着我 ，一 边在笔记本上记下该词。 

“我从自己的个人生活开始，关注自己的情感、思绪和情绪。我采用那种我 
称之为‘系统的社会学内省’和‘情感召唤’的方法来试图理解自己的生命历程。 
然后，我把它写成一个故事。通过探究一种特别的生活，我希望理解一种生活方 
式，就像雷徳 • 徳纳海 （Reed-Danahay) 所说的那样。" 

“谁? ”她停下笔，问道。 

“雷徳 • 徳纳海，一个人类学家，他写过一本关于自我的民族志的书。” 

“我在哪儿能复印到那本书？” 

“别为这亊担心，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读些自我的民族志方面的书糖。我要你 
首先感受一下自我的民族志。” （ 不顾塞尔维亚疑感的目光,我在文件柜中翻弄起 
来）。 

“如果我没领会错的话,就是通过自己的生命历程来概括归纳一个较大群体 
或文化的特征”，塞尔维亚在我背后说道。 

“对,但还不 全面。 还有一个目的是进人并记录下那种情境，那种生命历程 
中真实的细节。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 

“嗯,只是记下你的生活经历就可以了？听起来很容易做到”，塞尔维亚 
说道。 




我转过身来，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好像想从中发现什么信号似的一那种使 
我决定是否将塞尔维亚纳人我的自我的民族志研究的信号。当确信没有信号发 
出后，我说 :“哦 ，其实并不那么容易。绝大部分人可能都做不好，甚至绝大多数 
社会科学家都达不到要求。或者说，他们对自己的情感、动机或生活中的矛盾性 
缺乏足够的内省。具有讽剌意味的是，许多人对其周围的世界缺乏足够的观察 
敏锐。而强调自问、内省的自我的民族志的要求则髙得多，就像你自己所面对的 
亊情并不都是讨人喜欢的那样。相信我，真实的自我的民族志研究会引起许多 
恐惧、疑惑和情感上的悲伤。就在你认为不能再忍受这些痛楚与悲伤时，真正的 
研究才刚刚开始。然后，它会显示出你自已的某些脆弱之处，你没有权力故意删 
去这些内容,也不可能左右读者的理解。你会很容易感觉到你的生活与工作正 
在被批判，它使你的自尊心受到打击。还有伦理困塊。”我提醒道，“当你写的故 
事涉及你的家人与所爱之人时，你就会感受 到这一 点。” 

塞尔维亚坐在椅子里，眼睛瞪得大大的。我笑了笑，缓和了一下语气。“很 
抱歉，但我真是对这种研究方法情有独钟”，我把语气更加放缓，“当然，也有回 
报，例如，你开始对你自己理解得更加深刻了，推己及人，你对别人的理解也更加 
深刻了。自我的民族志提供了一种途径，它可以使你为自己及这个世界做些更 
有意义的事情……” 

"啊哈，找到了”，我打断了自己的谈话,从文件夹中抽出两本订好的论文。 
•‘上面这本是 《幸存者》 ，—篇我写的关于我兄弟之死的文章。另一篇 
是巴特勒和罗森布卢姆 （ BuUot & Roaenblum) 合写的《关于癌症的两种 声音》 

(Cancer in Two Voice*) 中的一章，这是一篇合作的个体叙事，关于一个患乳腺癌 
的妇女和照顾她的同性恋伙伴的叙事。” 

“合作？” 

“让我们谈谈后一篇文章吧。现在就来看看你对这些故事的反应吧。我想 
你读完文聿后，就会理解我所讲的话的含义了。如果届时你还有兴趣的话，吿诉 
我一声，我会寄给你更多的资料。” 

“还有个亊儿 "，我 指着桌子上的材料说 ：“我 经常外出开会，你必须阅读我的 
课堂阅读材 料：‘ 病患的叙事’和‘沟通情感还有，我想你去见见亚瑟 • 博克 
纳，我的合作伙伴，他讲授关于叙事的课程，顺便说一句，也是我丈夫。”塞尔维亚 
张开一直紧闭的嘴唇，笑了起来，当她听到我最后 说:“ 如果我加人你的答辩委员 
会，这些是最基本的要求。” 

‘‘哦，我……，我不知是否有时间”，塞尔维亚说道 ：“我 还有两门课‘实验与 
测撤’和‘髙级实验研究设计’。我希望在今年秋季学期完成学位课程，然后在接 
下来的春季学期早一点通过学位考试，明年九月份完成论文开埋报告。” 

我边耸耸肩，边站起来开门。我的详细描绘、那些警告，还有如此多的要求， 
任何一项都足以使她单而却步。当然，现在知难而退总比以后发生要好。我猜 
测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我很髙兴很轻松地把她打发走了。塞尔维亚围好 
围巾，戴上帽子，把我给她的文章装进她的大包里，她对我说‘再见’，然后很快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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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在我的视野之中。 

两天后，我到学校，发现了塞尔维亚给我的传真。上面写到—— 

亲爱的艾利丝 教授： 

这# 是我曹 经读到的最令人激动的文章之一。对于你忽然间失去了兄 
弟的悲痛，我有同感。你使我田忆起当自己发现得了癌症时的感觉。巴特 
勒和罗森布卢姆的也一样。我被唤起了那种》乱、困惑和无意义的经历。 
这些作品彻底颠覆了我所学到的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切，但我非常喜欢 
并想了解得更多*。您能寄蛤我些材料以帮助我理清关于自我的民族志的 
起源与实战吗？或许一些文献綜述就足够了。如果方便的读，能否再给我 
一些专著呢？ 

我笑了，随手抽出一些关于自我的民族志的文章来。 Jago , Kiesinger , 
kolker , Ronai , TiUmaim-Healy , 这些人应该够了。当然还应包括我为邓津和林肯 
编的第2版 /faiuttoofc 所撰写的那一章„我开始读那一聿的草稿，题 H 叫做“什 
么是自我的民族志”。 

什么是自我的民族志 

自我的民族志是一种自传体裁的写作和研究方法，它篡示了意识的多 
展次性，把个体意识与文化意识联蛣起来。在自我的民族志学者 0 L 中，他们 
首先要透过_个安装了民族志视角的广角铣，并把焦点落在外在于他们个 
体经历的那在社会与文化方*;然后，他们由外向内看，揭示出一个己经并 
将《螭通过社会与文化折射出的胧弱的自我，与此同时又拒绝一种文化的 
解释 （ Deck , 1990； Neumann , 1996; Reed - Danahay ，1997 ) 。随着嬈头的调 
«——甸前看和向后看，由内向外看和由外向内看，个体和文化之闽的羞异 
变得模糊起来，有时超出了直觉的认知 能力。 自我的民族志通常用第一人 
称写法，其文本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如小故事、诗歌、小说、田忆录、随笔、曰 
记、各种小品文、社会科学散文等。在这些文本中，真实的行动、对诂、情感、 
细微之处、炅性和自我意识被仔鲕描绘。于是，这些文本就成了一个个被历 
史、杜会蛣构和文化所影响的作为关系和制度的故事。当然，辨证地看，这 
呰故事本身也是通过行动、感觉、忍维和语言所展现的。 

自我的民族志这个术谱已经出现了最少有20年。尽管人类学家卡 
尔. 海德 （Kari Heider ) 在1975年巳经指[出“在 Dani 的作品中，他亲自记彔 
下来人们的所作所为，这种体裁可以视为一种自我的民族志”，但大卫•哈 
亚诺 （ Hayano ,1979) 逯常被认为是该术语的发明者。那些人类学家的研究 
对象们通常认为人类学家是 他们“ 自己人”。的确，人类学家将自己完全融 
入被研究者群体，他们与被研究者异常熟悉，简直就是“ 一家人 "，哈 亚诺 
( Hayano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该术谱限制在文化研究层面上使用 （ p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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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社会科学家所使用的许多术语一样，自我的民族志这个术语的涵 
义和具体应用也很难讲得清楚，你很难精确定义和明确它的操作步職 Q 或 
许较好的方式是在一个较宽泛的范围内栺出与自我的民族志类似的一系列 



arcus & Fischer , 1986 ) 、原生的民族志 C Ohnuki-Tiemey ,1984) 
4 (Gonzalez & Krizek，1994) 、民族风格的自传 （Recd-DanaKay , 
，社会科学家们经常把自我的民族志视为其他一呰术语范畴的 
•.印良主义记彔 （Van Maanen,1988) 、叙事的民族志 （ffedlock, 1 


性传记 （Denzin, 1989) 、新的或经验性民族志 （ EIHb & Bochner, 1996b) 、 

,1 996a) 、后现代民族志 （Tyler,1986) 0 
上迷这呰自我的民族志作品采用了多种方法论策略，尽管这些方法论 
也被广泛应用于其他定性研究中。它们 包括： 系統的社会学内省 （Ellis, 
1991b) 、传记体方法 （Denzin,1989) 、个体经历方法 （Clandinin & Connelly , 
1994) 、女性主义方法 （Reinharz,1992) 、经脍性分析 （Reinhar*,1979) 、叙事探 
询法 （Bochner , 1994 ) 、意识唤醒法 （Hollway , 1989 ) 、联合叙事 （Bochncr & 
Ellis,1992) 、互动式访谈 （Ellis, Kiesinger & Tillmann-Healy ，1997 ) 。在一婆 
学科内，自我的民族志已经发展出了一些地方性交体来。例如，在社会学中 
包括： 个体的社会学 （Hi 辟 iiw & Johnson,1988) 、自传性的社会学 （Friedman ， 

1990) 、社会学式的自传 （Merton, 1972/1988 ) 、私人的社会学 （Shostak, 

1996)、情感性社会学 （Ellis,1991a) •，在人类学中，則包括••人类学的自传 
(Brand e8 ， 1982)、iS .* * --— .‘ 

1991〉、自身的人类学 （ 

我的人类学 （Kondo,19 

1991) 、自我的人种学 （ 












志 （ French ,199 8 ) 、表演性自传 （ Miller & Taylw ,199 7 ) 、自我的民族志式的表 
演 （ Park - Fuller , 1998)。此外，大凡试 ffl 做有关个人与文化方面的研究，自我 
的民族志巳经日益成为主要选择之一，这点很容易从有关书籍、论文、书内 
的某些幸节、文幸、学术期刊的选*以及某些系列田书的标题中看出来（麥 
见： Clough , 1997； Deck , 1990； Ellis , 1997/1998 a s EUis & Bochner , 1996 a ； 
Gravel , 1997 s Herndon , 1993; Uonner , 1989; Pratt , 1994 ; Reed - Danahay , 1997 s 
Trotter , 1992) „ 

这呰自我的民族志学者研究的重点并不_致，有的关注“过程” 

(graphy ) ，有的側重“文化 （ethnos ) ”，还有的专注于“自我 （auto ) ” （ Reed - 
Danahay ,1997 , p . 2) „ 这些不同种类与范畴的自我的民族志落在一个三位 
一体的连飨狭•的不同位置上。研究者们没有就每一范 詩的边 界达成一致意 
见，也不能为每种类型的自我的民族志精确地下定义。事实上，很多作者即 
使在同一篇文幸中的关注点也在不断前后游移。认清这一点后，我认为本 
丈作为探索性的介绍文献多涉及一珐和自我的民族志类似的表达内容是非 
常有必要的。 

自反性民族志主要聚焦于一种文化或亚文化模式，但作者们却根据在 
该文化中的个人经历与体验自反性地修正自我，并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 
(对该文化 本廣〉 看得更加深入。在土生土长的原发民族志中，研究者们本 
身就是被研究文化中的内部人，这种文化却被他者所忽视或疑惑不解，于是 
他们亲自来书3?并“翻译”自己的文化蛤他者看。在全成 J 9 研究者们的丈本 
中，研究者们研究那在他们巳经彻底成为其中一 的銲体，或者研究那*在 
研究过程中他仰巳经完全接受并认同其文化的群体。在个体叙事中，社会 
科学家们同时在学术的普遍性与个人的情感倾向性上两线作战，他们讲述 
的是_个饱含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体脸的自传体故事。在文学式自我的民族 
志中，一个著者首先是作为一个自传的作者而不是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而 
出场的，并且其文本关注于自传中的自我的程度并不玄于关注将该种文化 
翻译给异文化的阅听人 （ Deck , 1990) o 

在自反性民族志中，研究者们的个人经历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它如何阐 
释被研究的文化。自反性民族志沿着一个连续统分布：从个人的经历开始 
研究进程，再把个人经历中涉及的其他当事人加进来，然后解剖该故事，在 
釗析过程中，研究者做研究的体验成为剖析的焦点。 

在把自反性民族志同自传式写法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女性主义为这种 
做法的合法性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例 如： Behar ,1996 ; Behar & Gordon , 
1995; Krieger , 1991/1996； 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 ， 1989; Richardson , 1997) 0 
许多女性主义学者已经提侣做研究应该从个人的经历开始（如 Smith , 
1979) 。这就是说，研究者们或多或少都会将他们的个人经历和观点纳入其 
研究之 中：先 是讲述一个和他们自己相关的故事，再阚释个人经历与研究计 
划的关 联性； 或在研究过程中遇到困难时运用个人知识来克服这些困难 




(Jones ,1998； Linden, 1992; 另外，关于自反性研究的综述，可麥见 Reinhara , 
1992, pp. 258-263 ) 0 

杰克逊 （Jackson,1989) 使用彻底的经验主义这个术诱来指称如下 过程： 
民族志学者的个人经历体验以及与其他当事人的互动成为研究中不可或缺 
的部分。从理论上说，自反性民族志学者有意使用他们所有的感觉、身体、 
行动与情感，也就是说，他们试图用全部“自我”去了解他者 （Cohen, 1992; 
Jackson , 1989 ； Okely , 1992 ； Tumer & Bnmer, 1986 ) 。这其中，特别容易引起 
争论的是有关性别角色观念的差异 （Ktilick & WiU8on,l995,Lewin & Leap, 
1996)。 

在一篇总结自反性民族志及其发展历程的文幸中，泰德洛克 （Tedlock , 
1991) 区分了民族志式回忆录（也就是范 • 曼尼恩所谓的“忏悔式叙事”， 
1988) 和叙事的民族志。在民族志式铒忆录中，民族志的作者是整个故事的 
焦点，它讲述了作者在过去做研究的过程中发生的有关其本人的故事。而 
叙事的民族志则将该民族志作者的个人经历、体验注入到民族志的深描和 
有关他者的分析中去，其重点在于强调叙事者和被研究群体成员之间的“民 
族志的对话或冲突” （P. 78)。从历史角度看，民族志式田忆录始于马林诺夫 
斯基保存下来的个人曰记（1967〉。在这之后，许多民族志学者追随马林诺 
夫斯基根据他们当时的研究记录写了一呰有关他们自己的研究的“仟悔式 
叙事” （如： Dumont , 1976,1978； Rabinow ,1975,1977)。这呰著作中的一些是 
用笔名写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失去学术可信性（如， Bowen, 1954)。泰德洛克 
(Tedlock,1991) 指出，这类自反性著作发展到1970年代发生了侧畫点上的 
转移：从“麥与观察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 ”到“麥与的观察 （ observation of 
participation)”， 再到强调“书写过租"。这种梓变是与伴随着代表性危机的 
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密切相关的，其结果是民族志作者的构成发生了变化，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下层阶级民众、少数民族和种族团体以及第三和第 
四世界的学者 （Bochner & EUis,1999)。 

这种成员构成变化的原因也和权力和实践的关系有关，你可以看到越 
来越多的非主流民族志作者开始以他们本民族为研究对象。例如，原生的 
民族志通常由来自第三和第四世界的研究者们来完成，他们曾经或正在体 
验着一段疽民地的或经济边陲的历史，这一切都成为他们著作关注的主题。 
作为跨文化的研究者，他们既是局内人又是扃外人，现在他们巳经建构起了 
自己的文化故事（同样聚焦于他们自己的自传体故事。 麥见： Kinkaid, 1988; 
Rodriguez, 1983) ，他们对先前那呰对他们的误读 提出译 烈质疑，并且利用自 
己的双重身份地位对观察者与被观察者、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差异重新进行 
了诠释（参见： Motzafi-Haller, 1997； Trinh, 1989?更详鮰的讨论 麥见： 
Neumann , 1996； Reed-Danahay , 1997 ；Tedlock, 1991) 。 

全成员研究者作为一个概念术语是由阿德勒 （Aldler〉 于 1987 年提出 
的，用来指称那些全身心地沉浸于他们所研究的群体的研究者们。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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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虔诚的“皈依者”与其研究群体完全融为一体，甚至已经成为“被研 
究的现象” （Mehan & Wood ，1975 >。例如，朱丽丝一洛塞特 （Jules-Rosette , 
1975) 接受洗礼成为她所研究的非洲十二使徒教派的一名真诚的信徒。“机 
会主义"的研究者 （Riemer, 1977), 有时被人类学称之为“原发的研 究者" 
(indigenous researcher, 麥见 Tedlock,1991) 研究那些他或她巳经成为其中一 
员的群体[例如哈亚诺 （Hayano) 1982年做的玩纸牌群体研究或克莱格 
(Krieger)1983 年做的女岡性恋群体研究 ] 。 

全成员研究强调研究过租和被研究 群体。 与此相反，社会科学家们最 
近开始将他们自己视为“现象”，并开始书写那呰能够激发回忆的个体叙事， 
特别是那呰学术和个人生活方面的叙事。他们的首要目的是理解自我或生 
活在一种文化语境中的生命的某个方面。在个体叙事文本中，作者变成 
“我”，读者变为“你”，主题变为“我们”。那些其余的麥与者被鼓励加入到 
与著者/研究者的互动中去，他们被视为“共同的研究者”，与正式的研究者 
分享权成，并用自己的声音来书写自己的生活。而读者们也会被遨请在著 
者的世界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他们会被那些详细描焓的事件激发出某 
种感悟，这些感悟会刺激他们更好地思考、理解和应对自己的生活。总之， 
其目的有 二：一 是书写一呰充满象征意义和令人田味无穷的话趄，这些话题 


Noddings ,1984; Richardson f 1997) e 

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通常是使用自我的民族志这个术谱的社会科学5 
们的大本营，他们利用自侍这种写作体裁来自觉的探求内省与身体力行 J 
进行文化描焓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文化描绘是通过语言、历史和民族志 i 
的阐释来达成的 （Deck ,1990; Lionnet ,1989; Pratt , 1994 ) 。例如，莱恩耐与 
(Lionnel,1989) 和戴克 （D«ck,1990) 都曾经注意并探究过赫斯顿的作为自 4 
的民族志的田忆录 （Hurston, 1942/1991 )。在赫斯顿那里，传统的历史框彳 
和田忆录中那些对著者来说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和事件都被最小化了， r 
那些鲜活的人生经历、著者的人性观以及那婆力图展现给局外阅听人的 J 
族文化則得到了最大化的处理。这就像赫斯顿 （Huraton, 1942/1991) 在阐4 
那些她在自己的研究中收集到的民歌时推出 的：“ 歌词并不重要，曲调却; 
独一无二的东西。” （P. 144) 戴克比较了文学意义上的自我的民族志和自 J 
性的田野工作记录，例如肖斯塔克 （Shostak,1981) 的“一个 Kirng 族妇女的: 
活和话语”和克拉潘泽诺 （Crapazam>,1980) 的“一个摩洛哥人的肖像"，在 i 
两篇作品里，著者都扎根于他们的田野经历，都力图向其他社会科学家们1 
明他们讲述的故事中的人物、事件的其实合法性，在开篇介绍和结语中都 1 
持了自传的写作妾素，都聚焦于个人在田野工作经历中得到的启示而不; 
他们的个人经历本身。 

社会科学家们还写作文学的和诗学的民族志。例如，罗斯 （Row, 1991 





区分了他自已的个体性诗学和其他人类学家，比如斯坦利 • 戴蒙德 
(Diamond,1982) 的诗学，罗斯的诗学与其作为人类学没有什么联系，而后一 
种诗学則聚焦于作为观察者的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式体验。许多人类学家， 
比如像爱德华.萨 a 尔 (EdwanJ Sapir) 和鲁斯 • 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 ,巳经在主洗人类学期刊上发表了很多写实性的民族志文幸，并也 
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个体性诗学 （Bruner, 1993)。目前 ，《人 类学与人文 主义》 
{Anthropology and Humanism ) 巳经刊登人类学家写的小说和诗歌作品了。 
在社会学中， 劳拉. 理查德森 （Laurel Richartlaon) 则在文学 （1995) 和社会科 
学（1996 ) 专业期刊上发表随笔和民族志色彩的诗歌 （1994a) 。 

自我的民族志、原生的民族志、自身的民族志、®忆录、自传，甚至小说， 
这呰体我的边界已经变得棋輞不清了。在许多案例中，一部社会科学作品 
被称为自我的民族志还是民族志取决于作者的声称。一部作品被认为是虚 
构的还是其实的、自我的民族志还是自传，这取决于作实战——杜会科 
学意义上的自我的民族志通常包括一呰学术化的“51文”，丼使用一种学术 
化的学科术语；出版实践——是谁出版该书、它是如何被推广的（比如封面 
上是否标明该书属于哪个学科>、它 被饵入 哪一类 （ISBN 书号）、目标阅听人 

又 是谁； 评论实战-谁写序和跋、谁在写书评、作者是何许人士。文学批 

评将一 呰自传 当做是自我的民族志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东西；赫斯《视她 
自己为一个小品文作家 、一 个人类学家、一个小说家 （Uonnet, 1989〉，她就是 
一个多重角色**的绝仕例子。主流社会科学倾向于把自我的民族志 （例 
如， EUis, 1995b) 和学术生进中的生活史（例如， Berger, 1990; GoetUn* & 
Fenstermaker,199S； Riley, 1988 ) 分别列入田忆录或自传体裁 （Zussman, 
1996) „或许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自我的民族志这个术谱仅仅意味着一 
种较大的包容性 ：为了 达到民族志的多玄目标和更好地理解谱言与概念的 
欺騸性和不确定性。 

我冲着这篇文章的草稿笑了笑，然后复印了一份寄给塞尔维亚，并努力去想 
象她会做何反应。 

一周后，塞尔维亚又一次出现在我的门口。“嗯，我已经读了所有你寄给我 
的材料。那些个人的叙事强烈感动了我。您的关于自我的民族志的内容是非常 
有趣的，但是难以掌握。我深信它在未来会对我有用的”，她反复对我保证，接着 
继续飞快地说道，“但目前我很困惑”。 

“对不起,我只有5分钟时间”，我说，“我要去系里参加一个研讨会。” 

“哦，很抱歉。那我换个时间再来吧。”塞尔维亚边说边向门外走。 

“等一等，什么使你困惑呢? ”我问道。 

‘‘嗯，我的方法课教我必须避免将个人偏见带到观察中去，研究的目的就是 
寻找普遍知识和理论。但您给我的文章却强调具体而真实的表达重于抽象提炼 
概念和理论。假如我做一项自我的民族志研究，那么客观性置于何处呢？我对 
此感到困惑 不解。 为什么还有人对此感兴趣呢？我该如何证明我所说的那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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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经历是真实的呢？自我的民族志其实并非真正的社会科学，对吗？” 

“你的运气真好，跟我来吧”，我说，摘下钥匙往楼下走，“我想你该去听一个 
人的讲座。” 

我们走进一个拥挤的屋子，一场讨论会就要在此进行了。“那是亚瑟，我的 
学术合作者，就是那个很帅的坐在桌子旁的那个人”，我对塞尔维亚耳语，并找了 
椅子坐在后面。 

“很髙兴大家能来参加我们的跨学科系列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是关于社会科 
学中的阐释学研究的”，吉姆 • 斯皮罗 （Jim Spim ) 说道，他是我们系的同亊，也是 
这次研讨会的主持者。“今天主讲人是亚瑟 • 博克纳，他为博士生开一门叫做 
‘叙亊研究’的研讨课程。” 

“我们每周都有这样的研讨会”，我对塞尔维亚耳语道，“都是非正式的 
活动。” 

“亚瑟将讲15分钟，然后是听众提问”，吉姆宣布道。“今天亚瑟的内容是被 
一些学者称之为 4 人文科学的叙事转向’的东西，特别是有关个体叙事方面。他 
的演讲题目是‘为什么个体叙事是重要的’。现在开始，有请亚瑟。” 

亚瑟站起来，伸手挠了挠头发，然后幵讲起来。 


为什么个体叙事是重要的 


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在这里介绍我非常热哀的一个題目。在座诸位中有 
很多人知道我的教育背景使我成为一名传统的经验主义者，在我学 术生揉 
的第一个十年中，绝大部分时间是继績从事我研究生时的专业领城。到了 
1970年代后期，我开始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比如那些政治的、哲学的、伦 
理的和意识形态的等感到疑惑 （ Bochner ,1981)。 我供职于传播学系，专业 
领城是人际沟通研究，它的一个前提假设是认为沟通能够作为一个纯客观 
事物被经验性的加以研究。钽实际上人际沟通本身并不是纯客观的，这门 
学科也不是一门只研究客观事物的学科。沟通是一个持续不断地互动过 
程，其研究也是一个动态过租。而且，作为研究人际沟通的“沟通人”，我们 
本身就是在“人际沟通中”来研究沟通。这种人际沟通所具有的自反性提示 
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研究动辄冠之以“科学的名义”。相反，我们应该在研 
究及研究結果中充分考虑到这种自反性。 

就像其他许多同样严重关注这些问题的社会科学家们一样，那些后结 
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们的批判动榣了我黉经深信不疑的 
关于社会研究方法的正统共识。这些批判认为社会科学文本需要在研究者 
和研究对象之间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建构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关系，因此我 
转向了 一种作为探询模式的叙事。我想得到一种更加个性化的、合作的、互 
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被视为一个关注个体经验如何被賦予意义的 



人 ，一 个生活在充满变动和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面临着道德与伦理抉择的人。 
我也希望能够理解那些习俗、慣例，它们能够强制性地决定我们能够讲述哪 
些故事和如何讲述这些故事。我还希望揭示出人们究竞是如何反抗各种形 
式的社会控制的，这些社会控制排斥或压制那些看起来是离经叛道或超出 
允许范围的叙事和故事。这种通过我称之为叙事研究手段书写的文本将讲 
述故事——这些故事将要展现事实的真相，揭示复杂性的本质，屏蔽混乱、 
断裂、斑驳、省略、支离破碎的千扰，并力图保存生命和谐的统一与连续性过 
程，尽管有时有喳不期而至的对于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质疑。 

我将这些关于个人的故事称之为“激发田忆的叙事（ evocative 
narrative ) ” （ Bochner , Ellis , & Tillmann - Healy , 1997 , 1998) 。“ 漱发田忆”这 
个词意指作品的目的是表达性的和讨论的，这和传统的社会科学主流思想 
强调代表性形成鲜明对比。一部“激发茚忆的叙事”式作品的作者通常以第 
一人称写作，并将她自己作为研究对象，于是传统的研究者同研究对象之间 
的分离就被打破了 （ Jackson ,1989); 这些故事通常只写一个个案，这就改变 
了研究的传统路径，即从通过多个案例来归纳出普遍结论转变为在一个案 
例内得出普遍结论 （ Geertz ，1973); 讲故事的方式类似于小说或自传，于是原 
本界限分明的社会科学与文学变得日益模 糊了； 叙事文本的通俗性与可读 
性彻底转换了读者的角色，使他们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变为共同麥 与者； 在 
叙事文本中，私人生活中的那些被隐藏的细节得到了充分展现，焦点集中于 
情感历租，这挑战了那种认为社会表演中的角色都是理性的观念；叙事的文 
本拒绝那种试图进行摘要和解释的冲动，畫视过程甚于得出结论，这使人们 
从认为科学的目的就是控制和驾驭的幻觉中清醒 起来； 另外，在这类文本中 
人际关系实际上是没有因定模式的，它们拒绝认为现实的社会生活和其中 
的人际关系就像快照拍下来的标准相那样呆板僅化。这些能够激发田忆的 
故事开名了主观性的理解，但却反对情蜻化的田应。它们渴望原汁原味，而 
不是被解析；渴望被告诉和复述，而不是理论化和条理化；渴望为进一步讨 
论提供素材，而不是提出确定性的 结论； 渴望丰富多彩的细节性描綸，而不 
是对有关事实干巴巴的摘要性描写。 

和这种“激发田忆的叙事”类似的是“个性化葛作”，它最近的出现頻率 
呈激增态势，你可以轻易地在主流出版社、新锐派杂志、有创意的非小说类 
文学作品，以及各种体裁的文学田忆录、自传和带有自我的“病情记录”性质 
的作品中发现它们 （ Buford , 1996； Harrington , 1997 ； Hawkins ，1993； Parini , 
1998 ;“True Confessions ,” 1996) 。所有这些以生活为书写对象的写作体裁 
( Tieni e y ，1998 ; 亦可参见本书第20幸）看上去似乎都朝着更加私密化、更加 
个性化和更加充满自我意识的方向转向。我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出现的这种 
越来越多的个性化和去匿名化的书写趋势是和文学作品与报刊杂志中出现 
的相同倾向同步发生的 （ Denriii , 1997; Neumann , 1996)。无论原因是什么， 
有大量证椐表明这种兴趣在急速增长，我就发现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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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都可以轻松地找到各种体裁的个体叙事和自我的民族志作品。我记忆 
之中近年来的例子包括 如下： 《当代民族志杂志 >(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t Ellis & Bochner, 1996b) 和《定性社会学》 （ Qualitative Sociology t 
Glassner, 1997; Hertz, 1996); 由 AltaMira 出版社出版的“民族志选读系列 
( The book series ethnography alternatives )•’； 由人类学家 （Benson , 1993 ；Brady ， 

1991；Okely & Callaway,1992) 、社会学家 （Ellis & Flaherty, 1992；Hertz, 1997) 

和教肓学家 （Tierney & Lincoln ， 1997 ) 选编的一在 读本； 还有许多发表在学术 
期刊上的文幸和专題论文，这痤期刊 包括：《美国 人类 学家》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 、《人类学与人文主义季刊 》（ Anthropology and Hamanism 

Quarterly ) 、《女性主义研究》 （ Feminist Studies ) 、《个人和人际缺失条志》 

( Journal of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Loss) 、《定性研究》 （ Qualitative Inquiry ) 、 

《社会学季刊》 （ Sociological Quarterly )、( 象征互动论 > ( Symbolic Interaction ) x 
《文本和表演季刊》 （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 、《西部传播学杂志》 

(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 和《妇女研究国际论长》 （ Women * 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 0 

为了更好地说明，请允许我简单地举三个已经发表的有关“激发 W 忆的 
叙事”的例子。每个例子都关注沟通实践，通过这种方式，作者的个性自然 
而然地得以展开、呈现与发挥作用 （Bruner, 1990)。更玄要的是，作者们並示 
了某呰隐喻和意义是如何被“叙述”进他们的生活的。穆凯亚 （Mukaia, 
1989) 描始•了自己的一段患厌食症的亲身经历，展现了食物和饥俄是如何深 
刻影响她的个 性的； 罗奈 （Ronai, 1992) 讲述了 一个双面故事，表达了她痛苦 
的双玄人格，因为她假扮一名牦舞表演者进行姥的社会科学研究，她必须在 
双重自我中 穿梭； 艾利丝 （E11U,1993) 则展现了当她得知弟弟在一场意外的 

空难中丧生后，她作为学者和家庭成员的冲突的人格面貌，以及她是如何超 

越由于裳惊和极度悲伤而导致的情感迷茫的。每个例子都是用第一人称叙 
述的，都被写成一个故事，都描绘了作者个人经历中的鲜活细节。“研究文 
本”是故事体，完全（但欢迎你加入）是自己的故事，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学术 
术谱和深奥的理论。作者们将故事置于分析之上，允许并鼓励*争性理解 
和多重解释。她们力图使读者感到故事的真实性，并成为共同参与者，从道 
德、情感、审美和理性等方面多维度地解读故事 （Richardson , 1994b) 。 

我常常被问的一个问趙是，“这*故事究竞能达到何种程度的其实性？” 
通常这种提问的腔调表达的是一种怀疑、质疑，甚至是敌意。一呰批评（如： 
Mink,1969—197(hShotter, 1987〉认为这呰故事賊予生活一种本不存在的结 
构，因此故事虚构了生活。既然作为叙事的基础的那些生活经历是模糊不 
清的和不确定的，那*故事就不可能是明磯和完整的（如 ：Sho«er, 1987)。 
通过记忆的失真和语言的中介，叙事所讲述的总是一个源自过去徂又不完 
全是过去的故事。 

第二种批评是认为个体叙事反映的或追求的是一个“自我的浪漫建构” 



















(Atkinson,1997), 它不值得成为社会科学的 _ 分子。假如你是“一个故事讲 
述者而不是_个故事分析者”，阿特金森争辩道 （Alkin» on ,199 7 ,p. 335), 结 
果是你的目标就变为诊疗而不是解析了。阿特金森相信所谓叙事文本只不 
过是自我发现或自我创造的代名词而已，更确切地说，当某个叙事者平静有 
序的生活忽然被痰病、暴力或意外事故打破时，他/她在书舄自己的故事时 
难免不受彩响，因此这种叙事文本不可能是一种学术化的文本。这里的潜 
台词是说，假如你不用社会学的、文化的或其他的分析框架来进行叙事，而 
只是将故寧作为“社会事实”来看待的话，那你根本就不是在进行社会科学 
研究。阿特金森 （Atkinson, 1997〉*烈反对一呰学者认为“叙事表演享有某 
种意义上的特权”的看法，他欲图重返（并特权化）传洗社会科学的主流标准 
版本，拒绝或边缘化任何不符合传统主流观点的作品，拿他的话说就是，“叙 
事必须用来进行严肃的社会分析” （pp. 338-339). 

让我簡单评析_下上迷批评性意见 t。If 先，这里有一个叙事真实性 
的问题。一个以故事形式展现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叙事的真实性追求 
过去的鲜活再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故事其实是不完整的、不明晰的和变 
形的，因为过去的意义和*要性是与我们 B 前的生活境遇息息相关的，我们 
是站在现在来书写过去的故事。这难道不意味着我们讲述的故事总是徘徊 
在曲解过去的边缘吗？是的，没错。毕竟故事经过了耋新编排、复述、编造、 
省略和修订。它们在很多方面可能是嫌误的——谱气、细节、内容等等。那 
么讲故事的这些特点会成胁到个体叙事的目标吗？这倒 不一定 ，因为讲故 
事的目的并不在于真实“复制”个人生活，它并不试田再现巳被建构起来的 
意义。仅仅在那些需要精确地复制记忆的政治性田忆录那里，这种批评才 
有用武之地 （Hacking ,1995 ) 0 

叙事的真实性并不能岡前叙事经历的意义做简单类比。完全可能同时 
存在几个对过去的事件不同的叙事解释，忸是不存在一个客观标准来衡量 
哪一个叙事不符合事件本身的意义，因为作者的前叙事经历的意义已烃被 
揉进叙事表达中了。生活与叙事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生活既参与叙事，又从叙事中汲取存在的意义。叙事既是讲迷生活的，又是 
生活的_部分。 

我将本次讲演命名为“为什么个体叙事是重要的”是为了强调我们生活 
在一种张力之中，一种过去的回忆和将来的期望之间的*■张。个体叙事是 
作者对人类困垅的一种回应，希望挖掘和保存我们生命中一呰永恒的东西。 
我们的个性似乎取决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沟通过去的记忆与来来的期 
待，以达到斯蒂芬 • 克莱特 （Crites,1971) 所说的“超越时间达到经历的连续 
统”。我们作为叙事者所面临的挑战在于能否在叙事中达到一种连续性，使 
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成一体。“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期望都对现在产 
生影响”，克菜特 （Crites,1971) 说，“ 它们在现在之处文忙，使现在无时无刻 
都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并随时修改着现在的性质” （P. 302 )。 自我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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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的日的就是“生产”出这种连续性的 感觉： 通过重新讲述个人生命历租 
中的某些事件，以便使有时显得陷入分崩离析状悉的生活重新连成一体。 
因此叙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畫要的，就像大卫_卡尔 （Cmr,1986) 指出的那 
样，“无论我们是否有意去追寻 ，一 致性对我们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P.97)。 我们试图通过叙事来达致关于自我的一致感，这种追求自我的完 
整性和可理解性其实是个冒险，但我们却不得不依赖这些故事将出生、成长 
和死亡联结起来，这种依赖看起来是那么的柔弱和难免犯艚误 （MacIntyre, 
1981)。最后要指出的是，自我与生活故事是无法分离的，生活故事是作为 
一个整体来建构的，不能将其分为从过去 M 承了什么、正在实战着什么，以 
及未来期待着什么 （Freeman, 1993,1998 ;Kerby, 1991 >。 

因此问*不应该是“我的故事能精螭反映我的过去吗？”，就好像正拿着 
一面嬈子来照自己的过去那样。相反，应该问的问题是：“我的故事会带来 
什么结果？它会将我形*成哪一种人？它能给我的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可能 
性？”重要的问 題是叙 事做了呰什么，它们的后果是什么，它们能被用于什么 
方面。这呰都是应该在书写故事之前，而不是之后，才思考的问题，因为对 
它们的田答是受具体的书写行为影响的。“我们生活的故事成为我们生活 
本身”，阿德瑞纳.里奇 （Rich, 1978, P .34) 写道。如此，个体叙事成了本人 
的一部分，既存的抗争与奋斗推动着生命前行。通过自我釗造的叙事活动， 
我们试图将自身同所讲述的故事合二为一。阿奈斯. a(A na U Nie) 强调了 
自我创造的叙事的意图，她说，“我不能生活在任何_个被栺定的世界 
置……我相信一个人书骂自己的故事是因为他必须创造出一个他在其中生 
存的世界”（转51自： Oakley, 1984)。 

我无法容忍那些轻视或减损故事的诊疗作用的作者们。他们倾向于对 
诊疗和社会研究做出明确区分，并晴示叙事仅仅在发展社会学、人类学或心 
理学理论时才有一定作用。这呰批评认为叙事成胁到了整个科学的合法 
性。他们憒怒的回应，竭力宜传传洗观点，其经典说法 是：“ 如果你坚持己 
见，你就将被抛卉出科学共同体。”最玄要的事情是保持机敏、智慧和分析， 
这就是学术的全部涵义。他们反对平等对待诊疗的观念，认为诊疗夏得模 
糊不清、情蜻化以及太通俗化了。就这样，他们成了女性主义批 评家简 ■湯 
普金斯 （Tompkins,1989) 所说的那种“情感的敗类”，这些所谓的学术知识分 
子积极投身于一场“反对感情，反对女性，反对自我意识”的永不停息的战争 
(P. 138)。 

对于作者以及那些很投入地沉浸在文本中的读者而言，他们若想很好 
地理解一篇执行着自我发现或自我创造功能的文本，就应该力避对文本的 
社会探询功能做狭义的理解，他们必须带着道德感全身心地投入到文本中 
去《为什么对文本的同步耕犁与移情神会和对文本的控制与解析相比总是 
处于从爲地位？为什么只有当文本超越纯个人领域时才被承认是学术呢？ 
我们需要对一呰传统的前提假设提出质疑，这些前提假设是统治着社会科 






学研究的元规则， 比如： 论证而不是感情用事、理论而不是故事、抽象而不是 
具体 4* 迷事件、复杂的术语而不是通俗易懂的谱言。为什么我们要为自己 
的作品是诊疗性的或充满个人的价值现而感到羞愧呢？还有，我们的个人 
故事难道 不是一 直被夜入我们的研究论文中去吗？问题在于我们是愿意将 
我们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和主观性公开里现在文本中呢？还是把它们隐 
藏在“ 社会分析”背后？ 

有时我自己在想 ：亚瑟 ，在填平社会科学究免是强调有代表性还是强调 
要能激发 w 忆之间的鳩沟方面，是否只有你才能做得更好一呰呢？为什么 
很少有人能领悟到个体叙事妖•是道德行动又是伦 a 实战呢？ #叙事者是一 
个研究者时，她必须随时随地地问自己什么是对的？对在何处？在最极端 
的意义上，那些希望“在应该叙事的地方叙事”的人 （ Atkinson, 1997, p.343> 
认为每个叙事存在并仅仅存在于一个最正确的地方。他们力曲保存那盎已 
经逝去的事物 （ Gei«en,1994 ; Schwandt, 1996 )。 他们认为假如这些个性化的 
声音被扼杀的谙，人们也许就会重返到常规的社会科学中去，这就意味着柜 
绝生命经历中的那些偶发事件，回复到传統信念中权烕的 i 上性，逃离道德 
选择和情感窘境，鼓励事在人为而不是各安天命，看重事实而不是意义，追 
求狂野而不是心灵的宁静。 

“好了，就先讲到这儿吧。下面是交流提问时间”，亚瑟说道。听众们坐在椅 
子上热切地交头接耳起来，然后几只手举了起来。"哦，比利，请！”亚瑟指着一位 
我认识的哲学教授说道。 

“亚瑟，你提到你的叙事转向受后现代影响很大。可以讲得详细些吗？” 
“我以前读过托马斯 • 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他认为没有办法将头脑中 
所思和外部世界精确地区分开来。大约在同一时间，我被介绍读了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 19S3) 、海徳格尔 （ Heidegger, 1971 )、 伽达畎尔 （ Gadamer, 1989> 和德 
里达 （ Derrida, 1978) 的作品，还有话语行动理论。所有这一切以十分不同，甚至 
是对立的方式论证了一个同样的观点——现在看起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即语言 
是一种中性、直白的沟通媒介。无论我们将语言用于自身还是世界，语言总是易 
变的、不确定的和非决定性的。然后我读了理査徳 • 罗蒂的《哲学与自然 之镜》 
(Rorty,1979) ，它对那些挑战我们关于真理与知识的那些最有价值的观念做了强 
有力的综合。阅读罗蒂的作品是令人激动的。我开始相信那些传统认识论的基 
础并非千真万确。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显示人们的知识与意识是无关的。所有 
的真相都是随着人类行为的具体描绘而变化。在亊实与价值之间不存在一条鸿 
沟。如果你不能在观察中消除观察者的影响，那么就不存在任何所谓完全中立 
的理论或发现，它们其实都要受人们价值观的影响。研究者一直躭是被卷人其 
研究产品中的。因此为何不观察观察者呢？应该将我们的观察焦点转到我们自 
身上来。为何写作不可以直接一些呢？应该从我们的亲身经历写起，采用叙事 
的、诗性的和激发回忆式的写作方法来写。是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不应该继续 
抱着社会科学应该朝着物理学靠拢而远离文学或诗歌的念头了。并且，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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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是因为我相信社会科学能够找到一条使人们过着一种更有意义、更有 
价值和更加伦理的生活之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被笼單在方法论的困难 
之下。现在,我又一次感到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那就是运用个体叙事， 
更多一些对话。” 

一个我不认识的坐在后排的女人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我一直发现后现代 
主义者显得压抑和愤世嫉俗。他们似乎是在说你不可能弄懂任何事。所有的看 
起来都被解构了。”听众们一阵哄堂大笑,我注意到有很多人都在点头称是。 

亚瑟回应道，“嗯，后现代主义不都是这样，也有一些有明确的观点。至少我 
是这样看的。在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作品中，特别是女性主义者和酷儿理论中， 
你可以发现一种对情感、直觉、个体经历、身体化以及灵性的重新解读。她们帮 
助我们超越艺术与科学的界限，使我们的关注点从统一与相似性转向多样化与 
差异性。我并不认为这些转向是不愉快或令人沮丧的。或许就像你一样，我承 
认这些变化有时有点令人不安,甚至使人痛苦，但奥妙躭在这儿。我们失去了自 
己的纯真以及这些纯真所瘇涵的美好价值。我们应该变得更具包容性和更加谦 
和一些。有时我们已经为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个体经历，只知道躲藏在既存 
范式之中而懒于孜孜不倦地去发现而感到羞愧，而这些却是我们应该做的。我 
们不需要逃离恐惧与焦虑,相反我们应该从中悟出些什么来。种族偏见,性别歧 
视，厌恶贫穷者、同性恋者和残疾人，这些念头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谁也绕不 
过去。我们或多或少都身陷其中，无一例外。因此重视地方性故亊是非常重要 
的，它们会把我们带人我们所未知的经验性世界中去，会给我们展示人们真实的 
日常生活细节，这些人的生存状态已经被或根本就没有被想象过，会帮助我们减 
少对其的无知，会显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多么地不全面和情录化。或许你们 
中的一些人会对此感到沮丧，但我认为它具有启发意义，并且很可能是决定性的 
巨变。” 

“我想你误解了她的意思”，一个坐在前排的人忽然插话道。我知道他是我 
的一个专攻主流社会研究方法的同亊。“阻力和政治性因岽的考虑我们已经十 
分淸楚了，但我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不明白我们应该如何证明我们的精确性和代 
表性。” 

亚瑟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我们可能必须接受相反的意见。我 
比你更关注代表性危机的问题。对我而言，需要对我们工作的目标做一番彻底 
变革一从记叙到沟通的变革。这就是叙事转向令人激动的地方。在我看来， 
人类的沟通实践——协商和通过行动来表达意义——应该成为我们如何讲述经 
验世界的楷模 （Bochner & Waugh, 1995) 0 然后，我们会感到必须‘生产出’叙事 
的、激发回忆的、对话式的文本来展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人类在一个充满困 
难、干扰、不确定性、歧路、顿悟与道德选择的世界里，是如何通过创造、协商和在 
他者的世界中表达意义来寻求出路的。” 

“那么目的何在？我还是不很清楚”，该人继续问道。“你能说得详细 
些吗？” 



“目的是鼓励同情，加强对话。更确切地说，如果我们理解了我们研究的全 
部目的是为了克服那些使交流变得困难的一切障碍，以达致更好的交流的话，那 
么我会感到很欣慰。我们书写的那些故事能够使我们与自己以及与读者进人同 
步对话状态。在与自己对话中，我们揭示着自己的脆弱、冲突、抉择与价值观，测 
置着自己的犹豫、情感的复杂和多重体验。我们的叙述竭力想表达应对上述局 
面的复杂性与困难之处，展现了我们通过理解自己的个体经历而带来的改变。 
我们对于自己的叙述通常是不讨喜欢的和不完美的，但却是人性化的和可信的。 
这样，文本躭可以作为自我理解和伦理讨论的基础了。" 

亚瑟继续说道：“在与读者的对话中，我们采用‘讲故事’的手段来引导他们 
站在我们的角度换位思考。我们的对话集中在道徳选择上，更多地关注应该如 
何生活而不是如何知道的问题，就像迈克尔.杰克逊观察到的那样 （ Jackson ， 
1995)。这些故亊的作用在于它们能够激发读者们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带着 
问题来加入对话。叙事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读 者:它 能开阔读者们的视野，批判 
地反映他们自己的个体经历，使读者们移情般地进人自己没有体验过的别人的 
经验世界，并积极投身于不同的社会和道徳的隐喻之间的对话中去。通过介人 
故事并内化,读者们成了共同演员，他们运用叙事文本所具有的激发回忆的力量 
来检视自身 <>" 

亚瑟停了下来，喝了一口水。吉姆，会议组织者，转向亚瑟说道，“我本来希 
望你能和叙亊研究的批评者展开对话讨论，但你却回避了我的这一主要目的。 
那么你将如何回应那些认为个体叙亊只不过相当于纪实性电视节目而已的批评 
者呢？这些叙亊难道不是一种信仰救赎和牺牲的文化精神之反映吗？它们难道 
不是一种旨在通过揭示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痛苦来体验伤感、忏悔与享乐的作 
品吗？总之，个体叙事使我想起了‘受难者的艺术’，它们拍打着你的同情心，并 
搡纵着你的悄绪。” 

“ 我以前就听说过这些诘难，吉姆。我的第一反应是思考它们的源头在哪 
里。在我看来，那都是些个人的看法罢了。因此，那只不过意味着批评者们同样 
也在讲述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巳。文本的意义从来就不是一目了然的。在读者的 
感觉与他们读的文本之间总是有联系的。因此我希望多了解读者一些，包括他 
的兴趣、愿望、价值观、前提预设，以及他拒绝什么.为什么要拒绝。”亚瑟说道。 

“ 那么，吉姆，你在这幅图录中的哪个位置呢? ”亚瑟故意逗着说，然后停下 
来，一边绅士般地笑着，一边听着听众们一阵哄堂大笑。吉姆疑惑不解地四处打 
量着，耸了耸肩。 

“开个玩笑,吉姆”，亚瑟继续说道。“我不是说你处在困境中，或许反而是我 
正处在困境中。但是，我认为一个批评者不应该绝对化地谴责某事，你必须看到 
每种观点的长处。我很难依靠某个普遑规则来回应。假如你采用一种被称为 
‘疾病叙事的故事体裁，就像亚瑟 • 弗兰克 （ Frank , 1995) 曾 
经分析过的那样,我认为目标就应该是力求减少对疾病和残障的污名化与排斥。 
这类叙事的作者绝大部分本身就是病人和残疾人，他们拒绝按着传统的医学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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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所认定的那样给疾病和残障套上牺牲品和边缘化的标签。他们中的许多人都 
力图把自己描绘成生存者，并视自己为知识的源泉之一。很难想象会有人将布 
罗亚德 （Broyard, 1992) 、麦尔丝 （Maire, 1986,1990 ,1998) 、洛德 （Lorde, 1980) 的作 

品一类似的我还能举出一打名字来-作为受难者的自白书来阅读。他们不 

祈求怜悯，也不把自己描绘成一幅可怜的、无助的、被践踏的形象。相反，他们将 
叙事看做一种重获权力的源泉，一种反抗权威话语体系的形式。我认为考泽尔 
(Coii 8er ,1997> 彻底撼动了既存的‘受难者的艺术’的观点，她指出绝大多数叙事 
关注的是‘复苏身体’和‘去受难化’ （P. 291 ) 。这些叙事的作者以见证者的身份 
讲述身体机能失调者的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并通过这些证据强化、人性化了患 
病的体验与经历。噢，吉姆，你会选择什么？抹掉记忆？沉畎？屈服？我想你会 
理解这里已经有一些政治色彩了。谁的故事被讲述？谁来讲述？为什么讲述？ 
我知道你对叙事中暗含的文化和政治倾向感兴趣。难道你不认为这些叙亊会帮 
助我们理解文化和政治究竞是如何来书写身体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吉姆说道，“但我依然担心窥视狂主义 （voyeuriwn), 这 
些关于个人的故事会过分纵容我们文化中的那些喜好隐私、偷窥的晻落的好奇 
心。我们如何才能评判这些故事的优点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它们是可信 
的和真实的？” 

“我认为我们对任何作者或任何角色的评判标准是统一的。比如，作品是诚 
实的，还是不诚实的？作者评估了她本身、她的局限性、她的疑惑、她的矛盾情绪 
以及复合的情感吗？你是否感受到了一种情感上的可靠性呢？你是否察觉到了 
一种由情感顿悟向沟通理性的转变呢？一当然，不是本质上的转变，只是某种 
程度上从一个旧我转向一个新我 （Rhelt， 1997)。故事能让你理解并意识到它试 
图表达的经历体会吗？要知道，文本中充满了复杂性、多样化、不确定性与期待。 
而有学者则将个人随笔类比为对自我做简单基本的研究，它旨在提炼出一个关 
于‘人的模型’ （Lopaic, p.xliv), 它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而我所说的那些激发 
回忆的、个人的故亊也正是这样的。这里存在着一场对不确定的世界进行诚实 
还是夸张描绘的拉锯战。” 

我拍了塞尔维亚肩膀一下，附耳对她说道，“注意亚瑟是如何搪塞那些要求 
他明确进行概念界定的问题。他总是试图在严密梢确与想象力之间搞平衡。他 
认为如果你太拘泥于规则，那你很可能就玩不出任何有趣的东西了。哦，对了， 
我还要回办公室见另一个学生，关于他补考的亊，完了后我再来这儿找你。" 

当我回来时，塞尔维亚正一个人站着看一群学生围在亚瑟周围热烈地谈论 
他们的写作计划。“面对我们的女人是莉萨 • 蒂尔曼 • 海丽”，我告诉塞尔维亚。 
“她已经出了一本书，是关于她自己的饮食失调的。最近，她完成了自己的关于 
‘异性恋情侣与同性恋者之关系’的博士论文,讲述了一个她本人的友谊的故亊。 
海丽左边的女人叫德鲍亚 • 奥斯汀，她会写抒情诗，她的毕业论文是关于‘百万 



人大游行’①余波后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婚姻，这是她一直关注的领域。那个正在 
与亚瑟交谈的女人是克里斯蒂娜 • 基辛格，她已经根据她的博士论文发表了好 
几篇叙事文聿，她的论文是关于女性饮食失调的。你或许会对她的论文感兴趣， 
你可以看看她是如何将那么多人的故事组织起来的。那边是劳拉 • 伊林逊 "，我 
一边说，一边朝着左边的一个人怒努嘴。“她最近在《定性 研究》 上发了一篇文 
章，内容是她自己的疾病是如何影响她理解其他癌症患者和她正在研究的肿瘤 
医院的组织环境的，还有这种体验又是如何帮助她再诠释自己的疾病的。我会 
给你一个副本的。劳拉正在和莱赫 • 伯格谈话，伯格写过一个故事是关于她自 
己与她的有听力障碍的姐姐，以及她那因精神病而被强制收容的父亲之间的关 
系。她现在正在研究‘拯救犹太人’运动，她观察‘作为一个宗教团体成员的她’ 
本身所起的变化。来吧，我把你介绍给她们。” 

“我读过莉萨和克里斯蒂娜的文章”，塞尔维亚提醍我。“有趣的是她们全是 
女性”，她若有所思地说,然后忽然大声惊呼道，“喔，真是太棒了 ！”我笑了，还没 
等我开口，塞尔维亚脱口而出，“我要写我自己的故事。但是我没保留下任何记 
录什么的。我将如何是好？我又该从何开始呢?” 


实践自我的民族志 ：思考 

“解答你这些问题需要花些时间。一块儿去喝杯咖啡吧。你以后会有机会 
同其他同学交流的”，我冲着大家挥挥手，告辞出来。“有许多方法来写作自我的 
民族志”，我和塞尔维亚边走边谈。“它取决于你愿意把自己置于艺术和科学的 
连续统的哪一点上。你想说明什么？假如你追随传统的民族志方法来写作，那 
么如果你保存了当个体经历发生时的记录就最好不过了。这些记录是当时的原 
始田野记录，你就根据它来写。” 

塞尔维亚问道 •.“ 假如没有记录，那又怎样才能记住曾经发生过什么呢？” 

“你认为这些记录将吿诉你什么确实曾经发生过吗？它们难道不也是有偏 
的记录吗？” 

“嗯，是的，但是……那么我该如何确定我所讲述的是真实可信的呢？” 

“能确定的只有一样，那就是我们永远不能捕获当时的经历体验。就像亚瑟 
说得 那样/ 叙事总是关于过去的故事’，因此所有的田野记录都是经过挑选的故 
亊——都是为了一个特定目的以特定的观点来进行剪裁。但如果代表性是你的 
目标，那你最好尽可能地收集在不同时间里被记录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即 
使是这样，你必须意识到每个故事其实都是不全面的和情景化的。” 

我从口袋里掏出四个二角五分的硬币，把它们投进自动售咖啡机中。“我请 
客，咖啡伴侣还是糖？ ”我问道。 


①指1995年10月13日约100万美国黑人在华盛頓游行以争取自己的权利。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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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不，我来吧”，塞尔维亚坚持着，打开钱夹。 

“下次你来，好吧？” 

“好吧，我要苦咖啡躭行了。”我们坐在外面一棵树下，边喝咖啡边享受着弗 
罗里达明媚的春天。“有没有一个办法超越代表性来思考个体叙事呢？”塞尔维 
亚问道。 

“嗯，如果你的写作计划更靠近艺术而不是科学一端，那么你就不必以精确 
地描绘出过去所发生的事实为目标了，取而代之的是表达出那些你过去的经历 
体验的意义。你应该试图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能让读者身临其境并感到他 
自己就是故事的一部分。你应以某种方式来写作，该方式既能激发读者来体会 
和思考你的生活，又能让他们思考自己的生活与你的生活之关联。你应该让他 
们感受到你的体验和感受一我指的是你的乳腺癌。” 

“如果这些成为你的目标”，我继续说，“及时记录下你过去的经历体验是有 
益的，但并不绝对必需。假如你的研究旨在揭示一种‘顿悟’的话，你可能会因过 
分沉溺于过去所熟悉的细节记录而不能写清楚。” 

“但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又怎么记住当时的对话和细节呢？” 

“当我写 《最 后的谈判》 （/w 时，那是一部关于我的患慢性疾 

病而去世的前夫的书，我也记不淸过去所有的事，更不用说每句话了。我确实保 
存了一些当时的记录，但还是必须依靠这些有偏的记录来建构一些当时的场景 
与对话。更有甚者，我还建构了一些当时根本就没有被记录下来的东西。但如 
果整个事件是用真情实感来书写的，它就会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你能从中感受到 
的是一种持久的震撼。我还写过一个关于一个小城镇的种族关系的故事，它是 
根据事件发生25年后的回忆来写成的。” 

“但是，那么它的效度体现在哪里呢？” 

“这取决于你对有效性的定义。我认为语言具有欺骗性，并不存在一个单一 
的、绝对的关于真实性的标准。对我而言，有效性意味着我们的作品不断通近真 
实； 它会唤起读者的一种感觉，使读者认为那些被描绘的经历体验是栩栩如生 
的、可信的和可能的。你也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来评判有效性，即你的作品是否有 
助于读者与那些不同于他们的其他人沟通，或者作品是否提供了一种手段来改 
蕃参与者与读者,甚至你自己的生活。可以去査一下1993年的 《社 会学季 刊》， 
那里有一场关于有效性和权威的大讨论，我相信我是对的。” 

塞尔维亚停止记笔记，抬起头来做了个鬼脸，“那什么是信度呢？” 

“既然我们总是从一个情景化了的位置出发来进行我们的个体叙事，我们又 
力图在该文本中同时反映现在、展望未来和回忆过去，那么在自我的民族志研究 
中就不可能有传统意义上的信度可言。然而，我们却可以做信度检验。当有读 
者阅读你的故亊时,他们就有机会对其进行评判，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增加一 
些材料进去，并提供他们的诠释。同时，你的故亊也会改变他们的想法。” 

“这就涉及‘概括力’的问题了吧？” 

“当然涉及了，但依然不是从通常意义上来说的。我们的生活是特殊的，但 



同时也是类型化和概括性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有限的几种文化和制度中。我 
们总是试阁通过各自的故事进行沟通。一个故事是否有概括力可以通过如下方 
式被读者检 验:故 事的内容读者是有过切身体会呢，还是那些虽然他们没有亲身 
体验过，但已经通过其他方式了解了的别的生活经历？类似地，故事给读者讲述 
了他们所不熟悉的人或生活吗？作品能否体现斯泰克谓之的那种‘自然主义的 
概括’ ？这种自然主义的概括意指把‘可被感觉到的’新奇的感觉从一个世界带 
到另一个世界，并为读者提供一些身临其境地感受故亊中的经历体验的机会。” 

“这和我学过的东西太不一样了，但我想我能明白。可是我还是不明白该从 
哪里开始我的计划。” 

“为什么不先写一个关于你的故亊的草稿呢？把它当做写回忆录好了，包括 
所有你能想起来的细节。我发现先按时间顺序用主要亊件把故亊的架子搭起 
来，再来进行写作是有益的。我力图每天都写一点儿，把前一天写的再重读一 
遍，然后再添上一些新的回忆。记住，你是在创造故事，而不是在找回故事。你 
最后的成品故事就是从这些草稿中梢心加工而来的。” 

“但是我又怎么才能知道文本中的哪些部分保持了当时的原汁原味？哪些 
部分却掺进了现在的视角的影响呢？” 

“嗯，你的理解不对。记忆并不总是以线性方式呈现，生活同样如此。就像 
邓津和罗耐在 《探 求主 观性》 办）一书中——这本书是我和 
迈克尔 • 弗拉尔蒂 （Michael Flaherty) 共同主编的，所说的那样，（阅读文本时〉思 
考和感觉总是环绕着我们，它们时而闪回，然后再前进，在时间流中不断地循环 
往复，通过我们的理解而融为一体,然后在另一个情境中再现。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并不总是能精确地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知道。记住亚瑟的话一我们 
总是依照当前的情形来理解过去发生的事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从过去到 
现在进行一番淸理是毫无价值的，只是你要认识到并不存在一个什么完美的、应 
当被完成的 计划； 相反，就像里杳德森在本书的一聿中所说的 那样： 你应该努力 
以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来得到它的‘不同的轮廓和微妙之处’。” 

“您指什么？您究竞打算怎样做呢?” 

“我采用一个叫做‘情感召回 （ernolional recall) ’的书写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我会全身心地沉浸在过去我所处的悄境中去。假如你能对这种情境产生一种身 
临其境之感,那你就会体会出那些未被写进故亊的其他细节。这种贴近事件发 
生的时间的书写方式的优点在于它很容易进入当时的情感体验之中。不利之处 
在于过分沉沒在过去的情感体验之中会使你很难跳出来以一种文化的视角进行 
分析。然而这两个过程，进人和出来，都是完成一个好的自我的民族志所不可或 
缺的。这就是为什么你最好趁你的感情很强烈时赶紧写，然后在你的情绪冷静 
下来后再接着写。我曾经有几个学生，他们‘进人’的能力极强，但他们的视域太 
狭窄。他们不能在体验中移动自如，不能以‘他者’的眼光看问题，他们在分析作 
为社会建构过程的思考和感觉时遇到了麻烦。我会给你一篇我的关于系统化的 
社会学内省的文章，里面详细地探讨了作为一个社会过程的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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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这种体裁，但不能决定是否一定要把过去所有的情感隐私都翮出 
来。我不愿意把我的关于癌症的情感体验，无论是过去的和现在的，全部拿出来 
与人分李。我感到那样的话，自己是多么脆弱和易受伤害。” 

“嗯，可以理解。但如果你不愿意成为一名‘脆弱的’观察者，那你应该重新 
考虑是否要做自我的民族志。如果你展现出自己的脆弱和易受伤害的一面，那 
你的读者就更容易被打动了，这正是你所期望的——易受影响的读者。我同意 
露丝 • 贝哈 （Ruth Behar) 在 《易 受影响的观察者》 （W Vulnerable 中提出 

的观点 ：不打 动读者心灵的社会科学等丁•不存在。我的目的与多罗茜 • 阿里逊 
(Dorothy Allison) 的相同，那就是‘对读者进行强行灌输，使她心碎，再治好她’。 
易受伤害是令人害怕的，但它也是成长和理解之源。” 

“我一直认为一个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不带感情色彩地传递知识"，塞尔 
维亚回应道。“我不知道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因此，假设我思意展现出自己的脆 
弱和易受伤害的一面，我又该如何做才能彻底呈现自我，并打动读者呢？” 

“你以前读过小说吗？”，塞尔维亚点点头，我接着说，“想想一本精彩的小说 
带给你的感受吧。它会引起你的共鸣，对吗？”塞尔维亚又点点头，“那是什么激 
起你的这些感觉呢？” 

“有时我与书中的角色融为一体，我用心体会他们。我想象我就是书中的人 
物，处在他的情境中，做他正在做的事，还想象如果换了我会怎样做。有时我会 
停下来思考我的生活与之差别与相似之处。” 

“的确如此。好的小说家能让你好像身临其境地置身其中。他们能做到这 
样是有一些写作技巧的，例如内心独白、角色间的对话、引人人胜的回忆、强烈的 
隐喻、情境设计、角色发展、蒙太奇、悬念以及行为举止。你能沿着小说的情节线 
索进人其间，这条线索是通过特定角色的特定行动来发展的。” 

“那我们要做的跟小说家又有何不同呢？" 

“许多社会科学家都问过你的问题。看一看邓津的 《诠 释民 族志》 吧,他讨论 
了社会科学家和新型记者的关系问题。另外，苏珊 • 克莱格 （Susan krieger) 对小 
说和社会科学的较早期的研究和里査德森与洛克里奇关于小说和民族志的新著 
都是有帮助的。” 

“这两种体裁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我继续说道。“就像沃尔特 • 哈林顿 
(Walt Haningtcm) 所说的私密性新闻报导一样，在自我的民族志中，你也不过是 
试图从参与者内部写作，并唤起他们的共鸣而已。” 

“当然，作家和社会科学家毕竞是不同的”，我补充道。“你是一名社会科学 
家，因此很可能会影响你的考注点和看问题的方式。并且，在社会科学家中，自 
我的民族志通常没有一个明显的分析目的和分析框架。还记得我先前给你举过 
的卡洛尔 • 罗耐 （Carol Ronai) 是如何通过她的个体叙亊来进行分层分析的例子 
吗？但是在《最后的 谈判》 中，我强调了分析也可以来自故事和对话。亚瑟•弗 
兰克 （Arthur Frank) 在 《受伤 的故事讲述者》（7如 Wounded Storyteller ) 中说 :重要 
的是要思考故亊，而不仅仅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故亊来看待。思考故事意味着要 



让你自己和故事产生共鸣，对其做出反映，并成为它的一部分。 

“我建议你去读一些这类作品中的经典之作，注意一下作者是如何以不同方 
式融故事与分析框架为一体的。你可以看一看我和亚瑟主编的‘阿塔米诺民族 
志著作选读 Ethnographic Alternatives Series) 系列’中的几本书。例如，琼 
在 《万花 筒般的记录》 TVotes) —书中，运用了对话、歌曲、诗歌、故事、 
表濟和自我的民族志等手段，对女性音乐 、一 个民间的音乐俱乐部和人种志做了 
综合 研究； 安格罗西诺的《机会之屋》 （Opportim 岭从 h ««) 讲述了成年弱智者的故 
事，作者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坚持在成年弱智者社区照顾中心参加社区服 
务并进行参与观察，这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写 成的； 还有马卡姆 （Markham) 的 
《在线生活》 （學运用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研究因特网生活。在我们《组 
合而成的民族志》,以及班克斯 （ Banks) 主编的《小说与 
社会研究》 （Fic&m a/uZ Social ) 中，都展示了多种多样的、极具创造性的 

关于叙亊写作的可能形式。” 

“伹关于社会科学家与小说家的区别问题，还是没有结论呀？” 

“嗯 ，一 般来说，不像小说家那样，自我的民族志学者对自己做了一个限定， 
他们只讲述他们能记起来的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说，至少他们不讲述那些 
他们认为是虚假的东西。当然，这种区别并非那么泾渭分明，它取决于……” 

“取决于什么？” 

“噢，设想一下你想在你的故亊中保护某个角色的隐私权，你可以掩盖或改 
变一些会使他人对号人座的信息。或者你可以拆散原来的事件，再重新组合成 
一个更加引人入胜的故亊,尽管它已经不是历史中原来的那个故事了，但从叙事 
的角度看却可能更加真实。” 

看见塞尔维亚满脸疑惑地望着我，我继续说：“你知道一故亊唤起读者的 
共鸣,使他们认为叙亊是真实的。故事是粘合剂，它联结读者与作者，沟通他们 
的生活，发掘出各自生活的连续性与相似性。”塞尔维亚看上去有点儿懂了，我继 
续解释道，“那些坚持写实主义的民族志学者声言自己追随科学的法则，但即使 
是他们也在使用各种技巧，比如拆分重组什么的，来使故事增色，同时保护故事 
中当事人的隐私。然而,他们粜尚叙述中的‘精确性’。我的一个朋友，谢里•克 
莱曼 （Sherry Kleinman) 就说 过：如 果事情没有发生过,那么就不要讲述它。这其 
实是‘不要借当事人的口来乱说,假如当亊人没有说过的话’的另一种表达版本。 
当然，与此同时，民族志学者又总是通过当亊人之口来表辞达意的。” 

“真的？他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记忆的基础上进行编辑加工，谨慎地剔除那些不符合情境需要的内容， 
然后再按自己建构的分析情境来重组话语内容。这样，当文本最终完成可供分 
析时，绝大多数传统的民族志学者很容易超越单纯的叙述层面，他们的文本中还 
包括了丰富的解释。” 

“举个例子呢?” 

“噢，叙事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但民族志学者们可以从中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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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典型’人物或时期，以及‘一般化’的事件。他们使用模糊的、修饰性的限定 
词，像绝大多数、一些、频繁的、很少等。并且，他们当然使一些抽象的概念具体 
化了，比如社会结构、组织环境之类的。我在我最早的关于两个渔村社区的研究 
中也是这样做的。我要告诉你的是，当社区成员阅读我的作品时,我认为是典型 
的他们并不一定就认为是典型的。我的作品给你讲述的更多的是我眼中的世 
界，而不是他们眼中的世界。” 

“别信宣传”，亚瑟夹着一摞书忽然朝我们走来，边走边说道。 

我笑了，问道，“嗨，你去哪里了？” 

“图书馆，为我们书的写作査些资料。” 

“它们对我来说太沉重了”，我撇了一眼书的名宇，笑 着说： “亚瑟，这是我的 
学生，她正在研究乳腺癌。” 

“哦,你好！我注意到你来参加我今天的讲座了，坐在艾利丝旁边。” 

“是的，我对你的讲座很感兴趣”，塞尔维亚回答道。 

“我们正在谈论自我的民族志与小说的区别”，我解释道。 

“哦，卡罗琳正在给你讲她认为你必须有体系，又要坚持亊实吗？ ”亚瑟转向 
塞尔维亚，问 道：“ 这个事实嘛，嗯”，他开始楔仿我的口吻调侃。 

“您说什么……”塞尔维亚愣住了。 

“好了，亚瑟，别闹了”，我会意地笑着说，然后向塞尔维亚解释道:“我和亚瑟 
对于如何写作自我的民族志有分歧。我主张你应当尽可能地按着你能记住的个 
体经历来建构故事,特别是按第一印象。这么做会有助于你找出故事的意义与 
目的。而亚瑟则认为重要的是故事的有用性。当然，我同意我们的故亊应当具 
有诊疗价值……” 

“诊疗价值?”塞尔维亚结结巴巴地问道。 

“对，我在某种意义上将它视为对个体的能动进行研究。尽管诊疗可能不是 
我们的主要研究目的，但在优秀作品中却经常可以发现它”，我回答道。 

“这倒提醒了我，嗯，我可以称呼您为亚瑟吗？ ”得到肯定回答后，塞尔维亚问 
亚瑟，“在您的讲座中谈到过故事的焦点问题，我认为诊疗与研究是性质不同的 
两个东西。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我是一名诊疗师，但我必须在进行访谈时隐瞒身 
份，因为不这样的话会得到有偏的资料。但这是否会陷入伦理困境呢？” 

我和亚瑟对视了一眼，竭力控制住想笑的念头。塞尔维亚的问题和关注点 
帮助我们认淸了我们的立场其实是多么接近啊。我飞快地插话道，“但你告诉过 
我你希望你的研究能有助于别人理解你的处境，也希望帮助那些和你有着同样 
困塊的人。那么假如一名被访者不配合，或者假如你发现有一个地方对你特别 
有帮助，那你会怎么做呢？ 

她望着我，期待着答案，然后小声嘟嚷道，“我不清楚。” 

“假如换个角色，你是被访者，同样情况下你希望研究者如何对待你呢？” 

“嗯，我希望他们善待我,他们应该理解我的处境。否则，我就不会与他们分 
享我的生活故事。”塞尔维亚轻轻地答道。 




“如果一名研究者对你的需要无动于衷，这是不是不道德呢？” 

“我以前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希望我的研究对象能感觉到我是理解他 
们的。假如我的研究不能帮助那些有同样困境的人,尤其是我的研究对象，那研 
究还有什么必要呢？” 

“所以应该参与进去"，我平静地说。 

“参与”，她重复道，脸变得红起来。“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进行诊疗啊，难 
道不是吗？我是说绝大多数学者并不是训练有素的诊疗师。” 

“有能力做诊疗并不等于一定要成为一名受过训练的诊疗师嘛”，我回应道， 
塞尔维亚点头表示同意。“实际上，民族志的训练和诊疗训练对一名诊疗师来说 
同样重要。” 

. “而且诊疗训练却可能是成为一名民族志学者的先决条件"，亚瑟笑着补 
充道。 

我笑了，继续说道，“但你也没错，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轻松面对情感挫折，也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处理情感 h 的事。那些做不到的人可能就不应该把从亊 
此类研究作为第一选择，也不应该指导愿意从事此类研究的学生。” 

“或许你应该给她提供一些关于此类问题的参考文献，比如关于开小汽车与 
个人义务的道德困境，或许科林斯的书就不错”，亚瑟建议道，这时他夹着的几本 
书掉到了地上。 

“我会的”，我边说边帮着从地上拾书。“其他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也是有帮助 
的。让我们来过一过吧, Lieblich, Miller, Cook 和 Fonow, Oakley。 她们是一个很 
好的开始”，我拾起书还给亚瑟。 

“还有雷思哈兹 （Heinhao) 的著作做了很好的总结，邓津的《诠释民族志》也 
很不错”，亚瑟补充道,然后对着塞尔维亚说，“文献足够你看的，我倒是想更多地 
了解一下假如你作为一名研究对象，你会做何反应？什么能使你足够宽慰地讲 
出你的故亊？” 

“理解他人的关键在于倾听，投入地倾听。我希望能有个我能在他面前哭出 
来的人，最好她能陪着我一块儿哭。如果她有过和我类似的经历，她最好能跟我 
讲讲她的故亊。” 

“那么你愿意与你的参与者分享你的故事吗？ ”我问道。 

“嗯，……让我想想 ……” 

“大胆些。” 

“哦,我以前认为我的故事只会带给其他人不好的感觉，但现在我已经不那 
么肯定了。” 

我和亚瑟笑了。“你目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足够了”，我说，“我们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我们这次谈话会对你的研究有一定启示作用，下次见面时我们再继 
续讨论这个话题吧。” 

我们互相道别后，亚瑟和我向汽车走去。“你能肯定这是好的开端吗？她准 
备书写她自己的故事吗？”亚瑟问道。 





“哦，我想她会的。我感觉她会讲述她自己的故事的。” 

“如果她真的完全敞开心扉，那会勾起她很多痛苦的回忆的。” 

“我会和她保持密切联络，以防万一。但根据我拥有的关于个体叙亊的经验 
来看,人们会很快渡过这个难关的，他们会知道该怎么做的。当然，如果她箱要 
的话，我肯定会同意她改变研究计划，甚至完全倒退回传统的调査研究。她完全 
可以一直做那种调査研究”，我补充道。 

“我真的很钦佩你能愿意和学生们一起去冒险 "，亚 瑟动情地说，他夹着的书 
又一次掉到地上了，我赶紧再次帮他捡起来。“你是多么关心你的学生啊！” 

“和你一样”，我说。 

“展现出脆弱的一面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学术场域，那里 
的规则是你应该控制并最好把你的私人生活驱除出你的职业生活中去。这就是 
我在‘关于时间’这篇文章中试图表达的内容。” 

“还有比这更糟糕的，每每想到科比大学的一名教授曾经让学生们写出自己 
的个体叙事，末了却被指控进行性骚扰的事件，你就会感到不寒而栗。当然，我 
们不知道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只是看到了鲁斯 • 沙利特 （Ruth Shalit) 的 
报导”，我补充道，“或许他的私人生活与职业生活的确过于勾连缠绕了。” 

“确有这种可能性。但 《高 等教育 报导》 （Chmicfc of Higher EdocoUion) 中的 
那篇文章又是怎么回亊呢？文章报导了简 • 汤普金斯 （Jane Tompkins) 认为大学 
过分关注于学生的智力，而忽视大学生的情感生活和稍神生活，这二者至少同等 
重要，但她的一些同亊却因此而攻击她。” 

“或许我们应该只写小说了”，我提议道。 

“再等等看吧”，亚瑟忿忿地说，“你知道我写的一切都是小说……” 


实践自我的民族志 ：方法 与形式 

两周后，塞尔维亚又到办公室来找我。“嗨，我现在已经写完了绝大部分我 
过去的故事,而且是直到我几乎写完了之后,我才开始读其他关于乳腺痛的个体 
叙事。写作和阅读真是太有诊疗作用了。”她说，“但是我不能确定这能算是我的 
毕业论文吗？我有很多疑问。” 

“比如？”我问道。 

“人们为什么要读我的故事呢？我的故亊与那些巳经发表的有何不同呢？ 
还有我的故亊怎么才能适合那些我想访谈的别的女性的 U 味呢？” 

“悝点 ，别急。你学到什么了吗?” 

“哦，当然，每时每刻都有。” 

“给我讲讲你的收获。” 

“好吧，我在其他女性乳腺癌患者的故事中发现了许多共同之处。比如，绝 
大多数女性都是从发现肿块讲起的——那总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然后是 



确诊和评估治疗方案，然后她们描述了外科手术后的苏醒，再继续下一步的治 
疗，最后是恢复期以及某种意义上的康复。” 

“很有趣，简直与考泽尔 （Couser) 在他那本关于疾病叙亊的书中对乳腺癌叙 
事的概括一棋一样”，我回应道,很髙兴塞尔维亚读了那么多的相关 书箱。 

“绝大多数幸存者描述了决定去做整形手术，还有买假发一如果她们决定 
戴的话——她们的头发都掉光了，以及其他的治疗方法”，塞尔维亚飞快地说。 
“我也写了这些内容，另外还有……” 

你从写自己的故亊的过程中还学到了什么新的东西吗？对不起，我不是 
打断你，我只是好奇而已 

“有啊，癌症不仅仅是一个医疗故事，它还是一个情感故事。我体会到我是 
多么的惊慌不安，尽管我已经是一个术后存活了 7年的幸存者。有个有趣儿的 
现象——无论是在故事中，还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很少有长期存活的患者。绝 
大多数幸存者都是在她们术后康复不久就写她们的故亊了，她们通常对于康复 
持相当乐观的观点，并且经常声称手术后比手术前感觉要好—些。我也有这种 
感觉，我是指乐观主义，当治疗终于结束后，你立刻就会有这种感觉。”加强了语 
气，继续 说道： “但现在我可没有那种感觉了。我竭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乐观、爽 
朗、没有忧愁的人，一个已经从不幸经历中走出来的勇士。但当我书写自己的故 
事时，我却不得不面对另一个自我，一个整日忧心重重，害怕癌症重返的自我。 
我已经出现腕骨管综合症，它可能是化疗的后遗症。并且，我现在晚上出虚汗，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过早进人绝经期的反应——化疗的另一件礼物，或者是癌症 
重现的征兆。对不起，但癌症并没有提升我的生活，我也不能将其视为一件礼 
物。带着这些感觉，我这些年来过得很艰难。我认为它对我的梢神和身体以及 
我的家庭来说都起到了负面作用。” 

塞尔维亚开始哭了起来。我拍着她的肩膀，递给她一张面巾纸。我们相对 
X语地坐了一会儿，悲伤笼眾着我们二人。想到必须充当指导者的角色.我强忍 
住眼泪。“你还打算继续这个计划吗？”我轻柔地问，“它触痛你了？" 

“哦，不，不，我必须要继续下去”，她坚定地回答，尽管嗓音发颤。“我的经历 
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这很难伪装。有时我想我是不是疯了。但现在我认识 
到我没必要伪装自己。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值得体验和书写。或许通过我的写 
作和与别的女性交流她们的体验，我就能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个可能会有 
助于我走出困境更好地生活的生活方式。或许就像亚瑟说得那样，我能以一种 
更加深刻、更有意义的方式来刻画出一个作为幸存者的本我。你知道，我很想了 
解其她女性（乳腺癌手术、化疗）出院后这么多年是怎么过的。这场经历是如何 
影响她们的？她们又是如何应对的？成功了，还是失败了？这些都是我想知道 
的" ，塞尔维亚说着说着，眼泪又下 来了。 “她们是不是像我一样对这场经历仍然 
感到历久如新，并深受其害而不能自拔呢？或许我能通过书写我们亲身体验的 
方式来为学术做出一点儿贡献，同时也能帮助那些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受害者。 
我现在整天生活在自欺之中，但生活本不应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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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现在让我们换个话题吧”，我轻柔地说。“我想你已经有目标了。我 
能想象出其他女性在分享你的真情独白后 ，一 定会丢掉假面具来向你敞开心靡 
的”，我接着说道，想到假如癌症与我不期而遇，并挥之不去的情形，我下意识地 
打了个寒战。“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知道那些癌症长期存活者的经历体 
验呢?” 

“我打算找些5年以上的幸存者做深度访谈 "，塞 尔维亚很有把握地回答道， 
“包括一名非洲裔美国女人一几乎没有关于她们的资料，或许再包括一个女间 
性恋，因为我想她们的经历体验将会十分不同。我箔要多少个案呢？ 25个 
够吗？” 

“哦，不，不需要”，我笑了。“如果你打算做深度访谈的话，那只需要很少的 
个案就可以了，也许包括你自己在内5 个就足够了。你需要花较多的时间来 
与每个女性交流以建立信任关系。并且在你开始访谈以前，她们也需要一定的 
时间来阅读你给她们的资料，并做出反应。” 

“我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其间呢？” 

“全方位的参与，我想访谈应该是互动式的，但你必须学会用心倾听。你应 
该把自己的经历体验嵌人每个访谈对象的生活之中，时刻考虑哪些东西能有助 
于她讲述自己的故事，这里不*要卖弄什么方法技巧之类的。如果你是这么做 
的,在一些案例中，被访谈者会感到很舒服。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更常见的 
是那种居高临下式的‘权威式访谈’，我们对此都很熟悉，有些受访女性也一样， 
她们会把你当做权威来看待，并会问你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有一些人会不停地 
追问你的故事。其余的人则会为终于能有个机会来倾诉自己的故事而感到过度 
兴奋而顾不上关注你的故事。她们会希望你既是研究者，又是精神治疗专家。 
或许会有很少数女性希望书写自己的故事。记住提醒我下次给你带一篇关于 
‘互动式访谈’的文聿来，那是我和克里斯蒂娜 • 凯丝英格 （ChriMiiie Kie8inger). 
莉萨 • 蒂尔曼一海丽 （LbaTillmann-Healy) 在一次晚餐时谈论到饮食失调后合写 
的一篇文章。它会让你思考迸行‘互动式访谈’的形式和困难，比如介人的时机， 
做出何种情感承诺,如何在一个如此私人的领域中处理好道徳困境。我还要给 
你一篇我和亚瑟合写的关于如何共同建构叙事的文章，那篇文章描述了看似个 
人独立完成的故事其实是个双面过程，即既与被访者分享故事，又是和她们共同 
建构完成的。” 

“那么我猜就没有访谈提纲了？”塞尔维亚问道，“那么论文的章节该如何安 
排呢？我的故事又该在何处出现呢?” 

“论文的写作形式是根据研究过程决定的。你可以从一个简短的个人小故 
事开始你的论文，向读者简单介绍自己，或者也可以详细讲述你的故事来作为一 
章; 你还可以将自己的故事插入每个被访者的故亊之中，每个故事都可以独立成 
为一章;或者还可以把你的故事同一个和你有着类似经历的被访者的故事进行 
比较，就像克里斯蒂娜 • 凯丝英格在她的关于饮食失调的研究中那样。或许你 
论文每章的写作形式都会不一样，只要它们能反映出每个访谈中你获得的不同 



体验与感悟”，我继续说道，“或者反映出每个被访者的特性就行了。例如，假如 
一个被访者在讲述她的故事时并没有太多地与你沟通、互动，你可以写一些你在 
听她讲述过程中的感想以及对你的生活的影响。假如另一个被访者与你互动的 
很好，那你就可以写出你们对话内容，用以展示你们之间沟通与理解的过程。如 
果你成功了，其意义不仅限于只是‘揭开’你自己和被访者的面具而巳，而且就像 
哈罗德 • 罗森 （Harold Rosen) 所说的那样，你发现的是被掩盖的全部事实的 
真相。” 

“或者”， 我犹豫 了一下，继续说道，“你也可以像埃斯纳所主张的那样，以一 
种小说的形式来写你的论文。情节可以依你的研究历程而展开,你应该让读者 
们跟着你走，比如你的研究意义、你问的问题、被访者的回应、她们的回答对你的 
影响、从中激发出的新问题，以及你对她们的故亊的解释。在这种写作形式中， 
你可以在论文的最后部分写上你自己的故事以作为对比，并要说明当你了解了 
其他女性的故亊并与之进行互动后，你的故事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当然，要注意 
的是不要让你的故事遮蔽其他人的故事， 

“很有意思，但恐怕很难让我的答辩委员会成员去买一本小说呀。” 

我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提醒她，“无论你怎样讲故事，写作风格都必须是引人 
人胜和能激发无穷回忆的。社会科学家们过去没有被教会以此种方式进行写 
作。从根本上说，你必须通过阅读小说，以及亲自动笔写作、得到反馈意见后修 
改、再等待反馈意见、再修改，如此往复才能彻底学会这种风格的写作方式。当 
然,我会提供反馈意见的，但你或许可以考虑同时再加人一个写作兴趣小组。” 

“这是个好主意”，塞尔维亚一边飞快地在笔记本上记下这几点，一边问道， 
“那我就不箱要再按传统方式写作了吧？但分析又在哪里呢？请举例说明一下。 
我是在做扎根理论研究呵？” 

“嗯，我敢打赌你的答辩委员会希里有一聿是用来起分析作用的。我也认为 
你裔要这样的一章。我的那篇关于‘污名化’的文聿使我确信在‘叙事的知识’ 
与‘范畴化的知识’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尽管我不认为它在所有的研究中都是必 
薄的。” 

我迟疑了一下，继续说道，“你也可以做单纯的扎根理论分析。那你就箱要 
按着概念的出现来划分章节，或者按不同的类型，或者按着某种范畴来划分聿 
节。或者每一章都可以代表病患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就像大卫 * 卡普 （David 
Karp) 在他的关于抑郁症的研究中所做的那样。假如你选择了扎根理论，那你需 
要花费很多精力来解读自己的故事，也要费很大劲儿来比较、分析你所获得的他 
人的资料。并且，你要用权威式的声音来写那些你看到的范型。如果你选择这 
种研究策略，我推荐你就按着凯茜 • 卡梅兹 （Kathy Chammz) 在新一版的 
Handbook 中所推述的研究程序那样去做就行了。” 

“但那些被访女性的故事又该被置于何处呢？我自己的故事呢？” 

“嗯,所有这呰故事将会被拆成片断，然后被插人每一章节中去。” 

塞尔维亚迟疑了一下，又飞快地记录起来,她若有所思地 说道： “我不这样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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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种做法看上去会让我距离故事的应有之意越来越远，故亊应该具有引人 
深思的本质，而这种本质存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故事中（不能割裂它），这才是我 
研究的价值之所在。除此之外，尽管我知道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的合作者 
讲她们自己的故事，但她们才是故事的主体……” 

“我同意”，我如释重负地打断道，“应该牢记你的研究计划的本质和目标。 
分析是必要的，但要淸楚，我们并不一定要按传统的方式来进行分析。为什么不 
试试让你所有的被访者相互阅读别人的故亊，然后使她们聚在一起来讨论，录下 

所有讨论内容呢？这可能会成为你分析的基础-你的分 析会 4 扎根’在所有被 

访者和你自己的相互理解之间。你会对她们的回应提出自己的解释。” 

“太好了”，塞尔维亚向前探了探身子，兴奋地说道。“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观 
点。我将邀请她们共进晚餐。在这之前，我会寄给她们我写的有关每个人的故 
事。然后……” 

“先要取得她们的同意”，我提醒道。 

“哦，当然，我知道这很重要。或许我会先寄给她关于她自己的故事。”塞尔 
维亚忽然停住了，然后脱口而出，“如果某人不思意让我把她的故事全部发表，那 
该怎么办呢?” 

“那你应该删掉它，或者让她来帮助你重新改写。或者你还可以虚构一些情 
节，这些情节足以掩盖真实的事件,但依然可以表达你想表达的意思。或者使用 
假名，或者把几个人物角色糅杂在一起来写，如果这有帮助的话。” 

“我还会告诉她们我对这些故事所做的解释，并想听听她们的回应。但是假 
如她们不同意我的分析呢? ”她忽然皱着眉头问道。 

“会有这种亊儿发生，因此你必须事先考虑好该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也许你 
应该在文本中同时提供两种解释版本，你的和她们的。或者你可以不告诉她们 
你的解释，先来听听她们的解释。” 

“举个例子"，我说，“蔡思 （Chaae), 一个社会学家，她在论文出版之前就没 
有将自己的解释与分析告诉她的合作者，尽管她亊先得到允许来引用其合作者 
的话语，并且也给了她们一个修正其叙亊的机会。蔡思的分析目的在于发掘出 
文化是如何左右叙亊进行的，而她的合作者讲述自己故亊的目的则在于表达自 
己的生活体验,蔡思对这二者做了区分。” 

“无论如何”，我继续说道，“你需要在你的论文中说明你是在何种意义上做 
结论的，以及你的理由何在。这是你对读者应尽的义务。” 

“你很难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我接着说，“我的意思是说，既给读者提供他 
们想知道的信息，又不事负合作者的信任。就像约塞尔森 （Ruth Josselsmi) 说的 
那样，当我们进入写作阶段时，我们就倾向于与合作者脱离关系，转而开始与读 
者建立关系了。那种对合作者背叛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的，我们又何以解 

看到塞尔维亚一边用手挡住张大的嘴，一边怀疑地摇着头,我继续说道：“还 
有比这更复杂的呢。我们还没有谈到你的家庭成员，他们会是你非常个性化的 





故亊的中心人物。假如你丈夫或女儿不思意你暴露有关他们或者他们和你的关 
系方面的隐私，那你怎么办?” 

••哦，我，我还没想过这些”，塞尔维亚轻轻 地说。 “但我必须谈到我的家庭， 
这样才能更深刻地表达我的经历体验。如果连我都做不到这一点，我又怎么能 
要求我的合作者做到呢?” 

“这是此类研究中最大的伦理困塊之一。因为和以前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 
不是在谈论一些无特征化、匿名化和不能对号人座的研究对象。你的研究对象 
都是一些非常熟的人。当她们同意你写她们时，她们难道没有同样的担优吗？” 

“当然有 …… ” 

“你是否有权力不顾别人的反对而坚持要写出一个‘更好’的故事呢？它比 
个人的隐私权更加重要吗？” 

当发现塞尔维亚脸上呈现出一种斗败了的神情时，我意识到我有些太急于 
求成了。“好了，这些困难不可能在今天都得到解决。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未来可 
能遭遇的困难而已。我们会在这些困难到来时——讨论它们，力求做出一个理 
想的、符合道徳规范的决定。” 

抢在塞尔维亚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之前，我又补 充道： “但在我们下次见面 
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必须考虑的一件事悄是如何让你的研究计划通过你们学校 
的‘伦理审査委员会’的审査。你要去读一读第2版的 Handbook 中对‘伦理审査 
委员会’的讨论。你的研究计划书必须写得策略一些.因为该委员会最关注的就 
是你与该计划有无利害关系。他们会问你要一份你的访谈计划副本。虽然 IRB 
的初衷是保护被调査者，但有时他们似乎更倾向于保护自己。他们会要求你明 
确告知被调査者参加调査可能存在的风险，并提供一份有被调査者签字同意的 
声明，如果你的调査对象是老人、病人、儿童、囚犯等‘高危群体’ ，】 RB 的审査会 
更加严格。这样一来，万一出事，他们就可以不承担责任了。显然，一些被调査 
者可能会因此知难而退了。但我们必须完成这个过程来保护学校和我们自己， 
特别是你这次的研究对象恰恰是‘高危群体’。委员会将会关心你怎样来保护你 
的合作对象，比如如何避免破坏他们的自我认同？如何保持他们的生活一如既 
往而不起波折？他们会要求你至少要为你的合作对象提供一名心理治疗师 。我 
想象不出当你告诉审査委员会你就是那名心理治疗师时，他们会做何反应？”我 
笑起来，然后更加严肃地说，“但的的确确，如何保护好你的合作对象以及你的家 
人是摆在你我面前的一件大亊。” （ 注意到塞尔维亚暗示她要走了，我翻出一本关 
于如何写作研究计划的书放在桌子上。） 

“我想我现在已经知道该怎样写我的研究计划书了，你巳经教会我了。"我听 
后笑了起来，拿起桌子上的那本书递给塞尔维亚。她则递给我一*纸，然后说： 
“这是我写的一首关于失去乳房 的诗。 我知道这算不上研究，但 …… ” 

“它当然算研究了。你可以考虑把它加进你的故事里。你读过任何 
劳拉. 里査徳森那富含民族志色彩的诗歌作品吗？” 

我正要滔滔不绝之际，塞尔维亚眨了眨眼睛，问道：“那么你愿意参加我的答 





辩委员会了？” 

“当然，除非你不坚持做下去"，我说，我们一起咯咯地笑起来，然后互相 
告辞。 


捍卫并扩展自我的民族志（一年之后） 


“嗨，亚瑟，我必须给你打个电话。”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情？” 

“我刚参加完塞尔维亚的论文答辩会回来。实际上，比我想象的要好，塞尔 
维亚干得不错。嘿，让狗们都安静一些，我听不见你的声音。” 

“哦，好的。看起来你为圣诞节而购买的‘反犬吠机器’是我们购买的所有装 
置里最不干活的。里克、崔夫、安迪、桑亚—你们都静一静，你们的妈妈正在打 
电话呢”，亚瑟命令道,令我吃惊的是狗立即不叫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是第一个发问的，开始一切都很好。答辩委员会成员们看起来理解了我 
们想要干什么。但轮到他们提问题时，话题忽然转移了，从谈论乳腺庙的经历体 
验转向谈论偏差、有效性、（成员）资格标准、操作化、控制变量、干扰因素、建立供 
型、可重复性、客观性。作为回应.我则大谈特谈富含想象力的写作、文学的破 
格、激发回忆的、脆弱性、叙亊的真实件、逼真、百动的、诊疗性的。” 

“想想这些冒险的尝试在别处的冷遇吧，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使你认识到我们 
是多么的幸运啊！在我们系里，用不着再为此进行讨论了，这种研究的价值性巳 
经不言而喻了”，亚瑟答道。 

"的确如此,其他大学的学生和年轻教师想从事此类研究箱要克服多少困难 
啊，这次的经历让我对他们充满同情。” 

“但是”，我继续说道，“答辩快结束时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当那位肿痛 
学家正在谈论预测与控制时，我就在想这些目标在他的日常工作中是多么重要 
呀。因此我没有再做长篇大论，而是问当他不得不告诉女患者一个坏消息，不得 
不随时面对疾病和死亡时，那种感觉是什么？其实我巳经知道答案了，因为我们 
答辩前有过一次谈话就涉及感情问题.他的工作面对的情感困境，以及他如何想 
做的更好一些。他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昨天的使他十分沮丧的故 事：当 时他必 
须吿诉一个34岁，有两个小孩的妇女，她可能活不过6个月了，那名妇女却为耽 
误了他那么多时间而向他道歉，那时刻他的感觉坏透了。他是含着泪水讲述这 
个故 事的。 我提到了罗伯特_科尔 （Robert Cole) 主编的书，他告诉我他读过那 
本《故事的召唤》并说他很钦佩其中威廉 • 卡洛斯 • 威廉姆 
斯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的作品。我力图给他指出塞尔维亚作品的目的与科 
尔的主张完全一致，那就是努力用故事来揭示应该如何使我们‘生活更有意义。 
我感到我已经触及他的灵魂深处了，他也是有主观性的，也是饱含感情的。然后 
答辩会的局势为之一变,我们两人似乎都忘记了各自的角色，开始作为‘人’而互 



相沟通起来。” 

“那情录一定十分感人。” 

“是的，你知道，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将来要做的。我们必须让个人的民族志 
走进日常生活的实践情境中去,走进那些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管理者和教师 
中去，因为这会对他们的工作大有禆益。” 

“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亚瑟回应道。“我认为民族志不应局限于 
学术领域，应该扩展民族志的外延，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不能仅仅把它 
看成是学术活动。许多服务行业的从业者和社会工作者的工作难道不正是民族 
志吗？为了更高效的工作，服务业的工作者们必须跨越诸如年龄、能力、民族、阶 
级、种族的障碍，并在情境中达致主体间性的理解。我的意思是说你工作上的任 
何成功都需要先有一种鳄文化的理解能力，然后再运用民族志的移情技巧。那 
些心理治疗师们不就是这样做的吗？他们自己不正是民族志学者吗？” 

“当然。还有好的教学也离不开民族志”，我补充道，“你过去一直在努力超 
越陌生、距离感和差异带来的阻碍，力求找到一条富含协作、理解、开放和共享的 
精神之路。当我们学会怎样才能正视自己，怎样才能相互之间敞开心扉时，我们 
就会发现说服自己接受那些曾经抗拒的不同思想并非难亊。我喜欢在课堂上创 
造出一种充满个性化的、亲密的、心会神移般的民族志式的感觉。” 

“在过去的两年中，我一直在研究私营老年健康照顾中心的经营者们，我的 
做法和你的做法非常相似”，亚瑟回答道。“健康照顾中心的老人与其家人往往 
相隔甚远,那些经营者们需要周旋于二者之间，这样他们就变成了关于老龄的民 
族志学者。但他们不是学术圈中人，不搞学术研究，也不写文章。但无论从哪个 
角度看，他们所思与所做都与民族志学者毫无区别。对于每个老人及其家属来 
说，他们都扮演着沟通通道的作用。老年人总会面临一些不测之事，他们会把老 
人所遇到的情感、经济、医疗以及社会方面的困难传递给其家厲，以供其家属商 
讨对策。他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动态的、通盘考虑的以及积极乐观的视角。他 
们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他们的职业行为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私人生活。作 
为故事讲述者和自我的民族志者，他们在教会我们了解老年人真实的日常生活 
细节方面一点儿也不比那些老龄问题研究专家少，如果不是更多的话。” 

“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比公众懂得多，其实只要留心一下，就会发现也有很多 
东西是他们知道我们反而不知道的”，我补充道。“但我知道全部问题的关键在 
于,就像埃斯纳讨论过的——说服学者和美国公众放弃一种注重测鐘、比较和结 
论的观念是非常困难的。” 

“但我认为通过我们的努力，坚冰正在渐渐融化”，亚瑟带着鼓励说道。“我 
们已经开启了一条将传统社会科学写作与文学联结起来的道路，并且巳经激起 
了更多的关于主观与客观、情感与理智、自传与文化的讨论。看看我们收到的这 
么多手稿吧,这些都是对我们系列作品的回应。我认为这非常强有力地证明了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写作可以用心来进行，可以用第一人称来叙述，可以融 
合艺术与科学。我认为这种趋势不可能倒退回原来的棋式，就像生活不会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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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是的，我们鼓励著者们写可读性强的、激发回忆的、充满激情的和体现个体 
意义的民族志作品，并且效果非常不错。自我的民族志作品正在被研究生和本 
科生们广泛阅读着。现在到了向公众们展示自我的民族志的优点的时刻了。有 
趣的是，一些主流社会学刊物也有相同的看法。你读过 《当代 社 会学》 上的关于 
‘使公众加人社会对话’的专题讨论吗？ ”我问道。 

“读过，昨天刚读的。或许我们的努力正在引起些变化。毕竞，那是我们在 
‘民族志选读系列读本’中想要做的，我们的目的不就是出版一些充满意义感的 
书籍,并吸引一大批阅读者吗？” 

“比如迈克 • 安格罗西诺的关于成年弱智者的故亊。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 
是让那些为弱智者提供服务和制订关于弱智者政策的人读一读这本书。” 

“我不知道我们为 Handbook 写的这一章会不会也起点儿作用”，亚瑟说道。 
“但它会鼓励更多的人来做自我的民族志研究，并会为那些试图尝试做这种研究 
的学生和年轻教师们提供合法性，你不是一直为此而担 心吗？ 这些就是我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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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我说，想到亚瑟早先不愿意写这一聿,我不禁笑了。 

“那么，我们写完后该如何庆祝一下呢？”亚瑟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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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的亊何时启动呢？我们真的要快点开始了”，亚瑟说道。 

伴随着敲门声，我的耳边传来亚瑟的笑声，我大声喊道 ：“亚 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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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O 杰瑞 • W • 瑞安 H • 


伯纳德 


文本就是我们 

本聿主要阐述了处理和分析定性数据的方法。我们用定性数据所指的文本 
是 :报纸 、电影、电视剧、电邮、民间故事、生活史。我们也指叙述——关于离婚、 
生病、并肩战斗中的幸存、卖春、努力戒烟的叙述。事实上，大部分在考古中可恢 
复的、关于人类思想和行为的信息都是文本，是社会科学的“良好索材”。 

内容分析的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用电脑来做文本的统计分析 （ Pool , 
1959) ，但最新的技术进步正在改变社会科学的状况。今天的光学扫描可以轻松 
地将书面的文本转换成机器可读的形式。在未来几年，语音识别软件可以轻松 
转录开放式的访谈。这些技术忽略了认识论的差异。解释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 
都用这些技术来做文本分析，且今后会用得越来越多。 

就像泰什< Te » ch , 1990〉一样,我们将语言学传统和社会学传统区分开来，前 
者视文本为分析对象本身，而后者视文本为透视人类经历的一面窗户 （ 图 29. 1>。 
语言学的传统分析方法包括叙事分析、对话分析、性能分析和正式的语言分析。 
该传统中的分析方法在这本书中随处可见。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社会学传统中 
的分析方法，即我们在社会科学的工作中采用的方法。 

社会学传统有两种书面 文本: ①由系统引导的方法（町 * temalic elicitation ) 产 
生的单词或词组;②自由组织的文本 （ free-flowing text ) ,如叙述、谈话、对开放式 
访谈问题的回答。在下一个小节，我们将描述一些收集和分析单词或词组的方 
法。数据收集的方法包括自由列表 （free Uste ) 、归堆分类 （pile sorts ) 、结构性引导 
(frame elicitation ) 、三个一组的测试 （triad tests ) „分析这类数据的方法包括主成 
分分析 （componential analysis ) 、分类法 （ taxonomies ) 和心智图 （mental maps ) „ 

接着，我们转到对自由组织文本的分析上来。首先我们来看看那些采用原 
文本输人的方法-诸如上下文中的关键词、词语计数 （word counts ) 、语义网络 



824 定性研究(第 3 卷 h 经验贵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 



分析 （semantic network analygig ) 和认知地图 （cognitive map ) 等方法。然后我们来 
描述那些需要将文本缩减为代码的方法。它们包括扎根理论、图表分析、经典内 
容分析、内容字典、分析性归纳和民族志决策模型 （ethnographic decision models ), 
每一种分析方法都各有所长，也各有 所短。 有些适合于査数据，有些可用于比较 
分析，另外一些则适合于建构和测试棋型。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面面俱到。 

收集与分析单词或词组 


余洗 JI 导的方法 


研究者用系统引导的方法来识别属于一个文化范畴的条目列表 （list* of 
items) 并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对这些方法的详细评述， 参见： Bernard, 1994 S 
Borgatti, 1998 ；WeUer, 1998 ； WeUer & Romney, 1988) 。 文化范畴包含了一种语言 
中“厲于一类 （belong together)” 的一系列单词。有些范畴（如动物、疾病、食物） 
很大而且内容丰富，而另一些范畴（如养在家里的动物、儿意患上的疾病、啤酒的 
品牌）相对而言就小得多了。有些名笮（如家庭成员称谓的名单，或是所有大联 
盟棒球队的名称）在所有以某种语言为母语的人的口中是统一的；另—些（如木 
匠的工具）名单则代表高度专业化的知识，还有一些 （ 比如说20世纪著名的左手 







棒球投手的名单）则是讨论的热门话题。下面我们来回頋一些最常见的系统引 
导的方法,讨论研究者是如何分析由它们所产生的败据的。 

幽由列表 


自由列表对于识别文化范畴的条目特别有用。为了得到范畴，研究者可能 
会问，“你知道哪些疾病？ ”调査中的一些简短的开放式问埋可以被看成自由列 
表，就像那些在深入的人类学访谈和焦点小组中产生的一些回答一样。调査人 
员将淸单中条目被提及的频率和顺序解释成条 s 显着性（对于显著性的 测跫请 
参见 ： Robbina & Nolan , 1997 ； Smith , 1993 ；Smith & Borgatli ,1998) 的指标。某些条 
目在不同的列表中同时出现以及在不同列表中出现相似的条目都可以用来测量 
条目间的相似性 （ B 0 rgatti ,1998 ; H e nley , 1969;淸楚的例子 请见： Flei^her & 
Harrington , 1 998) 0 

配对 比较、 B 堆分类 、三 个一 组测试 


研究者用配对比较、归堆分析、三个一组测试来探究条目间的关系。这里是 
我们在一些水果的配对比较测试中可能提出的两个 问题: ①“按1到5的分值， 
柠樣和西瓜的甜度有多接近？ ”② “柠橡 和西瓜哪一个更甜? ”第一个问题产生了 
一套水果对水果的矩阵，每位答题者一个，输入的是所有这些配对的水果甜度近 
似性的分值。第二个问题给每位答题者带来的是对这些水果的一个完整排序。 

在归堆分类中，研究者让每位答题者将一套卡片或亊物分成若干堆。条目 
的相似性就是每对事物被放置在同一组中的次数（例子请 参见： Boater , 1994； 
Roos , 1998)。在三个一组测试中，研究者拿出一系列的三件套物品让每位答题 
者或是“选出最相似的两件物品”或是“挑出差异最大的一件物品”。配对物品 
之间的相似性就是人们选择将这两件物品放在一起的次数（例子请 参见: Albert , 
1991; Harman , 1998〉。 

框架替換 

在框架替换中 （ D’ Andrade , 1995 ; D ’ Andrade , Quinn , Nerlove , & Romney , 
1972; Frake , 1964； Metzger & Williams , 1966) ，研究者让每位答题者将一份清单中 
的一系列事物中的每个事物和一系列属性连接起来。丹德莱徳 （ D’Andrade et 
al . ,1972) 给出了 30种疾病的名称，让人们将其填人框架的空白处，如“你会从别 
人那里传染上_”，“你可能会得上_而自己永远都不知道”，以及“大多数 
人有时会患上_ "(P. 12;框架替换的其他例子请 参见 ： FuAee & Benfer , 1983; 
Yotig ， 1978 )。 

共子丈化范詩的教拓的分析方法 

研究者利用这些类型的数据来建构人们思维的棋型。主成分分析产生出文 
化范畴中各要素的正式棋型，分类法展示出某个范畴中各要索间的层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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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图是最好的用来展示模糊的结构和维度的方法。我们将依次讨论它们。 


主成分分析 

如我们在其他地方所概括的那样，主成分分析（或厲性分析）是用于研究意 
义的内容的一种正式的定性研究方法 （ B e mard ,1994 ; Bemard & Ryan , 1998)。这 
种方法是被语言学家开发出来，用以识别可以将两种声音区别开来的特点和规 
则 Uakobson & Halle , 1956) ，人类学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这种方法进行了 


1982; Wallace , 1962)( 关于如何运用这一方法的特别好的描述请 参见： Spradley , 
1979 f pp . 173-184) o 

主成分分析以有特色的特征为基础。任意两种亊物（声音、亲属称谓、植物 
名称、动物名称等）都可以用一些最少组（2»0的二元特征——即存在或不存在的 
特征来加以区分。用两种特征可以区分四种事物（即2 2 =4) ，三种特征可以区分 
八种亊物 （Y =8) ，等等。技巧是用最少种类的特征去最清楚地描述所感兴趣的 
范畴。表 29.1 显示出描述马的种类只要三个特征。 

表 29.1 对六种只的一个主成分分析 
名字 母 W 割 成年 

母马 + - + 

种马 - - + 

去势的雄马 - + + 

去势的马驹 - + - 

小雌马 + - - 

小雄马 _ ： _ ： _- 

资料来源:改編自 D ’ And « de (1995)。 

主成分分析所产生的是以特征之间的逻辑关系为基础的模型。这些棋型不 
能说明不同的人在词语意义理解上的差别。例如，如果我们要对 cattle 这个词 
( btin , cow , h e if er ， cali > tee « r , ox > 进行构成分析，我们会发现，在美国，在以英语为 
母语的美国人（甚至是 农民〉 中，对于 cow 和 heifer , steer 和 ox 之间的区别有分 
歧。当亊物之间的关系没有很好地加以定义时，分类法或心智模型可能会派上 
用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主成分分析反映了“人们实际上是如何思考的”。 

分类法 

民俗分类法 （folk taxonomies ) 是要在一系列的词语中抓住层级结构,通常以 
分叉的树形图来表示。图1是我们自己所理解的定性分析方法的分类，图 
29.2 是我们改编自埃利克松 （ Erickson , 1997) 所做的研究，描述的是在临床医生 
和青少年中对避孕方法的理解所做的分类。研究者可以通过使用连续的归堆分 





人们不断地对成堆自由堆放的亊物进行再分类直到每件事物都找到自己的位 
置。也可以根据配对比较、归堆分类和三个—组测试得出的相似度的数据进行 
聚类分析来创建分类模型。分层聚类分析 （hierarchical clu»ter analysis ; Johnson , 
1967) 建立了一个分类树，每件亊物只出现在其中的一个集合中。 

中间信息提供者的差异 （ interinfolmant variation) 在民俗分类法中是常见的’ 
即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词语来指同一类事物。埃利克松 （Erickson, 1997) 的一些 
临床信息提供者 （clinician informanl) 将“非常有效的”一组方法说成是“安全 
的，， 、“ 更可靠的，，和“肯定能行，，。类别标签并不一定是简单的词语，而可能是复 
杂的词组,例如图 29 . 2 中的类别包含了“要注意时机”的避孕方法。有时人们根 

本无法给某些类别加上标签——至少他们无法轻易找出来-这些类别就算是 

冠以称谓也可能是模梱不淸的，并可能会与其他类别重*。重叠聚类分析 
(overlapping cluoter analysis) (Hartigan ,1975 ) 能识别出那些在几个集合中都会出 
现的亊物。 

OSB 

心智图是对事物之间相似性的视觉展现，不论这些事物是否是按层级组织 
的。制作这些图的一个常用友法就是在一组对象中收集关于认知相似性或差异 
性的数据，然后将多维定标 （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或 MDS 运用到相似性（分 
析）中 （Kxuskal & WUh，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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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地图与自然地图完全相似。考虑一下地图上关于所有各对城市间距离的 
图表。差异很大的目标（城市）之间的里程数大,在地图上相距较远;差异较小的目 
标(城市）之间里程数较小，在地图上距离要近 一些; 归堆分类、三个一组测试和配 
对比较测试都是认知距离的测董方法，例如，瑞安 （ Ryan ,1995) 让11个在喀麦隆的 
以 Kom 为母语的受过教育的人对 Kom 语中的疾病名称进行连续分类。图 29. 3给 
出了这些名称的总体心智图的 MDS 图。在圆圈中的五种主要疾病类型是根据得 
出这张 MDS 图表①所使用的间一个矩阵进行分层聚类分析来确定的。 



图 29. 3瞎麦隐人的疾瘸术语的心智 n 

来自框架替换工作的数据可以用对应性分析 （correspondence analyda ) 显示 
出来 （Weller & Roirnny , 1990) ②。对应性分析将行和列调整成同样的空间。例 
如，柯克勒 （ Kirchler ，1992) 分析了分别死于1974、1980和1986年的经理人的562 


① MDS 显示是非常 _HW(en«live)。 他们寻求被解释。实际上，他们必须被解释。为什么有些疾病在围 
29.3 的顶部，而有些在底部？我们认为，在頂部的疾病是更加慢性的类甩，而那些在底部的疾病则是更加急性的。 
我还认为，位于左边的疾病比位于右边的疾病赛轻。我们让关键被獼査者（㈣ infomwmtOff 助我们了解疾病在 
MDS 图中的棑列状况，这样我们耽能检验我们的这些想法（关于心餐图的更多例子，参见 Albert, 1991; 
D'Andmdeetal. . 1972, Efidown, 1997 ) e 有一个正式的方法叫做特性适合分析 (property fitting »«1_ 8 >或 PROFIT, 
是用来检验 MDS 地图中的项0分布的。该方法是以线性回归为基础的 （ KiimW & Wu.h, 1978) 0 

② 作为选择，轮麻矩阵通常是社会科学屮普遑存在的亊物一变童特性矩阵，能被转換为相似矩阵（事物一 
事物矩阵.在其中，单元格包含的是对配对事物之间相似性的测量），然后用 MDS 进行分析 (关 于一步一步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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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讣告。他在讣告中用到的形容词中找出了 31种描述类别，然后用对应性分析 
来展示，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类别是如何与这些男性和女性经理人联系起来 
的。图 29.4 显示，死于1974年和1980年的男性经理人被他们生前的朋友和家 
人看作是积极、聪明、杰出、负责任和经验丰富的专家。尽管死于1986年的经理 
人仍旧受到尊重，他们更多地是被描述成企业家，观念上的领袖和决策者。对女 
性经理人的理解也有变化，但她们也没有变得与男性经理人更傢。在1974年和 
1980年，女性经理人因为是好人而被记住，她们和蔼可亲，受人敬慕。到1986 
年，女性因她们的勇气和奉献而被记住。柯克勒将这些数据解释为 ：性别 模式在 
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生了变化。1986年的时候，男性和女性经理人都被看作 
是为成功而工作，但男性以他们丰窗的知识和专业性而给间事们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而女性经理人则以动机和投人见长。 



图 29. 4根搌讣吿发布的年份和性别对31个描述类别所做的对应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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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组织文本的分析方法 


尽管分类法、 MDS 地图和诸如此类的方法对于分析短语和单词很有用，但大 
多数定性数据都是以自由组织文本的形式出现的。一方面，文本被分割成最基 
本的有意义的 单元:单词； 另一方面，只有在大段的文本中才可以找出意义。 

分析鉤谱 

分析词语的方法有上下文中的关键词、词语计数、结构分析和认知地图。下 
面我们逐一论述。 


上下文中的关键词 


研究者创建出上下文中的关键词清单，在文本中找到该关键词或词组所出 
现的所有位置，并在其出现处前后标上相应的数字（如30)。这就产生了索引 
( concordance ) 0 著名的索引多出现在宗教书箱中，如旧约和新约全书 （ Darton , 
1976 ； Hatch & Redpathk ,1954) 和古兰经 （ Kassis , 1983) ，也出现在文学名著中，从 
欧里庇得斯 （Allen & h a li e ，1954)到荷马（ H 0 m e r )( Pr en d e ^ ga 8 t ,1971),到裴欧沃 
夫 （ Beowulf )( Bessinger , 1980) ，再到 戴兰. 托马斯 （Dylan Thomas ) ( Farringdon & 
Faningdon ,1980)( 关于索引在现代文学中运用的研究，请 参见： Burton , 1981 b , 
1982; McKinnon , 1993) 0 

词语计数 


词语计数适用于揭 示任何 体裁文本中概念的组织模式 （pauems of ideas) ,从 
田野笔记到对开放式问题的回答。大众传媒专业的学生曾经用这种方法来跟踪 
政治人物支持率随着时间变化的涨落 （Danielson & Lasorsa, 1997; Pool, 1952 ) 。 
典斯泰勒和华莱士 （Mo 咖 Her dr Wallace,1964) 就是根据麦迪逊 （James Madison) 
和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 作品中惯常用词的差异断定美国北部联邦同盟 
盟员文件中的12篇出自麦迪逊而非汉密尔顿之手 （ 有关作者身份研究的其他例 
子，请参见： Martindale & McKenzie, 1995 ； Yule 1944/1968) 0 

词语分析（如持续比较、备忘录和其他方法）可以帮助研究者发现文本中的 
主题。瑞安和韦斯纳 （Ryan & WeUner , 1996) 在洛杉矶指导靑少年的父亲和母亲 
们：“ 描述你们的孩子。用你们自己的语言告诉我们。”从对这个包罗万象的问题 
的回答中，瑞安和韦斯纳辨别出所有独一无二的词语并且记录下父母们使用每 
个词的次数。例如,母亲们更多地使用诸如朋友、有创意、时间和 诚实； 父亲们则 
更多地使用诸如学校、好、缺乏、学生、欣赏、独立的和极端的等词。这表明，母亲 
在第一次提及中会表达出对人与人之间问题的关注，而父亲似乎将成就导向的 
和个人的问题放在首位。此类分析既不考虑词语出现的上下文，也不考虑词语 




是被用作肯定还是否定,但这样的提炼可以帮助研究者识别出重要的结构，并能 
为组群间的系统比较提供数据。 


结《分析和《义_络 

网络分析或结构分析致力于研究从事物的关系中显现出来的性质。早在 
1959年，奥斯古徳 （Charles Osgood ) 就创建了词语联合发生矩阵 （woid co¬ 
occurrence matrices ) ，并应 用因子分析和空间图 （dimensional plotting) 来描述词语 
之间的关系。 今天， 语义网络分析是一个正处于成长中的领域 （Barnett & 
Daranreki , 1992 sDanowski, 1982、1993〉。例如 ，诺兰 和瑞安 （Nolan & Ryan , 1999) 
让59个本科生 （30 个女性和29个男性）描述他们“最难忘的恐怖电影”。研究 
者辨别出在描述电影时使用得最普遍的45个形容词、动词和名词。他们产生了 
一个 45( 词语） x 59( 人）的矩阵，矩阵的单元格显示的是每个学生是否在他或她 
的描述中使用了各个关键词。最后，诺兰和瑞安以学生的描述中使用相同的词 
的情况为基础，创建了一个 59( 人） x 59 (人） 的人的相似性矩阵。 

图 29.5 显示了诺兰和瑞安的数据的 MDS 。 尽管有一些重叠，也可以相当清 
楚地看到，在他们的研究中，男性和女性使用不同系列的词语来描述恐怖电影。 
男性更可能使用的词 有：十 几岁的靑少年、烦扰的、暴力、乡下的、照暗（的）、乡 
村、山里人；而女性更可能使用的 词有： 男孩、矮小的、恶棍、年轻的、恐怖、父亲、 
邪恶。诺兰和瑞安将这些结果解释 为：男 性对乡下人和乡村感到害怕，而女性更 
害怕隐私被出卖和梢神上的占有 （spirhual possession ) (关于使用词语一词语矩 
阵的其他例子，请 参见 : Jang & Barnett , 1994 ;Schnegg & Bernard , 1996 ) 0 这个例 
子非常淸楚地表明了将定性数据转化为定虽数据的 价值： 这样做产生的信息能 
引起对原始定性数据意义的更进一步的解释。就像任何大规模的数宇一样，在 
词语中也很难看到模式，除非先进行某些数据缩减工作。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下 
面将有更多论述。 

就像词语分析一样，语义网络分析的一个吸引力 在于: 数据处理是由计算机 
来做的。在这个过程中引起的唯一的研究者偏差是，决定是将至少出现10次， 
或是5次或是其他多少次的词语包括在内 （ 关于能产生词语一文本和词 语一词 
语联合发生矩阵的计算机程序的讨论，请参见： Boi » atti ,1992 ; Docrfel & Barnett , 
1996)。然而，不能保证任何词语联合发生矩阵的输出结果都是有意义的，而它 
则因为能轻易地将模式（因而是意义）曲解为任何项目 （ item ) 而奥名远扬。 


认知地图 

认知地图分析结合了人类编码者的直觉知识和网络分析的定置方法。卡利 
(Cariey 〉 使用这种方法的研究是有启发意义的。卡利认为,如果认知横型或图式 
存在，它们就被表达在人们的讲话文本之中.并能被表现为概念的网络 （ Carie y & 
Palmquist , 1992 ,p. 602 ) ,丹 德莱德 （D • Andrade , 1991 ) 还提出 了一种方法。在认 
知棋型被广泛共享的意义 t ,卡利声称，即使是一块非常小的文本也将包含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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〆II 性 
$女性 


田 29. 5根据在描述班怖电影中使用的词语而碗定的被调 ft 者的多维定标 

资料 来源: Nolan and Ryan (印刷中〉 

模型所必需的信息，特别是严密定义的生活舞台所必需的信息。 

在一个研究中，卡利 （ Carley , 1993) 就科学家的研究工作问了学生一些问题。 
下面是她收集的两个 例子： 


学生 A : 我发现科学家从事研究以发现和产生新思想。科学家所做的 
这婆研究是一項艰苦的工作，常常需要和其他科学家进行合作，而由此产生 
的发现将使科学家出名。这样的合作可能是非正式的，也可能是正式的，前 
者如当他们在餐桌上交流思想时，后者如当他们是一篇论文的合著者时。 

学生 B : 对正在进行合作的著名科学家进行研究是一項困难的工作，我 
已经有了许多非正式的发现。我的研究 表明： 和其他科学家进行合作的科 
学家是至少一篇包含其新思想的论文的合著者。有些科学家得出了正式的 
发现并具有新思想 （ P . 89)。 

卡利通过分析11个概念来比较学生们的 文本： 我、科学家、研究、艰苦•的工 
作、合作、发现、新思想、正式、非正式、合著者、论文。她根据概念的强度、征兆 
Uige ) (肯定的或否定的）、方向（一个概念是否在逻辑上先于其他概念），而不仅 
仅根据它们的存在来给概念编码。她发现，尽管学生们在他们的文本中使用相 
同的概念，伹这些概念明显地具有不同的意义。为了显示理解上的差异性，卡利 
主张使用地图，它们能显示概念之间的关系。图 29. 6就是卡利关于两篇文本的 
地图。 





共享的概念 . 

共享的陈述 . 

在 IR 定关系中共率 的概念 
仅仅是学生 A 



BB29.6 两个学生文本的编铒地團 

资料 来源: Kathleen C«tey(19W) 

卡利的方法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将词语自动计数和人类直觉与解释的敏感 
性结合了起来。然而，正像卡利承认的那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进行编 
码。不同的编码者将因为做不同的编码选择而产生不同的地图。最后，本土语 
言能力是分析的基本方法的必要条件之一 （ Carley ，1997 ; Carl ey & Kaufcr ,1993； 
Carley & Palmquist , 1992； Palmquist ， Carley , & Dale ， 1997) *, 

上下文中的关键词、词语计数、结构分析和认知地图都是将文本缩减到特定 
词语的基本意义。这种缩减能让研究者轻松地识别一般模式，并对不同文本进 
行比较。然而，除了上下文中的关键词之外,这些技术都是将词语从其出现的上 
下文中移开。微妙、细微的差别很可能因此而丢失掉 一 而这将促使我们对整 
个文本进行 分析。 

分析丈本块 ：鵠碭 

缠码是全文本分析的核心和灵魂。编码迫使研究者判断文本的邻近文本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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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和编码相关的基本工作是抽样、识别主题、撰写编码手册、给文本做标 
记、建构模型（代码之间的关系）、用实证数据检验这些模型。我们将在下面详述 
每项工作。然后，我们要描述一些主要的编码 传统: 扎根理论、图式分析、经典内 
容分析、内容词典、分析性归纳、民族志决策树。我们想强调的是，人文主义和实 
证主义的传统在文本分析方面都没有垄断地位。 

抽 样 

研究者首先必须确定一辑文本，然后在文本内选择分析单位。挑选可以是 
随机的，也可以是有目的的，但选择不是坚持某一个或其他认识论传统的问题。 
韦茨金和布里特 （Wahzkin & BriU ,1993) 从336个医生和病人的见面录音中随机 
选择了 50个文本，对病人和医生之间的见面做了一个彻底的解释性分析。特罗 
斯特 1986) 运用经典内容分析来检验5个不同的二分变童如何影响青少 
年和其家庭的关系。5个变量共有32个可能组合，他有目的地从每个组合中选 
取5个个案，做了 160(32 x 5) 个访谈。 

样本也能以极端的或异常的案例、能表明变量的最大变化的案例、在某种程 
度上是一种典型的现象案例、能证实或驳斥一种假设的案例为基础（关于非随机 
抽样策略的评述， 参见： Patton ,1990, PP . 169-1 86 ^ Sandelowski , 1995 b >。一个案例 
可能就足以显示某些非常重要的亊情，但典斯 （ Morse , 1994) 建议，在一个试图理 
解经验的本质的研究中，要使用至少6个参与者^莫斯还建议，在民族志和扎根 
理论研究中使用30 ~ 35个访谈。发现主题和建构理论所要求的个案要少于进 
行不同群体比较及验证假设或模型所要求的个案。 

一旦研究者巳经确定了一个文本样本，下一步就是识别基本分析单位。分 
析单位可以是整个文本（书、访谈、一个调査中对一个开放性问题的回答）、语法 
片断（词语、词语意义、句子、主題、段落）、格式化的单位（行、列、页），或仅仅是 
能反映单个主题的文本块——克里普恩多夫 （ Krippendoif , 1980， p . 62 ) 所谓的同 
干单位。一般的，在旨在进行不同文本间比较的地方（如在经典内容分 析中〉 ，分 
析单位必须是不重叠的（关于分析单位的其他类型的讨论，参见： Krippendorf , 
1980, pp . 57-64； Tesch , 1990) 0 

寻找主題 

主题是研究者在收集数据之前、之中和之后所识别的抽象的（并且常常是模 
糊的）结构。文献评述是主题的丰寊来源，就像研究者自己关于主题问题的经验 
一样。然而，研究者时常从文本本身归纳出主題。 

有不止一种归纳主题的方法。扎根理论者建议在寻找方法、行动、假设和结 
果时，仔细地逐行阅读文本。图式分析者建议寻找隐喻、词语的重复使用、内容 
的转换 （Agar & Hobbs , 1985)。内容分析者已经使用上下文中的关键词来识别不 
同的意义。斯普拉德利 （ S P radley ,1979, pp . 199-291) 建议寻找社会冲突和文化矛 
盾的证据、社会控制的非正式方法、人们为维系非个人的社会关系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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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获得和维持成功的和自致的地位所使用的方法、关于人们如何解决问题的 
信息。这些领域都可能在文化中产生主要主题。巴尔金、瑞安和葛尔伯格 
( Barkin , Ryan & Gelberg , 1999 ) 用多个独立的编码者将被调査者的声明分门别 
类、形成词干堆。然后，他们在按堆分类的数据上使用多维定标和聚类分析，来 
在不同的编码者之间识别共享的副主题（关于其他的例子，参见 Pattereon , 
Bettini , & Nussbaum f 1993) 0 

威廉姆斯 （Willnw et al . , 1990) 及迈尔斯和休伯曼 （Miles & Huberman ,1994) 
建议，研究者开始要通过阅读文献来获得一些一般主题，然后在进行下去时增加 
更多的主题和副主题。舍利 （ Shelley ,1992) 在她的关于社会网络如何影响晚期 
肾病病人的研究中遵循了这个建议。她运用“文化资料的提纲” （ Murdock , 1971) 
作为其主题编码的基础，然后通过进一步阅读文本来增加另外的主题。布尔默 
( Buhner , 1979) 列出10个不同的主题来源，包括文献述评、专业定义、本土的常 
识架构 （local commonsense conslrucls ) 、研究者的价值观和先前的经验。他同样 
注意到，研究者的一般理论倾向性、现有文献的丰富性，以及正在被研究的现象 
的特征会对研究者可能发现的主题产生影响。 

无论研究者实际上怎样做归纳编码< inductive coding ) ,当她/他已经识别了 
主题并将它们提炼到可以应用于整个文本时，就巳经做了很多解释性分析。迈 
尔斯和休伯曼 （Miles & H U berman ,1994) 梢辟地概括为“编码躭是分析” （ p .56)。 

撰写 i 玛手1 

编码手册仅仅是组织好的代码列表（常常是层级式的）。戴伊 （ Dey ,1993, 
PP . 95-151)、克拉布特里和米勒 （Crabtree & Miller ， 1992 ), 以及迈尔斯和休伯曼 
(Milea & Huberman , 1994, PP . 55-72) 等人详细阐述了一个研究者应该怎样做一 
个编码手册。麦奎因、麦克莱伦、凯以和米尔斯坦 （ MacQueen . McLeUan.Kay & 
MiUlein ,1998) 认为，一个好的编码手册应该包括对每个编码的详细描述、包含和 
排除的标准、每个主题在真实文本中的棋本。如果一个主题特别抽象，我们建议 
研究者也要提供关于主题边界的例子，甚至提供那些和主题密切相关但不包含 
在主题内的案例。编码应该是数据的缩减，而不是增加 （ Miles , 1979, pp . 593- 
594)。代码本身是被用来识别或标记文本中特定主题的记忆策略。它们可以是 
词语或数宇——研究者所发现的最易于记忆和应用的任何东西。 

作为一个团队进行工作的定性研究者箱要就将什么包含进编码手册的问题 
达成一致。莫斯 （ Morse , 1994) 建议在开始时开一个团体会议。麦奎因 
(MacQueen et al . ,1998) 建议某一个团队成员应该被指派为“编码手册的负责 
人” —— 我们非常同意这一点。 

好的编码手册是在研究进行中被逐步展开和精炼的。库拉萨基 （ Kumsaki , 
1997) 访谈了 20名 sansei —第三代美箱日裔一并用一种扎根理论方法来进 
行她的种族身份研究。她开始时使用7个主题。当分析进行时，她将主题分成 
副主题。最后，她将两个主题合并，而变成6个主要主题和总计18个副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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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s * Richards , 于1991年讨论了数据中出现的、和层级编码结构相关的理 
论原则。 Araujo 于1995年以他自己对英国传统制造工业的研究为例子，来推述 
构思和提炼层级代码的过程）。 

代码种类的逐步展开和精炼长期以来都是经典内容分析的中心任务（参见： 
Berelson f 1952, pp . 147-168 ； Holsi , 1969, pp .95-126) ，并且在槪念词典的建构中特 
别重要 （ Decae , 1969; Stone ， Dunphy ， Smith ，& Ogilvie ， 1966， pp . 134-168) 。克里普 
恩多夫 （ Krippendorf , 1980, pp . 71^84 ), 以及卡利、摩根和奥克斯托比 （ Carlcy , 
Moi^anA Oxtoby , 1996) 注意到，编码手册的精炼大 置来自 于培训编码员对文本 
进行标注的过程，以及检査编码员之间协调的过程。当编码手册棋糊或易于混 
淆时，多个编码员之间就会出现不一致。第一轮运作也让研究者鉴别出好的例 
子，以收进编码手册。 

#注文本 


编码包括将代码分配给文本的连续单元。在定性研究中，编码服务于两个 
截然不同的目的。首先，代码充当标记符用于在全部资料中标注文本，以便于以 
后检索。标记符不和任何固定的文本单元发生联系•，它们能标注出简单的短语， 
或在多页之间延伸。第二，代码充当值被分配给固定的单元 （ BernaKJ ,1991, 
1994； Seidel & Kellc , I 995) 0 在这里，代码是被应用到固定的、不重叠的分析单元 
中的名义的、定序的或定比的值。不重叠的单元可以是文本（如段落、页、文件）、 
情节、案例或人物。作为标记符的代码是和扎根理论及图式分析相联系的（下面 
有评述），作为值的代码是和经典内容分析和内容词典相联系的。这两种类型的 

代码不是互相排斥的，但如果对这两个概念使用一个注释-代码一则可能 

令人误解。 


分析文本決 ：走构 权条棋« 

一旦研究者识别了一系列东西（主題、槪念、信仰、行为），下一步就是明确在 
—个理论棋型中这些东西是怎样相互联系的 （Miles & H U bcrm an ,1994, PP . 134- 
137)。模型是一系列抽象的建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 B U lm e r ,1979)。 扎根理 
论、图式分析、民族志决策棋型和分析性归纳都包括棋型建构阶段。 

一旦一个棋型开始形成，研究者就要寻找负面案例一那些不符合模型的 
案例。负面案例或者驳斥模型的某些部分，或者晻示需要建立新的连接。无论 
哪种情况，负面案例都需要加以调和。负面案例的分 析有： Becker , Geer，Hughes 
8 i Strauss ( 1961 , pp .37-45) ；Strauss & Corbin ( 1990, pp . 108-109) ;Lincoln & Guba 
(1985 t pp .309-313) ; Dey ( 1993, pp . 226-233) ；Miles & Hubeiroan ( 1994, p . 271 )； 
Bcck e rU 998) 等。并且这些案例被图式分析者 （ Quinn ,1997)、 民族志决策棋型 
的使用者 （Gladwin ,1989) 和使用分析性归纳的学者 （ Bioor , 1976； Gress ^ y , 1953/ 
1971 ; Li n desmith ,1947/1968) 所使用。 

在民族志决策棋型和经典内容分析中，模型是建立在一组数据和彼此检验 


的基础上的。在他们最初的表述里，格拉泽和斯特劳斯 （Glaser & Strauss ,1967) 
强调，建构扎根理论模型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步骤，需要对模型进行验证。今天 
的扎根理论学者和图式分析学者更可能通过寻求专家支持，而不是通过分析一 
堆二手数据来验证模型。例如，卡尼、墨菲和罗森鲍姆 （ Kearney,Murphy & 
Rosenbaum ,1994) 通过将“优秀母亲的经验”棋型提交给熟悉这个研究的、知识渊 
博的回答者来检验其棋型的有效性。 

无论可靠性和有效性检验的性质如何，模型是对现实的简化。它们能被做 
的或多或少复杂一点、能捕捉到给定的一组数据中全部或仅仅是一部分变化。 
这由研究者和她/他的伙伴们决定一个特定的棋型应该被怎样描述。 

下面，我们评述了一些最普遍的研究者用来分析文本块的棋型。它们包括 
扎根理论、图式分析、经典内容分析、内容词典、分析性归纳和民族志决策树 
分析。 


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学者试图以一种尽可能严格和详细的方式来了解人们的经验。他 
们试图识别在文本中出现的范畴和概念，并将这些概念连结进独立存在的、正式 
的理论。方法的最初表达 （Glaser & Strain,1967) 仍然是有用的，但后来的作品 
更易于阅读，也更具有实用性 （ Charmaz, 1990; Lincoln & Cuba, 1985 ； Lonkila, 
1995 ; Str a u M , 1987 )。 斯特劳斯和考宾 （Straiws & Corbin, 1990 〉 、 Dey( 1993 ) 和贝 
克 （ Beck er ,1998) 提供了特别有用的指导 （关 于最近的扎根理论研究的一些例 
子，参见： Hunt & Ropo , 1995； Irurita , 1996； Keamey ct al. , 1994；Kearney,Murphy, 
Irwin, & Rosenbaum, 1995 ； Sohier, 1993 ； Strauss & Corbin, 1997; Wilaon & 
Hutchinson, 1996 ； Wright, 1997) 。 

扎根理论是一个反复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分析家越来越“扎根”于数据 
中，并发展出日益丰富的槪念以及关于正在被研究的现象实际如何运作的模型。 
为了做这些工作,扎根理论学者收集访谈的逐字抄本、通读文本的小样本（通常 
是逐行逐行的）。喿德罗斯基 （ Sandel 0 w8ki,1995 a ) 观察到，文本的分析开始于校 
对材料和仅仅划出关键短语，“因为它们具有尚未成型的意义” （P. 373 ) 。 在一 
个被称为“开放编码”的步骤中，研究者通过将文本中的真实例子拖在一起来识 
别潜在主题 （ Agar, 1996; Bernard, 1994; Bogdan & Biklen , 1992; Lincoln & Guba, 
1985 ； Lofland & Lofland, 1995 ； Strauss & Corbin, 1990; Taylor & Bogdan, 1984 ) 。 识 
别被调査者自己所使用的范畴和术语的过程被称为“在活的有机体内进行编码” 
(Strauss & Corbin,1990) o 当扎根理论学者发展他们的概念和 范醻时 ，他们常常 
断定他们需要从被调査者那里获得更多的数据。 

当编码类型出现时，研究者将它们连结在一个理论模型中。一个方法是比 
较和对比主埋与概念^什么时候、为什么、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主题会出现在文本 
中？格拉泽和斯特劳斯 （Glazer & Strauss , 1967 , pp . 101 -116) 将之称为“持续的比 
较方法”，它类似于斯普拉德利 （ Spradley , 1979, pp . 160-172) 建议研究者询问被 




调査者的对比问题（关于比较方法的其他好的描述，参见： Glaser , 1978, pp .56- 
72; Strauss & Corbin , 1990, pp . 84-95 ), 

建构理论棋型的另一个有用的工具是由斯特劳斯和考宾 （Straubs & Corbin, 
1990, pp. 158-175) 所描述的条件矩阵 （conditional matrix). 条件矩阵是一组同心 
圆，每个层次都对应一个不同的影响单元。在中心的是行动和互动，外层的环代 
表国际和国内关系，内层的环代表个人和小团体对行动的影响。矩阵被设计用 
来使研究者对条件、行动/互动 、一 个现象的结果更敏感，帮助研究者将这些条件 
和结果系统地安排进理论中。 

写备忘录是记录主题之间关系的主要方法之一。斯特劳斯和考宾 （Strauss 
& CoHjin ,1990, pp . 18,73-74,109-129,197-219) 讨论了三种备忘 录：编 码笔记、理 
论笔记和搡作笔记。编码笔记描述了在“发现扎根理论的过程中”正在被发现的 
概念。在理论笔记中，研究者试图概括她/他的关于在文本中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的思想。操作笔记则是关于实际问题的。 

—旦一个模型开始形成,研究者就使用负面案例分析来识别问题，并做适当 
的修正。扎根理论的最后结果常常通过文本片段的表达来显示——从被调査者 
那里逐宇引用——作为概念和理论的范例。这些例证可能是中心趋势的典型例 
子 ，或者他们可能代表规范 （ norm) 之外的例外。扎根理论研究者还通过在地图 
上展示主要类别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来显示其理论结果 （Kearney et al. ,1995, 
Miles & Hubennan, 1994, pp. 134-137 )。 这些“概念地图”类似于列恩哈特 
(Leinhaitlt, 1987 ,1989) 、斯特劳斯 （ Strauss , 1992) 和丹徳莱德 （D ’ Andrade .1991) 
(下面将看到）等人描述的个人语义网络 （personal semantic networks) „ 


田式分析 

图式分析将语言学元索和社会学传统结合了起来。它基于这样的思 想：人 
们必须运用认知简化 （cognitive simplifications ) 来帮助搞淸楚他们所经常面对的 
复杂信息 （ C _ n ,1983, p .430>。 尚克和阿贝尔森 （Schank & Abelson , 1977 ) 假 
定，先验图式 （ schemata ) ——或像人们所称呼的手稿——让熟悉文化背录的人们 
去填充一个故亊或事件的细节。沃达克 （ Wodak ,1992, p .525 ) 说，是我们的先验 
图式引导我们将蒙娜丽莎的微笑解释为她困惑或绝望的证据《 

从方法角度看，图式分析类似于扎根理论。它们都幵始于对文本的逐字仔 
细阅读，寻求发现主题，并将主题连结进理论棋型。在一系列文章中，奎因 
( Quinn , 1982,1987,1992,1996, 1997) 已经分析了上百个小时的访谈以发现作为 
美国人婚姻基础的概念,并揭示这些槪念是怎样被结合在一起的。奎因 （ Quinn , 
1997 ) 的方法就是“在他们告诉我们的关于共车知识 （* h«ed cognition ) 的日常谈 
话中发现线索一收集人们为了说明他们所做的事情而必须记住的东西” 
( P . 140) 。开始，她考察谈话的模式和关键词语和短语的重复使用，特别注意被调 
査者所使用的关于婚姻推理的隐喻以及共同特征 （ commonalities ) 。奎因发现，她 
的整个文本中的上百个隐喻正好适合八个连结在一起的种类，她称之为永久性、 




共享性、兼容性、互惠性、困难、努力、成功（或失败）和失败的风险。 

隐喻和谚语不是唯一的被用来从文本中推断意义的语言学特性。丹德莱德 
( D ’ Andrade ，1991) 注意到，“在自然的谈话中，语义组织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指 
征可能就是联想的连接（明 sociative linkages〉 的重复使用” （p. 294) 。 他观察到， 
*' 实际上，任何一个听过长篇谈话的人一不管是一个朋友、配偶、同事、被调査 
者还是病人说的 —— 都知道，人们是如何频繁地在围绕着同一个思想网络兜圏 
子” （p. 287)。 

在一个对美国罗得岛州的蓝领工人的研究中，斯特劳斯 （ Strauss , 1992) 将这 
些思想称为“个人的语义网络”。她从她的一个被调査者开始来描述这样的网 
络。在重读她对一个工人的深度访谈时，斯特劳斯发现，她的被调査者重复地提 
到与贪婪、钱、商人、同胞以及“存在差异”等概念相联系的思想。她在一张纸上 
写下这些槪念，并且用线和解释将它们连接起来，用以显示这些思想之间的 
关系。 

普莱斯 （ Price ,1987) 观察到，当人们讲故事时,他们认为他们的听众和他们 
共享许多关于这个世界如何运作的假设，因此，他们省去那些“每个人都知道”的 
信息。因此，她寻找什么是没有说出的信息，用以识别潜在的文 化悝设 （ P . 314)。 

关于在文本中寻找先验图式的更多的例子，参见*兰徳 （ Holland ,1985) 关于 
被美国人用于解决人与人之间问題的推理的研究、肯普顿 （ Kempton , 1987〉关于 
普通美国人对住宅热度控制的理论的研究、斯特劳斯 （ Slrmi «8,1997) 关于化学工 
厂的工人及其邻居对自由企业体系的看法的研究、阿加和 霍布斯 （Agar & Hobbs , 
1985) 关于一个被调査者如何变成夜贼的分析。下面我们将转到社会科学中用 
于分析文本的另外两个 方法: 经典内容分析和内容词典。 

展示撕念和模型 


视觉展示是定性分析的一个重要部分。挑选®要引文作为范例、创建矩阵 
或表格、用流程图或地图的形式来展示理论都是在视觉上和别人交流思想的有 
效方法。通常用方框和箭头来展示模型，方框里面是主®而箭头代表它们之间 
的关系。线条可以是单向的或双向的。例如，分类法是用线条表明项目之间的 
上下级关系的模型。关系能够包括因果关系、联合、选择和时间等。 

一个被广泛使用的用于描述主题的方法是从回答者那里直接引用陈述-— 
这些引用能引导读者迅速了解研究者花了几个月或几年所领会到的 东西。 研究 
者选择文本片段——从回答者那里逐宇引用—作为概念.理论和负面案例的 
例子。 瑞安 （ Ryan ,1999) 已经使用多个编码者来识别典型的引用 （typical 
quotes ) c 他让10个编码者在同一个文本集中标出三个主题。瑞安辩称,所有编 
码者都标出的文本代表了抽象结构的中心趋势或典型例子，而只有少部分编码 
者标出的文本则代表了不太典铟的例子，更可能是结构“边缘”的典型。 

表格能够被用来组织和显示原始文本,或能被用来从多个维度（行、列）概括 
定性数据。单元格能用逐宇引用 （ verbatim quotes ) ( Bernard * Ashton - Voyouca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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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Leinhanit & Smith , 198 S f p . 254； Miles & Huberman , 1994, p . 130) 、概括陈述 
( Yoder , 1995) 或符号 （Fjellman & Gladwin , 1985 ； Van Maanen , Miller , & Johnson t 
1982) 来填充（关于一系列表达格式， 参见： Bernard , 1994; Miles & Huberman , 
1994 ；Wemer & Schoepfle ,1987) 0 

经典内容分析 

扎根理论牵涉数据归纳假设的发现，而经典内容分析则包含将文本缩减为 
一个单元矩阵 （unit-by-mxit matrix) 的方法，以及定童地分析该矩阵以验证假设的 
方法。研究者通过将一组代码应用到一组定性数据上（包括书面文本和视频、音 
频媒体）而创建一个矩阵。不同于扎根理论或图式分析，内容分析方法认为，兴 
趣的代码 （the codes of interest) 已经被发现并推述了。 

—旦研究者巳经选择了文本的一个样本，经典内容分析的下一步就是在编 
码手册中对每个主题或变*的每个单元进行编码。这产生了可以用多种统计方 
法进行分析的单元一变童矩阵。例如，考恩和奥布赖恩 （Cowan & O ’ Brien ， 
1990) 验证男性和女性谁更可能成为暴力影片中的幸存者。传统的关于这些影 
片的常识暗示，受害者大多数是妇女，而施暴者则大多数是男人。考恩和奥布赖 
恩选择了 56个暴力影片并确定了474个受害者。他们将每个受*者按性别和幸 
存进行编码。他们发现,施暴者大多数是男人，但男性和女性有同样的可能成为 
受害者。幸存的妇女较少可能被显示从事性行为，也较少可能比她们的没有幸 
存的搭档在肉体上更有吸引力。男性受害者则是愤世嫉俗的、自我本位的和独 
裁的。考思和奥布赖恩总结道，在暴力影片中，在性方面纯沽的妇女幸存了下 
来，而“冲动的男性"则走向死亡 （ P . 195) 0 

文本的编码通常被分配给多个编码者，这样研究者躭能看到正在被研究的 
结构是否是共享的，多个编码者能否可靠的使用同一个代码。典型地,研究者首 
先计算编码者对每个变量或主题编码一致的百分比。然后他们用一个修正公式 
(correction formula) 来考虑这个亊实，认为小部分一致常常可能是出于偶然。一 
致的那一小部分的数童取决于编码员的数*和每个代码测童的稍确性。如果两 
个人对存在的或不存在的同一个主题编码，其余情况相同,他们可能会有25%的 
机会在任何答案上都一致。如果一个主题，如财窗，是按顺序测量（低、中、髙） 
的,则几率一致性 （chance agreemenl) 的可能性也会相应改变。科恩 （Cohen, 
I960〉的 Kappa, 或者 /C, 是一种流行的将这些几率都考虑进去的测量方法。当X 
为零时 ，一 致性可能就是预期的几率。当 iC 为负数时，观察到的一致性的水平低 
于預期的几率。编码者之间有多大的一致性就足够了呢？标准仍然是特别的， 
但克里普恩多夫 （Krippendorf,1980，pp. 147-1牯）主张至少应该有 0. 7的一致性， 
并且注意到有些学者（如， Brouwer,Clark，Gerbncr， & Krippendorf， 1969 ) 使用 0. 8 
作为分界点。弗雷斯 （Fl e i 8 »,1971> 和莱特 （Light,1971) 扩展了 Kappa 来搡纵多 
个编码员。关于编码员之间一致性的其他测莆方法， 参见： Krippendorf , 1980, 


可靠性“所关心的是，一个实验、试验，或任何测貴程序在重复试验时产生相 
同结果的程度 "（Carmines & Zeller, 1979 ,p. 11 ) 。编码者之间一致性水平较高说 
明一个主题有一些外部效度，而不仅仅是研究者凭空想像出来的虚构的寧物 
(Mitchell, 1979 )。 毫不奇怪的是，研究者已经提出许多方法来评估效度（关于关 
键问题的评述，参 见: Campbell,1957 ; CampbeU & Stanley, 1963 jCook & Campbell , 
1979 ； Denzin, 1997 ； Fielding & Fielding, 1986 ； Guba , 1981 ; Guba & Lincoln, 1982; 
Hammereley, 1992；Kirk & Miller , 1986 : Lincoln & Guba ，1983)。 伯纳徳 （ Bernard ， 
1994) 认为，最终，一个概念的效度取决于测童这个概念的方法的有用性以及科 
学共同体的集体判 断:认 为一个概念和它的测量是有效的。 他说： “最后，我们被 
迫研究我们判断的结果，那是它应该成为的样子。有效的测量得到有效的数据， 
但有效性本身取决于研究者的集体评判。” (P-43) 概括涉及结果对其他人员或样 
本的适用程度。它取决于原始数据在多大程度上是更大规模的人口的代表。 

关于内容分析的著作的评述 ，参 见： Pool , 1959; Gerbncr, Holsti, Knppendorf, 
Paisley & Stone, 1969 ； Holsti, 1969 : Krippendorf, 1980; Weber, 1990 ； Roberts, 1997<, 
经典内容分析的例子可以在媒体研究（抝 1« ： 1>111«11，1987 ^ 0 11^& Alb«nese,1996, 
Spiggle,I986) 、政治修辞 （ Kaid ， Tede8co,& McKinnon, 1996 ) 、民 间传说 （Johnson & 
Pnce-WiUiams, 1997) 、商业关系 （ Speare, Mowen,& Chakraborty, 1996) , 卫生保健 
法 （ Potto.Runyan,Zerger,& Marchetti , 1996;Sleath , Svaretad , & Roter, 1997) 、 法律 
(Imrich,Mullin,& Lin*,1995> 中找到。经典内容分析也是人类学家验证 蹐文化 
假设 （ Bradley , Moore, Burton, & White, 1990; Ember & Ember, 1992; White & 
B_n,1988) 的基本方法。 早期对这个方 法基本 的批评内容，参见： Kracauer, 
1953; George, 1959 „ 

内容词典 

以计算机为基础、多种用途的内容分析词典能让研究者自动搡作文本的编 
码。为了创建这样的词典，研究者根据一系列规则，用手工将词语分配到一个或 
多个类别中（在用计 3* 机处理过的内容分析词典中，典型的有 50 ~60个类别）。 
这些规则是一个计算机程序的一部分，该程序能解析新的文本，将词语分配到类 
别中。 

关于内容词典方面的成果是综合査询系统 （general inquirer ) ，它开始于 I 960 
年代，并沿用至今 （Kelly & Stone , 1975 iStone et al . ,1966 iZuell , Weber ,& Mohler , 
1989) „ 综合査询系统是一种能使用一部词典（《哈佛心理社会词 典》， Harvard 
Psychosocud Dictionary ) 来解析文本，并将其分配到编码好的类别中的计算机程 
序。随着时间流逝，该词典已经被升级了。最新的版本（哈佛 W ) 包含了超过 
10000个词语，并能辨析词语的多重意义 （ Rosenberg , Schnurr , & Oxman ,1990, 
p .303)。 由于这些词典没有包含英语语言的所有词汇，研究者可以将未被认可 
的词语分配到他们认为合适的类别，这是一个苹一步修改“编码手册”的过程。 

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词典究竟效果如何？用66个自杀短信 （ 遗言）来对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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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询系统的早期版本进行测试 一 33个由实际上已经自杀的人所写，另外33个 
是由人模仿自杀短信所写。该程序对文本进行解析,并挑出了当时91%的实际 
的自杀短信 （Ogilvie,Stone, ASchneidman, 1966)。内容词典并不需要太大。科比 
(Colby,1966) 创建了一个简单的词典来辨别纳瓦霍人和祖尼人对词干理解测试 
的回答。关于内容分析的专用词典的其他例子， 参见： Fan & Shafifer, 1990； 
Furbee,1996； Holsti, 1966； Jehn & Werner, 1993； Laffal, 1990, 1995 ； McTavish & 
Pirro, 1990;Schnurr,Rosenberg f Oxman & Tucker, 1986。 

内容词典窗有魅力，因为它们是完全可靠的，并且是自动操作的，但是，就如 
沙波罗 （Shapiro,1997) 所辩称的那样，这一点可能会被效度的下降所抵消。由于 
时间关系，只有人类能够解析上下文中反映出来的意义的某些稍妙之处 （Vincy, 
1983), 但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词典始终在不断改进。例如，现在可以利用 
Gottechalk-Gleser 心理量表测量各种形式的焦虑和敌意，由计算机给文本打分，可 
靠性髙于 0.8(Gott8chalk & Bechtel， 1993)。 


分析性 和布尔检验 （boolean lests ) 


分析性归纳是通过对案例的仔细研究来对现象进行因果解释的一种正式 
的、非定量的研究方法。它是由兹纳涅茨基 （Ziianiecke, 1934, PP . 249-331) 作为 
统计分析的一种选择方法提出的，并由林德史密斯 （Lindesmith, 1947/1968 ) 和克 
雷西 （Cresscy , 1953/1971 ) 进行了修改，由邓津（ Denzin ，1978 )、布卢默 （Bulmer, 
1979 ) 、曼宁 （Manning, 1982>、贝克 （Becker, 1998) 及其他人进行了讨论（关于这 
种方法的评论，参 见: Robinson, 1951)。这种方法是一种正式的负面案例分析。 

这种方法可以通过一系列步骤来描述 ：首先 ，定义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并 
提出一个解释。其次,检査一个案例来看看这个解释是否符合。如果符合，检査 
另一个案例。在一个新的案例宣告一个解释为假之前，它就是被承认的。当发 
现一个菜例不符合时，那么根据分析性归纳的规则，可供选择的就是改变解释 
(这样你就能包括新的案例）或者重新定义现象（这样你就能排除损害（解释 >的 
案例）。在理想状态下，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直到获得针对一个现象的所有巳 
知案例的一个普遍解释。通过宣告案例都是独特的来解释案例是一个诱人但不 
合理的选择。分析性归纳的经典例子包括林徳史密斯 （Lindesmith, 1947/1968〉 
对吸毒成瘾者的研究、克笛西 （Cressey, 1953/1971 ) 对挪用公款者的研究，以及麦 
克里利 （McCleary,1978) 所研究的，当假释官员所监管的人违反假释条款时，他 
们如何决策。关于这个方法的特别淸楚的例子，请参见布卢尔 （Bloor, 1976, 
1978 ) 关于医生如何决定是否摘除儿童扁桃体的分析。 

拉津 （Ragin, 1987, 1994) 通过使用布尔方法而将分析性归纳的逻辑正式化， 
罗米 （Romme, 1995〉将这个方法运用到原文数据中。布尔代数仅包括两个状态 
(真和假、存在的和不存在的），但即便使用如此简单的输人，事情也会变得非常 
复杂、非常快。仅用三个二分的原因条件 （A 和非 A、B 和非 B、C 和非 C) 和一个 
结果变童 （D 和非 D), 就有16种可能的 个案： A、B、C、D,A、 非 B、C、D,A、B、# 




C、D, 等等。布尔分析包括建立一个公认的事实表格，或一个实际结果对可能结 
果的矩阵（更多的关于事实表格，以及它们如何与负面案例分析相联系的情况， 
参见: Becker, 1998, pp. 146-214) 0 

施韦策 （Schwei zer ,1991,1996〉 将这种方法运用在他的关于中国陈村居民的 
冲突和社会地位的分析中（关于施韦策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的讨论， 参见： 
Bemaid & Ryan, 1998 )„ 这个政治戏剧中参与者的所有数据都摘录自关于陈村 
的历史叙述。像经典内容分析和认知地图一样，分析性归纳要求人工编码者能 
阅读文本、给文本编码，然后产生一个事件_变童的矩阵。然而，分析的目的不 
是显示所有代码之间的关系，而是要发现槪念之间逻辑关系的最小的组，而这能 
说明单个的因变童。有三个以上的变童时，分析就变得更加困难。计算机程序 
如 QCA( Drass , 1980 ) 和 ANTHROPAC( Borgatti ，丨 992) 能检验所有可能的多变量 
假设,并找到最佳解决方案（在 Weiuman & Miles, 1995中对 QCA 有评述）。 

民族志决策模型 


民族志决策模型 （EDM8) 是能在特定环境下預测行为选择的定性、因果分 
析。一个 EDM 8 经常被称为一个决策树或流程图，它包含了一系列嵌套的“如 
果_就”陈述，它们将标准 （ 和标准的结合）连接到感兴趣的行为上（图 29. 7〉。 
EDMs 已经被用来解释渔夫如何决定到哪里捕鱼 （Gatewood,1983) 、人们给他们 
的产品定什么价格 （Gladwin, 1971 ; Quimi,1978), 以及人们为一个疾病选择什么 
治疗方法 （Mathews & HiU, 1990； Ryan & Martinez ,1996； Young, 1980)„ 

EDMs 结合了很多运用在扎根理论和经典内容分析中的方法。格莱徳温 
(Gladwin,1989) 展示了建立一个民族志决策树模型的基本步骤（关于这些步骤 
的其他淸晰的描述，参见 HiU, 1998； Ryan & Marline*, 1996 ) 。 

EDM* 要求探索性地收集数据、建构初步棋型和检验模型。首先，研究者识 
别他们想要研究的决策，以及可得的其他选择。典型地， EDM» 是基于简单的是/ 
否类型的行为而做出的。然而，它们能被用于预测多种行为 （Mathews St Hill, 
1990;Young,1980) ，也能预测多种行为的次序 （Ryan & Martinez, 1996) Q 

其次，研究者进行开放式访谈，来发现人们在多种备选亊物中进行选择的标 
准。研究者首先让人们回忆最近发生的真实的——不是假设的——行为，并回 
忆他们为什么做或者不做这个行为。这是我们最近所做的一个研究中的 例子： 
“回想一下最近一次你手里拿着的一听饮料——苏打、果汁、水、啤酒，或任何东 
西。你让这个鳒子进人再循环了吗？为什么（为什么没有）？”这种问驩产生了一 
系列决策标准。为了了解这些标准是怎样被连接的, EDMs 的研究者们让人们将 
最近的决策和过去的类似决策进行比较。有些研究者已经用小插图来得出各种 
标准之间的关系（如， Weller,Ruebu»h,& Klein ,1997, Young,1980) „ 

手里有了一系列决策标准,研究者们的下一步就是可能从一个新的人群中， 
系统收集关于每个标准怎样被用于或没有用于某个行为的最近例子的数据。 
“再循环的垃圾箱便利吗？ ”和“你通常在家里将罐子重复利用吗? ”是我们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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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来源： Ryan 4 1996 ) 0 

再循环行为研究的30个问题中的两个。这个阶段得到的数据经过仔细审査，被 
用来建立一个关于行为的决策程序的初步棋型。仔细检査不符合这个模型的案 
例,并对棋型进行修正。研究者调整，或调节模型，直到他们获得一个令人满意 
的事后预测的 （posldictive) 精确度水平一 EDMs 研究者认为至少是80%。经济 
的 （parsimonioiMO 模型比复杂的棋型更受靑睐（关于建构和调整决策树的自动操 
作方法, 参见: Mingem ,1989a, 1989b> 。 

过程到此还没有结朿——同样的数据被用于建构初步棋型和检验其亊后预 
测的精确度。当 EDMs 研究者对其模型感到自信时，他们就用独立样本对棋型 
进行检验，看它的预测是否和事后预测的一样好。典型地， EDMs 能预测80%以 
上的被棋拟的任何行为，大大高于我们根据几率所预期的水平（关于如何在 
EDMs 中计算梢确度的更详细的讨论, 参见： Ryan & Martinez, 1996； Weller et al., 
1997) 0 

因为牵涉髙强度的劳动， EDMs 已经被必要的限制在较小且具有同质性人群 
中的相对简单的决策。然而，最近我们发现,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中，我们 
能有效地检验关于是否要回收罐头、是否要在杂货店中使用纸袋或塑料袋的民 
族志派生 （ethnograhicaUy derived) 的决策模型 （ Bernard,Ryan, & Borgatti , 1999 ) 。 

EDMs 能作为决策树（如 Gladwin, 1989 )、决策表格 （Mathews & Hill, 1990; 
Young, 1980〉，或作为“如果一就”陈述中的一系列规则 （Ryan & Martinez, 1996) 
来展示。像主成分分析、民俗分类，和图式分析一样, EDMs 代表了一种聚合的决 
策过程,而并不必然代表人们头脑中正在进行的过程（ Garro, 1998 ) 。 





打破边界 


作为一种研究策略的文本分析渗透进了社会科学，而进行文本分析的一系 
列方法是令人歧舞的。研究者检査词语、句子、段落、页、文件、思想、意义、泛语 
言学特性 （paralinguiatic features) ，甚至文本中漏掉的东西。他们进行解释、标注、 
检索和计数。他们轮流使用解释性分析和数字分析。他们将文本分析用于探索 
性和证实性目的。研究者确定主埋、对其进行描述,并在个案和人群之间对它们 
进行比较。最后，他们将主题结合进概念模型和理论来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 

图 29.1 描述了在社会科学中发现的很大范围的分析 方法。 为了使我们的 
介绍和关于定性方法的文献一致，我们根据研究者的目的以及方法所典型适用 
的文本的类型来组织这些方法。 

在本章中，我们集中于社会学传统,而非语言学传统，前者将文本看作“透视 
经验的窗口”，而后者描述文本是如何被逐步展开和组织起来的。研究者从社会 
学和语言学两个取向来分析诸如谈话、表滇和叙亊这样的文本。尽管研究者的 
程序可能不同，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描述的许多社会学方法在语言学传统 
中没有用，反之亦然。 

我们也区别了那些和系统得出的数据相联系的分析方法及那些和自由组织 
的文本相联系的方法。然而，我们认为，这些数据分 析的配 对是一些惯例而不是 
必需。研究者想要①识别关逋项目和概念的范围和显著性 （salience) ，②发现这 
些项目和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③建构将这些概念连接在一起的模型，并对之进 
行检验。他们使用自由列表、上下文中的关键词、词语计数、扎根理论的探索阶 
段、图式分析和 EDM* 来揭示潜在有用的主题和概念。 

研究者运用归堆分类 、配 对比较、三个一组的检验、框架替代、语义网络、认 
知地图、内容分析和内容词典、扎根理论的建模阶段、图式分析和 EDMs 来揭示 
抽象的概念是如何彼此联系的。他们将关系展示为模型或框架。这些框架包括 
依靠布尔逻辑（主成分分析和分析性归纳）的正式模型、分层模型（分类学和民族 
志决策模型）、概率棋型（经典内容分析和内容词典），以及更加抽象的模型，如那 
些由扎根理论及图式分析所产生的模型。下面我们描述两个重要的相关研究的 
例子,在这些例子里,研究者将方法结合起来运用以便更全面地理解其数据。 

杰恩和杜塞 （Jehn & Doucet, 1996, 1997) 运用词语计数、经典内容分析和认 
知地图来分析中国和美国的商业合作伙伴之间的冲突。他们让76个曾经在中 
美合资企业工作的美国经理来描述他们和商业伙伴之间最近的人际冲突。每个 
人描述了和一个相同文化的经理及一个不同文化的经理相处的一种状况。研究 
者确信，每个被访的经理包括的信息 有：她 /他与其他人的关系、谁是有关的、冲 
突是什么、什么导致了冲突、冲突是怎样解决的。 

在收集了叙述之后，杰恩和杜塞让他们的被调査者帮助确定叙述中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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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emic themes) o 首先，他们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文化内冲突的叙述 
中产生分开的词语列表。他们让三个移居国外的经理充当鉴定人，来确定和冲 
突有关系的所有词语。他们从不同文化的列表中确定了 542个冲突词语，从文 
化内的列表中决定了 242个冲突词语。杰恩和杜塞然后又让这三个鉴定人将这 
些词语归堆或分类。专家们在文化之间冲突的数据中识别了 15个子种类（如冲 
突、期望、规则、权力和易变），在文化内冲突的数据中识别了 15个种类（如冲突、 
需要、标准、权力、有争议的、失败）。考虑每个数据集合中词语的总数童，冲突词 
语在文化内冲突的访谈中更经常被使用，而解决性术语则更可能被用在不同文 
化之间冲突的访谈中。 

杰恩和杜塞也使用传统的内容分析方法对他们的数据进行分析。他们让两 
个编码者阅读152个关于冲突的情节 (76 个文化内冲突和76个不同文化之间的 
冲突），用他们已经从文献中确定的27个不同主题对每个冲突情节进行评估（用 
5分制）。这产生了两个76 X27 的情节一主題的轮廊矩阵 （profile matrices) —— 
一个是文化内冲突，一个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矩阵的 
前三个因素反映 了：① 人际间的仇恨和敌意，②恶化，以及③冲突的不稳定性质。 
文化内冲突矩阵的前两个因素反映了：①具有不稳定性质的仇恨和憎恶,②语言 
的激烈程度很小的、表现平静的冲突。 

最后,杰恩和杜塞确定了他们感觉最淸晰、最精炼的30个文化内情节和30 
个文化之间的情节。他们招募了 50多个移居国外的经理来评估60 ~ 120对随机 
抽取的情节的相似性（用5分制）。当将不同的被调査者结合在一起时，经理们 

的判断产生了两个集合的情节一情节相似性矩阵-个是文化内冲突，一个 

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同文化相似性的数据的多维定标确定了四个 维度： 
①欢迎变化拒绝变化，②情境性原因 w 个人特性,③基于信任的高水平解决能 
力 vs 低水平解决能力，和④基于忍耐的高水平解决能力 w 低水平解决能力。文 
化内相似性的数据的定标确定了四个不同的维度:①髙度合作 w 低度合作，②高 
水平对抗 w 低水平对抗，③解决问題 w 接受问题，和④已解决《对正在进行的。 

杰恩和杜塞的研究给人们以深刻印象，因为分析从这些工作中产生的数据 
巳经产生了不同系列的主題。所有三个主位归纳的主题系列都有一些直觉的吸 
引力，而这三个都产生了有用的分析性结果。研究者也可能已经用扎根理论或 
图式分析的方法来掲示甚至更多的主題。 

杰恩和杜塞不是唯一的曾经将不同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的研究者。在一系列 
关于年轻成年人的“非经常性的”药品使用者的文章中，阿加 （Agar, 1979,1980, 
1983) 使用了扎根理论方法来建构行为模型。然后，他使用经典内容分析方法来 
检验他的假设。阿加对他的三个被调査者进行了访谈，并转录了三个访谈。在 
他1979年的文章中，阿加描述了他最初的、直觉的分析。他抽出了与被调査者 
的互动或其他人的评价有关的所有陈述。然后，他着眼于这些陈述，并根据它们 
的内容将其分成堆。他给每个堆命名一个主题，然后评判这些主题如何互动。 
他发现他有三个堆 :第一 堆包含的陈述是被调査者所表达的，对处于支配社会地 



位的人的负面 情感; 第二堆的陈述强调了他人的知识和意识 （awareness); 第三小 
类中的陈述强调了改变或对新经验开放的重要性。 

从这个直觉分析中，阿加认为他的被调査者正在告诉他 ：那些 处于权威地位 
的人只对展示他们的权威有兴趣,除非他们有知识或 意识; 知识或意识来自于对 
新经验的 开放； 多数处于权威地位的人是拒绝新经验或改变的。 

为了检验他对数据的直觉理解，阿加 （Agar, 1983 ) 使用了来自一个被调査者 
的所有陈述，并根据它们的所有角色类型（家族、朋友/熟人、教育的、职业的，或 
其他）、权力（支配的、对称的、从属的、未决定的）和情感（积极的、消极的、矛盾 
的，或缺乏的）对这些陈述进行编码。阿加特别感兴趣的是 ，（ 人们〉是否会向那 
些具有支配的社会角色的人表达负面情感。对于一个被调査者，阿加发现，有超 
过40个陈述被编码为支配的、32个被编码为消极的、8个被编码为积极的。在 
被编码为对称的36个陈述中，20个被编码为积极的、16个被编码为消极的，这 
对他最初的理论给予了支持。 

接下来，阿加仔细考虑了异常案例一被调査者对一个具有支配角色的人 
表达了积极情感的8个陈述。这些反例暗示，当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他人 
拥有被调査者所重视的知识，或者和被调査者沟通过这些知识时，他就会得到积 
极的情感。 

最后，阿加 （Agar,1980) 设计了一个更系统的问卷来进一步验证他的假设。 
他选择了 12个陈述，先前确定的控制、知识和变化主顯中各有4个陈述。他将 
这些陈述和来自被调査者的记录的八个角色（父亲、母亲、雇主、教师、朋友、妻 
子、合作者、 队友〉 相匹配。然后阿加返回到被调査者那里，询问他们作为结果的 
陈述是真实的、虚假的，还是不相关的（没有被调査者报吿是“不相关的”）。然 
后，阿加将被调査者的回答和他的原始假设进行对比。他发现，总体而言，他的 
假设是正确的，但他的预期和他的结果之间的差异暗示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这些例子表明，研究者能运用一种方法来分析不同类型的数据，他们也能用 
多种方法来分析同一个数据。文本分析被自称实证主义者的人和类似解释主义 
者的人所使用。就像我们在别的地方 （Bernard,1993 ; Bemard & Ryan,1998) 讨论 
的,方法仅仅是工具,它们厲于每一个人。 


下一步是什么 


我们不想减少实证主义者和解释主义者在认识论立场上的深刻的智力差 
异。然而，我们认为，当研究者能在定性和定置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之间轻松而不 
费力的转换时，两个认识论立场之间的差别将会具有较少的实践重要性 
(practical importance)。 换句话说，当研究者承认了他们可任意使用的全部工具， 
并且当这些工具易于使用时，研究的实用主义将减少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及其 
分析方法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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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开发越来越多的用于定性数据分析的有用的软件工具一并且正 
在加快速度。有用的工具创造出市场，而市场需要又创造了日益增加的有用的 
工具。定性数据分析软件包 （ ATLAS/ti,NUD • IST # Code-A-Text,thc Ethnography 
AnSWR, 和其他工具）在过去短短几年中巳经快速改进了 （ Fischer, 1994; Kelle, 
1995 ; Weitzman& Miles, 1995 ) 0 这些产品，包括其他产品，让研究者确定主题、编 
撰编码手册、标注文本、创建备忘录和发展理论模型越来越容易。松散的以一种 
对定性分析的扎根理论式的方法为基础，许多程序组合最近已经包容了来自经 
典内容分析的方法。例如，有几个程序能 IL 研究者将数据输出为矩阵，然后，他 
们就能用其他程序对其进行分析。 

然而,研究者仍然受程序定义的分析单位的限制 一 通常是标注的文本块 
或被调査者。研究者箔要灵活性来根据要求创建矩阵，它们可能是用于词语分 
析的词语一主题矩阵或词语一被调査者矩阵，它们也可能是用于内容分析的句 
子一代 码矩阵或段落一代码矩阵。一系列的词语分析功能将极大地提高存在于 
程序中的自动编码性能，而这些程序是切合扎根理论学派的学者的兴趣的。研 
究者应该能够运用扎根理论对文本的一个片断进行编码，然后，确定和每个主题 
相联系的关 键词。 他们应该能够使用关键词在一大集文本中检索主题的额外出 
现情况。 

当程序允许使用多个编码者,并轻松地、系统地识别编码者之间的一致和不 
一致时，研究者将能更好地描述主题、训练助手。增加多种方法来测童编码者之 
间的一致性也同样有用，这只有某些程序能做。有些程序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 
选项，用它可以记录多个编码者的标注行为,但没有提供测量编码者之间一致性 
的直接方法。 

文本分析软件的发展仅仅是一个开始。大约15年前，拼写检査程序、辞典、 
可升级的字体都是分开售卖的。今天\这些功能被整合进了一个性能完备的文 
字处理软件包。仅仅大约10年前,绘图程序是和做统计分析的程序分开售卖 
的。今天，绘图功能被整合进了性能完备的统计分析软件包。当文本分析软件 
的程序员为市场份额而竞争时,软件包将变得更加具有包容性，变得能将来自两 
种对立的认识论的方法融合到一起。这不久就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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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和定性研究 E 3 

SOFTWARE AND QUALITATIVK RFSF.ARCH 

O 埃本 • A • 维茨曼 


可用于支持定性研究者工作的一系列软件日趋成熟。现在，各种各样有用 
的工具可用于支持许多不同的定性研究方法。大多数定性研究者现在都能找到 
适合他们的分析计划、数据结构，且使用方便和费用低廉的软件。然而，要达到 
那种合适的匹配仍然笛要系统地分析项目和研究者的需求，并且时刻留意这些 
脔求,购买时仔细比较可以选择的软件。现在仍没有一个程序可以称得 h 最好。 

为了帮助研究者了解在支持他们的研究方面，软件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让他们了解在定性研究项目中使用计算机的潜在好处和缺陷，并且能找到适合 
他们需要的软件,我在本章中提供了:①对于软件在定性研究中的角色的介绍和 
总体看法;②对使用定性数据分析 （QDA) 软件的影响和适当性的批评性争论和 
关注所进行的讨论;③选择与个体笛求相一致的软件的指导意见;④对使用 Q DA 
软件的学问以及此类软件的发展方向。 

计算机在定性研究中应用简史 

传统上，定性研究者用手工来完成分析的技术性细节 :将 田野日记和访谈打 
成定稿进行复印，用标记或铅笔做标注来进行编码，将被标注的段落剪下来贴到 
文档卡片中，把卡片进行分类和重新排列，然后将他们的分析打成定稿。这种图 
景自1980年代早期到中期就已经慢慢改变了。在那时候，一些研究者正在开始 
使用文字处理器进行打印，只有一小部分人开始试验着用数据库程序来对其文 
本进行分类和存取。那时候，大多数定性研究方法的书（例如，如# 811 & Biklen， 
1982; Goetz & LeCompte , 1984; Lofland & Lofland, 1984; Miles & Huberman, 
1984) 很少提及计算机使用方面的文献。 

在1980年代早期，专门设计用于分析定性败据的两个程序开始出现了 
(Drass, 1980; Seidel & Clark, 1984； Shelly & Sibert, 1985)。 早期的程序，如 
QUALOG,Ethm>graph 和 NUD - 1ST 的早期版本反映了那个时候的计算状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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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完成文本编码的典型做法是通过命令提示的方式将数字和代码名称打印成 
一条直线（给大块的文本贴标签——代码——用以表明研究者想让它们归入的 
槪念类别），这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用来做备忘、其他注解或文本置标的工具。与 
运用彩色铅笔标注文本相比，许多研究者觉得这种方法有些难，用计算机辅助分 
析视频或音频数据最多是一种幻想。 

但是，由于软件和专门刊栽软件的文献的发展，这种状况发生了戏剧性的改 
变。在迈尔斯 （Matt Mile8) 和我写作 《定性 数据分析的计算机程序》 （ Compu/er 
Programs for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 Weitzman & Miles, 1995b) 的后期，我们评 
述了不少于 24 种分析定性数据有用的不同程序。这些程序中有一半已经被专 
门开发用于定性数据分析，而另外一半则巳经被开发以适用于多种用途，比如文 
本检索和储存。从那时起，这个领域持续快速地发展着。程序定期被修订，每年 
有一至两个新程序面市，那些没有市场的则销声匿迹了。当一个程序中好的部 
分被其他程序的开发者效仿时，就已经出现了一些趋同的情况；而当开发者寻找 
新的、不同的方法来对分析辅助进行概念化时，也已经出现了分歧。 

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工具来帮助那些运用各种各样研究和分析方法论——从 
扎根理论到文本分析,到叙亊分析,再到诠释互动论——的研究者。值得强调的 
是，如果软件曾经是只和定性研究的“实证主义者”或“准实证主义者”的方法相 
关的东西，那么现在已经不是。如果你看到本章的语言不适合你的方法，你可能 
会发现，做一些推测性的转化是有帮助的。例如，如果讨论是关于“证明”和“假 
设检验”的，而你的方法是后现代的，那么这种讨论似乎是不相关的。但可能的 
情况是，存在一种方法来理解从你的视角出发有意义的概念，例如“看看是否存 
在更多的材料来支撑或驳斥某种假设或解释”。别人可能用来做经典的假设检 
验的同一个软件，对达到你的目的可能也非常有用。 

现在的许多程序能让研究者详细说明代码之间的关系，并在分析中运用这 
些关系，也能让研究者写备忘录，并将备忘录和原文及代码连接起来。有些程序 
能让研究者在文本（超文本）不同的点之间创建链接。有少董，但日益增多的软 
件允许使用#频和视频来代替文本，或对文本进行补充。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将 
类别数据和定量数据 （ 如人口统计状况、测试得分、数量等级）及文本联结起来， 
并且为了输出类别数据和定童数据（如词的频率或编码的摘要），将它们和统计 
分析的定童分析程序联系起来。最后，现在仍有一些免费程序使用方便，特别是 
来自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 EZ-Text 和 AnSWR, 前者集中于定性调査，后者旨在用 
于更广泛的定性数据。软件在持续地变化着，但没有一个能满足所有褥求的最 
好的程序。和软件的发展平行的是，报道软件研究和软件评论的文献开始定期 
出现，已经涌现了一些杂志文聿、一系列关于计箅机与定性方法学的国际会议、 
关于这个问题的有思想深度的书籍 （Folding & Lee, 1991, 1998 ； Kelle, 1995; 
Teach, 1990; Weitzman & Miles, 1995b ), 以 及专辑 （ Mangabeira ， 1996 ； Teach, 
1991 )。 

评论员定期对可用软件的范围是否受特定方法、方法论或认识论的支配等 



问翅表示出担心 （Coffey, Holbrook, & Atkinson , 1996; Lonkila, 1995)。尽管对 
支持某些特定的分析步骤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 我在本聿的后面提出了一些建 
议，出现在韦茨曼和迈尔斯 （Weitwnan & Miles, 1995b) 的题为“反思和希望”的 
文章中的名单仅开始开列]，但这些担忧无疑正迷失其目标。在本章中，我建议 
了各种类型的、可用来支持各种研究方法的程序。定性研究者并没有仅仅被局 
限于导向编码程序 （coding^oriented programs) ，甚至没有被局限于那些很明显是 
卖给定性研究者的程序。例如，就像费尔丁和李指出的，对那些希望遵从科菲和 
阿特金森 （Coffey & Atkinson，1996) 的建议的人，有着各种各样的选择。科菲和 
阿特金森认为，对于内容分析而言，文本恢复者可能比编码一恢复程序 （code- 
and-retrieve program) 对话语分析更有用。费尔丁和李继续 辩称： 

CAQDAS( 计算机辅助定性数据分析软件）程序的开发者巳经曰益包括 
了邻近检索的功能和自动编码功能，前者可能有助于叙事分析，而后者可适 
用于某些类型的符号分析。 CAQDAS 程序中新功能的出现反玦了这个领域 
的使用者和开发者之间一般是紧密的关系，反映了开发者想体现使用者所 
希望的功能的一般愿望，即便是使用者并不总和开发者的认识论偏好相一 
致。既然软件包日益支持那在对定性分析而言是全新的步驟、租序和功能， 
或者使那些没有计算机就不可行的步躁成为可能，那么，就越来越没有理由 
认为软件仅仅是編码一提取的辅助，或者认为编码一提取是定性研究的必 
要条件 （Fielding & Lee, p. 175)。 

我通过本聿的大部分，特别是题为“错误的希望和恐惧”、“真正的希望”、 
“真正的恐惧”，以及后面的题为“本领域的争论”等部分,尽可能详细地提出了 
这些问瓸。 


软件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简单地说，软件提供了帮助你分析定性数据的工具，但它不能替你做分析， 
当然这和统计分析软件包能做的分析，如 SPSS 和 SAS 能做多元回归，不是同一 
个意义上的。许多研究者有一个希望——对其他人而言则是一个担心计算 
机能够以某种方式阅读文本并且判断它的意思。通常来说，这不是问题①。因 
此，特别重要的是需要强调 ：使用 软件不可能是学习数据分析方法的替代品，研 
究者必须知道苗要做什么，并且去做它，而软件只为做这件亊情提供了工具。 

下面是能用计算机来帮助分析所做的一些亊情（改编自 Mile* & Huberman, 
1994, p.44)： 


1 •在田 野中做笔记。 



2. 补写 （writing up) 或转录 （transcribing) 田野笔记。 

3. 编辑 ：改正 、扩充或修正田野笔记。 

4•编码 ：将关 键词或标签贴到文本、图形、音頻或视頻的段落上，以便于 
曰后重新查找。 

5•储存 :将文 本保存在一个组织好的数据库中。 

6. 检索和重新 获取： 查找文本的相关段落，使之便于检查。 

7•数据“联 结”： 将相关的数据段落互相联结起来，形成信息的类、丛 
或网。 

8. 备 忘： 写下关于数据、理论或方法的某些方面的反思性注释，作为进 
一步分析的基础。 

9. 内容分 析：计 算词语或短语的频率、顺序和位置。 

10. 数据显 示：将 选择或简化的数据置于一个压缩的、组织好的格式中， 
如矩阵或网络，以便于检查。 

11. 得出结论和进行核 实：帮 助解释所並示的数据，检验或证实发现（結 

果〉。 

12. 理论建构 ：提 出针对发现的系统的、概念一致的解释，验证假设。 

13. 生动的 绘图： 创建能够描述发现或理论的图表。 

14. 报告 撰写： 中期报告和最终报告。 

显然,这些内容中的许多事情是研究者可以用文字处理器做的，作为本聿焦 
点的其他软件则服务于其他任务。近年来所见到的发展巳经能让研究者越来越 
容易、越来越有力地做这拽事情。在下面的题为 “QDA 软件的类型和功能”部 
分，你将发现关于软件能做什么的更多特定细节，但首先要考虑人们关于 QDA 
软件的一些希望和担心，这些希望和担心既有真实的,也有错误的。 

错鍈的希«和担办 

我们曾经 宣称： 


就像普法芬伯格 （Pfaffenberger) 指出的那样，认为一个程序是一个中立 
的技术工具，或一个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怪物是同样天真的想法。这个问题 
就是了解一个程序的特性和假设，了解它们如何支持或抑制你的想法，从而 
产生出乎预料的结果 （Weitzman & Miles, 1995b,p. 330) 。 

就像已经提到的，许多人显然继续相信 QDA 软件是要做数据分析的。持怀 
疑态度的研究者对“将我的文本丢进一个程序，然后看看有什么结果”的观念提 
出了挑战。其他人所表达的更可能是一个希望，即如果他们买了合适的程序，那 
他们将不必从事那种对所有文本本身的、通常非常费时的分析过程。 QDA 软件 
提供了帮你做这些亊情的工具,但它不会为你做这些事情。 

在这种关注的广义范围内，许多研究者拘心软件仍需要更进一步发展并“建 
构理论”。但是，正如迈尔斯和我在1995年指出的那 样：“ 软件将永远不会为你 
‘做’理论建构的工作……但是，它显然能为你的智力努力提供帮助，让你更容 



易、更连贯性地思考你的数据的意义” （Weitzman & Miles, 1995b, p. 330)。 

这种情形在未来的几年内将会发生改变。最近的努力是要用人工智能< AI) 
方法来让计算机解读文本。例如, SPSS 模块的 TextSmart 运用词语发生的频率以 
及词语之间的接近性来自动地给文本反馈 分类; 微软文字处理软件97版有一个 
“自动总结”功能,它旨在根据一篇文档中词语的频率来识别最重要的“概 念”； 
其他的开发者正在考虑用人工智能技术让软件参与到研究者的理论构建过程中 
来。这些方法依靠一些东西，如用频率来显示重要性，用文本的接近性来显示关 
联度。对于某些定性研究者，这些是可接受的假设，但对其他的许多研究者来 
说，它们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对他们而言，这些方法的结果并不会产生有用的文 
本解释。 

真正的希* 

从软件的使用中我们真正期望获得的是什么？ QDA 软件为检索、标注、联结 
和重新组织数据，以及描述和储存你自己的沉思、思想和理论建构提供了工具。 
它的某些部分给你提供了基于你的理论建构和解释工作而做进一步探索的工 
具一在有些情况下，这等于是假设检验或结论验证。 

连贯性。 软件能促进连贯性。如果我能检索岀一个给定的关键词所出现的 
所有地方，或一个给定的代码或代码的联合所应用的所有地方，或者我总是能看 
到我所录数据的两个特征之间的关系，我就可能用两种方法来使数据变得更具 
有连贯性。我会更加谨慎，谨防漏掉那些能驳斥我出色的,但却是错误的新假设 
的证据。我能够轻而易举地回顾我賦予给特定概念类型或主题的所有数据，看 
它们是否①一起属于，以及②看起来仍然支持我所有开始的 解释； 如果不是，我 
就能轻松地对它们进行重新组织（注意 :这仍 然不能排除我做了一个糟糕的解释 
的可能。但是，这里提到的各种工具能极大地帮助有能力的研究者检査自身工 
作，也让其同亊或研究参与者检査其工作并提供反馈）。 

速度 。计算机的速度是让 QDA 软件有用的关键问题。首先，告诫大 家：要 
花些时间来学习使用一个程序，而如果你使用了它，就要花些时间来准备和建立 
数据以用于分析,但一旦做了这些工作，计算机的速度将能很快使你从那些投资 
中获益。 QDA 软件能进行几乎即时的检索和再检索，鼓励研究者对那些真正能 
应用于特定问题的数据进行多重 检索; 能快速地对一个数据库进行重新分类、重 
新定义代码以及重新指定文 本块; 能够让，并且鼓励研究者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重 
新修正其分析和有关思想；能够快速地将所有文本分单元一起拖进一个复杂的 
矩阵显示格 式中； 能够让，并且鼓励研究者更加经常，且花费更少时间去追溯有 
争议的线索和新的思想——包括那些担心现有的结论可能脱离了轨迹的想法。 

一个来自定童研究的例子可能具有启发性。在计算尺 （slide rules) 时代，甚 
至是掌上计算器的时代,在能用统计软件之前，做因子分析是一项要花费数月的 
事。现在，在一个台式电脑上 ，一 个因子分析在数分钟或数秒钟之内就可以运算 
完毕。结果，在同一个项目的多项评估分数上，研究者能够更经常地运用因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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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这是作为其他分析的一部分,而不是将它们自身作为主要任务。计算机的速 
度本身就能够改变研究者试图要做的事情。 

表达。能够使研究者的思想得到动态的、实时的表达的软件是对理论建构 
具有重大价值的帮手。能够提供代码、文本段落，或个案之间关系的生动图形的 
软件能帮助研究者将其思想形象化，并延伸其关于手边的数据或理论的思想。 
研究者经常使用图形来描述这些关系，但是软件能够保存与基础方案结合的图 
谱，这样，图形联结的改变就能够改变数据库中对象之间的联结，反之亦然。 

合并。最后，让研究者将田野笔记、访谈、代码、备忘录、注解、反思性的评 
论、图表、音频和视频录制品、人口统计学的变董、数据和理论的结构图谐全部记 
录在一个地方，对于分析过程而言是一个极有力的支持。如果程序的设计是这 
样的 ：它让 研究者以最少的努力从一个智力活动转到另一个，并将一种思想的结 
果延续至另一个,那它就既能为重要的任务释放巨大的能量，又能帮助研究者察 
看并留意那些可能很轻易地脱离轨道的关系。 

真正的扭办 

我们真正不得不担心的是什么？上面吹捧的许多优势也有其反面。正是软 
件的不费力、速度和能力有可能会助长我在上面的“错误的希望和担心”中提到 
的那种想法。尽管在现有研究的背景中，软件不能判断出一个关于孩童时期创 
伤的复杂报导究竟意味着什么，不费力地搜索关键词，并对它们“自动编码”可能 
会鼓励研究者走捷径。我们可能检査不出什么段落实际上是在自动编码过程中 
被编码的，并且也不能用它们自身的智能去分析它们是否合适。这有一个潜在 
的危害就是，我们将变得懒散。就如李和费尔丁 （Lee & Fielding, 1991) 巳经注意 
到 的：“ 计算机的使用有可能引诱定性研究者进行‘快速而肮脏’的研究，并有早 
熟的理论终止的危险” （P. 8)。 

也有一种可能是,软件的唾手可得将引诱研究者跳过适当的学习研究的过 
程。下面这段话依然是来自李和费尔丁 （Lee & Fielding,1991)： 

当然，这里的终极担心是弟兰克斯坦 （Frankensteiii) 的怪物。它也受同 
样告诫的影响，就像那个怪物一样，程序被误解。程序是无罪的，是人们对 
它们的瀧用造成了这样的威胁，是人类恶习的暴露导致了弗兰克斯坦创造 
物的成胁。同样的，未受训练就使用分析程序确实会产生平庸的、无启发性 
的、脱离目标的分析，但这个错误是由使用者造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教授研 
究新手使用程序的课租应该被纳入教学之中，这种教学有一种定性研究的 
范例的感觉，而不是被机械使用的技巧和技术。 

最后一个包含某些亊实的担心是程序背后的概念假设——如，代码之间的 
关系总是严格分层级的——将固化分析。这种担心既包含一定的事实，又经常 
被夸大。例如，如果程序让你直接表现代码之间的层级关系，而不是非层级关 
系，如循环的或未组织的网络，那么，这可能会鼓励你主要考虑或仅仅根据你的 
代码/概念之间的层级关系来进行思考。如果你知晓程序背后的假设，你就有两 



个选 择:可 以选择另外一个程序，或者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围绕程序中的假设进 
行工作—例如，将常常变动的、非层级代码的地图钉到墒上。这在下面的题为 
“本领域的争论”一节中将有更详细的阐释。 


QDA 软件的种类和功能 

在本节中，我对现有可用的软件进行了一个粗略的分类。当然，在类别之间 
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叠，因为单个程序所具有的功能似乎从厲于不止一种类型。 
然而，仍然有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程序的“心脏和灵魂”上：它主要想做什 
么。这个分类方案最初是由韦茨曼和迈尔斯 （W e it2man& Miles,1995b) 提出的。 

文本取取 （Text Retrievers) 

文本取回专门用于在一个或多个文档的文本中査找某一单词或短语的所有 
情况。如它们还可以让你在一个指定的范围内（许多单词、句子、页等）搜索两个 
或多个词语或短语相一致的那些地方，并让你将作为结果的段落分为不同类的 
输出文档和报告。它们也可以做其他事悄，例如，在一个上下文中计算、显示关 
键词，或形成索引的内容分析功能（在其上下文中排出所有词语和短语的列表）， 
或者，它们可以让你将注解甚至变量值（如人口统计学数据或原始资料信息）贴 
到文本中的某些点上。文本取回的例子有 Sonar Professional, the Text Collector, 
以及 ZylNDEX; 也可以在因特网上找到许多免费（但不好用）的 GREP 工具。 

文本教掩4管理 JL(Textbase Managers) 

文本数据库管理器是专门以或多或少有组织的方式来储存文本的数据库程 
序。它们擅长于保存文本及其相关信息，让你能够快速地用各种方法对你的数 
据进行组织和分类，并根据不同的标准査找数据。有些程序更适合于那些能被 
组织成“记录”（即明确的个案）和“主越” （fieldsM 变量——每个记录中出现的 
信息）的赛度结构化的数据，而其他程序则能轻松地处理“自由格式”的文本。它 
们可以让你用传统数据库的固定格式来定义主题 （Gelds) ,如 Microsoft Access® 
或 FileMaker Pro®, 而且它们的灵活性很强，例如，允许不同的记录具有不同的 
主题结构 （field structure) 0 它们的检索操作可能和一些文本取回一样好,有时候 
甚至优于后者。文本数据库管理器的例子有 askSam, Folio Views , Idealist , Info 
Tree32 XT 和 TEXTBASE ALPHA 0 

编 1%和取田粗存 （Code-and-Retrieve Programs) 

编码和取间程序常常是由定性研究者开发专门用于定性数据分析的。这类 
程序搲长于让你对文本段落应用类别标签（代 码）， 然后根据你的编码取回和显 
示文本。这些程序至少有一些搜索功能，能让你在文本中搜索代码、单词和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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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他们可能有一种储存备忘录的性能。即使拿这些程序中最差的一个和旧的 
剪刀一纸张的方法相比也是有一个 飞跃: 它们更系统、更彻底、遗漏东西更少、更 
灵活，并且快得多。编码取回程序的例子有 Hypei<Jual2 , KwaUtan , QUALPRO , 
Martin, 以及 the Data Collector。 

以代碭为基础的理论建构 l(Code-Based Theory Buildere) 


大部分以代码为基础的理论建构程序也是以编码一取回模型为基础的，但 
它们超越了编码一取回程序的功能。它们不会，你也不想让它们为你建构理论。 
当然，它们具有一些特殊的、超过编码一取回程序的功能或程序 （nnitines)， 来支 
持你的理论建构的努力。例如，它们可以为你描述代码之间的关系、建构更高序 
列的等级和种类，或明确地表达、检验关于数据的理论命题。它们可能比编码一 
取回程序具有更强的备忘功能（例如，让你给自己的备忘录分类或编码）或更复 
杂的搜索一取回功能。它们可能具有延伸的、复杂的超级链接功能，让你将文本 
的段落链接在一起，或在文本、图表、照片、视频、音频、网络以及其他形式的段落 
之间建立链接。它们也可以提供“系统闭合 Uystem cl ⑽ ire)” 的性能，让你将分 
析结果 （ 如搜索结果或备忘录）反馈到系统中作为数据。以代码为基础的理论建 
构器的例子有 AFTER, AnSWR, AQUAD, ATLAS/ti, Code-A-Text, Hyper R. 
ESEARCH,NUD - 1ST, Nvivo, QCA, the Ethnograph 和 winMAX。 有两个程序， 
AQUAD 和 QCA, 支持跨个案的结构分析 （cross-case configural analysis) ( Ragin, 
1987), 而 QCA 完全专注于这种方法，没有任何文本编码的性能。 

权念两洛走构暴 （Conceptual Network Builders) 

概念网络建构器是强调网络显示 （network displays) 的创造和分析的程序。 
有些程序着重于让你创建网络图形:槪念之间的关系的生动表达,这样的例子有 
Inspiration,Mela-Design 和 Visio。 其他程序则集中于认知或语义网络的分析，如 
程序 MECA。 还有一些程序则提供了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如 SeniNet 和 Decision 
Explorer。 最后,在上面提到的以编码为基础的理论建构器 ATLAS/ti ,也拥有很 
好的和你的文本、代码分析工作相联系的图形网络建构器。 

总蛣 

在对这五个主要的软件家族类型做总结时，我想强调的是，各类型的功能之 
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例如， Folio VIEWS 能够编码和取回 （retrieve) ，并且具有 
极好的文本搜索功能。 ATLAS/ti,NUD - 1ST , Nvivo , the Ethnograph 和 winMAX 能 
形象地描述代码之间的关系，尽管在它们之中，只有 ATLAS/li 能让你用图形工 
作，并操作图形①。 The Ethnograph 和 winMAX 都具有将变量值（文本、日期、数字 



等）粘贴到文本文件和 / 或个案中的系统。 Sphinx Survey 让你用观察数据工作， 
这些观察数据是定性和定量数据的混合。建 议：不 要太早决定你想选择哪个软 
件家族，相反，要着眼于你所需要的功能。 

多媒体。多媒体功能正作为软件选择中的一种重要因索而出现。现在，以 
编码为基础的理论建构器一类中，有一些程序能让你像使用文本一样将音频和 
视频作为 数据： AFTER，ATLAS/ti 和 Code-A-Text 都能让你对音频和视频文件进 
行编码和注释，从中进行搜索和取回，所使用的方法非常类似于你操作文本的方 
法。 HyperRESEARCH 的版本2同样如此，在写作本书时，它仍在开发中。在这 
些程序中，你能播放媒体文件（音频或视频），标注段落的起点和终点，并像处理 
文本段落一样来处理那些段落。有一个叫 ImerClipper 的、正处于测试第2版的 
程序，主要是为音频文件设计的，它设想的是，你只需转录你所发现的最重要的 
段落（它是以商业环境中的焦点小 fe 研究者为对象的，他们箱要能迅速地产生分 
析和报 告〉。 当它准备发行时,这个程序很可能将归入编码一取回家族。也有一 
个日益增长的软件领域，专门用于处理视频文件。 


如何明智地、个性化地选择软件 


在本章的开头我已经强调，不存在一个最好的用于分析定性数据的软件程 
序。进一步讲，也不存在一个最好的、用于特定类型的研究或分析方法的程序。 
研究者有时候会问，对于人类学学派，什么是最好的程序？或者，做扎根理论，什 
么是最好的程序？或者，分析焦点小组，什么是最好的程序？所有这些问题都没 
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相反，分析者需要根据数据的结构，他们想要做分析的特定 
亊情，他们对一些问题的需求，如使用的简便性、费用、可用的时间和合作等来做 
出选择。 

研究者可以问他们自己四个宽泛的问题，同时考虑两个交叉的问题来帮助 
自己选择 （WeitzmanA Miles, 1995a, 1995b)。 这些选择指导从最初提出以来， 
在实践中已经被广泛应用，并且已经被证明能有效地指导研究者做出合适的选 
择。因为这种选择方法强调将功能，而不是特定程序与特定需求相匹配，在这里 
提及的作为例子的程序升级到新版本、新的程序面市很长时间之后，这些指导都 
能继续有用 

当你要选择一个或多个软件包时,你需要提出并回答四个关键问题： 

• 我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电脑使用者？ 

• 我是为某一个项目，还是为以后几年而选择 （ 软件）？ 

• 我将运行的是哪种类型的项目和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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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做哪些类型的分析？ 


除了这四个关键问题，头脑中要有这两个与之交叉的 问题： 

• 维持数据的“闭合性 （cU^eness) ”对你而言究竞有多重要？ 

•当购买软件以及运行它所要求的硬件时，你的经济承受力是多少？ 

这些基本问題想清楚了，你就能以一种更积极、更深思熟虑的方式来考察特 
定的程序了，看什么能或不能满足你的霈求。你可能会发现，将这些问埋的答案 
组织在一个工作表上是非常有用的，比如像韦茨曼和迈尔斯 （Weitzman & Miles, 
1995b) 所建议的工作表，其中行是问题，而列则是答案、建议/备注和备选的程 
序。你的工作从回答问题开始,到关于程序选择的那些问题的建议，再到备选程 
序。例如，如果你正在进行一个复杂的评估研究，是结构性访谈、焦点小组和个 
案研究的结合，你就需要一个较强的分析工具•，在不同的文件之间追踪案例。你 
可能会在一个程序的代码结构中，或通过使用在整个数据库中追踪个体的讲话 
者识别符 （speaker identifiers) 来发现对这个需求的很好的支持（见下面的问题 
3)。对这些建议将在下面做详细阐述。 


问题 1: 你是 一 个什 A 真型的电脒使用者 


你目前的计算机水平是你选择一个程序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如果你是新 
手，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根据朋友的建议选择一个文字处理程序，然后开始使 
用、学习使用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如 MS-DOS,Wimkms, 或者 Mac) ，并能熟练地创 
建文本、在文本间进行移动和修改。这将使你达到我们所谓的水平1。或者你可 
能巳经熟悉了几个不同的程序，能熟练地使用你的操作系统，并且有兴趣探究和 
学习新程序（水平2)。或者你可能是一个对程序运行的输入、输出有浓厚兴趣 
的人（水平3>,并对用户化、写宏命令及类似事情感觉得心应手（在这里我将不 
涉及处于水平4的“电脑黑客”，他以电脑为生）。 

是一个新手并不意味着你必须选择一个“初级的”程序，甚至并不意味着你 
不该选择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毕竞 ，它 只是意味着要拨出额外的学习时间，可 
能要多考虑用户界面，寻找能支持你学习的资源，如朋友或同亊，或因特网上的 
在线讨论小组。处于不同水平的人似乎对同一个程序会有相当不同的反应，例 
如,一个处于水平2或水平3的人可能喜欢一个将最多的信息放在一屏的程序， 
因为这可以让他迅速地找到想要的东西，他学习这个程序可能非常快。而一个 
处于水平1的人，找 到所有 的信息是最开始时压倒一切的任务，正因为如此，他 
可能要花多一点时间去学习那个程序。但是 ，一 旦他学会了这个程序，水平1的 
人也很可能和更高级的计算机使用者一样从这个版面中获益。 

坷超 2: 你正在为某一个項 9 ，迷是为以雇几年遑奔（跌件） 

一个文宇处理器并不关心你正在写的是什么，因此多数人挑选它并一直使 
用，直到一个更好的东西出现，并使他们感到有动力去学习它。但特定的定性分 
析程序倾向于对某些类型的分析有效。换来换去将花费你的学习时间和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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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你应该选择针对这个项目最好的程序，还是应该选择能最好的涵盖你在未 
来几年所考虑要做的各种项目的程序。例如，一个特定的编一取回程序对现 
有的项目而言是足够了，并且它比其他程序更便宜，似乎也更好学。但以后，如 
果你可能箱要一个性能更全的以代码为基础的理论建构器 （code-based theory 
buiWCT), 那么在一开始就选择其中的一个会更有意义（假定你选择了一个包含 
很好的编码_取回性能的程序）。 


问 *3: 你将逄行的是，种真型的項《和教搞 4 


现在，问题开始变得更明确了。当你査看详细的软件性能时，裔要对照一系 
列具体的问题进行演示。鉴于计算机的性质，有必要非常了解定性数据丛 
(qualitative data 8 els) 的性质和结构。这里的问题与数据的自然和逻辑形态 
(fcraO 有关: 它是如何被结构化并且相一致的，关于一个个案的败据是如何被组 
织的，等等。根据下面提出的问题，甚至在一个特定的分析方法内（如扎根理论、 
人类学方法或叙事分析），项 H 和项目之间都可能有很大的变化。认识论问题， 
如观察笔记、译码、备忘录或访谈数据的社会建构 con*truction) 的解释性 
性质，尽管对研究者的方法论非常重耍，但在这里并不起作用；问题是，你选择的 
程序是否为你想输人的文本、图形、音频、视频提供了编制的工具 （ organizational 
tools) O 

毎个个 案的数 据®: —个对多个。你可能会从许多不同的来源收集关于一 
个个案的数据 （ 如，你的个案被定义为一个学生，你将和几个教师、学生的父母和 
朋友、校长、学生本人谈 话〉。 有些程序是被特别设计用来处理像这样组织的数 
据的，另外一些没有这样设计,但能相当好地处理多重来源，而有些程序则确实 
不具有你所*要的灵活性。就如上面提到的，你应该寻找一个能在不同文档之 
间跟踪个案的强大工具。有些程序能在代码结构中（特别是那些有髙度结构化 
代码系统的程序，如 NUD • 1ST 和 NW«>>, 和层次低 .... 些的有灵活性的代码系统 
的程序，如 ATLAS/ti, 对这个痛求提供很好的支持，有些则通过使用程序中的谈 
话者识别符来做到这一点，如 AFTER,Ihe Elhnograph WL Code-A-T«rt。 寻找一个 
撩 长于创建链接的程序，如那些具有超文本性能的程序，并寻找那些能粘贴“来 
源标签”以告知你信息来自何处的程序,也是一样的。 

一个个 案 ™ 多个个案。如果你有多个个案，你通常想根据不同的棋式或结 
构 （configurations〉 来对他们进行分类，并且/或只使用其中的某些个案，并或 
做一些个案之间的比较。多个案研究能变得复杂化。例如，你的个案可能是学 
生（你可能从多个来源得到每个学生的数据），你的学生可能都被“嵌套 （ nest )” 
在教室里，教室可能被“嵌套”在学校里，而学校又可能被“嵌套”在行政区里。 
寻找那种能轻松地选择数据库的不同部分，并且/或者能在你的案例之间做结构 

分析 （Ragin,1987) 的软件，能帮你创建多个案矩阵显示-通常是将矩阵的不 

同格子中对应的数据集中在一起——的软件同样是有用的。 

固定的记录^修订的记录。 你将要使用的数据是固定的（如官方文件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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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的回答）还是将被修订的数据（有修正、增加的代码、注解、备忘录，等等>?有 
些程序能使数据库的修改很容易，而另外一些软件则会使修改花费很多时间和 
精力。有些程序能让你轻松地修改注解和编码,但不能修订基本文本 （undeilying 
text) ，而有些程序则让你两个方面都能修改。尽管到目前为止这已经成为一个 
强制性的问题 （coiwtraining issue) ，新的程序和现有程序的升级版本的趋势使你 
能轻松地修改基本文本。 

结构化的 vs 开放的。你的数据是严格组织好的（如，对一个标准化问卷或 
访谈的回答）还是自由格式的（运行田野笔记、参与观察，等等）？被高度组织的 
数据通常能够在为适应它们而设立的程序中被更容易、快速、有力地管理——例 
如，那些针对每个个案而“很好定义”的“记录”和针对每个记录的数据“主题” 
(或变量）。结构化的调査可能会受益于调査取向的程序，如 Sphinx Survey 或 
EZ-Text, 它们利用可预见的结构来提供很好的数据管理的工具。自由格式的文 
本则要求更加灵活的程序。有专门用于这种或那种类型数据的程序，而有些程 
序则对各种类型的数据都能运行得相当好。 

统一的条自 vs 多样化的条目。你的数据可能都来自访谈，或者你可能有许 
多种类的信息:档案文件、田野观察、问卷、照片、录音带、录像带（这个问题与上 
面的“一个 V8 多个数据源”相重叠）。有些程序能轻松地处理各种各样的数据类 
型，而有些程序则要求比较严格。如果你有多样化的条目，就要寻找那种被设计 
用来处理多重来源和多种类型数据的软件，它在一个超文本的模式中，有很好的 
来源标签和很好的链接性能。处理“离线”数据的能力——向你提供那些实际上 
没有装栽进你的程序的材料，这是一种附加功能。如果你对此比较稍通的话，有 
许多程序都有做这件事的窍门。如果想能对音频或视频编码，然后取回，那你就 
寻找像 AFTER,ATLAS/ti，Cod€!-A-T e xt 和 InteiClipper 这样的程序，它们能让你像 
处理文本一样来处理这些媒体（文件）。 

数据库的大小。一个程序的数据库容量可以用个案的数目、数据文件（文 
档）的数目、个体文档的大小和/或通常以千字节 （K) 或兆字节（ MB) 来表示的总 
体数据库的大小等术语来表示（粗略地说，不空行的打印文本的一页大概是2 〜 
3K) 。但不管通过以什么方式表示的程序限制 （limite) 来估计总体大小，数据库 
的大小至少翻倍。今天的多数程序从总体数据库的大小来说都是大容量的。当 
对待单个文本的大小时，有一些程序的容童仍然有限。例如，在有些程序中，当 
一个文件超过10页时，程序就会要求将它拆分成更小一些的块，或者只以“只读 
模式”浏览器打开它。 

问超 4: 你准备做什 A 真«的务析 

就像上面所提到的，确定分析的方法论的名称在这里确实不会奏效。你对 
软件的选择取决于你希望如何着手进行分析。这并不是说要一个详细的分析计 
划，而是所预期的风格和方法的大体感觉，这将依次告诉你，你能用这残数据做 
什么 事情。 要得到对定性数据分析的一系列方法的好的总体看法，以及和它们 



相联系的一些步骤的讨论，请参见费尔丁和李 （Fielding & Lee, 1998, chap. 2) 的 
作品。 

如果你要对数据编码,就需要这样一个软件，它能让你按自己的方法论所要 
求的方法进行编码。如果你正在做叙事分析，可能需要以某种方式追踪时间或 
叙事的结构。或者，作为一种理解你数据中的现象的方法,你可能正在致力于建 
立一个超文本链接的网，则创建和表现那种超文本网的一种或其他种方法能更 
好地满足你的需求。在现有的作品中，编码可能是得到最好支持的方法，许多使 
用其他方法的研究者可能会发现，最好的选择就是根据他们自身的目的使用一 
个“编码”系统一例如，标注出文本的叙事结构。下面的题为“展望未来”的部 
分将对之有详细阐述。 

下面的子标题应该帮助你超越方法论的名称而行动，它展示了问题4的某 
些部分。它们或许可以帮助你识别你将需要的特定分析步骤，你将需要运行的 
特定搡作，你将需要记录的洞察力、推论和解释的种类，你准备记录它们所使用 
的方式。换言之，它们或许可以帮助你明确如果手写工作，你所要做的事情，并 
且将这些亊情转换进你要从软件那里得到的功能中。 

探索的 vs 证实的。你是否主要准备在你的数据里“闲逛”，看看它们是什么 
样子，然后归纳性地展开你的思想？或者，你头脑中是否有和一个现存理论相联 
系的一些特定假设，用以演绎性地进行检验？如果是前者，则具有快速和强有力 
的搜索和取回性能，能轻松地进行编码和修改，并且有很好的文本和/或图形显 
示的程序对你来说就是特别重要的。 

另一方面，如果你有一个起始理论 （begiiming theory) ，想验证一些特定的假 
设，则具有很强的理论建构和检验性能的程序就是更好的选择。要寻找那些能 
检验命题的程序，或那些能帮你发展和延伸概念网络的程序。 

—开始就有固定的编码方案 vs 逐步展开的编珥方案。你的研究是否有一个 
被很好定义的、可能是从理论中推导出的、预先的编码（类别、关键词）方案，并且 
将应用到你的数据中？或者，当你以 tL 根理论的风格、用“持续比较”的方法工作 
下去时，这个方案是否会发生变化 （Glaser， 1965; Glaser & Strauss, 1967； Strauss 
& Corbin, 1998)? 如果是后者，则你能轻松地在电脑屏幕上编码（而不是被要求 
在纸上编码，或必须处理一些麻烦的、在电脑屏幕上编码的程序），并具有支持轻 
松或自动的编码修改的性能，这是特别重要的。超文本链接功能在这里也很有 
用。“自动的"编码（在这里，程序根据你设定的规则应用代码，如某个短语或其 
他代码的结合应何时存在）在其他场合同样有用。 

多重编码 vs 单个编码。有些程序能让你将几个不同的代码分配给文本的同 
一个段落,包括更高层级的代码,也可以让你将编好码的“块” （ 你将代码应运用 
的文本的范围）进行叠置或嵌套。其他程序则比较严格：一块一个代码。还有一 
些程序允许你将多个代码运用到一块上,但不“知道”这个块上有多个代码—— 
它们将它作为两个块来处理，一个块对应一个代码。 

多个路径 V8 —个路径。你是否想且你是否有时间在数据中连续穿行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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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不同的、修正过的路径？或者，你是否要将自己限定在一个路径里？多路径 
的意图应该将你引向那样一些程序，它们能很好地显示你原先的编码，它们是灵 
活的、鼓励重复运行，它们能让编码修改变得轻松,它们有很好的拽索和自动编 
码性能，它们能让你用超文本来跟踪文本的不同部分之间的联系，而当你离开 
时，它们会保存你的工作记录（也可参见 ：固定 的记录《修订的记录）。 

分析的精细性。你的分析是集中于特定的词语？文本的行？句子？段落？ 
页？整个文档？看看程序允许（或要求，或禁止）你做什么，它的灵活性如何？你 
能在你的数据中看到不同大小的块吗？你能轻而易举地定义自由格式的段落 
吗？当你第一次输人数据时，有些程序让你选择你的可编码的段落的大小，而有 
些程序在你进行时,则能让你混合、匹配块的大小。 

对 斂据上 下文的兴龜。当程序根据你的搜索要求抽出文本的块时，在多大 
程度上你想得到其周围的信息？你是否只需嬰词语、短语或行本身？你是否想 
要前面的和后面的行/句子/段落？你是否想看到整个文档？你是否箝要能直接 
跳到文档中的某个地方，然后做某些工作 （ 如编码、编辑、注解）？你是否想给信 
息标上“来源标签•’以便知道它来自何处（如“和扣 nice Chang 的第三次访谈”第 
22页的第6 行〉？ 或者,你是否仅仅想得到信息来源，而不是文本自身？各种程 
序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很大。 

显示的意图。当你能在一个地方看到组织好的、压缩的信息，而不是一页一 
页的没有缩减的文本时，分析能做得更好 n 有些程序以列表（文本段落、采样数、 
代码等的列表）的形式产生输出结果，有些程序能帮你产生出矩阵显示。它们可 
能会列出一个矩阵中每个单元格的文本段落或代码，尽管你实际上得在一个供 
显示的矩阵中排列它们。寻找那些在你用文字处理器将采样数输人一个充满文 
本 （lext-fiUed〉 的矩阵中之前，能让你编辑，缩减，或概括采样数的程序。有些程 
序能以矩阵的形式给出定量数据（一般是频率），有些程序能给出网状的或分层 
级的图表,这是数据显示的另一种主要形式。 

只有定性败据或包含数字。如果你的数据和/或你的分析包括数宇处理的 
可能性，则要看程序是否能计数，和/或它是否能和定量分析程序如 SPSS 或 SAS 
共享信息。仔细考虑你将做什么类型的定童分析，要确保你正在考虑的程序能 
恰当地处理数据，还要考虑该程序是否能够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根据你正在采 
用的分析 方法〉 来连接定性和定量数据。例如，你是否需要根据定量分数或人口 
统计学数据来在你的定性数据中筛选子集？或者，你是否箱要运用定性代码来 
产生等级变量，以用于 SPSS 上的统计分析？或者，你是否想产生词语或代码的 
频率表，以用于统计分析？ 

协作。如果你是和一个团队一起工作，且有不止一个人从事数据分析，则要 
看看程序如何支持协作工作。有些裎序是很好的，如果你只是想将工作进行分 
割，让你们中的毎个人对数据的不同部分编码，然后将工作合起来；有些程序能 
比较多个研究者对同一个数据的 解释； 有些程序能允许多个使用者通过网络进 
人共享的数据库;其他程序则能允许你定期将不同研究者一直所工作的数据库 



的分散副本合并起来。程序的不同在于，在合并过程中，它们给予你多大程度的 
控制。有些程序让你详细了解程序要做什么，如果它在正被合并的每个副本中 
发现，比如说,相同名称的代码或备 忘录； 而有些程序则遵循固定的规则。有些 
程序撩长于让你分辨一个代码、备忘录，或其他对象是从哪个副本中 来的； 而其 
他程序则丢失了所有的识别信息，因此你必须用一些诀窍，如在每个副本中使用 
不同的名称（例如，我可能用我的姓名缩写作为我创建的所有代码的开头，而你 
则用你的姓名缩写作为你的代码的开头）。有些程序提供特殊的性能，它能让你 
比较两个不同的研究者的编码，例如，给你展示一个表格，从中你能看到每个人 
所做的编码。 


有争仪的円超 （ cut-across issues) 


两个主要的有争议的问 题是： 和数据的接近性与财力资源 （closeness U> the 
data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0 第二个问题可以忽略不计。软件的价格变化非常 
大，我们评论的软件价格范围是每个使用者0美元到1 G44 美元 （Weitzman & 
Miles, 1995b), 那只是一个范围（寻找给教育界使用者打折的软件，以及有多个使 
用者的“地点许可证”的软件）。另外，程序有效运行所要求的硬件差别很大。显 
然，你不可能使用一个对你而言太贵的程序，因为它要求的是一个你买不起的机 
器，或者它在一个错误的平台上运行——如 PC 而不是 MAC。 令人髙兴的是，美 
国疾病控制中心现在通过网络发行了两个免费程序：用于定性调査的 EZ-Text 和 
用于非结构文本的 AnSWR。 同样幸运的是，从该领域传来的报告是：今天正在 
被销售的 Macintosh 计算机 （G3 是今天最好的 Mac 计算机）能令人满意地用 PC 
“竞争”软件来运行最强的 PC 新程序。这种情况对 Mac 计算机的未来时代大概 
也同样合适。 

剩下的问题是和数据接近性相关的，这更加复杂，我也将在下面的题为“本 
领域的争论”部分进行讨论。为了做出选择，请记住，考虑和数据的接近性是什 
么类型对你而言是重要的。许多研究者担心，在计算机上处理定性数据将带来 
的后果是 •.使 他们和其数据疏离。实际上，这是事实。每次你可能只集中于査看 
文本的小块,甚至可能只査看文本所在的以行计的参考文献。这和那种通过阅 
读、翻遍整个纸质文档而深深沉浸在数据中的感觉相去甚远。 

但其他一些程序能将这种后果减少到最低程度。典型的是，它们一直将你 
的数据文档保留在你的屏 幕上； 滚读你所需要的数据、显示你的搜索结果，这样 
你躭能看到它完整的上下文；让你能在同一个数据査看屏幕上执行多数或所有 
动作。有些程序让你在数据中不同的点之间创建超文本链接，为你明了自己在 
数据库中的位置提供便利，显示你的编码和备忘录,让你将相关的数据迅速拖到 
一起，它们能在某些方面比纸质抄本更让你接近数据。如果你考虑到这一点来 
进行选择，软件能帮助，而不是妨碍你和数据保持近距离而进行工作，实际上，它 
能帮助你免于淹没在那些纸堆中。然而，拥有能增加和数据的接近感的软件对 
每个人来说可能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有些研究者并不介意过分依赖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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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来获得一种接近感，而有些人则认为这种过分依赖使 QDA 软件的目的丧失 
了。进一步来说，有些项目完全不要求和数据紧密接近。你也许正在做更加抽 
象的工作，实际上，可能想远离那些原始数据。 

本领域的争论 

在过去的20年中，在定性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中，就“使用软件是不是一个好 
主意，如果是，那么什么类型的软件是好的”这个问题发生了许多争论。在这里， 
我将提出四个争论的 问题： 与数据之间的接近性，软件是否会推动方法论，研究 
新手是否应该亲手做研究，软件是否真会影响到精确性、一致性和完全性①。 

与教拓之网的接返牲 

我在程序选择方面刚刚讨论过和数据的接近性问题，在过去数年中已经成 
为定性研究者提出的最大的关 注点。 有经验的研究者通常已经发现同样的困 
难，花费很多时间坐在地板上，周围被一堆一堆的纸质文档包围的过程。这是必 
要的，它将使研究者对数据完全熟悉。但就像我上面所尽力争辩的那样，软件没 
有必要削减这种熟悉，它既不会使它变好，也不会使它变坏,软件只是改变了它。 
尽管有些程序仍然会引起这样的感觉 ：你仅 仅是从文本的一个小窗口开始工作 
的,对它周围的东西没有概念。但现在有许多程序能提供丰富的上下文信息（如 
来源信息，超文本链接的绘图，适于航海的略图、代码、文件，以及文本段落的链 
接列表），这实际上能帮助你比以前更好地了解数据。 

软件是5会推场方法论 

另一个关注点是，研究者可能会让他们的研究适应他们所使用的软件，而不 
是选择与研究合适的软件 （Coffey el al , 1996； Kelle, 1997；Unkila, 1995) ——简而 
言之，软件会强加一种方法论的或概念上的方法。实际上，软件开发者将假设、 
概念框架,有时甚至是方法论的或理论的意识形态加到其产品的开发当中。这 
些意味着一个特定程序的使用对你的分析有重要影响。然而，就像我在别处主 
张的那样，你不滞要，实际上也不应该受这些假设和框架的 限制； 常常有多种方 
法让一个程序服从于你自身的目的（参见 Weitzman ，印刷中）。例如，一个程序可 
能会让你只定义代码之间的层级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可以在层级的不同部分 
创建多余的代码，或用备忘录和网络图表来了解你想定义的额外关系。 

开发者将槪念上的假设带人其作品实际上是这个领域的长处之一。许多开 
发者，特别是 编码一 取回程序和以代码为基础的理论建构器的开发者，就是研究 
者本人。他们已经花了大量的脑力劳动以找到适合不同类型的数据分析的工 

①对于任何像这样的曹 ft, 当你正在选籌的时候要进行检査，看止在考虑的程序是否出现这个 问*。 开发 
人员经常产生这类问題 ，因此 雯我来指出特定的程序是不公平的，也是没用的。情况正在改变中。 



具，使用者能极大地受益于他们这种投资。 

有一点是正确的，即软件的设计能对分析施加影响。例如，不同的程序用不 
同的“隐喻"进行工作——这就是显示代码之间、代码和文本之间关系的不同方 
法。 Kwalitan.NUD • 1ST,the Ethnograph, 以及 winMAX 都允许代码之间存在层级 
关系。对于那些正在分层级地组织你的概念类型的研究，这些程序能发挥重要 
的作用。如果你想表现非层级的关系，即使你试图围绕这个隐喻进行工作，那也 
不如使用一个像 ATLAS/ti 这样的程序方便， ATLAS/ti 显然能支持更 M 活的网 
络。 HyperRESEARCH 强调的是代码和个案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代码和文本块之 
间的关系。当你对一个文本块进行编码时，就创建了一个条目，它对一个特定个 
案而言就像一个索引卡片。这强烈地支持和鼓励一种思想，即强调个案现象和 
跨个案现象,但它让寻找和思考一个文本内代码之间的关系变得困难（尽管本书 
写作时仍正在开发中，版本2似乎能解决这个问願）。最后， Code-A-Texl 提出了 
—系列相当不同的缠码隐 喻:① 代码被组织进“等级•’（通常，如果你想在考虑很 
多因索的基础上做出相互唯一的判断，并据此对文本块进行编码，你只能从每个 
等级中分配一个代码给一个文本段落）；②根据文本中的词语被 编码； ③你所写 
的对每个文本块的开放式“解释”。用这些编码隐喻进行工作可能会让你用与上 
面描述的那些隐喻有些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你的文本。 

类似的问题存在于其他类型软件的选择中，如文本数据库管理器。 lnfo 
Tree32 XT 让你用一种层级树的方式组织文本，并让你能将文本到处拖动来重新 
组织它们。 Folio Views 也可让你创建一个层级性的大纲，但提供额外的功能， BP 
创建多重的 、非 连续的文本“群”，你能在任何想要的时候激活 它们 。 Folio View8 
和 askSam 能让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在任何给定的记录中插人主题，而丨而 
T re e32 XT 则要求你在整个数据库中使用一个标准的主题设置（你自己设计的 ） 》 
理想主义者不仅能让你为每个记录定制主题设置，还能让你创建许多记录类型， 
每个记录类型都有自己的主题设®，并将它们泯合到同一个数据库中。最后，尽 
管大多数程序每次只显示一条记录， Folio View* 则能给你显示一个类似文宇处 
理器的形式,在这里，记录像段落一样，一个接一个出现。无疑地，每个程序都会 
给你显示相当不同的数据形式，因此.每个程序可能都鼓励不同的方法来思考你 
的数据。不同的程序有不同的长处和弱点。有一点也是正确的，那就是一个聪 
明的使用者能让每个灵活的软件包服从于相当不同的任务的需要，克眼它们之 
间的很多差异。 

每个假设对一些分析模型来说既是一种好处，也是一个约束，关键是不要被 
程序的假设所限制。如果你知道它们是什么，你就会聪明地利用它们进行工作。 
程序应该服务于你的分析箱要、目标和假设，而不是相反。对关于不同程序对研 
究的影响感兴趣的研究者还可以参考费尔丁和李 （ FieWin « & Lee，1998) 的作品。 


研先* f 手是5 A 该本乎幵鉑做斫先 

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的确，对于研究新手而言，重要的是开始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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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如何做好研究，而不是仅仅知道如何使用一个程序。亲手去完成第一个项目， 
还是在同一过程中学习分析和软件，这个问题最好留给教师们。我巳经讲授过 
这两种方法，根据我的经验，学生们会从手工方法的经验中获益良多，即便只是 
一些编码经验，也能使他们知道分析中所发生的事情，从而避免对使用软件的 
担忧。 

软件是 S 其会彩吻列精确牲、一玫性、免全性 


一些研究者认同这样的观点，即软件有利于更精确的研究。在联邦基金代 
理协会 （federal funding agencies) 甚至有谣言说，在批准的提案中要求使用软件。 
然而，就傢我上面所说的，软件不会让一个差劲的研究者做出好的成果，软件实 
际上能帮助有能力的研究者去做比以前更加精确、一致和完全的分析。这个问 
题不应该被概念 化为： 软件是否能让研究更 精确； 而应该概念 化为： 研究者使用 
软件所做的研究是否比他/她没有使用软件所做的研究更精确。 


展望未来 


我希望未来能见证目前趋势的延续，无论是在学术方面还是在软件开发方 
面。下面略述了我的一些明确的希望。 

达个诂*对学术的要求 

正在进行的评论工作。除了一些书，如韦茨曼和迈尔斯 （Weitzman & Miles, 
1995b) 及其即将出版的修订版（这是我和 Nigel Feilding 及 Ray Lee 合著的），提 
供了在特定时间能获得的软件的全面的比较性评论外，还箱要定期出版的评论， 
它们是对出现的新程序、修订程序所进行的评论。杂志 《田 野方法 

以前是 Cultural Anthropology A/etWs) 提供了定期的软件评论（对定量分 
析程序和定性分析程序），就像许多杂志特写定期的书评一样。应该有更多的为 
定性研究读者服务的杂志走这个路子。 

关于方法论问题的争论。本章提出的这种有争议的问题需要被提交到文献 
和研究者中进行继续讨论。我们既需要提防软件的无意识的影响，又要通过和 
开发者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我们不窑欢什么，来积极参与到塑造软件未来发展的 
行动中。 

更多的实证性工作。由费尔丁和李 （Fielding & Lee, 1998) 、韦弗和阿特金森 
(Weaver & Atkinson, 1995) ，以及沃克尔 （Walker, 1993 ) 所开创的，关于软件对分 
析的影响的那种实证研究应该继续下去。关于软件影响的观点是很好的，但我 
们也需要继续让我们的假设去接受实证研究的检验。 

对软件开犮的舞求 

在这一点上,我们能确认的是：研究者的一些需求还没有得以实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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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领域仍然落后于它对个案取向 （case-oriented) 的研究的支持。有一些程序 
具有在多个文件之间淸晰地 踉踪单 个个案的性能，但很少有程序具有很强的个 
案取向的结构。 

陈列的构造 （building) ，特别是矩阵的构造，仍然需要很大的发展。在写作 
本书时新发行的产品 NVivo (来自 NUD • 1ST 的开发者），能让你建造一个互动的 
矩阵，在其中，你能通过点击单元格来唤起相应的 文本。 它与迈尔斯 （Ma« 
Miles) 的关于一个程序的梦想仍有一步之遥，这个梦想是,程序能将这种功能性 
与给输出矩阵形成摘要文本 （ 而不是转换到一^ h 文字处理器）的能力结合起来。 

叙亊分析和话语分析的工具也仍然落后。使用这些方法的研究者继续要求 
那些能让他们灵活的推述文本和谈话的结构的性能，而纵向研究者想建造能随 
着时间而淸晰地追踪个案的工具，在这方面他们还没有太大进展，尽管 NVivo 有 
一个“厲性”性能,它能让你将日期值贴到代码或文件上。在毎个个案中，研究者 
既可以根据自身箱要改编编码系统，也可以寻找其他类型的、他们能使之适应自 
己®要的软件，如超文本创造程序 （authoring programs) 、项目谰度程序等。 

最后，因为没有一个程序能完美地做所有亊情，研究者就甫要开发者创造一 
种可能性，即将标注好、编好码、注释好的数据从一个程序输人、输出到另一个程 
序。部分的也是因为意识到这一点，本书写作时，这已经初显瑞倪。 Code-A- 
Text , the Ethnograph, winMAX 的开发者们巳经同意在一个共同结构 （common 
8tnicUire> 上进行开发。 ATLAS/U 巳经成为第一个能支持在 XML 上完全开发的 
项目输出的程序, XML 是一种新出现的语言，它能继承 HTML 和 World Wide Web 
的格式化标准。一个像这样的公共标准，如果被其他开发者采用,将使研究者轻 
松地把成熟的项目从一个程序移到另一个程序中，就像我们现在能在多重的电 
子数据表和数据库程序之间移动表格数据一样。 


结论 


和大约十年前的情况不同，定性研究者现在已经有了一系列非常好的软件 
工具来协助他们的研究，软件的使用——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处理器——似乎越 
来越成为定性研究过程中的常规部分。仍然没有一个“最好的”程序，甚至对一 
个特定的方法论而言，也没有最好的程序，但这也是好亊。这意味着，研究者必 
须考虑其他方法，并选择适合它们的程序，应该让他们避免对软件的过分依赖。 
当研究者继续四处搜寻能为他们做事，且做得更好的软件时,软件开发者很可能 
继续做出反应，让他们的程序变得越来越有用。 

在不久的将来，从使用者和开发者的这种协作中，我们还能期待什么？用于 
共享分析原始数据的更多、更好的工具，它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即允许使用分 
析性标注、链接和备忘录来将项目数据库置人 World Wide Web, 或者植人光盘， 
就像 ATLAS/ti 允许的 耶样; 用于构造复杂报告的工具，该报告本身就包括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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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和 数据; 用于支持研究团队之间的协作更多、更好的 工具； 能将被调査者带进 
研究过程而无需强化计算机训练的更多、更好的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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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和文本分析 


ANAI.YSINO TAI.K A1 


© 大卫 . T ; / 


在文本和对话中，实地资料的语言学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旨在考察假 
定的“外部亊实” （ 如阶层、性别、权力），我们的原材料也无非是记栽在文献中的 
文宇或由访谈对象所讲述的话语。此外，虽然观察资料应该适当地包含对社会 
互动的来龙去脉的描绘[即斯廷森 （Stim SOn ,l 9 86) 所说的“空间和场所的社会 
学 •’], 但我们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中的很多观察结果都将不可避免地由对话 
构成。 

当然，如果我们的资料是录音带的副本，那么我们就直接面临着对话是如何 
建构起世界的问题。虽然对话有时候被认为没什么价值（“纯粹”的 对话〉 ，但它 
已日益被看成是社会互动籍以发生的主要手段。在家庭和更加公众性的场合 
中，家人和朋友通过对话来安排活动。在工作中，我们互相交流并将我们的组织 
活动存档。正如赫里蒂奇 （Heritage,1984) 所主张的，“社会世界是一个充满着对 
话的世界，其中绝大多数的世界亊务都是通过口头互动来进行的” （P_ 239) 。事 
实上，赫里蒂奇所称的“世界 事务" 包括传播消息，判断某人是否会自杀和孩子习 
知如何与母亲交谈等基本特征（见 Sackg,1992 a; Silverman，1998b， 第1章）。 

然而在很多的社会研究中都弥漫着一种令人费解的前语言学情感。这种现 
象在那些青睐用“操作性定 义”来 武断地界定某一现象（语言学的传达〉的定量 
研究者中比比 皆是。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声称径直深人到了先前提到 
的外部 ••亊 实”的定性研究者所展示的参与者在“互动中的对话”却被忽略了。 

这些“亊实”通常只是被用来解释访谈对象的回答或对话的副本，很少或几 
乎没有涉及发言者是否（和如何）提到 它们。 例如我们的“认知”是发言者是一 
名女性并假定场景是一次医疗会诊，它们并不存在分析上的相关性，除非我们能 
证明有关群体的行为特征的关联性 （Schegloff. 1991 >。 

相比之下,20世纪的思潮已经开始抵制如词语仅是“事实”的一种显而易见 
的媒介等诸如此类的研究假设。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Sa USSU re，197 4 ) 那儿， 
我们得知符号的意义是从它与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衍生而来的。从哲学家维特 
根斯坦 （Wiuger«t e i n ,1968) 那儿，我们明白了一个文字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从 



它的用途派生出来的。因此，正如维特根斯坦提 出的： 

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詞语——“知识”“存在” ••主体”等 . ——想尽可 

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时，那么他应该首先弄 清楚： 这个词谱是不是的确曾经在 

它的发源地的谱言游戏中以这种方式被使用过？ 

我们要做的是让词语从抽象的形态田归到它们的日常运用中去（第116 

节 ）0 

当然，维特根斯坦对一些哲学家的批判也可以被用来反对那些定童研究者， 
他们甚至没有研究现象在“语言游戏”中的日常发源地的情况就武断地构造出了 
关于现象的“操作性定义”。但是，维特根斯坦的言辞也同样造成了对那些声称 
揭示了并不是由参与者所推绘的社会“亊实”的定性研究者们的批判。 

正如加芬克尔 （Garfmkel , 1967 ) 所暗示的，无论是定董研究者的科学方法，还 
是定性研究者主张的“移情式理解 "，都 很合乎常理，因为两者都换位站到了社会 
成员的理解力的角度来“看穿”表象进入到了潜在的亊实。在这一点上，那些声 
称能进入到某些社会结构或资料“背后”的“情感”的社会研究人员和向观众讲 
述运动员的“感受”的体冑电视评论员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双方都采用了（作为 
一种不言而喻的资源）加芬克尔所说的“文献诠释法 （documentary method of 
interpretation) ”来获得他们的“发现” （ 本书第18章）。 

社会研究和社会之间的关联不足为奇。像观察和访谈等并不是社会研究者 
特有的活动方式，正如福柯 （Foucault,1977) 指出的，对囚犯的观察一度是现代监 
狱改革的核心，访谈中的提问法再现了许多天主教忏悔或精神分析会诊的特点。 
访谈研究在当代众多社会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反映了它是盛极一时的。想一想， 
比如从“脱口秀”到“名人专访”，访谈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大众媒体作品的核心 
(和流行）特征。也许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叫“对话社会”的世界中，在此，对话似 
乎是理解我们生活的关键 （Alkinson & Silverman,1997) e 

这种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也许能说明到底是什么在引诱着定性研究者把他们 
的方法定义为“移悄式理解”和采用访谈等方法。当然，像文化和方法之间的关 
联性应该是我们反问自身的方法偏好的一个良机。然而，这些“自问”（常常 
是——错误地，我认为——像关于反省）本身并没有为我们的选择提供依据。正 
如我下面所说的，这样的依据取决于我们对社会成员获其所欲的实际方法加以 
描述的准备状态。 

当然，这些牵涉面广泛的问题要融入到我们的资料分析中去。现在我把注 
意力转到这些问题上来，考察三种以语言传达的资料：访谈、文本和副本。和在 
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显然我在这里注重的是对资料的分析，而不是资料的收集 
技巧。 


访谈 


对定性思维的研究者而言，开放式访谈显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真实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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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他人灵魂的机会。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相互理解 
和支持的合理的政治对话的机会。深度访谈中的言语用这样的一些假设丛进行 
了反复的提示。我们在当代社会学中看到了一股顽强执着而又不切实际的冲 

动 :经验 主义作为现实的升华-模一样的开场白能让电视脱口秀或新闻访 

谈充满吸引力。 

这些定性研究者和调査研究人员一样，都假定访谈回答指明了某些客观现 
实（对后者来讲是“事实”或“事件”，对前者来说是“感觉”和“意义”）。两个群 
体都通过各种方法制定了研究计划以确保其解释的准确性。因此你能够通过像 
互搡作指令协议和计算机辅助定性资料程序来尽可能地保证你准确地描绘出这 
些亊实和经历。而且你还可以通过其他观察来核实访谈对象回答的正确性。让 
我们用这种唯实论的方法来解释访谈资料。 

另一种方法把访谈资料当成是深人到人们用来描绘他们的生活世界的各种 
故亊和讲述 （Hoktein & Gubrium, 1995, 1997) 中去的途径。这种叙述性的方法声 
称，放弃把访谈对象的描绘当成是“现实”世界的潜在的“真实”画面的企图，我 
们通过访谈人员和访谈对象共同得出对世界的合情合理的描绘 （Gubrium, 1993; 
Voysey, 1975)。 

我知道很多读者都会赞同前一种方法。在这一点上，我想举一个真实的访 
谈研究最终是如何被推向描述性的方向的例子。米勒和格拉斯纳 （Miller & 
GUs 8ne r,1997) 推述了一个采用开放式深度访谈法考察一些自称和所在社区中 
的帮派有来往的年轻女孩 （ 13 ~ 18岁）的研究 （Miller, 1996 ) 。米勒遵循调査访 
谈的完整过程实施了这些访谈。以下是米勒和格拉斯纳所描述的各种类型的资 
料的意义 （1997): 


调查访问收集到了大量的涉及不同主趙的信息，包括个人的、她所在的 
学校的、朋友的、家處的、邻居的、违法记录、拘留史、性生活史、受害史，以及 
帮派的信息，深度访谈还涉及青年帮派中的年轻女孩的角色和行为，以及她 
们所描述的在帮派交往中所形成的意义 （P. 10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米勒在深度访谈中收集到的资料。下面是一个 案例： 

一个少女在描述他为何加入帮派时对米勒说，“我在家里得不到尊畫。 
我想从其他地方其他人那里获得一些爱和尊重。” （P. 107) 

这是另外一个访谈对象关于她为什么要加人帮派的解释： 

我没有家……我一无所有 （P. 107) 0 
当要求另一个女孩思索她为什么要加人帮派的时候，她回答说： 

他们中的一些人和我一样，实在是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家庭或穩定的家 
可去。你知道，他们在家里并没有得到多少爱和尊畫，所以他们想在別的地 
方得到这娑。而且，像我们在帮派 t 已经得到了家庭成员或像家處成员这 
样的东西 （p. 107)。 




假设你已经收集到了这些资料，现在想着手分析。把它们置于最原始的形 
态，你怎么处理它们？ 

和现实主义的方法一样,你可以运用民族志和 NUD • 1ST 等程序（见本书第 
30章），把访谈对象加人帮派的各种原因进行编码。从这些资料来看，似乎有这 
样两个主导 因素： “推”的因素（非支持性的家庭）和“拉”的因素（支持性的帮 
派 ）0 

另外，假定你能够得到关于上述访谈对象的调査资料，现在你要做的是把每 
个因素同其各种各样的背景特征联系起来。这有可能使你的研究更具合理性。 
你不仅能够考察靑年帮派的“主观”意义，而且还可以把这些现象和“客观”的社 
会结构联系起来。因此，对那些把理论建立在（客观性的）社会结构对（主观性 
的）性情的影响之上的社会科学家而言，现实主义的方法极具合理性。而且，这 
种方法试图提供的研究结果，正好满足了那些希冀从社会科学研究中获得直接 
收益的社区“用户”的需求。 

因为把他们的方法称为“倾听法”，所以米勒和格拉斯纳 （Miller & Glassner, 
1997) 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从访谈对象的视角来考察世界 （Glassner & LoughUn, 
1987, p.37)。 在这方面，他们和其他的唯实论者都共同假定“经历”的“真实 
性”，因此，无法对一些个人叙述中的特定要素进行文化（和 本土〉 方面的检测。 
(Gubrium, 1993; Voysey, 1975)。 

然而，我们并没有完全满足于现实主义表面的合理性。怎样才能让叙事法 
推动资料分析呢？米勒和格拉斯纳 （Miller & Gia88ner,1997,pp. 103-104) 认为， 
着手分析的路径之一，就是考察访谈对象是如何运用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来构 
建他们的故事的。他们参考了里査徳森的观点 （Richaitlson,1990) ,即“参与一种 
文化包括对该文化种种叙事的参与，那些叙事是对意义库和人际关系的通俗理 
解” （P.24)。 

那么，如何才能以这些方式阅读上述材料呢？方法是把访谈对象的回答看 
作是一个个的文化故亊。这就意味着当访谈对象利用叙述来让自己的行为合情 
合理、通俗易懂,否则别人就无法理解的时候，需要考察访谈对象话语的修辞学 
功能 （Miller &Glassner,1997,p. 107> 0 

在上述资料中，米勒和格拉斯纳指出了研究对象以两种方式来让他人理解 
自己的行为。首先，他们并不打算把帮派的主流观点作为不好的观点加以反对。 
其次，他们真的反对访谈对象本人是邪恶的看法。然而，米勒和格拉斯纳 （Miller 
& Glassner, 1997) 指出并不是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是圆滑地重复传统的文化故事。 
正如他们提出的，“一些年轻女性进一步描绘了她们帮派中的活动方式，这些描 
述直接向帮派群体天生就是坏的或反社会的，以及女性在帮派中的角色等盛行 
的刻板印象发起了挑战。” （P. 108) 以下是一些访谈对象对自己想法的 描述： 
真的，这是很正常的生活。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有聚会 （P. 109)。 

( 我们 ） 打扑克，聚伙抽烟，搞化妆舞会，玩录像游戏，我们基本上整天都 

在玩要。你肯定会很惊讶。这是一群大孩子。这是我的同伴中的一 群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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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老小孩 （P. 109)。 

米勒和格拉斯纳断言，诸如此类的叙述对所谓的汸谈对象淸楚大众对靑年 
帮派的看法是一个公开的挑战。女孩们并没有认可把她们的行为界定为“偏差 
行为”的传统观念，而是试图传达出正常的行为状态。 

这些叙述向刻板的帮派文化故亊发起了直接的挑战。在里査德森之后，米 
勒和格拉斯纳 （Miller & Glassner,1997) 把这样的叙述称为“抗拒关于群体的传统 
故亊并讲述其他故事”的“集体故事”<1^^ & 1^ 0 11,1990,|>.25)。米勒和格拉斯 
纳对各种观点从中产生的叙述形式所做出的敏感性陈述为对话分析提供了另外 
—条道路（一种更成熟的描述性方法，见 Gubrium & Holstein, 1997) 0 

小麴 

根据以上讨论，我建议访谈研究者也许该自问以下五个问题： 

(1) 你把资料置于哪种情景？很多访谈研究习惯于引诱访谈对象的直觉。 
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把单一的意义归之于他们的经历才是合适的？也许这里没有 
人们向研究人员、他们相互之间，或向监护人员描绘的那种具有多重意义的场景 
( 如，生活在社区家庭 ） 或活动（如成为一名足球迷 ）（Gubrium, 1975/1997 )? 这 
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访谈回答究竞是要被当作直达“经验”的通 
道呢，还是作为主动建构起来的“叙事”，后者牵涉到本身就有待分析的活动 
(Holstein & Gubrium, 1995； Silverman, 1993)。两种立场都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但是你需要去论证并解释你所持的立场。 

(2) 你的分析立场适合你实际关注的亊情吗？如果你的目的只是对一个既 
定的社会问题做出回答的话，一些雄心勃勃的分析立场（如解释、对话分析）实际 
上可能会掩进问题的实质（如老年人在社区中的生活和竞争，学生对评估和反馈 
的看法）。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要你决定把你的研究看成是一项基于某个很淸楚 
的社会问题的描述性研究，就有可能轻易地确认还有更复杂的资料处理方式。 

(3) 访谈资料真的有助于澄淸你的研究主题吗？如果你对学校课堂上发生 
的亊情感兴趣，你是否该把访谈结果作为主要的资料来源呢？仔细想想你为什 
么要安排一项访谈研究。当然，它能以相对较快的速度收集访谈资料。但是，却 
不如收集文本和文献那么快。在方法上你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访谈优势的影响 
(Atkinson & Silverman t 1997) ? 

在教室的情录中，你是否无法通过观察人们的行为来取代问他们在想什么？ 
或者收集他们在学校的日常行为档案，如学生报告，任务陈述等？当然，你可能 
仍然想开展一项访谈研究。但是,无论你的方法是什么，你都需要论证它，并表 
明你已经透彻地考虑过了与你的选择有关的实践和分析方面的问埋。 

(4>你正在为你的研究发表大规模的论断吗？尽量少做一些关于你的研究 
的局限性论断对你总是有好处的。格兰迪奥斯 （Grandkme) 关于社会问题的独特 
性、范围和适当性的论断都可能是不存在的。审慎地对待你是如何确定你所选 
择的方法的原因的论断。证明你明白了它构成了一种“切蛋糕”的办法,其他方 



法用其他类型的资料也许还不具备直接的竞争力。 

(5) 你的分析超出了纯粹的列表的范围吗？根据理论方案应该只是资料分 
析的第一阶段的原理，确定出资料中的主要元素。通过考察这些元素是如何交 
织在一起的，你就可以揭示出访谈对象和访谈工作者的生动活动，并可以如同他 
们一样按照原话、生动地讲述某事。 


文本 


为了介绍一个独立的小节“文本”，现在我们开始看一些人为的东西。毕竞， 
当研究人员用打印资料做研究的时候，把对话当成是一个故事可能意味着要寻 
找出同样的文本特征。亊实上，访谈副本的纯粹行为把它转化成了一个文宇文 
本。在这一节中，我把文本作为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策略来验明由文字组成的资 
料，并想像在没有研究人员介人的情况下它们已经被录制下来了 （ 如通过一次访 
谈 ）。 

当然，任何一种观察方式也是一种非观察的方式。正如阿特金森 （Alkinson, 
1992,p. 459) 指出的，运用在访谈和文本分析中的编码方案的缺陷之一是由于它 
们建立在既定的类型丛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强大的概念坐标系”。 
虽然这个坐标系对组织资料分析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它也遗漏了没有归人到类 
别中的活动。 

从某种程度上说,阿特金森的批判使许多定量研究者企图尝试制造关于大 
样本文本的可靠证据的断言大打折扣。他们靑睐的方法是“内容分析 （comem 
analysis)”， 在内容分析中研究人员建立了一个类型丛，然后计算归人到每个类型 
中的例子的数置。关键是要求类别应该足以精确到用材料中的任何一个部分 
(如报纸的标题）来验证都能得到相同结果的程度 （Berelsmi, 1952)。 

内容分析的关键问题不是像阿特金森所指出的遗漏了某些类型那样简单， 
而是分析人员通常是如何单纯凭借换位思考的方式，从缄默的成员的知识角度 
出发来创造和运用他们所使用的各种类型的。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一 
次讲演中，萨克斯（ Harvey Sacks) 比较了社会心理学家贝尔斯 （Bale% 1950) 倾向 
于制造“互动进程"的瞬时类别和由有经验的内科医师花费了相当长时间来读懂 
脑电波测量图输出结果的活动。根据萨克斯 （Sacks,1992) 的观点，我们不应该 
“归类……当它们出现的时候” （P. 28〉。的确如此，如同我们马上要看到的，我 
们迅速归类的能力更应被看成是一个研究主题，而不是某种研究资源。 

与之相反的是，在一些定性研究中，少量的文本和文献可以被用来分析迥然 
不同的意图。其目的是要去理解参与者的类型和看这些类别在讲述故事 
(Propp , 1968； Sacks, 1974 >、收集文献 （Cicourel, 1968； Gubrium & Buckholdl, 
1982) 、描述“家庭生活” （Gubrium,1992) 等具体活动中是如何被运用的。这些定 
性研究人员的理论定位让他们更为关注通过文本来描绘的“现实”，而不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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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是否存在真实的或虚假的陈述。正如阿特金森和克菲 （Atkinaon & Coffey, 
1997〉指 出的： 

然而，在绦予了这些材料应有的关注后，我们务必深知它们的用途及局 
限性。由于它们是以社会有机化的方式被创造、共享和使用的，因此它们是 
“社会事实”，但不是组织惯例、决策过程或职业诊断的进明表象。它们构成 
了有自身传统的特殊类型的表象。 

这一暗示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不应该把文献出处作为其他类型的资料的替代品。例如，我们不 
能仅凭日常记录去了解一个组织实际的日常运作。同样地，我们也不能把 
日常记录看成是他们的报告内容的强有力的证据……这种观点并不意味着 
我们要忽略或贬低文献资料。相反，作为社会事实的存在警示着我们的确 
有必要去严肃地对待它们。我们不得不去搞清楚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以 
及能用它们去实现什么东西 （P. 47 )。 

弄清楚文本是什么样的意味着什么？潜在的例子是符号学，民族方法学取 
向的叙述性分析和文献分析。符号学以原材料的形式把文本看成是符号系统 
(Silverman , 1993, pp. 71-80), 描述性分析关注的是如何巧妙地运用本土文化资源 
进行叙述（ Atkinson & Coffey, 1997 ； Denzin , 1990 ； Holstein & Gubrium ， 1997), 文献 
分析关注的是如何通过解释技巧的运用、对记述中的利害关系的声明 （ Peter, 
1997) 和了解对象的意义 （ Prior,1997) 而得出的关于生活世界的不同看法。 

在我的兴趣转向民族方法学关注成员的方法之后，我将概略地介绍一个鲜 
见的例子一萨克斯对成员资格分类分析的叙述 （ Silverman, 1998b; Watson, 
1997 )。 

成 )1 资格分真分析 

和某些关注于叙述性故事的当代人类学家一样，萨克斯 （Sacks, 1992b) 相信 
问題并不在于亊后去预测社会成员，而是要设法弄淸楚“人们是如何制造出供其 
他人理解这些事情的行为类型的……（如）人们的亲昵行为……人们的撒谎行为 
等” （p. 119) 。假设很多类型都能用来描述同样的人和行为，那么萨克斯的任务 
是“査明他们（成员）是如何在有效的类型丛中进行选择以领会某些事件的” 
(P.41)。 因此，萨克斯并不想暗示我们是“社会”决定了某人要选择哪一类型。 
相反，他想展示与任何描述和选择某一特定类型的本土含义有关的生动的解释 
活动。无论我们是否采用萨克斯的假定法，他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激发人灵感 
的着手分析任何一个丰富内容的文本的方式。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编码”并不是科研人员的专长。我们都在对我们周 
围世界中的所见所闻进行“编码”。这是加芬克尔 （GafTmkel,1967) 和萨克斯 
(Sacks,1992a) 所指的当他们说社会成员，如社会科学家,使世界值得加以关注 
和值得报道。简而言之，这就意味着研究人员必须慎重地对待他们使用类型的 







方式。例如，萨克斯 （Sacks,1992b) 引用了两位表面上轻而易举地就能把特殊的 
(虚构的）言辞描绘成“简单的”、“复杂的”、“非正式的”和“正式的"的语言学家 
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对萨克斯而言 （Sacks,1992a), 对资料如此迅速的描绘是想 
当然地认为“我们不用分析成员的行为就能知道（这样的类型是正确的 ）（P. 
429)。 

在这一点上，老练的研究者也许会说萨克斯对传统研究的描绘过于幼稚。 
尤其是很多研究人员都意识到了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声称要描绘的某一方面的 
“事实”和类型之间存在任何的-一对应关系都是危险的。相反，在韦伯 
(Weber, 1949) 之后,许多研究者声称他们只是运用假设性解释（或“理想类型”） 
去判断它们的有效性，而不是它们的“正确性”或“真实性”。然而，萨克斯 
(Sacks, 1992a) 意识到了这个颇具争议性的 问题： 

在社会研究中，你用来分析手头资料的那种方法，如果它不是有意地对 

实际现象的分析，那么主张这种方法可以接受就是司空见慣的推进方法。 

也就是说，你能够拥有一种方 法：它 是一个“有效的假设构造”，可以为你分 

析点什么。 

相比之下，萨克斯对“假设构造”丛并不感兴趣。反而是一贯雄心勃勃地主 
张“论述现实世界” （P. 316)。因而他设计的方法没有被当作是多少有用的一套 
范畴，而被视为成员运用的实际类型和方法。 

让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在萨克斯的两篇讲稿中，他提到了 《纽约时代》 就 
飞行员在越南战争中的使命对一个美国飞行员所进行的访谈活动的报道 
(Sacks , 1992b , pp.202-222 f 306-311) 0 萨克斯对报道中飞行员在这个问题的回 
答特别感 兴趣： 

当他知道无论他怎样鳩尽全力只瞄准军事目标，依然可能有人将丧生于他 
的炸弹之下的时候，他会有何感想呢？ 

“我当然不喜欢自己可能正在杀人的想法”，他回答说。“但是我没有因此而 
夜不成寐，在这种亊情上你必须去个性化。在北越我进行自我调节后把自己看 
成是被另一个像我这样的军人射杀的军人。” （Sacks,1992b,p. 205) 

萨克斯请我们看飞行员的即兴回答（“我当然不喜欢这个念头”）是如何对 
新闻记者的提问所呈现出来的评价方案做出承诺的。比如，如果飞行员反问你， 
“你为什么要问？ ”他可能已经表明了他没有必要赞成和新闻记者一样的道徳世 
界（以及通过暗示，文章的读者 ）（Sack B ,1992,p.2n)。 

正如萨克斯表明的，飞行员接受了这样的道徳图式后，现在已经构造出了一 
种有利于贏得我们的赞同的回答。 

“军人”的范畴有助于把他的轰炸行为辩护成受制于这一范畴的活动，从而 
提醒我们毕竞这是军人的行为。飞行员认为他的共同参与者是“另一个和自己 
一样的军人”的观念更强化了这一效应。这样，飞行员们用彼此认可的职责（互 
相轰炸或射击）创造出了一对搭档（军人/军人）。从搭档方面来说，另一方不能 
表示丝毫不满，或如同萨克斯所提出的，“从他们的职责来看，对他们的手段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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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没有任何的抱怨，考虑到所釆用的策略，除非他碰巧违反了有效的规则” 

(p.206) o 

另外，要注意飞行员所提出的，“在这种事情上你必须去个性化。”留意“这一 
亊务”的类别是如何建立起这一特定的军人搭档会立马运用的领域。因此，搭档 
中的任何一方都可能会有这种考虑。然而，正如萨克斯 （Sacks,1992b) 表明的， 
这就暗示着这一“亊务”只是众多要求去个性化的事务之一，因为“如果是这样的 
话,那么仅仅为了这一使命你不得不在这一事情上不受个人情感的影响，因此最 
初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可能是错误的 （P. 206) ”。 

此外,关于去个性化是一种特殊的品质。萨克斯指出，我们听到飞行员说不 
幸的事情并不是他不能“亲自”杀人，而是卷人到这一“事务”中就意味着他不应 
该认为自己正在杀人 （P. 209 )。 然而，飞行员只是提出了军人和军人这一对搭 
档。在这一点上,他是在遨请北越人“玩一场游戏”，就如同一个孩子可能对另一 
个人说“我是三垒手”一样。然而，正如萨克斯指出的 （ Sacks ,1992a) ,在儿童棒 
球中，这样的提议会遭到拒绝：“如果你说‘我是三垒手’的话，除非某人说‘那么 
我是……’另一个位置，以及剩下的人说他们将打其余的位置，否则，你就不能够 
游戏。” （ p. 307) 

当然，北越人民亊实上是坚决抵制了飞行员的提议。他们反而提出这些飞 
行员的身份是“罪犯”，而他们自己是在“履行警察的角色”。正如萨克斯观察到 
的，这些对抗性界定的暗示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宣传的范围。例如，如果飞行员 
被击毙了，那么只要他真的是一名“军人”，而不是一个“罪犯”，日内瓦大会就会 
随之对他采取合理的处置 （ P . 307) 。 

和更加形式化的行动叙述不同 （ Mead , 1934； Parsons , 1937), 萨克斯的分析给 
我们提供了一种客观的方法，据此我们得以建构起道德世界，其中“包括恰当类 
型的行动和具有动机、欲望、感情、野心和正义感的特殊行动者” （ J . F . Gubrium , 
私人交流，1997)。和加芬克尔一样，萨克斯希望能避免把人们看作是“文化情 
报”，以文化要求的方式描绘这个世界。相反，萨克斯把“文化”当作一种“下结 
论的工具” ：一种 在特定的背录中被运用和实施的描述性的工具。 

小蛣 

我将用更深人的总结性陈述来结束我对文本的讨论。这里我不用问题的方 
式，而是@险提出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显露出的三条建议（作为这一主题的拓 
联 ， Silverman ,2000) 0 

( i ) 有明确的分析方法。成功的文本研 究策视 一个有明确界定的方法的价 
值。在选定了方法后（如福柯式的文献分析，索绪尔式的符号学，萨克斯的成员 
资格分类分析），把它当作是一个提供一套概念和方法供你挑选资料来证明你的 
分析的“工具箱"。 

(2>明白成功的分析要超出列表的范围。我并不为重复了我上述访谈研究 
的讨论中已经提出的观点而感到抱歉。我认为定性研究者能做出的突出贡献是 




在对共享的公共资料的深度分析中运用他们的理论资 滙。 这就意味着，和一些 
定量研究者相区别的是，我们不满足于对资料单一的编码。相反，我们不得不努 
力表明我们确认的基本原则是如何汇集在一起或互相制 约的。 

(3) 限定你的资料。像其他一些定性方法一样,文本分析有赖于非常细致的 
资料分析。为了使这样的分析更有效,用圈空的资料去研究是很重要的。因此， 
尽管最初考察不同类型的资料是极为有益的（如新闻报道、教科书、杂志等），你 
做这些通常都应该只是为了建立起能使你能更有效地研究的资料丛。在选定资 
料丛后，你应该通过选择某些文本或文本的一部分（如标埋）来进一步地限定你 
的索材。 


副本 


这里探讨的三种类型的定性资料都是某种形式的文本。在访谈中，研究者 
经常要用到速记稿。同样地，对记录自然发生的互动的录像带的描述通常在分 
析之前^ 

贯穿所有录像带分析的两大社会科学传统是谈话分析 （comrersalion 
analy»U,CA) 和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is , DA) „关于 CA 的介绍，可査阅特恩 
海弗 （ten Have,1998); 关于 DA ,可査阅波特和韦瑟雷尔 （ Power & Wetherell, 
1987 ) 和波特 （Potter, 1997 )„ 在这一章的余下部分，我躭探讨两个更具实践意义 
的问 题:① 用记栽自然发生的对话的录音带和文本进行研究的优点.②录音带分 
析的基本原则。 

为何委周*杳帑 

我处理的现象永 远是以 实际序 列所发 生的其实事件的副本 （ Sacks, 


1984, p.25) „ 

在当代哲学界，萨克斯痴迷于把对话当作一种行为的 言一行 理论。然而，奥 
斯汀 （Austin, 1962) 和瑟尔 （Searie, 1969) 并不研究实际对话，而是通过虚构的案 
例和自己的直觉来研究是什么使话语变得有意义的。萨克斯 （Sack*, 1992b) 则 
截然不同地 写道： 

我们不能虚构出新的对话顺序且自我陶醉。你也许能够采取“一问一 
答”的形式，但如果我们必须拓展其深度，那么某人是否真的会说出像第五 
种观点等，就是我们不能肯定地证明的。我们没有强大的直觉来安排好对 
话的顺序 （P.5K 

早期的人类学家通常通过实地记录来记载其现察结果。为什么萨克斯更热 
衷于用录音机呢？萨克斯的回答是我们不能完全依赖收集到的对话资料。当 
然，通过记忆，我们通常可以归纳出不同人士的言论。但是要记住（或甚至当场 



记下）像停顿、重复和深呼吸等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你认为这些类型的事情是否重要还取决于你能用或不用它们来证明 
什么。亊实上你甚至有可能根本就不相信对话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主 
题。但是，通过研究对话的录音带，至少你能关注一部分社会生活的“真实细 
节”。正如萨克斯 （Sack 8 ，1992b) 提 出的： 

我的研究仅仅是以这种补充的方式来开展的对话，我们能够获得录像 
带上的真实行为并或多或少地描述他们，并因此而找到入手之处。如果你 
无法对真实事件进行确切地描述，那么你就无法科学地解释社会生 
活 （P.26)。 

录像带和文本提供的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人手之处"。首先,它们是一个能 
为科学共同体所共享的公共记录,这是现场记录所不具备的。其次，可以重新回 
放它们并不断地完善副本，而且通过原始副本，能从各种不同的行动步骤出发进 
行分析。正如萨克斯对他的学生所说的： 

我开始摆弄对话來音带，其唯一的优点是我能重放 它们； 我也许能把他 
们打印出来，进一步地研究它们，谁知道这将花多长时间呢……这并非出自 
对语言或某毪需要被研究的理论建构的兴趣，而只是因为能重放它们。我 
能着手研究它，而且能反复地研究它。如果有人反对我的话，它的重大意义 
还在于能让其他人瞧瞧我所做的研究，从而理解它们的功用。 

详尽副本的第三个优点是，如果你想査看话语的序列，可以不必受制于第一 
个研究者断章取义的局限。因为它在这些序列里面，而不是以单独对话的形式 
出现，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对话的意义。正如萨克斯 （Sacks, 1992b) 指 出的： 

得到围娆着某个规定的话语的其他话语对于确定所说的内容是至关重 
要的。 

如果你获得的只是你现在正在转录的片刻对话，那么你就会确定它的 
内容。 

还可能潜存在着主要基于录像带的资料是不完整的指责。我们看看萨克斯 
在他的分析中对一个学生关于“忽略了面部表情等亊件”的问题的回答 （1992b, 
P.26)。 萨克斯马上承认“研究它们（这样的事物）真是太棒了。这是一个缺失” 
无论如何,他为自己的资料构建了一个二分法的辩护。 

首先,“完整”的想法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幻想。当然，不可能完全“完整”的 
资料有可能是一个 “完美 ”的副 本吗？ 其次，萨克斯 （ Sacks, 1992b, PP . 26-27) 淸 
楚地认识到了包括摄像机的定位和使用录像机的可能等不容质疑的技术问题。 
这些正是我们已经论述过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通过近来建立在录像带资料上 
的工作 （ e.g. f Heath , 1986,1997 ； Heath & Luff, 1992 >。 还有，如同科学的规律，任 
何亊情都取决于你正在进行的努力和你有可能取得进展的东西。 IF •如萨克斯 
(Sacks, 1992b) 所说的:“起点有可能决定一个人到达的终点。” （P. 26) 

不要以为副本的准备只是分析这一重要工作之前的一个技术细节。副本对 




显在的目的的方便性不过是一个额外的优点。正如阿特金森和赫里蒂奇 
(Atkinson & Heritage,1984) 指出的，副本的制作和使用都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活 
动”。它们包括仔细地、反复地聆听那些通常会透露出以前在对话活动中没有留 
意的反复出现的特征。这样的聆听在小组资料中是十分有利的。正如特恩海弗 
(ten Have,1998) 描述的，这样的小组工作通常发端于一段副本的初稿和对副本 
不断改进的探讨。 因此： 

遨请麥与者来发表他们对资料的意见。在选出一个不管出于何种原因 
让他们感兴趣的片段后，发表他们对这个片段的理解和疑问。任何人都可 

以对这些评论进行回应，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提出疑问或其他不同的 

然而，正如特恩海弗阐明的，这样的小组资料会议是一场所有在场者都参与 
了的混乱 争吵： 

一方面，参与者可以自由地发表他们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 
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观察，虽然他们可能会用自己基于资料得出的调 
查结果或出版的文献来支持那些观点 （ p . 124>。 

彔香帝分析 

和任何类型的资料一样，录音带和副本分析也取决于从一个特定的理论方 
向而言的研究问题的产生。就像实地写作表明的，录音和录像带的副本准备是 
一项充满了理论色彩的活动。当很多研究人员探讨你的所见所闻绝非单纯地资 
料整理的时候一这就是资料分析。 

但是你如何超出一个你认可的副本范围来推进资料分析呢？ 一种诱惑是从 
你的副本的第一行着手，然后逐页进行，同时注意观察。然而，按这种方式进行 
的危险是你的观察结果很有可能是有目的性的安排的和常识性的结论。另外， 
如果你采用的方法（如 CA 或 DA) 关注的是参与者是如何共同制造意义的话，那 
么从单独的话语开始将会使你误人歧途。 

你还能如何进行资料分析呢？马森 （Mason,1996) 建议你可以以各种形式构 
造一个研究主题。证明一个问题也可以是一种促进副本分析的方式。一旦你发 
现了问题，最好的方式通常是反复的研究你的副本，看问题是怎么产生以及如何 
被解决的。这就暗示着这种类型的研究有一种很浓厚的归纳法的偏好。接着是 
任何研究声明都需要建立在对详细的副本的精确分析之上。因此我们需要避免 
做不成熟的理论建构和采用那些仅仅只运用了一般性的、不详的描述的理想化 
的材料。赫里蒂奇 （Heritage,1984) 把这些假设概括 如下： 

确切地说，分析主要是由资料来推动的——从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互 
动资料中显露出的现象发展而来的。相应地，这就存在着一种强烈地反对 
事先推測发言者的倾向性或动机，而赞同详细地考察交谈者的实际行动的 
偏见。因此，观察到的发言者的行动被当作是展开分析的言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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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里蒂奇补充道，实际上，这意味着箔要证明所显示出来的描绘的规律性是 
参与者制造出来作为自己的推断和行为的根据的。此外，还需要确定和分析没 
有规律性的异常情况。 

然而， CA 获得结果的方式和我们努力凭借直觉来分析对话的方式是迥然不 
同的。因此，如果我以提供一套粗略地关于如何做 CA 分析 （ 表 31. 1 ) 和在做 CA 
分析的时候要避免的一系列问题（表 31.2) 的方式来结束这一节，也许是有益 
的。如果我们遵循了以下规则，对话分析并不需要特别的技巧。正如谢格洛夫 
(Schegloff, 1992) 在对萨克斯的《演讲集》的序言中指出的,我们所有要做的工作是 
“从观察着手，然后发现问翅，因为这些观察能有助于……解决问题” （p. xlviii) 。 

表 31.1 如何分析对话 


1. 永远尽可能地确定好相关谈话的顺序。 

2. 尽置通过谈话来考察发言者是如何担任某个角色和身份的（例如提问 
者/回答者或当亊人/职业顾问等）。 

3. 注意谀话中的特殊结果（如一次澄淸要求、一个修正、一声大 笑等） ，并 
回过头来追溯某一特殊结果籍以产生的发展轨迹。 

资料 来源: Silverman,1998a. 

表 31. 2对话分析中的常见错误 

1. 通过引用发言者的目的来解释对话中的新情况（除了那些在对话中论 
及的目的）。 

2. 通过提及发言者的角色或身份来解释对话中的新情况（如作为一名医 
生，或一名男性，或者一名妇女等）。 

3. 企图脱离有关的对话而孤立地理解单独的一行文宇或一句话的意思。 

资料 來源: SUvennan, 1998a. 

这意味着开展 CA 要求的系统性分析并不是一项难得不可企及的活动。正 
如萨克斯 （Sacks,1992a) 曾指出的,在开展 CA 的过程中，我们只需要提醒自己那 
些我们已经知晓的 事物： 

假定我所列出的各种结果人们是可以亲眼目睛的。他们并不必为此担 

心。 更不用妄想这些结果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可以亲 自去看 . （这）就如 

同我们发现了 一种新型植物，也许它一直就长在你的花因里。钽是你现在 
觉察到它与其他植物相比有些异样。你可以仔细地瞧瞧到底差别在哪里， 
以及是否有人曾以某种方式说过这种差别 （ P . 488)。 

维特根斯坦（尽管在萨克斯的文章中只提到过两次），和他对收集我们已经 
知道的提示物的关心显然是相关的。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 1968 ) 写到 ：“对 
我们来说，亊情最重要的方面因其简单性和熟悉性而隐藏起来了。” （Pam. 129) 
当然，维特根斯坦指的是对思想家来说隐藏着的东西。但是对社会科学家来说 
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事悄可能“因其简单性和熟悉性而隐 
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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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几乎所有的定性研究都牵涉到对话和文本。然而，在这 
一聿中，我拒绝了这种包罗万象的做法，而选择了更为严格地加以界定的方法来 
针对定性资料以语言为中介的特性。虽然我自己的方法源于加芬克尔和萨克斯 
的聚焦于成员的方法，但我依然尽董避免采用某种“接受或拒绝”的方法。另外 
我还特别强调要广泛综合其他各种不同的方法，包括以叙述为本的人类学、文献 
分析和符号学等。 

最重要的是，我尽量给那些可能想从这个方向开始的新手提供一些切实可 
行的建议。但我希望这一章是源自连赏的原理，而不仅仅是一本提供简单的技 
术指导的书籍。甘受罗嗦之嫌，我以对其中四个原则的陈述作为结束语。 


•最好把定性研究看成是建立在一些用分析方法来界定观点的基础之上的 
方法,而不是一套独立式的方法。 

•我认为无论是对研究者还是对参与者来说,定性研究的特殊功效在于它 
集中探讨了场景中的真实活动，及观察了社会互动是如何以日常生活的 
方式展现出来的。 

•通行的以人们是如何“理解事物”的方式对定性方法的界定忽略; T 人们是 
如何“处理亊情”的重要性。这就意味着对采用开放式访谈的非定置社会 
科学的明显支持，还需要进行重新审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从此杜绝 
访谈法，毋宁说,我们起码应该首先考虑其他的替代方法。 

•定性研究人员应该对纯粹“探索性的 （exploratory〉” 和“轶事性 
(anecdotal)” 的常识予以质疑。个案研究法可以用于大型资料丛的分析， 
其信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通过有条理的资料副本来验证 （PcrttkyU, 1997; 
Silverman , 1993 , pp. 144-17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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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研究中的焦点小组法 EE 

FUCUS GROUPS IN FEMINIST RESEARCH 

O 埃斯特•麻德里兹 


我更♦欢这样交流，和一群妇女一起……如果单独和访谈者在一起，我 
会觉得 很恐怳 、很害怕。如果他们打电话访问，我是絶不会 ® 答他们的提问 
的。我怎么知道他们究竞要干什么或他们是谁？ 

费尔南德斯 （Maria Fernandez) ,25岁，多米尼加妇女 （ 麥加了 1995年春 
我在纽约市华 A 顿海特区开展的焦点小组访谈） 

参与观察和个案访谈是研究者用来收集定性资料的两种主要方法。焦点小 
组法，或群体访谈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同时，还兼具了上述两种方法的特点 
(Morgan, 1988)。焦点小组法本质上是一种倾听、了解他人的方法 _( Morgan, 
1988, p.9) „正如费尔南徳斯的话语所表明的，焦点小组法提供了一条深人到那 
些在一对一、面对面的互动中感到恐慌和害怕的参与者中去的途径。通过多向 
交流，群体访谈给诸如 Maria 这样的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可以 
和那些与自己具有相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种族和性别背景的群体成员相互交流 
思想、信仰和看法。一些采用焦点小组法的研究也证实了参与者在群体访谈中 
要比在个案访谈中表现得更兴奋、更活跃 （Morgan,1988;Wilki«« ⑽，1998〉。 

这一章专门论述了湎于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研究框架的焦点小组法。女 
权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最为关注的是在访谈过程中所出现的伦理上的两难境 
地和访谈者的角色定位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参与者的所言所感都显得格外重要 
(Fontana & Frey, 1994) „另外,在认识到了那些被忽视了的，但却长期困扰着某 
些人群，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的各种隐性社会科学因索之后，女权主义研究者和 
后现代主义研究者们已经把研究者和被研究对象的种族问题列为了他们的研究 

'长期以来，有色人种女性的呼声在大多数研究项目中都被忽略 了。 而焦点 
小组法不仅揭示了这些女性所遭受的压迫，还揭示了她们日常用于反抗这些压 
制的方式，这些都可能会有力地促进有色人种女性 “共同 书写文化”。在这一点 
上,我认为焦点小组法可以有力地推动女性社会公正地发展，因为它可以揭示并 
证实有色人种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所遭受的压迫，以及她们个体的和集体的反抗 





策略。 

焦点小组法是一种把参与者的各种不同的态度、经历和倌仰作为研究重点 
的集体式研究方法，而非个案式的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中，个案式的研究方法 
由于某些原因曾风靡一时。首先，在实证主义、定量研究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尤 
其是在美国，个案问卷调査曾是最流行的、广为接受的资料收集方法。其次，即 
使是在定性研究者当中，运用得最广泛的研究方法也是一对一、面对面的互动。 
集体证词和集体叙述只是近年来才在定性研究中得到了有限的增长。即便是重 
视女性共同生活特征的女权主义学者，她们也自相矛盾地认为个案访谈是最重 
要的研究方法 （Finch, 1984； Oakley ,1981; Wilkinson , 1998 ) 。作为一个拉丁美洲 
女权主义者，我是把焦点小组放在集体证词的前因后果和对群体反抗的叙述中 
来研究的。他们通常可以用来揭示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的日常生活、感 
受、看法、愿望和梦想等特殊，而又较少受到关注的方面。 

焦点小组法的独特之处是可以让社会科学家观察到最重要的社会学过 
程 一 人类的集体互动。另外，它还能使研究者在有限的时间内收集到大量的 
互动资料。然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虽然焦点小组法在市场研究领域早已 
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定性研究者和人类学社会研究者却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 
才逐渐认可、了解了焦点小组法。因此，现有的关于焦点小组法的资料不仅稀 
少，而且缺乏系统性。正如摩根 （Morgan) 和克鲁格 （Krueger) 所言，目前,社会科 
学和评估性研究关于焦点小组法的知识大多还序留在源于个人经历而非系统化 
的调査研究阶段。然而，在过去的五年里，群体访谈在一些女权主义者和后现代 
主义社会研究者中是大行其道。 

与参与观察法相比，焦点小组法有这样几点不足 之处： 有时候，典型的社会 
互动是发生在群体访谈的场录之外，因此，通过群体访谈收集到的行为类资料是 
很有限的一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一收集到的资料只局限于口头交流、身体 
语言和自我陈述的资料。另外，由于主持人的在场效应,使焦点小组中社会互动 
的真实性无从判断。然而，最糟糕的，也是参与观察法不可避免的一个缺陷，是 
研究者的在场有可能导致被观察对象的行为发生改变。 

与个案访谈相比,焦点小组法在让研究者观察参与者的社会互动过程方面 
具有绝对的优势。这些过程通常包括群体成员在讨论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放松的 
一些应急反应。另外，群体成员的互动还可以减少主持人和群体单个成员之间 
的互动频率。研究者影响力的降低，必然使参与者的看法在访谈过程中显得更 
为重要。 


焦点小组法的历史 


摩根 （Morgan, 1988) 阐明了焦点小组法发展的三个历史 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 
20世纪20年代期间，社会科学家根据研究的黹要而朵用了各种不同的研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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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中最熏要的-•项就是问卷调査的发展。第二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 
20世纪70年代，焦点小组访谈主要被市场调査员用来了解人们的需求意向。第 
三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焦点小组访谈已被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士用来 
开展关于健康、性行为等社会问题的研究。事实上，社会科学家近年来巳经逐渐 
意识到了焦点小组法是一种重要的定性研究方法。 

虽然一些早期的实证研究者已经采用了小组访谈法,但很少有人把它作为 
一门独特的方法学而予以详细的介绍。如文化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在曰记 
中记录了他在 Trobriand Islands 的当地人中开展了小组访谈活动，但他在报告中 
并没有详细地描述这些小组访谈的独特之处 （Frey & Fontana, 1993) 0 怀特，《街 
角社会》 （Whyte, 1943) 的作者，运用小组访谈研究了波士顿的一个帮派，但他也 
没有详细地描述小组访谈这一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功用是什么。 

在19世纪40年代初，默顿 （Robert Morton) 和拉扎斯费尔德 （Paul LaWeld) 
把小组访谈法引人了社会科学领域。在他们的开创性工作中，默顿和拉扎斯费 
尔徳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无线电广播研究所运用焦点小组法，考察了一个群体对 
战时无线电广播节目的反应。从那以后，焦点小组法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特别是 
市场研究员认为它是一种最好的定性研究方法 （Morgan, 1988 ) 。 

大约在默顿和拉扎斯费尔徳的研究之后的40年里，再很少有人认为小组访 
谈是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然而，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又重新兴起了 
一股把焦点小组法作为一门可接受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而大力加以推广的热 
潮。这股热潮不单只席卷了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实际上，许多社会科学家和 
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士都发现了这一定性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如政治学家正在运 
用焦点小组法考察公众对政治候选人和某些特殊问题的看法。斯图尔特和萨达 
森 （Stewart & Shamdasani，1990) 在文聿中介绍了在1980年代的里根总统政府时 
期，政府是如何利用焦点小组法来了解苏美两国人民关于两国关系的民意的。 
同样地，他们还证实了这一方法对于了解消费者对新型汽车的购买需求所起的 
重要作用。总之，对社会科学研究者和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士来说，无论他们的研 
究领域有多么特殊，焦点小组法都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Frey & 
Fontata, 1993; Morgan , 1998) 0 

在社会科学领域,小组访谈作为一种收集个案信息的方法有保留地得到了 
发展。这种保留集中体现在访谈者对参与者的影响和由于封闭式问题所造成的 
局限性。采用高度结构式问卷的传统访谈法，有一个主要的缺陷一访谈者的 
访谈框架、观点和信仰，无论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都影响了提问的效果和 
为参与者提供的选项 （Krueger, 1994)。很少有能得到较好地反映访谈者的现实 
生活的回应的指导方法。 

正如克鲁格 （Krueger, 199 4 ) 所言，对定性研究方法，尤其是对焦点小组法的 
接受过程之所以如此缓慢，是由于实证主义把个案的数董作为公认的测量社会 
现实的传统及对定童研究方法的强调，认为定童研究方法比定性研究方法更为 
科学。虽然定量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美国占据了统治地位，但很 



多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了解、研究参与者的观点、态度和日常互动更感兴趣。 
尤其是女权主义研究者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者认为传统的研究方法不适合用来研 
究社会边缘人群，也不适合用来获取边缘人群的意见，由于某些原因，这些方法 
把研究者的安排强加于参与者，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安排 （Maynard & Purvis, 
1994)。更重要的是，女权主义研究者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者认为传统的研究方法 
无法收集到髙质量的资料 （Wilkinson， 1998)。 


焦点小组法、后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 

受女权主义研究和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影响，一些社会研究者巳经重 
新认识了焦点小组法，而且在一些特殊的研究领域中正在大量地运用这一方法。 
对那些试图缩小和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地保持日常生活事件原形的后 
现代主义人类学者来说，这一方法更为有效。相信通过把权力杠杆向群体成员 
倾斜，群体情景有可能会降低访谈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由于焦点小组法注重 
的是共性，而不是个性，所以他们提倡并鼓励群体成员大胆地畅所欲言 （Denzin, 
1986； Frey & Fontana , 1993) © 

女权主义学者在意识到了实证主义研究脱离了女性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状 
态，以及在考察女性的生活经历和生存状态方面无能为力的亊实后，也转而倡导 
更具解释力的经验性研究。如关于女性的日常生活经历这一重要的研究领域就 
需要认 真地挑选研究方法。在众多的方法中，人类学一直被认为是最适合女权 
主义研究的 （Stacey ,1991 ,p. 1 12) 。女权主义者的许多观点也证明了他们对人类 
学研究方法的偏爱要远甚于传统的调査研究方法。首先，他们指出了一对一的 
访谈有可能重新形成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关系 （Finch, 1984； Oakley, 
1981; Wilkinson, 1998)。女权主义者认为，在一对一的访谈中，从主题的确定、 
方法的选取和所提问题的选取，到把自己的研究框架强加于研究发现，通常都是 
由研究者在主导着整个研究过程。而焦点小组法通过缩小研究者对参与者的权 
限，降低了研究者在资料收集阶段的这种控制权。小组访谈的集体特性使参与 
者能够一起证实他们的生活经历和 看法。 

此外，女权主义研究还试图缩小传统性研究在思想与情感、人身与政治、价 
值中立性（客观性）研究与价值偏好性（或主 观性） 研究上的分歧。把女性对自 
己生活经历的主观看法作为研究的核心 （Stacey, 1991)。女权主义者并没有把研 
究看成是直线式的、单边的进程,而是高度强调研究过程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然而，要指出的是，女权主义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方法，还存在着一些相 
冲突的观点。奥利森 （Oleaen, 1992, p. 163) 把女权主义研究概括为三种类 型：第 
一类是强调把妇女所熟知的日常生活经历作为研究核心，女性不断地塑造和重 
塑着这些生活经历。第二类是恪守现行定性研究准则的女权经验主义研究，这 
类研究也引发了一些使研究发现更具可信度、新颖而又严格的研究活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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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是把事件、叙述和知识的建构与再现作为研究核心的后现代女权主义研究。 
尽管有差异，但女权主义研究者都共同把女性的不同观点及日常生活经历作为 
研究的重心和难点。我相信小组访谈能满足以上三种不同类型的女权主义研究 
的要求。通过那些充满了文化象征、文字、符号和思想观念的集体事件和关于抵 
抗的叙述，小组访谈能更好地揭示女性的日常生活经历。因为这些文化象征、文 
字和思想观念充分反映了造成妇女日常生活经历的各种统治权限。 

然而，正如女权经验主义者所提出的，为了提高定性研究的规范性，我们必 
须高度重视以下 问题: 社会科学家是怎么开展那些既把研究对象作为信息提供 
者,又把他们作为促进社会变迁潜在力量的伦理性研究的？通常是小组访谈和 
定性研究的哪些潜能促进了这些变迁？除了通过交流与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 
于提髙人们的自我意识以外，焦点小组法还是否是一种有效的资料收集方法？ 
焦点小组法是否是一种有效地降低研究者的权限和影响的研究方法？ 

黑人女权主义者 （如： CoUins ,1986； hooks ,1990), 拉丁美洲女权主义者 （如： 
Benmayor, 1991 ; Garcia, 1989; MadrU, 1997 ), 和亚洲女权主义者 （如： Chow, 
1987； E8 P iritu，l 的 7) 提醒我们有色人种女性正在遭受着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 
的三重压迫。研究者在选取关于女性生活的研究方法时，应该把这些因索考虑 
进去。并不是所有的方法都适合女性访谈的，尤其是不适合那些在和访谈者谈 
论她们生活的时候会理所当然地感到害怕的有色人种女性。正如科林斯 
(Collins,1998) 指出的，当前关于定性研究和定 量研究 的论争，实际上反映了在 
什么是男性和什么是白种人问题上的两极分化现象，以及在什么是软弱的、主观 
的、女性的，甚至可能在什么是黑人、拉丁美洲人、亚洲人等问题上的片面观点。 

很多研究者都证实了拉丁裔、非洲裔美国女性反对参与调査研究和一些实 
证主义研究的亊实。而且这种反对在无合法居住权的女性、不会说英语或英语 
说得不太流利的女性，以及参与非传统活动、从事不正规的经济活动或地下经济 
活动的女性中表现得尤为强烈 （MadrU, 1998 ) 。针对这一现象，一些女权主义研 
究者提倡在女性访谈中采用焦点小组法 （ Fine, 1994 ； Jarrett, 1993 ； Madriz, 
1997, 1998; Wilkinson, 1998 )。 贾雷特 （ Jarrelt, 1993) 已经强调了焦点小组法在研 
究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的时候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参 
见: Madrid ,1998 )。 

焦点小组法不仅使研究者能倾听到受压迫者的心声，而且还为研究者提供 
了一种适合有色人种女性的独特性及其生活经历的研究方法。在历史上，早就 
有女性通过社交活动来反抗她们所遭受的压迫。如非洲裔美国女性、拉丁裔美 
国女性和亚洲裔美国女性 ，一 直把交流作为一种重要的共同勇敢面对和忍受她 
们的边缘性地位的方式。在历史上，曾有女性聚在一起探讨重大问题，并参与了 
—些政治活动。吉尔克斯 （Gilkes ,1994, p.235) 在文章中推述了非洲裔美国女性 
在奴隶制终结之后，教会妇女及教员们是如何聚集起来发动了横贯整个美国南 
部的组织运动的。妇女俱乐部也是女性用来探讨在现存的男性控制的组织中如 
何向男权统治挑战的重要场所。同样地，墨西哥妇女也通过聚餐、组织生曰宴 




会、周年庆典、交谈和保持丰富而生动的口语等方式保留了很多传统活动 （Dill, 
1994)。另外，艾斯比利图 （Espiritu, 1997, p.39) 还介绍了受雇于圣弗朗西斯科唐 
人街的妇女在1937年是如何自发地组织起来，为反对隶厲于国有一元店的一家 
服装场而罢工的。所有这些例子都证明了女性的集会和交流是有可能引发社会 
变革运动的。 


促进社会变迁的去除异己化 

和其他研究方法一样，焦点小组法使研究者了解了研究对象的思想、观点、 
态度，以及他们个人的生活经历。另外，焦点小组法还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关于 
研究对象个人的和集体的生活亊件。然而，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焦点小组法 
还能为那些对建立新的社会研究范式、推动社会变迁等感兴趣的研究者提供大 
量的资料。显然，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无法促进这类变迁。但我认为有些研究 
方法更适合于粉碎那些不断再现研究主体和其他人的生活景象的殖民化论文 
(Fine, 1994 ;Madriz,l 998 >。 

一些采用过焦点小组法的女权主义研究者披露了参与者是如何迫不及待地 
探讨她们感兴趣的话 題的。 如格里芬 （Griffin,1986) 在关于年轻女性生活经历的 
焦点小组访谈中发现，一些参与者的谈话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想。因此，小组访谈 
增强了参与者把握讨论的内容和方向的可能性。 

正如法恩（ Michel Fine〉 所强调的那样，定性研究者在自我一他人这一连宇 
词的构造中相互协作。研究者和参与者的关系实际上是再现了殖民主义和后殖 
民主义的结构。我认为群体访谈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自我和他人之间的距离。 
首先,参与者的多方发言限制了主持人的控制权，主持人在小组访谈中的权限明 
显小于在个案访谀中的权限 （Hoklein & Cubrimn, 1995 ; Wilkiiwcm， 1998〉。其次， 
焦点小组法的访谈手册（女权主义人类学者靑睐的一种研究手段）的非结构化特 
征削弱了研究者对访谈进程的控制。而由封闭式或开放式问题构成的结构式问 
卷，把研究者的预想、观点，甚至是词汇和概念都带到访谈过程中来，这无疑躭增 
强了研究者对访谈方向的控制权。实际上，组织一个没有访谈手册的焦点小组， 
完全排除研究者在互动中的个人偏见也不是不可能的 （Morgan ,1988; Wilkinson, 
1988)。另外，焦点小组法不仅牵涉到垂直互动（或主持人与访谈对象之间的互 
动），还涉及群体参与者之间的水平互动。这有可能会暴露出参与者之间的关 
系，即便如此，也只是他们在自身构造的等级制度中的权力关系。实际上，观察 
和记录这些等级制度的发展过程也许能给研究者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 

焦点小组法并不是倾听和了解他人，而是尽可能地听取那些“作为知识的建 
构者和知识的化身•’ （ Fine , 1994, p. 75) 和作为社会变迁动力的他人的各种看法。 
基茨因格 （Kitzi ng er,1994) 阐明了群体情景是如何确保特权是被陚予等级制度中 
的关键人物的，他们用自己的文宇、语言和方式来描述他们的生活经历。要敏感 



的理解他人生活就需要有共享的符号、意义和词汇，这就使得语言显得更为重 
要。因此，参与者在资料收集阶段拥有的权限就不仅仅是职业规则的问题了。 
许多研究者也报道了怎样通过参与者的互动来收集高质量的资料 （Wilkinson, 
1998) 0 参与者通过提问互相诘难。在我采用焦点小组法所开展的关于对犯罪 
活动的恐惧的研究中，参与者用这样的方式互相 质问： 


玛利 亚：不 ，我告诉你，正好相反，我根本不怕犯罪活动。 

朱安娜 ：哦， 你说你不怕犯罪活动。那么，在这之前你为什么说你不愿 

意在夜间独自外出呢？ 

罗 莎：思 ，你刚才是这样说过。 

玛利亚 ：好吧 ，那我说得更清楚些，我是努力使自己不害怕。 

在诸如此类的例子中，参与者相互就一些在特定场合下言行不一致的现象 
进行反驳。 

在让研究者亲眼目睹一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过程——社会互动方面，小组 
访谈的意义尤为重要 （Berg ,1998)。和面对面的访谈等传统研究方法不同的是， 
研究者在小组访谈中可以观察到参与者是怎样加人到对话中的，然后又是怎样 
相互交流思想、看法和各自的生活经历的，甚至还可以观察到参与者是怎样相互 
争执的。实际上，正是这种交流产生了邓津 （Denzin,1989) 所说的“解释性互动 
主义者”所需的社会结构性互动活动。在焦点小组法中，大量角色的介人使整个 
访谈过程变得更加生动，从而促进了意义的社会建构 （Holgein & Gubrium, 
1995) 0 因此，群体互动成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推动了同一种族文化的发: 
展 （HoUtein & Gubrium,1995,p.71)。 这种同一种族的文化对历史与文化的撰写 
是不可或缺的。那些有色人种女性的生活经历——既是研究的主体又是研究的 
客体——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一直没有受到关注。这种生活经历的描述有助于揭 
餺有色人种女性所面临的三重交织在一起的边缘性地位：女性、有色人种，而且 
通常是穷人。 

焦点小组法显然不能完全呈现他人的生活经历。但在资料收集阶段，它们 
有助于研究者听取参与者的各种不同观点 （Fin e ，1994,p.75)。 群体情景中的多 
方发言证实了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和种族背景相同的个体具有类似的生活经历。 
这一证实使参与者能推动旨在促进社会公正的研究议事日程的建构 （We 8 t, 
1988) 0 在一种强调个体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文化中，改变研究议事日程的集体性 
和一致性实质上是有害的。 

在参与性观察中，研究者可以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观察到社会过程的进展。 
这在焦点小组法的情录中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在焦点小组法中成员聚集的地点 
是由研究者决定的。正如弗雷和方塔纳 （Fi«y& Fontana,1993) 所说的，可以把定 
性研究方法看作是一个连续统 一体： 在焦点小组法中所采用的情录的熟悉程度 
要髙于其他研究方法，但没有实地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情景的熟悉程度高。显然， 
在研究者如何运用焦点小组法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有的甚至试着 
采用单面镜、录音机等特殊的设备来创造一个更为陌生的情景。但是，女权主义 



研究者和后现代主义研究者都倾向于采用参与者自己的生活场景来开展“实地 
性”的小组访谈。我在研究中刻意采用了参与者熟悉的情景，如他们的起居室和 
厨房、老年人用餐区、教会地下室、教室，甚至青少年的卧室等。采用参与者熟悉 
的情景可以更加弱化研究者的权限，减少“异己化”的可能性。 


焦点小组法作为集体证词的运用 


女权主义研究者反对在女性研究，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地位较低下的有色人 
种女性研究中采用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 （EttCT - Lewis, 1991 iFonow & Cook, 
1991; Reinhart, 1992)。 女权主义者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女性的 H 常生活状况及 
其特征，因此这躭产生了如何进人到她们的生活中去的问题。所以，女权主义者 
正在尝试着采用，并发展能更有利于妇女之间相互交流的方法。女权主义研究 
者提的最普遍的问题有这样 几个: 研究是为谁实施的？由谁来实施？如何实施？ 
谁更有发言权 （Bemnayor, 1991)? 女权主义研究的一条准则可以用这个短语来 
表达，“关于妇女，为了妇女，妇女来研究 "（Acker, Barry & Esseveld, 1983; 
Haiding,1987) 0 这样就产生了大量基于口述故亊、深度访谈和陈述等方式所描 
绘的妇女日常现实生活的相关文献。耐人寻味的是，在女权主义研究方法的专 
著中，几乎没有关于如何使用焦点小组法的探讨 （Wilkinson , 1998 >。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为数不多的非洲裔、拉丁美洲裔、亚洲裔和本土的美 
国女性开始前所未有的进人到社会科学领域中，这就使先前关于有色人种女性 
在许多研究项目，以及关于殖民地特征的研究项目中缺席现象的批判更为猛烈。 
第 H 世界的女权主义者也加人到了研究项目的后殖民主义性质的批判中来。 

作为一名拉丁美洲女权主义研究者，我认为焦点小组法是一种集体证词。 
多义交谈（ multi vocal conversations) 是女性世代用来和她们的母亲、姐妹、女邻居 
和女性朋友交流的方式。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中，女性的这些交流被嘲讽成 
是“闲扯”，甚至是“传播流言 蜚语' 然而，女性已经习惯用这种会谈来面对她 
们所遭受的社会隔离和压迫。因此，无论是个体的或是集体的陈述，都有助于了 
解女性所面临的来自社会经济上的、政治上的，及人权方面的挑战 （ Randa11 , 
1980)。 

群体内部的互动强调移情作用和经历的共同点，并促进了自我展示和自我 
证实。女性之间的交流可以是一个觉醒的过程和增强自我意识的重要手段。它 
陚予了妇女证实自己经历的权力，让这种经历建立在相互之间的观点和看法的 
基础上 （Oakley, 1981)。知道其他女性也经历了类似的问题，或是有类似的想 
法，对女性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这让她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想法是合法的、正 确的。 
这种意识可能会让女性进一步地认识到这些并不是她个人的问题，而是结构性 
的问题，是其他女性都共有的问题。这种意识还事关与社会变革运动相关的社 
会研究议事日程。 



定性研究（第 3 卷）： 经验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法 


如拉丁美洲女性，生活在以家庭和社区为本位的文化中 （Heyckm, 1994； 
Marin & Vanoss Marin, 1991 ； Moore, 1970) 0 由于都是扩大化亲属群体，从而使交 
流成为一种惯例性活动。但对拉丁美洲人而言，和其他女性交流显得更为重要。 
在许多拉丁美洲家庭中，妇女们围坐在餐桌边准备膳食，喝咖啡，讲故事，互相问 
候。因此,焦点小组可以被认为是许多拉丁美洲女性能够接受的一种交流方式。 
在经历了几百年压迫和世袭奴隶制的非洲裔美国女性中，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 
的结论。和其他女性交流是非洲裔美国女性对付压迫的重要手段。而且，正如 
格伦 （Glenn,1986) 所指出的，通过烹饪民族食物、组织传统庆典、实施民间治疗 
方法和传播民间故亊等活动，亚洲裔美国女性还保持着许多风俗习惯 （P. 196)。 
在和其他女性对话和会谈的时候,她们都在进行着这些活动。 

本迈耶 （Bcrnnayor, 1991), 波多黎各学者，是为数不多的指出集体口头故事 
的改革功效的研究者之一。本迈耶断言，无论是从个体角度还是从集体角度来 
说，集体证词都增强了人们的权力。“社会授权使人们敢说而且成为了雄辩的授 
权者” （p. 159) o 作为一种集体宣言，焦点小组法通常可以成为一种授权体验。 
对有色人种妇女来说尤其如此。 

焦点小组法在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 
有色人种女性研究中的运用 

科林斯 （Collins, 1998) 认为“打破沉畎能够使个别的非洲裔美国女性通过强 
调黑人女性存在的客观性来增强其实力的方式恢复人权” （p. 47 ) 。同样的话语 
也可以用于拉丁美洲裔美国女性和美国本土女性，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 
下的女性。通过集体演说，有色人种女性不仅恢复了人权，还意识到了她们的弱 
势地位和所遭受的压迫而增强了力最。 

我之所以采用焦点小组法是基于以下理论上和方法上的考虑。首先，对犯 
罪活动的恐惧是和她们的弱势地位相关联的，所以，我认为能接近那些由于自身 
的种族、阶层特征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是最关键的。而且，就我的研究目标而 
言,最重要的是要采访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拉丁美洲裔和非洲裔美国妇女。 
其次，我担心那些比其他群体的成员更害怕犯罪活动的有色人种女性在面对面、 
—对一的访谈中会感到恐慌。事实也证明几名女性同时在一个房间里绝对可以 
减轻她们的担忧。另外，应该把那些处于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在政治上属于弱 
者的无合法居住权的女性也囊括在内。我相信无合法居住权的女性在研究项目 
中的其他无合法居住权的女性和有合法居住权的女性的陪同下，肯定要比我单 
独访问她的时候更愿意加人到研究中来,也更愿意畅所欲言。 

科林斯 （Collins,1990) 曾专门撰文写了不平等制度和统治的起源问题。就 
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有色人种女性而言，种族、阶层和性别等诸多因素使她们处 
于一种极端不利的塊地。这就经常会导致研究者无法深人到她们的生活中来。 



至于拉丁美洲裔和亚洲裔的无合法居住权的美国女性，由于她们在美国没有合 
法的居住权而被认为是非法的、有罪的，从而处于一种极为无助的境地。亊实 
上，诸多相互交织的不利因素使社会地位低下的拉丁美洲裔和亚洲裔的无合法 
居住权的美国女性处于一种极_的异己化的处境。 Aura 是一名生活在纽约市布 
♦克林拉丁美洲人居住区的16岁波多黎各少女，参与了我的焦点小组研究。她 
生动地表达了对自己所遭受的多种压迫的 感受： 

就像我母亲说的，你与生俱来就有两大不幸 ：波多 黎各人，且是个女人。 
因此，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没有人会帮助你。我想我们拉丁美洲人还要更 

为不幸，因为我们处于黑色人种和白色人种之间 . 因此，我们似乎遣受着 

来自两方面的不幸，你说呢<51自 Madriz,1997,p.54)? 

总之，我深倌传统的方法并不适合我的研究。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我希望 
能尽可能地缩短我和参与者之间的距离。尽管我本人是一名致力于改变这种分 
离的中产阶级教授。 

我相信焦点小组法可以限制我把自己的观点和信仰强加于那些女性，并在 
削弱我对访谈过程的影响的同时，扩大了参与者的权限。观察参与者的互动，亲 
眼目睹她们的互相作用及其是怎样建立在彼此的话语、想法和感受之上的，这对 
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下面是一个关于开展保护措施的对话例子。参与者都是 
拉丁美洲的靑 少年： 

卡曼 ：我通 常带点什么在身上。 

伊莎 贝尔： 比如像武器什么的。 

葛洛萠亚：我也带武器……诹胡匙或其他锐利的东西来保护自己。 

卡曼： 得了！说实话吧。 

葛洛丽亚 ：好吧 ，我带了一把刀子。 

卡曼： 她还带了一把小手枪（引自 Madri*,1997,p. 141)„ 

对我的研究来说,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才能接近这些社会地位低 
下的有色人种女性。作为一名拉丁美洲研究人员，我确信非私人关系的征集参 
与者战略——通常被实证主义研究者所青睐——对社会地位低下的有色人种女 
性,尤其是对无合法居住权的女性来说却并不赛效。一些开展过有色人种女性 
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也深有同感 （Cannon,Higginbotham, & Leungm , 1988; JarreU , 
1993) 。贾里特认为非私人的征集参与者战略不适合研究收人微薄的少数人群。 
在她所做的关于低收人的非洲裔美国女性的研究中，她访问了整个芝加哥贫穷 
街区中的优先救济项目享受者，直截了当地给她们介绍她的研究，希望她们能参 
与进来。 

我征集的参与者都是来自私人的关系网，如工作在非贏利性社团组织中的 
朋友、学生、社团领导和朋友的朋友等。和参与者的初次接触通常是面对面的， 
有时候是电话接触。万一我自己不认识她，我会让我的朋友和学生先和她们接 
触。他们会把我的名字告诉参与者，简要地说明我是一位教授，正在做一项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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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犯罪活动的恐惧的研究，并告诉他 （ 或她）我将随后给他 （ 或她）打电话。正如 
我的一些学生说的，“我告诉组织的负责人你是可靠的”。这种私人件质的接近 
方法对那些不愿意，且对参加研究很担心的有色人种，尤其是对无合法居住权的 
女性是极为有效的 （Zinn,1979) 0 

虽然这种个体主义的方法更容易接近有色人群，但还是很难让一些社会经 
济地位低下的群体,如处于社会底层的拉丁美洲人参与进来。一些人很怕参加 
群体讨论，尤其是新近移民、无合法居住权的女性，以及依靠福利事业维持生活、 
从亊一些非规范的行为、从亊地下（隐性）经济活动的人群。我认为经济剌激可 
以提高她们的参与热情。而且我觉得把经济剌激作为对占用她们时间的一种酬 
劳，也是理所当然的。 

—些社会科学家声称拉丁美洲人更愿意加人到研究项目中来 （Marin, Perez- 
Stable, & VanOss Marin, 1989) G 然而，我开展的关于低收人拉丁美洲人的焦点群 
体研究的经历却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有这样几个因索影响着拉丁美洲人的参与 
意愿。首先，一些拉丁美洲人，尤其是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拉丁美洲人，在 
家庭中扮演着传统角色，实际上，大多数女性都是在全职性地照顾孩子和家庭。 
其次，传统的拉丁美洲家庭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男性被认为是一家之主。通 
常,拉丁美洲人在家中行使权力 （Heyck, 1994)。在传统的拉丁美洲家庭中，即使 
在双职工家庭中，妇女通常还承担着更多的家务活 （Pesquera, 1993)。拉丁美洲 
妇女要屜行许多职责，如母亲、看护者、厨师和管家等。她们必须随时听命于自 
己的配偶和孩子，这躭使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拉丁美洲女性很难参加户外活动。 
另外，与其他女性相比，她们在时间上有更多的不可预知的要求，很难安排她们 
的时间表 （Kri n itzky,1990 ; Sto C k，1974)。 因此，我的体会是拉丁美洲女性经常是 
要么不能来参加访谈，要么就是迟到。根据我的经验，除非你征集了很多人,一 
般都只有 12-15 个人会参加访谈。通过给参与者提供交通工具，或者派车、派 
司机把她们接到访谈地点，或者给她们报销交通费用的话，可以提髙参与率。但 
最好是到她们最方便的地方，如她们就餐的救济贫困者的施粥处，或者教堂，或 
者她们就读的外国语学校。 

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女性缺席率高的一个原因是她们不习惯说“不”和不习 
惯拒绝别人的要求。如在拉丁美洲，拉丁美洲人非常注重真诚的、亲切的关系。 
但是，这可能会影响参与者的征集，因为社会更赞同她们同意和接受遨请。因 
此，她们可能会承诺参加焦点群体，但后来却没有腫行诺言 （Marin & VanOss 
Marin, 1991, p. 13)。 

另外，我发现在最后时刻常常会有一些突发事件使这些妇女无法参加小组 
访谈,如孩子生病了或孩子在学校出事了，一个亲戚要她帮忙照看孩子，或要她 
陪同去参加约会，或家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出了故障等。 

对我的研究来说,参与者在年龄、阶层、种族、性别方面的一致性是很重要 
的，因为在和自己具有同样背景的女性交流的时候，她们显然会更随意地发表自 
己关于犯罪活动、罪犯和受害者的看法和见解。然而，向应征者解释这一要求却 



成了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要求整个小组的成员都是拉 
丁美洲人？或者为什么只有黑人少女？在多数情况下，在我把研究丰题的特点 
作了详细的介绍后，应征者都能理解一致性的必要性。 

我曾主持了一个由5 ~ 12岁的白人、黑人和拉丁美洲女性参与的焦点小组。 
我之所以没有采用更大规模的群体，是因为人多有可能会增加处理讨论和把谈 
话控制在研究主体范围内的难度。除了有一次是由一个担任研究助理的学生主 
持外，其他所有的焦点小组访谈都是我主持的。讨论持续了 90 ~ 120分钟。在 
得到参与者的许可后，我们把讨论用磁带录了下来，并随后整理打印了出来 
(Madriz, 1997) 0 在资料收集的过程中，一个主要的难题是主持人和参与者相冲 
突的种族问题。我的这一体会在其他的研究中也随处可见。主持人和参与者的 
种族一致性通常有助于增强二者之间的友好关系，并能提高参与者的回答意愿 
(1^1^1,1993) 。主持人和参与者同样的种族背暈会让参与者觉得他和自己有着 
共同的经历。虽然我知道对许多研究方法来说，和参与者建立友好的关系是获 
得髙质量的资料的关键，但这一点对焦点小组法来说显得更为 重要。 虽然关于 
拉丁美洲人和访谈者的种族的研究比较稀少，但关于非洲裔美国女性的研究却 
表明了访谈者的种族对参与者的回答有一定的影响 （Jarrett, 1993)。如一项有关 
非洲裔美国女性对种族相关问题的态度的研究表明，当访问者是白种人而不是 
非洲裔美国人时，她们更有可能保持沉默 （And e itko n ,SiW«*, & Abramson, 1988) 0 

我为我的焦点小组法做了一个带有开场白的非结构化的访谈指南。我先问 
参与者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即他们对所在地区的犯罪活动的看法。在把主题确 
定好之后,我才开始问他们对犯罪活动的恐惧、感想，以及与这些恐惧相关的文 
化解释等具体问题。因为对犯罪活动的恐惧这一主翅与参与者的生活息息相 
关，所以他们都很愿意参与讨论。参与者的回答经常游离在访谈指南之外，讨论 
了一些我意料之外的话题。这无疑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从而拓宽 
了我的思路。 

运用群体访谈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妇女已经世俗 
地保留了她们的真实想法，因此她们更有可能不参与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研究 
者就很难得到这些特殊女性的回应。她们在群体中可能会感得不自在，尤其是 
要她们在陌生人面前表达自己的观点的时候。而且，一些女性在反对别人观点 
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不自在,这都会妨碍她们在群体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受。 
当群体中有一些胆小的或沉默寡言的参与者的时候，互动就不再是自发的、活跃 
的、动态的，而主要是由主持人在引导。这个问题在来自同一种族、性别和阶级， 
并且是同一种族文化和语言的群体中可能会有所好转。断定不同种族背录的拉 
丁美洲人是属于同一群体——如加勒比海女性和墨西哥女性一可能就是个错 
误的结论。因为不同的拉丁美洲群体之间也存在诸多的差异。例如，语言上的 
差异可能导致交流上的困难。在不同的拉丁美洲人群之间的互动规则也是不一 
样的。有的群体可能更喜欢别人用正式的代词称呼自己，而另外一些群体 
可能更喜欢别人用非正式的代词如称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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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让群体成员了解其他参与者的观点对于研究项目是很重要的，而且 
是很有价值的。另外，我还强调对我的问题而言，所有的回答都无所谓“对”或 
“错”，因为群体讨论的一个障碍是人们在同意他人观点的时候可能会感到压力， 
因此让参与者知道这是可以接受的是很重要的一而且亊实上是有必要的一 
让他们提出异议。研究者通过反对意见得到了关于一个问题的不同观点。这一 
点在对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女性采用焦点小组法的时候显得尤为重要，她们中 
的一些人已经很世俗地表面上同意他人的观点，而实际上却保留了自己的真实 
想法。 

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西班牙语种、汉语语种和其他非英语语种的人们 
之间开展焦点群体时可能会出现额外的费用。如雇佣双语主持人、双语研究助 
手和翻译等。另外，如果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女性群体的话,那么你 
会发现当你限定了访谈时间和提出多种要求的时候，取消访谈就成为常事了。 
那么你就需要找到一个替补群体，这意味着研究者又需要额外的花费。在多数 
社会研究中，经费都是很紧张的，任何非预算的支出都会导致研究经费的紧张。 
研究者应该理所当然地把这些可能的费用考虑进去。像我这样的担任教授职务 
的社会研究者的研究时间都相当有限，所以访谈的取消就会在他们紧张的时间 
表上雪上加霜。 


焦点小组法和赋权于有色人种妇女的伦理观 


一些学者巳指出了社会理论在描绘社会不平等景象中的作用 （Collirw, 
1998； van Dijk,1993) c 根据科林斯 （Collins，1998) 的观点，精英理论代表了那些 
在种族、经济阶层、性别和国籍方面享有特权的特权等级者的利益 （PP. 44-45)。 
几百年来，证明种族劣势和性别劣势的存在是合情合理的社会理论比比皆是。 
如在我的研究领域中，犯罪学和生物学理论都认为黑人和其他非白种人更有可 
能从事犯罪活动。同样地，女性犯罪行为理论通常认为处于劣势地位的女罪犯 
是出于“阴茎崇拜”而与男犯人竞争，或是一些社会不适应者的行为不符合主流 
社会的性别期望。因此,女犯人通常被认为是“坏女孩” （Klein,1995) 0 

那些精英人士的社会理论同样也是服务于维持不平等制度的。传统的研究 
方法在再现种族不平等、阶级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 
那些永远荒谬的、虚妄的关于特定群体的资料外，由实证主义得出的知识倾向于 
再_?些反对其成员没有按照社会期望行动，或者是不符合研究者的陈腐观念 
的群体的歧视和偏见。 

定量研究和一对一访谈的主要作用是导致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采用了大董 
的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个体主义曾经充斥了人类学研究和女权主义研 
究,然而，正如威尔金森 （Wilkinson ,1998) 所指出的，“把个体从她们所处的社会 
关系中孤立出来的研究方法显然不适合”女权主义研究 （P. 111) 。这种观点对有 



色人种女性和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女性研究来说是更为 正 确。在许多有色人种 
女性是厲于同一种文化的情况下，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会让她们陷于一种不自 
然的、陌生的，甚至是“危险”的情景中。 

正如本迈耶 （Bemnayor,1991) 所言，集体证词具有直接彩响个人和集体权限 
的漕在功能 （P. 159)。我相信焦点小组法在研究女性生活，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 
生活的时候，也具有这种潜在功能。小组访谈中的共同对话、集体事件和认知有 
助于这些女性建立起一种自我认同感、团结感，以及意识到她们经历的普 遍性。 
焦点小组法致力于为参与者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塊，让她们在与自己一样的女性 
面前能敝开心扉，畅所欲言。 

虽然焦点小组法的运用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较适合社 
会经济地位低下的有色人种女性研究的方法。焦点小组法有可能揭示造成有色 
人种女性个人生活经历的和共同生活经历的各种复杂因索=> 因此，焦点小组法 
固有的特征使它成为了一种敏感的文化资料收集方法。美国有色人种女性的生 
活经历是由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等级制度造成的，如与文化、语言和法律地位等相 
关的性别、种族和阶级等。许多有色人种女性，如在美国的亚洲裔移民和拉丁美 
洲裔移民，正在努力适应异国文化并接受她们脆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从 
制度上贬低妇女的意见和担忧已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在这里，我认为焦点 
小组法总体上是一种适合女性研究，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有色人种女性 
研究的方法。焦点小组法通过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能更好地理解这些女性的 
生活、感受和想法。焦点小组的共同经历使参与者能控制讨论的进程，把会谈的 
主理引向与他们相关的领域，有时候她们鼓动，甚至是迫使研究者不得不重新审 
视自己关于某个问题的看法。通过提供一种独特的把个案放在它所处的社会关 
系中来研究的机会，通过髙质量的互动资料，通过促进意义的社会建构，通过了 
解女性共享的且常常被漠视的种族文化，焦点小组法有助于消除社会研究中的 
个人 偏见。 


焦点小组法的未来 


虽然焦点小组法为有色人种妇女研究提供了一种比较好的研究方法，但它 
们将来的具体运用还有赖于研究者对于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下是适合采用焦 
点小组法等问题的认知能力。一些研究者之所以采用了这种方法，可能主要是 
出于我们在这一聿中所列出的几点考虑••参与者是否軎欢参与讨论，收集资料的 
数量和质最，同时访谈几个对象和亲眼目睹她们互动的可能性，参与者的权限， 
对所研究的问题的热心程度等。伹是研究者应该意识到有些研究方法，如个案 
访谈，在某些时候可能更适合研究目标。如当研究者*要参与者详细地描述其 
生活状况的时候,焦点小组法就不是最适合的方法。另外，当参与者相互感到不 
自在的时候，研究者也应该避免运用焦点小组法。例如，在某些研究情录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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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她们的主管人面前可能会觉得很拘束而无法畅所欲言 （Moi*an, 1998)。研 
究者应该避免把一些对立的或互相充满敌意的个体组织到同一个小组中。最 
后，焦点小组法也不适合研究者需要能推广其研究结果的研究。在要推广的情 
况下，研究者必须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和足够多的样本。 

由于能听取多种不同的意见，焦点小组法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更 
重要的是，它还让研究者能听到那些渴望倾诉的被压迫者的观点。许多人都渴 
«政治家、政策制定者、学者，及当权者能倾听他们的诉说（ Krueger, 1994 )„ 虽然 
焦点小组法无法解决受压迫者所受到的压制，但却有助于这种倾听。由于.一些 
社会科学家对社会变革比较感兴趣，所以焦点小组法仍然有望促进个体对他所 
受压迫的认知和觉醒。通过自己的语言和理论框架，这种觉醒有可能促使参与 
者投身到一些推动其所厲社区变革的活动中来。 


P. R. (1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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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民族志 

APPUED ETHNOGRAPHY 

© 也弗 • 代姆泊斯 


在社会科学中，关于本章题目中这两个词语的界定或其价值并无一般化的 
共识。人们假设这两个词汇具有共同的涵义，但同时也包括许多相互冲突及隐 
含的意义区分。因此，此章主题笛对二者皆有阐述。比如对于“应用"而言，它包 
括了什么样和什么类型的研究呢？ “民族志”又指的是什么呢？ 

社会调丧如何得以应用的问題是非常令人感兴趣的，它包括研究意图的考 
虑.以及研究设计和结果。在此，笔者倾向于做更广泛意义上的界定，即应用性 
工作帮助人们做出决定，同时引导着政策选择或者变迁的可能结果。这些结果 
或许是预期如此的 （ 比如在对策研究或预测中），或者是从回顾中获得的 （ 如在评 
估研究中）。在本聿中，我考察了应用民族志的多种取向，而首要关注点则放在 
认知取向、微观/宏观分析，以及行动或临床模式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 
的主要差异存在于判断它们的重要性标准上。对基础研究而言，衡 W 其重要= 
的基本原则是要看其研究成果对理论和学科知识的贡献。而对应用研究而言， 
最直接的衡 tt 即是它对决策的贵献。这不是说不能同时用两种标准来评判一次 
研究，而是因为这样是没有必要的。无论如何，从联邦政府的科层制到地方行动 
组织，民族志者工作于其中的这些环境也应该有助于他们决定所研究的问题以 
及理解那些问题的方法论 取向。 

我对“应用研究”这个术语的运用是为了在决策环境中推行调査，它所针对 
的是一个或多个对象的利益。当然，基础研究亦可得到应用，但是为 r 实现潜在 
用途和实际用途之间的转换，还必须进行从一个领域到另—个领域的有目的的 
转化。这一转化可通过各种“实践"而得以实行，其中人们带入了关于人类特定 
问题的民族志知识。尽管通过各种方式，人们巳经意识到了它的*要性 （E . 
Chamber ,1985), 但在这里我还是首先从临床实践模式的环境出发来展开讨论。 

与上述内容相反，我对民族志的界定对于一些读者来说似乎过于狭窄。这 
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民族志实际上被认为与定性研究是同义的。按照沃尔科 
特 （ Wolcott ,1995) 明白易懂似却常被忽视的意见，我把这一术语的用法限定在调 
査的多样化意义上,它的目标是描述与解释人类事务中的文化地位。换句话说， 



民族志主要应以其研究对象来界定， BP 民族或者文化，而非以其方法论来界定， 
它常常用但并非必然用定性的方法。 

文化这个术语本身是很模糊的，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每一种释义都有不同的 
方法论 取向。 我认为，文化应当由对判断可识别群体的特征的理解以及理解方 
式所构成。由此，文化是一种以不同的效果应用于小群体（如教室文化）和大群 
体（如民族、国家）的抽象 概念； 而作为一个可操作性定义，当发现任何给定群体 
具有一种明显的共享意义时，文化就凸现了出来。在多数文化的定义中，要求它 
的特征中具有•些持久的特性——足够持久，至少对于群体的新来者而言，他们 
可以获得这些特性。此外，认识到文化理解能够从各种数据中获得也是很重要 
的。例如，它可以从人类行为的可观察的模式中抽离出来；可以从明确的价值、 
行为标准中的“本土”记述中 得到； 也可通过某群体特定的规则识别或解释规范 
中发现;或通过对认知或符号过程中更多馱许层面的学习而意识到。在实践中， 
当给定特定的研究目标时，民族志研究者常常用一种他们认为具有建设性的方 
式来整合这些数据。 

将文化的概念当作一种抽象槪念而归厲于特定的社会或者群体，对于实际 
行为的预期而言是没有帮#的，这种期望似乎总是来源于文化群体之间的互动。 
多败人类学家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认识到，这一概念被用到实际的文化沟 
通过程时会更有用，并更具代表性。因此，把文化归结为群体中的共李意义并不 
必然意味着民族志学者只对描述那些孤立的群体感兴趣。实际上，他们对此越 
来越无兴致。对持续程度的预期，并非表示某群体的文化不会发生变迁。早期 
的民族志学者一般都强调那种纯粹的边界文化的唯一性，他们常常假定文化棋 
式深深地植根于人类意识中并且抵制变迁。他们对描述持久和明确的文化单位 
更感兴趣，而不去强调使文化变得有意义的过程。然而，近来许多民族志学者亦 
开始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这些过程问题，试图去理解文化如何被建构及沟通，尤 
其是将其视为一种群体互动的结果时（或文化之间的互动）。现在还不完全清楚 
这种转变对于应用民族志中的特殊利益集团来说意味着什么，早期的应用民族 
志常常把它与资助者以及与公众的关系建立于倡导文化理解重要性的基础上。 

民族志取向的早期应用 

尽管民族志不再是人类学家的唯一选择，但在学科范围内它们显然形成了 
亲密的关系，人类学将研究对象定位于传统及非西方的社会，随之民族志得以最 
初应用。当人类学基于自身权利成为一门学科时，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这些社会 
中的人也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成为政治或经济意义上的研究客体。毫不奇怪，最 
初应用民族志与殖民或者半殖民体系紧密相关，以便对这些作为研究对象的人 
们进行管理。对于将应用“人类学”（即民族志）用于管理目的的问题，有两种早 
期的辩护理由，既包括他们论点的合理性，也包括基于应用民族志学者所收集资 



料的相反论点。 

首先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文章“实践人类学 （Practical Anthropology ) ” （ 1929 ) , 
作者提出如何用民族志的理解来协助非洲的英国殖民地管理者。对于在殖民地 
的管理中民族志资料的用途，马林诺夫斯基的论点主要依赖于人类学家对常被 
称为“本土观念”的假定性掌握。由于人类学家（或多或少）生活在本土社区中， 
并经常参与观察本土居民的实践行为，所以他或她可以更好地在一个文化环境 
中去解释他们的行为的意义和可能结果。但是，应用民族志则有赖于民族志学 
者是否愿意将其研究兴趣转向对管理者亊务的关注。马林诺夫斯基指责他的同 
事，认为他们对语言的细微之处关注甚少，忽略了一些重要的行政管理问题，比 
如关于土地任期、劳工、正义等地方的实际事务。他并没有去挑战殖民地规则的 
前提，但他认为更具实践性的民族志应当为行政管理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各种 
信息，以帮助他们对土著人群做出更有效和更加人道的决策。 

马林诺夫斯基对于应用民族志的辩护主要依赖于民族志学者在一个更大的 
制度和文化背景下去观察行为者和解释其功能重要性的能力。应用民族志的另 
一种合理性由克拉克洪 （Clyde Kluckhohn) 在其文章“文化转换和行政监督问题” 
(Covert Culture and Administrative problems ,1947〉中提出 0 根据他与在美国印地 
安服务人员的生活经验，克拉克洪指出行政代理者在整合文化概念和民族志资 
料方面已有相当的努力，并将它们作为政策和项目发展的一部分。他认为如果 
民族志学者更多的注意到文化的转换，或者注意到超越了人们自身文化意识的 
那些文化构成，他们便可取得更多的进步。这对于仅仅依靠本土观念的应用民 
族志来说是一个迥然不同的判断。克拉克洪认为，民族志的特殊之处是它可以 
明晰那些影响人类行为的文化构成，尽管人们并没有清楚认识到或轻易地将其 
视为“本土的"。在文化构成存在明显区别的群体之间，如某印地安群体和主要 
是白人的管理者之间，这种阐释便是特别有用的——克拉克洪提供了两个例子， 
包括纳瓦霉人 （Navajo〉 的文化构成——它将性别权利与产权紧密联系在一起， 
以及纳瓦 S 人的社会中作为激发或约束因素之“罪感”的相对缺乏。克拉克洪在 
提及可能有助于更好理解使文化转换的各种民族志方法时是模糊不淸的。他鼓 
励民族志学者不要将自身限制在那些可以“测童或者用定最验证”的文化特征 
上，同时，他提出在与另一种文化建立长期熟知的基础上再做充分的推测或许是 
较为适当的。 

塔克斯 （Tax,1958) 提出了应用民族志的第三个明确取向，这是他与美国依 
阿华州 （Iowa 〉的狐部落 （Fox Indian) 人一起共亊的结果。塔克斯描述了其研究 
队伍既作为“行动人类学”也作为“参与性介人”的努力，他们把“参与观察”当作 
民族志技术的一个主要支柱。尽管行动人类学并不是什么新的方法论取向，但 
它的确指出了一种应用民族志技术之明显不同的方式。狐 （Fox) 项目开始于 
1948年，那时民族志多致力于梳理美国印地安社区的文化传统，塔克斯的研究队 
伍则将兴趣朝向狐部落所面临的问题上，包括内部宗派主义的影响以及与白人 
关系上的困难。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方式和行动让他们可以在“帮助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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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民族志的革新中，塔克斯显然试图弄清研究队伍可在什么程度上放弃他 
们对谰査方向的控制，而它日益依赖于狐部落如何对他们自身的问题做出回应。 
伴随狐部落项3 [以及杜会学家科特 • 勒温 （Kurt Lewin) 的工作]而提出的行动 
人类学为后文所提及的许多合作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动力。 

在美国，许多应用民族志的扎根工作是在“二战”以后的十年期间发展起来 
的。除了以上所提及的贡献以外，这一时代的民族志学者投人到各种广泛的应 
用研究中，包括工业关系与组织行为的研究 （ Whyte,1984); 大规模的营养学研究 
(Montgomery & Bennett, 1979) :有 关日本战俘的战争权成分配的研究 （ Leighton, 
1945;Spi cer ,1979>; 在美国 新取得 的太平洋托管领土上的民族志研究 （ Bamett, 
1956 大置乡 村和国际发展的项目（比如， Fo.ter , 1969； Holmberg, 1958, Spicer, 
1952) 等。在这个时期，对应用民族志兴趣的日益增长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归结为 
美国的兴起，它作为全球性的权力体,对文化差异的进一步了解具有实践性的认 
知需要。这一时期的研究接受方对作为一个特定方法的民族志并不是特别感兴 
趣，而仅仅是顺承此时多数“文化专家”的方法论偏好而巳。 


从停滞到进展 


如上所述，民族志方法和策略的发展与人类学紧密地维系在一起。人类学 
家一直坚持将他们的调査与基于行为和价值的文化理解连接起来.在此他们发 
挥了主导性的作用，也因此将民族志从广义的定性研究方法范畴中分离了 出来。 
根据同样的特征,应用民族志也从来不能仅仅界定为人类学的一个属性。比如， 
建立于1941年的应用民族志协会是一个致力于以文化为基础的研究与实践的 
组织，应用民族志协会的创立者不同于这个时期其他人类学家的专业组织领导 
者，他们较少关注学科的边界划分或在学科之间保持方法论的区別，而是着力于 
将文化当作人类变迁和适应亊务中的一个重要变*。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类学家与其他人对文化及其在人类关系中重要性的 
思考方式发生了转向，它导致了民族志研究的种种革新。前文讨论的各种调査 
建立在一种假设的基础上，即认为民族志的实践价值是提供不同人类群体的文 
化概貌，它们能够为负责那些影响人们生活的政策或者项自的决策者提供信息。 
然而，尽管塔克斯的行动人类学与其他人一样，通常从一种非西方的、传统的文 
化基础上看待研究对象,但它仍然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例外。 

早期的人类学关注那些由于西方文化的扩展而被边缘化的人们，其学科的 
普遑兴趣是希望在传统文化整体消失之前对它们进行描述[这是早期应用人类 
学的另一种表现，有时也被称为“野蛮人的人类学 anthropology)”] ，当时 
的应用民族志受到这种关注点的广泛彩响。其研究逻辑，如果不是有意如此的 
话，乃是依据假定为持久和同质的文化想象和行为去描述一个人群。他们假定 
这些“文化”在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前变化很少，文化的行为标准一般被推述为在 



规定的地位和角色中的一致性，当时通常的民族志专论都用“民族志现状 
(ethnographic present) "的称谓来讨论问题，实际上是将过去的民族志理想化，它 
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很少或几乎没有考虑到目前被西方文化频繁“掺 
杂”下的文化状况 （Rosaldo, 1989〉；对文化的印象则是它不会有内部的变化动 
力，也抵制外部的变迁。因此，当时许多的应用人类学致力于提供各种文化信 
息，以帮助管理者对必然要面临的文化抵制作出反应。 

只要人类学家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小规模的社会中，并坚持所研究文化（通 
常是错误的）的前提 假定： 同质性的、与其他±要的文化影响相隔绝、在西方文化 
侵人以前变迁很少等，那么他们的研究方法便主要基于其对“身处彼地”的信诺， 
基于研究者在行为发生的文化背聚下系统地观察它们的能力。人类学通常强调 
( 无疑也将其浪漫化）孤独的田野工作者进人另一种文化中的地位，以及他或她 
通过参与观察而发现文化之特定棋式的能力。通常，人类学学生在进人田野以 
前很少接受方法上的训练，同时，在田野工作上，如何在另一种社会中生存的实 
际事务指导和 W 査方法上的指导一样少。两种方法差不多是一样的，并经常类 
比为自然主义者所使用的方法，它假设在所观察到的厲类行为棋式中很少发生 
重要的变化。 

人类学中的次级目标也影响了早期的民族志研究。人类学的一个主要目标 
是反对种族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特别是当这些价值观引起对其他文化的误解时。 
这一目标使许多人类学家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强调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而非相似 
性,并为这种差异性辩护及将其合理化，作为调査者的人类学家则在此寻求过程 
中扮濟着有意义的 角色。 民族志常常被当作一种叙述来书写，人类学家在田野 
工作过程中则通过重申他或她自身的天真、误解和最后的启示，以证实人类差异 
的合理性,适合此种视角的最好方法似乎是最具非形式化的、经验性的以及反思 
性的。 

尽管早期的人类学家有时的确将民族志方法应两到上述偏爱描述以外的各 
种情境，但直到1960年代末，那种模式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不过在那时,有一些 
现象促使了民族志方法及其所使用的场所的转型。其中的一个现象，便是相对 
于民族志调査而言出现了更多的系统性方法，包括人种志方法 
或认知性的研究方法 ，以 及不断增长的对田野资料量化的重视等 （ Poggie, 
DeWalt,& Dressier 1992 )。 同时，人类学则经历了更加深刻的转变，在方向上从 
强调小规模、相对隔离的社会转变为日益增加的对更加复杂和异质性社会群体 
的兴趣。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它并非一个全新的环境，但逐渐获得的合法化可以 
帮助人类学通过三种主要的方式来实现学科性的转换。首先，当人类学家试图 
把握更大、更具分层性的，以及更加多样化的群体时，对于田野研究和民族志方 
法而言，便需要一种系统性以及更加规范的方法取向。这些新的研究兴趣也使 
人类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从业者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有时是合作关系，有 
时则是直接的竞争。其次，是与特定的应用研究策略的密切联系。如评估研究 
和社会效果评价等，它鼓励一些应用民族志学者去适应他们的调査槙式。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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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十分重要的，是在异质性社会中做研究的经验，会导致一些人类学家挑战早 
期他们在小规模社会中“单纯的”，并似乎是被动件的假设。 

在应用民族志方法的发展中，这些转型是特别明显的。对于人类学家而言， 
更大的和最明显的机会乃是在解释边缘群体的行为时，尽力去协助改变行动者。 
然而,它巳经不再过多地关注传统文化，至少不会再花很多精力去理解这些群体 
是如何在更大的政治、经济系统中适应、参与和互动的，显然研究者也是这个系 
统的一部分。比如，在致力于农业发展的民族志中，最初的问题集中于传统文化 
的什么因索阻碍了他们充分地参与到新的发展计划中？而新的研究问超被放在 
一个既定的环境里，其中研究对象被当作发展进程中的理性行动者 （Bartlett, 
1980 ； Warren , Slikkerveer , & BrokensKa , 1995 ) © 

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导致研究重点迅速地转换。对于许多应用民族志学者来 
说,研究客体发生了变迁，它们从特定的文化或社会群体转变到了特定人类问题 
的文化过程上。应用民族志学者的兴趣也日益放在社会群体如何在变迁的环境 
中相互冲突和 融合; 利益群体或者股东之间互动结果的文化意义等。他们不再 
坚持将文化当作一种由人所拥有的实体（或者反过来说，拥有了人的实体），而更 
感兴趣于将文化意义当作一种内部的问题解决方式，探讨它们如何实现交换和 
协商的。这些意义上，许多应用民族志学者对文化的描述发生了变化，从传统上 
持久的知识库存转变为一种变化和不稳定的过程，人们在这一过程中积极努力 
从持续变迁的关系和环境中获得意义。 


各种各样的应用民族志 


民族志的许多价值存在于它的叙述中——基于文化表达的故事讲述中。传 
统的民族志几乎只关注对“他者”及远距离人群的故亊讲述，然而，当代的民族志 
研究则趋于关注人们从经验领域中所形成的文化展现方式，意义在其中经常处 
于冲突状态，文化也永远处于建构状态。对于应用民族志而言尤其如此，它本质 
上是干预主义及人侵性的。如前文所述，应用民族志学者的问题已经很大程度 
上从讲述“他者”转变为描述文化系统的交*而引发的现象，这种交叠是一种有 
意而为的、全新的或期望介人的结果。 


认釦來向 

在应用民族志的发展中，认知的、符号的和语义的取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为了提供一种特定介人的“本土观点” （ 马林诺夫斯基所赞成的），这些取向遵 
从了各种语言或者话语棋型及民族志的方 法论。 在这个脉络下的比较经典性的 
民族志研究 包括: “买醉人生:城市流浪者的民族志”（汾《 o«e Yourselfa Dnwk-An 
Ethnography of Urban NonuuU , Spradley, 1975 ) ，“抢夺与逃跑：城市海洛因成瘍者 
的正式民族志” (Rapping and Running ： A Formal Ethnography of Urban Heroin 



Agar,1973), 以及“警察工 作：警 察的社会组织 ”（A»/fce Work-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Policing Manning , 1977 ) 。这些研究与标准的 < 即非应用性）民族 
志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们所关注的研究总体至少有一部分可以界定在更大的社 
会“问题”中。斯普拉德利 （Spradley ) 的研究基于公众对街头酗酒问题和通过警 
方解决问埋的方式 （ 大部分是以监禁的 方式〉 的看法。阿加 （Agar) 的研究建立于 
对海洛因成癱者的一种治疗方式基础上。其他的民族志，诸如曼宁 （Maiming〉 对 
替察工作的 研究; 阿加最近的文章 （Agar,1986a), 关注那些受制于公众兴趣或制 
度介人的特定职业群体——比如，阿加对受到联邦交通制度影响的 B 雇卡车司 
机的关注。 

在应用层面，认知取向对民族志的价值在于它们常常从对象群体中揭示出 
文化建构的模式来，这不同于外来者对群体的解释,尤其是研究中的那些对对象 
群体具有权威性的人的解释。民族志研究经常发现，在对象群体的政策、程序或 
措施与提供一种文化的视角并有助于决定群体行为的真实世界之亊件之间存在 
着相当大的不一致。在笔者看来，这些民族志中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是它们将文 
化看作一个介人实践的结果（包括十分有意义的研究性介 人〉。 如阿加 （Agar, 
1994) 在对“文化间实践者的角色” （ICP) 的讨论中指出，文化不应当被当作隶属 
于某一特定群体的一套抽象原则，而应该指向对差异的消弭和化解。 

文化是 ICP 创造的，是由他或她所讲述的故事，它强调并解释那些引致断裂 
的差异性。文化不是人们所拥有的亊物，它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空间中所填充的 
事物。文化也不是对任何事情的一种充分描述，它关注差异、丰富的观点，从亊 
物到亊物及从群体到群体的变化的差异 （P. 236) 。 

应用民族志的认知取向中许多实践的意义来源于对沟通失效或文化“断裂” 
社会事实的关注倾向 （Agar, 1986b; Briggs, 1986), 这些失效很容易反映到应用 
环境中去，而认知的民族志方法似乎也适合运用到由于某一群体试图介人另一 
群体而造成的特定悄塊与沟通的困境。尽管这种取向似乎又回到了马林诺夫斯 
基依照“本土观念"对应用民族志的辩护，但是与之相应的是，克拉克洪也试图描 
绘出应用民族志学者的独特角色.他们有能力去展现文化中意会的-面。认知 
和基于语言的民族志倾向于关注沟通断裂的问题，研究者具有遇到问越的直接 
经验，通过他们对问题何以产生的理解可以消解这些问题。而从应用取向来看 
是不一样的，这一取向将问题看作研究主体或者他们试图改变的对象群体所进 
行的表达。这也是一个不十分淸楚的假设，即认为民族志学者比那些群体成员 
更加适宜解决群体之间沟通失序的问题。因为研究者较少被困于期望行动之 
中，而且他们对悄境一开始便了解很少，所以对丰富资料中所出现的问题与错误 
更可能有第一手的体验，并直接面向沟通问题的解决。而与问题联系更紧密的 
局内人则可能巳发展出认知性的保护，这使得他们与沟通问题的直接体验相分 
离，它们构成了资料和理解的重要部分。如斯普拉徳利 （Spradley, 1979) 指出他 
自己对种族语义的引申技术似乎是，当民族志学者在进人—个文化情塊之前具 
有很少的相关知识时运作的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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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洗/宏呢分析的取向 

尽管在传统上，民族志植根于地方层面并严重依赖于定性研究的技术与方 
法,但应用民族志当前的各种取向已在调査的对象和方法上进行了扩展。在这 
一变迁中，有两个因素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一个因索是社会科学中近来的一 
种趋 向：在 地区、国家乃至全球亊件的背景下重新定位地方层次。这一关注点与 
应用研究和行动似乎尤为相关，它们的介人和促使变迁的努力总是与更大的影 
响总体领域之努力有关。应用民族志日益与这些范围维系在一起，而非与封闭 
状态下的特定群体或总体经验相联。另一个因索是应用民族志在方法论研究上 
的扩展趋向，它不仅使用了更多复杂的定性方法，也采用或至少接纳了更多定童 
研究的方法。这种转向的部分原因可归结为社会科学家和实践者对应用研究参 
与方式的变革（需要重申的是，我所论述的内容主要源于我对应用人类学的体 
验，尽管我对这些评论在社会科学一般层面上的应用亦持保留态度）。在过去， 
当要求人类学家根据他们对一个特定人群的知识提供专业性知识时，他们通常 
参与到应用研究中去。当发现一些事情的进展出现错误以后，他们最有可能参 
与到某个项目中，并且他对整个项目或者研究活动的参与常常是微不足道的。 
换句话说,他们的民族志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更大规棋的介入，此外，他们所扮演 
的角色也主要是专家审视或者错误修正。 

这种情况也有例外，而且现在例外成了规则。应用民族志学者有了更多的 
可能性，比如从一开始便参与到一个项目或研究进程中并在研究设计上发挥一 
定的作用。他们也更有可能对应用性研究进程进行分析或解释。应用民族志在 
更大的研究项目和介入上的更多整合意味着，如今以定性、田野调査为基础的应 
用民族志与其他研究取向的关系获得了较大进展。其中一种方式是应用民族志 
学者作为定性研究者而参与到更大、更具定童化的研究活动中。另一种取向是 
应用民族志学者本人主动采用定童方法，将其作为他们民族志研究计划的一个 
部分——这种情况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一些应用民族志现在主要依靠定童 
而非定性方法（谨记此点仍然是重要的，即在这一章里民族志被界定为它的研究 
对象，而非作为一个特定类型的方法 论）。 

从方法论的创新之处来看，民族志调査包括了定性和定童取向及多层次的 
分析,而且更有意义的是民族志学者在研究设计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并因而在 
文化分析中占据主要的地位。在人类学中，民族志关注应用的定性/定童取向在 
下列研究中得到较为全面的论述，包括：佩尔图双氏 （Pelto & Peko) 《人 类学研 
究:调査的结构》 （如 认 Research I The Structure of Inquiry t \97 S ) ，伯纳德 
(H. Russell Bernard) 的 《人 类学研究方法 ：定性 和定童的取向 Methods 
in Anthropology :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 , 1994), 以及伯纳德的《文 
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手册 > ( Handbook of Research Methods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 1998) 等。人类学从地方层面或共同体层面的分析到包含几个纬度 
(空间、因果、时 间〉 的“宏观”分析的转换则可从以下研究中看出：德沃尔特和佩 



尔图 （DeWall & Pelte) 的 《人 类学的微观与宏观分 析：理 论和研究中的 问题》 

{Micro and Macro Levels of Analysis in Anthropology : Issu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t 
1985) 以及波奇（ Poggie) 所编 < 人类学 研究: 过程与应用 > ( AfOhropological Research ： 
fVocess ， 1992) 等 0 

对于应用民族志学者而言，这些研究经验提供了将定性方法整合到更大研 
究活动的机会。例如，定性取向在研究的起始阶段是非常有用的，它们经常有助 
于界定淸楚调査研究的要素 （Kein P t 0n ，Bost er ，& Hartley ,1995) 。在其他研究中， 
定性田野工作也在研究的分析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利于解释具有反常特 
点的资料,尤其是那些严重依赖于来自各个地方所公布的资料的研究，因为关于 
这些地方对资料的发布要求如何阐释的变化并没有在资料上反映 出来。 

当研究箔要准确地描述成员的价值或观点时，定性民族志的资料通常被认 
为比调査资料更好一些，尤其当考察对象需要进行长期的田野观察，以及被访者 
可能由于感到风险性或其他原因而不思意正确作答，或他们“更真实”的回答可 
能箱要时间来获得时。在本章后面我也将会讨论到，在某些情况下，定性民族志 
资料对于特定的研究对象或要求来说更加可信。 

我们很少看到有对在同样的应用研究项 s 中所获得的定性和定量数据作淸 
楚比较的研究。而斯克林肖 （Scrimshaw,198S) 则提供了这样的实例，她的研究是 
关于厄瓜多尔人在引人流产上的行为和态度的。她指出，通过与那些在更大和 
更严格的抽样程序中获得的结果相比，民族志 （ 即田野为基础的）资料在大多数 
情况下是有效的。另一方面，斯克林肖也谨慎地指出，当少数情况下两种结果之 
间存在较大反常性时，民族志资料也许要更准确一些。比如被谰査对象的行为 
和态度可能十分敏感或者有某种难言之隐，这时，通过长期的熟悉和了解，民族 
志体验可以让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态度辨识获得更加深人和准确的结果。 

行幼和抹束的取向 

对于应用民族志而言，当前许多取向遵循着早期由泰克斯 （Tax, 1958〉所提 
出的行动或倡导模式。另外，心理学家勒温 （Lewin, 1948) 也曾经在另外的场合 
下讨论，并强调,基于委托方而解决特定社会问題的尝试中参与研究的重要性。 
其中一些模式直接来源于早期的研究，而其他情况剡受到部分研究基金与机构 
的兴趣导向，尤其是一些联邦政府机构，它们资助那些参与性的以及和对研究 
•‘对象”有直接影响或介人调査的一个或几个阶段的应用性研究。这些研究活动 
所笛要的实际参与程度有很大的不同，在某些情况下对“参与”的委托研究获得 
了表面的声誉，而实际上它与早期在公共决策中对“公民参与”的号召没什么 
两样。 

关于行动或倡导研究并非一定是民族志的，尽管一些研究者认为民族忐研 
究策略或许比其他策略更易进人。此外，在解释阶段，对于那些没有受到过社会 
科学训练的参与者或社区成员来说，民族志提供的各种资料可能更加令人信服。 
对于这里讨论的应用研究的其他取向来说，许多被认为是应用“民族志”的研究 



实际上与上文我们所提供的定义是不相吻合的一它们可能是好的，且资料丰 
富的定性式研究，但是它并未与使其成为民族志研究的对文化过程的理解联系 
在一起。 

尽管存在着许多限制性的条件，但仍然有很多的例子表明，应用民族志方法 
已经与行动和倡导性的研究策略整合在一起了。申绪尔 （Schcnsul, 1985) 描述了 
在整合模式情境下的行动导向研究，其中研究者和社区行动者形成“政策研究 
群”，关注一些重要的社区问题。她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传播/功利环境的 
社会和政治现实等田野环境的制约”以及研究是否违反了社区“文化准则”的顾 
虑都在一定程度上型塑着民族志 （P. 193 ) 。怀特 （Whyte, 1984) 提供了一个类似 
的模式，他将其称为“参与行动研究”。阿吉里斯（ Argyris, 1990) 则提出了或许是 
对行动环塊下应用民族志的最详细描述，而且她指出，行动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鼓 
励参与者在涉及特定社会问题时去检验他们自身的“理论运用”。 

对于得自于行动模式的应用民族志而言，其主要革新乃是趋向于将一些并 
非专业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者包括进来，他们也参与到研究的多种阶段包括项目 
选择和设计、田野工作以及研究分析中。相应地，倡导性研究者也作为代表自身 
权利的社会科学家导致许多传统研究对象实现了专业主义 一 ~这种实践层面的 
扩展又一次让我们回到泰克斯，在他工作的最后一些年份，他投人了大童的时间 
来促进社会科学和其他领域美国本土学生的教育。格林伍德和勒温（ Greenwood 
& Levin, 1998) 则进行了一项行动研究调査，它们关注科学证据及研究进程民主 
化承诺的标准。 

在许多方面，行动和倡导性研究的结合对应用民族志而言是一种临床取向， 
这是试图在最简单的层面训练人们用民族志的策略来更好地理解自身的文化环 
境或更充分地了解那些影响他们参与对象的文化过程。临床棋式多数是指鼓励 
不同类别的专业人员在民族志层面上思考他们的实践行为，它经常被应用在碰 
到相当大的文化差异的环境中，就如同在医疗和健康 （Shimkin & Goldc,1983). 
教育 （Heath,1982) ，以及社会工作 （Green, 1982) 领域中一样。斯坦 （ 5祕1«1,1982) 
将临床模式描述为一种“民族志的教学”，其中鼓励专业人员 （ 这里指的是医学院 
的学生）使用民族志视角以及至少某些民族志调査的方法以首先实施一种“自我 
民族志”，而后把民族志原则应用到对临床环境下文化差异的理解上。 

施恩 （Schein,1987) 曾指出临床视角的细微差异。他所谓的临床医生是指依 
赖于施恩所声称的在一些方面不同于那些民族志学者的实地考察工作取向的组 
织性的研究者和建议者。然而，很难确定施恩是怎样获得民族志模式的一他 
所称的临床模式的反面,实际上似乎与本章所论述的应用民族志取向非常相似。 

当社会科学家认识到应用研究不仅仅是一种附属于现存人类问题研究范式 
的亊物时，人们便会日益注意到作为一种思考和问题解决方式的民族志。在前 
文所引用的例证中，民族志的视角是为了在多种领域中助行为者一臂之力，可能 
有助于增加他们对有关文化差异和文化过程问题的敏感性。同样，认识到实践 
者亦具有其改变和介人的自身模式也是很重要的，这些模式或许与民族志视角 



相冲突，并阻碍临床或应用环境下民族志的有效运用。例如，里格比和塞瓦赖德 
(Rigby & Sevareid ,1992) 就对比了律师和民族志学者在处理“事实”与“证据”上 
的 差别; 此外,徳拉克 （ Drake , 1988 ) 也对比了民族志学者和政府官员的不同思考 
方式。 


应用民族志中的主要问题 


在应用研究中，民族志方法和视角使用的不断增长导致了许多问题的出现， 
其中一些是有关民族志取向的独特问题，而其他的则是与应用性和基础性研究 
之间的差别相关的一般问题。 

產用研先中对氏族志的枇评 


对于应用研究中民族志取向的应用来说信度和内在效度的问题仍然引起人 
们较大的关注。当民族志学者更多地参与到包括持定量视角的社会科学家的研 
究队伍中时，它们便日益成为主导性的问题。尽管一些民族志学者认为，民族志 
研究需要有判断方法有效性的标准 （Guba & Lincoln , 1989)，但同样，就某些民族 
志学者而言，这种感受是促使民族志日益精密的部分原因，它既可以扩展他们的 
方法论体系，也使他们在调杳的定性方法层面能够更好地把握对信度和效度的 
测童 （ Bernard , 1994; Kirk fir Miller , 1986) D 如哈默斯利 （ Haimn e rsl e y ，1992) 所述， 
有效性的标准有他们对“真理”槪念的参考标准。这必须考虑到“真理”是从企 
图理解并解释文化不同于其他现象中获得的可能性（ Geertz ， 1983 ) 。它也赞同确 
定性的存在，即一般来说，应用研究的真理比来自于“纯粹”及学科限制的研究框 
架更具随意性，并更受制于效用标准的变化（参看下文）。假如有效性并未完全 
存在于旁观者的视野中，那么真理便 X 疑会存在于特定的应用研究活动之需要 
和判断中。 

另一种对民族志的批判与资料的丰富性有关，这些资料一般由应用民族志 
学者整理，尤其是当他们参与到大规模的研究中时。他们可能在几年的时间里 
进行资料收集工作，许多民族志学者或者定性研究者还从不同研究场所中获得 
资料。早期，这种工作的问題经常是，开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以后该如何来分析 
这些田野资料，或者是没有注意到不同的田野工作者在不同场所所收集数据之 
间的可比性。最近，基于计算机的民族志程序的采用，比如 NUD • 1 ST 和 
Ethnograph 被证明是很有用的，包括对民族志数据的管理和使初级资料的分析变 
得更容易等。民族志在应用研究中的运用也因为要花太长时间而无法作为一个 
决策的有效工具,及其关注点太过广泛（民族志学者并不总是把研究放在研究资 
助者所要求的特定问题 h ) 而受到批评。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提高“迅速评价” 
步骤，尤其是发展研究和资源管理领域，民族志学者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而在维护其广泛或宏观的关注性上，民族志学者指出他们的方法对于探索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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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研究中所界定的问題被误解或脱离规范的程度是极为重要的——这种观点可 
能是相当有价值的,但是对一些研究资助者来说,并不是特别符合要求。 

在应用民族志研究和实践中，研究者潜在的观念超越了信度和效度的问题 
范畴。无论他们的成果是否得以应用，民族志学者都通常被视为他们所研究对 
象的倡导者，至少一些民族志学者对此种宣称并无异议。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它 
似乎是千真万确的，表达和保护人类学家所研究人群的“最优”利益通常是其学 
科标准的一个方面。尽管民族志学者当然需要注意他们倡导性的传统可能引致 
偏见，但同样需要看到，对可能偏见的批评也许只针对的是民族志学者所导向的 
各种结论中的一种。在应用场景中，民族志的长处在于它能够辨识那些为人类 
价值和行为提供理由和意义的文化模式。而对于应用研究而言的交易代理商和 
其他可能的资助者常常对问题无所知晓，他们对被研究的价值和行为有自己的 
解释。民族志则可以提供另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可能受到一些研究资助者的热 
烈欢迎，也可能由于偏见而与资助者的期望无法吻合并被彻底的抛弃。 


A 用研先中氏族4的辨护 

针对应用研究中民族志价值的批评中，许多问题也同时是其特定方法的优 
势之处。与研究对象较长时期以及相对密切的接触等，它提供了研究对象丰富 
以及具有情境化的信息，可以增加我们对其认识的深度。在某些特定的研究环 
境中，研究对象面对调査问卷的方式不可能不偏不倚地回答问题,或在对直接问 
題的适当回应、调丧的道德规范的文化差别甚至特定问题与回应的意义等问题 
的解释上，都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在这些情况下，民族志和定性研究取向都已 
经得到成功地应用。在对研究结果的分析和解释方面，民族志增加了一个在其 
他取向中有可能缺失的文化维度。 

应用民族志近来的研究取向有助于人们（包括资助者、研究对象等）去思索 
文化观念、文化如何“运作”以及文化的逻辑必然性问题。在某些情形下，它黹要 
民族志学者去协助其他人忘掉早期民族志学者，尤其是人类学家所教导的流行 
的、更加静态性的文化概念 （Chambers ,1986) 。 

研先资助*和庄用氏族4方法 

基础研究方法通常是在学科边界内以及独立于同时代观念的研究对象中发 
展起来的，然而应用研究却总是窬要让研究资助者来明确研究策略的适当性和 
有效性。它要求民族志学者的方法要适应资助者所表达的特定需要和限制。例 
如，快速的民族志方法取向便来自于特定资助者希望在有限时间内获得资料的 
需求 （R. Chambers, 1985; Harris t Jercom t & Fawcett,1997； van Willigan & Finan, 
1991)。 同样，民族志方法也已适应了某些资助者的特殊需要，他们认为有必要 
对那些针对其干预行为的潜在社会或文化影响的评估进行引导和管理 （Cemea, 
1985；Cochrane,1979) 0 

快速研究包括各种各样的技巧，但是与民族志相关的最常用方法 包括： 



(a) 焦点小组 访谈； （b〉 “逐级 （stepwise)” 研究,其中简洁的民族志“访问”代替了 
长期的田野调査，以解决一个连续研究项目中的特定问題； （ <0参与研究策略，即 
在研究地进行资料收集的工作。在范威利根和费南 （van Willigan & Finan t 1991) 
的著作中，这些应用民族志研究相关的方法得到了详尽的讨论。 

应用民族志学者并非只是考虑自己的研究取向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与研究资 
助者的期望相适应。比如，沃尔科特 （Wolcott，1994) 即表达出在教育领域中评估研 
究模型对民族志研究的影响的担忧，并提出一个更具描述性和非评价性的方法。 
而与此相对，也有其他学者将他们的应用民族志取向直接建立在评估研究的模型 
上（如， Fetterman 1984； Ryan, Greene, Lincoln, Mathison, & Mertens f 1998) 

左用氏族 4 中的致用耘准 


大体上，应用民族志学者并没有在证明其调査价值上投人太多的注意力。 
尽管对民族志研究可能是有用的方式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讨论，但相对来说，在其 
实际运用的实现上面仍然努力甚少。在人类学里，讨论实际民族志运用的常用 
题材是个案研究,它强烈依赖于民族志之解释合理性的建立，而很少说明这些解 
释实际上是否与资助者的决策、政策建构或者项目干预相互协调。不过，著作 
《让 我们的研究可 用:人 类学知识运用的个案研究》（从心叹 Our Research Usejul ： 
Case Studies in the Utilization of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 van Willigan, Rylko< 
Bauer, & McElroy, 1989) 则是一个例外。尽管在这本书中作者明确了许多影响民 
族志运用的因素,但很多论述仍然围绕在合作和沟通问题的周围。民族志的有 
效应用似乎与研究资助者积极参与研究努力的程度有关；与民族志学者是否愿 
意作为其研究的倡导者以及愿意同各种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 以不同方式进 
行相互沟通有关。 

同样,我认为效用标准对于有效的应用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建立 
科学的倌度和效度之常用及可变标准 （Chambers, 1985 ) 。我区分出了五个这样 
的标 准:研 究发现的可用性是指对于那些在有关变迁的研究项目中占据一席之 
地的成员而言，知识在某种适当的方式下是可用的；此外，应用民族志应当具有 
与研究成员和资助者的目标、规定活动之间的相关性；同时，还需要对有关行动 
重要性的不同要求进行回应（比如.要理解这种情形，即保持历史结构重要性的 
要求，在历史保护主义者和急切 需要现 代购物中心的社区成员之间是不同的）； 
第四点，为了回应研究者资助者所倾向的亊件和证据，应用民族志应该符合信度 
的 标准; 最后，应用研究需要着重于展望和判断，或者，换句话说，要理解这•-点， 
即研究资助者史感兴趣于将会怎样,或甚至是应当怎样的问题,而非目前怎样。 

什《真变的科学 

就我所知，应用民族志学者从来没有就其所从事的科学的类属达成一致的 
意见。我相信，在人类学中这是确实存在的。以前认为是从解释性，甚至推测性 
科学 （Kluckhohn,1947) 到仿照自然科学家所认为的精确性和可预测性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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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pie,1941) 最近的应用民族志则遵循着这些模式的一种或另一种，一些研 
究者将他们的研究基于自然科学的范式，其重点乃放在对文化过程之可检验性 
和因果性陈述的搜寻上 （B*manl,1994 ; Poggie , 1992 ) 0 同时，其他研究者则关注 
于解释性模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强调的是特定文化环境和亊件的独特性 
(Agar, 1996, Wolcott, 1994) „沃尔科特及时讨论了这样的问埋，即关于应用民族 
志有效性的先人之见是否有可能削弱民族志学者对理解的探求。 

在这两种棋式中，定性民族志展现方式上的主要区别是其方法与研究项目 
整合的方式。对于自然科学模式而言，定性民族志经常伴随着更加定量的方法， 
或者有时由后者所主导；而解释性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则更倾向于把定性取向作 
为他们调査的基础。 

与在社会科学中一般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反，后现代主义在应 
用民族志的进一步发展中扮演着相对微弱的角色，并且在一些地方对于此种取 
向存在着公开的敌对性 （Young, 1998)。其他人则认为，后现代的一些批判或许 
有助于对应用民族志学者在调査过程中自身的位置进行更加批判性的理解，并 
有助于探求一个对于文本表达来说的替代取向 （Johannsen,1992) 0 

伦 嫌和道 德问超 

对于那些成为其关注对象的人们，应用研究经常得出直接的推论。在许多 
情况下，应用民族志被当作知识基础的一部分，根据它做出有关社区及其环境的 
决策，而伦理和道德的考虑可能会使其有所顾虑。应用民族志常常在计划或非 
计划的变动中进行，社区则在其中经历着生活被分裂和被搡控的压力。是力图 
去理解所进行的研究工作还是努力去帮助人们减轻痛苦？民族志学者对于他们 
在这种环境下的主要角色的理解有相当大的差异。 

在影响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般问®以外，应用民族志学者还面对着许多伦 
理和道徳上的困境，它源于研究者与研究资助者之间的特殊的关系。更令人关 
注的一个问题是，民族志学者是否应当从事那种资助者的政策或行动可能与专 
业戒个人道德标准不一致的研究。当马林诺夫斯基 （Malinowski , 1929 > 提出人类 
学家可以服务于在非洲的英国殖民地行政目的的观点时，他走在合谋者和帮助 
殖民地使团更加人性化之间的那条狭窄的道路上。同样，在“二战”中为日裔美 
国人建立的安置营中，作为社区分析者的社会科学家们力图与政策保持距离，并 
将他们自己描述成日本俘虏和战争安置权威之间的“文化经纪人 （Cultural 
brokers) "(Spicer,1979) 。尽管也有人指出协作与合谋乃是一回事，并建议应用 
研究者将自己从资助者大量的要求中脱离出来，但参与比抵制更好的观点仍然 
在当前许多应用研究中普及开来 （Berrein«.,1991 ! Escobar, 1991 ) 。 

对于应用民族志学者而言,有三个专业伦理问题被证明是特别困难的。一 
是被访者知情同意的原则。在人类学中，弗路尔-洛班 （Fluehr-Lobban , 1994 ) 指出 
田野工作者抵抗知悄同意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假定，其在决定和减轻研究的 
潜在的负面影响上，比其研究对象处于更有利的位 置上。 她通责这种态度是一 



种不适当的家长作风。另一方面，韦克斯 （Wax,1995) 认为，许多例子发现，严格 
遵循被访者的知情同意原则将使田野工作变得很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特 
别是当民族志学者调査一些非法的活动或者调査精英 （ 即“上行研究”， studying 
up) 时，因为这些人可能会抵制调査。 

应用民族志学者还面临着关于研究对象的隐私保护之伦理困境。当研究资 
助者已经或要求接触能识别研究对象的记录的情况下，一般就会涉及研究对象。 
它也关系到一些特定的研究对象，由于他们在一个制度中的特殊地位而无法隐 
藏自己的身份。美国人类学协会及应用人类学协会都曾经明确表明，在所有的 
情况下研究对象的隐私皆应被维护，然而，这种专业的指示近来也得以修 正：当 
可能无法确保研究对象的隐私时至少应该告知他们。 

总体上，社会科学专业豉励研究结果的开放和公共的分享。在 I960 年代， 
美国人类学协会就联合禁止“秘密”性的研究。这一禁令对于一些应用民族志学 
者似乎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发现资助者在法律上拥有研究资料的所有权，如致 
力于对市场新产品的检验的研究，对咨询及磋商的市场技术之评价的研究，以及 
长时段的社会实验研究，而初步结果的早期发布可能会对实验造成影响。这些 
声明具有一定的价值，多数专业协会，包括在1998年修正了其专业责任原则的 
美国人类学协会在内，都修改了它们的条文，如果所有权利益是合法的，那么允 
许研究者保留其研究结果。 


结语 

早期将民族志研究应用到 问皤解 决和社会干预的尝试归纳出了三种保留很 
大影响力的主要原则，这些方面是民族志的优势，它们可以发掘“本土的观念”， 
揭示出更多意会的文化维度，促进合作或“行动”的研究策略。另一方面，民族志 
视角上的一个主要变化是逐渐地从把文化看作一个相对封闭的和地理限定的体 
系转向关注作为干预或者变迁程序结果的文化过程。在这一点上，应用民族志 
研究与文化表达的地方或全球的相互影响等更加综合性的趋向保持了同步。 

过去二十年来，应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提 
高。这些变化包括了下面几个 方面： 

• 对应于干预和问题解决而在文化 （ 和认知性）棋式的发展上出现的日益增 
加的精确性。 

•研究方法论和技术上更加多样化，包括了定量和定性取向以及计算机辅 
助的民族志研究项目的运用。 

•民族志学者更完整的参与在应用研究的多种阶段中（项目设计、分析、发 
放等），从而对特定的应用和政策导向研究策略有了更多的理解。 

• 民族志学者更倾向于成为研究团队的成员，或在其自己的学科框架下，或 
作为交叉学科研究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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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学者更加倾向于关注将研究策略与特定资助者对信息及视角的需 
要相匹配的重要性，同时也留意到“效用的标准”。 

• 在将民族志方法应用到参与和“行动”研究策略上具有日益增长的经验。 

在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学中，这个时期同样也被看作日益将特定的应用研 
究当作一个合法和重要的事业而接纳的时期。除了学科以外的日益增长的兴趣 
以外，应用民族志学科内部的支持以及制度化的增加表明，现时期取得的进步亦 
将持续到未来。 

是否应用民族志还存在没有获得进展的其他领域和方面呢？我认为答案是 
肯定的。其中一个便是许多民族志学者没有继续将他们的贡献运用于实际。除 
了一些边角料和逸闻趣事外，从应用民族志的实践中并没有得出淸楚的对效用 
的槪念化。如同它过去一样，民族志学者似乎更满足于强调假设的调査用途，而 
非从经验性上探求当他们的知识进人具有冲突性的公共认知、干预和决策时会 
发生什么。从这一方面看，许多应用民族志似乎被锁定在“实证主义者”的假设 
上，认为好的知识就会有好的运用，而调査者毋需更多的努力或承诺。同时，我 
们还非常需要对更多的民族志实际运用 （ 以及误用）的批判性分析。 

与此相关联的是应用民族志的伦理和道徳的立场。尽管应用民族志被引向 
为那些在公共亊务中的弱势群体进行辩护，但他们并没有解决其自身在调査中 
的适当角色之类令人困惑的问题。他们是否在知识的生产方面具有特殊性呢？ 
他们是否如同医生和律师一样，尽力平等地对待所有潜在的顾客，而没有任何歧 
视呢？或者他们只与他们认为是适合的顾客去合作？尽管这些问埋永远不能在 
抛开个体选择层面以外而得以解决，但是在更高一级的层次上对这些问题进行 
讨论将是十分有 益的。 

另一个我们取得一些进步的领域是将民族志的视角转向研究以外的临床实 
践模式。尽管对于这种模式的兴趣具有优先性，以上我们也讨论过，而且，我们 
努力去理解民族志调査怎样才能够更好地指导个体进人人类服务、计划和决策 
等的实践过程，但在这种努力的情境中，我们并未能明确自身的性质。比如，在 
人类学中，学术实践的主导任务已开始屈从于对此学科来说比较适合的更广泛 
意义的职业过程。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如民族志这种专业和明显不同的调査模 
式如何使个体适应那些新的职业模式——同时也增加我们对超越“方法”正规应 
用的特点之可能性的重视。 

如果能够预测出十年以后我们所研究的田野将归于何处的话，我当然希望 
这个领域能够取得各种提髙和进步。除此以外，我认为其还具有以下几个趋向： 
①研究方法和技术上不断增加的稍确性，以及在问题解决上，民族志调査和其他 
取向整合性的提髙;②在研究导向上,将更多地力图使决策者和研究资助者确信 
“本土知识体系”的重要性，它们不仅是一种让人们得以更充分地理解其需要和 
社区生活的手段，而且对于社区问埋的解决的可能性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源 U 
更多情况下，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从上到下”方式已经侵蚀甚或破坏了那些有 
助于使问题社区保持生存的社会和文化资源以及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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